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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前行 
 

閱讀教育政策的執行，對於確保個人福祉或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其重要性

都不言可喻。 

台灣，相當幸運。自 2000 年開始，即有許多有識之士群策群力，為台灣建

置完善閱讀環境，凝聚社會共識，提升閱讀興趣。至今，閱讀教育政策仍是產官

學三方高度重視的重要議題。 
 
能成就這樣的光景，清華大學尹書田講座柯華葳特聘教授，是最重要的靈魂

人物。她帶著嚴謹的學術素養，親自到教學校場與第一線教師合作，再回到政策

面，為台灣建立起永續的閱讀教育藍圖。 
 
2020 年 11 月，柯華葳教授安息主懷。她的離世，是國家的損失，因為很難

再有像她這樣的學者，能如此面面俱到、井然有序的規劃與執行閱讀教育政策。 
 
2020 年 12 月 5 日，柯老師的追思禮拜結束後，中央研究院曾志朗院士悉心

籌劃，邀請曾與柯老師合作過的政府官員、學界先進、及民間團體，一起將柯老

師生前努力擘劃的各個議題記錄下來。2021 年 3 月 26 日假清華大學舉辦追思研

討會，會議主題定為「台灣閱讀教育的永續藍圖」。此本論文集，即是該次研討

會論文的匯整。 
 
特別感謝: 

百忙中撥冗撰稿的師長們、參與 2021 年 3 月 26 日會議的所有來賓、協助論

文審查的師長、以及柯華葳閱讀研究中心協助此論文集工作的所有同仁。 
 
 

陳明蕾 
202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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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科學研究對閱讀教育的啟示 

吳嫻教授、黃薏瑄博士生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人類對大腦的功能進行探究已有很長的歷史，近年來因科學儀器的發展突飛猛進、研

究派典與日俱新，除了讓學者能透過非侵入方式，研究正常個體的行為表現和大腦活動狀

態，也讓腦科學從二十世紀末開始，迅速累積許多成果，不僅如此，更開始對其他學術領

域產生影響，進而催生了不少新興的跨領域研究方向。在腦科學蓬勃發展的趨勢中，許多

實徵研究聚焦於和閱讀（特別是識字歷程）相關的認知功能、神經機制，並進行跨語言、

跨文化的比較，清楚呈現了具有可塑性的大腦如何因閱讀經驗而產生改變；本文將簡介和

這些議題相關的文獻，以促進學者和教師思考這些成果可能對閱讀教育所帶來的啟示。 

由於閱讀以口語作為文字和意義之間的媒介，本文在第一節首先介紹腦中的口語處理

歷程和神經網路，使讀者了解到閱讀需仰賴字形和語音的連結，並扼要說明聲韻覺識（即

操弄語音表徵的能力）對正常族群和閱讀障礙族群之閱讀能力的影響，以及中文識字的神

經造影研究，以彰顯閱讀和語音表徵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接續前一節的形音對應觀念，

第二節延伸說明中文和拼音文字在書寫系統上的異同，再提供各種研究證據表明：即便各

語言的特性不同，負責閱讀的神經網路大同小異，不論從組成單位較小的文字、語詞，到

高層次包含語意和語法兩面向的語句，皆展現出類似的研究結果。第三節藉由簡述不同識

字程度成人的大腦活化狀況，闡述人類的閱讀能力並非像口語一樣能夠自然發展，乃是需

要刻意練習；另一方面，不同的認知能力可能影響閱讀習得，例如偵測、擷取規則的統計

學習能力，可以幫助學習者掌握字形和語音之間的關聯，促進識字歷程。根據來自腦科學

的實徵證據，本文最後一節對閱讀教育提出建議，各式教材和教學應配合認知處理歷程、

因勢利導，如在識字教學中強化文字和口語之間的對應，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壹、和語音表徵息息相關的閱讀識字歷程 

大多語言學家相信擁有以語言進行表達、溝通的能力，是區隔人類與其他物種的重要

分水嶺；儘管其他物種也具有溝通系統，但因其不像人類的語言、可根據固定的規則產生

出無窮的語句，因此語言學家大多認為動物的溝通系統並不是真正的語言。無數神經語言

學的研究已明確指出:人類的左半腦中有專職負責處理語言歷程的區域（參見 Martin & Wu, 

2004, 所著的文獻回顧），包括經典的布洛卡區（Broca’s area）、威尼克氏區（Wernicke’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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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並非意味著語言僅依賴左腦處理、右腦完全沒有參與運作；幾乎所有的認知作業皆依

賴跨越不同區域的神經網路完成，即大多數的作業皆需要雙腦合作，而左右腦對於語言處

理之貢獻的差異，則在於參與的比重和所負責的歷程。跨年齡、跨種族的研究也顯示，人

類腦中負責處理語言的神經網路應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認知功能（如：Dehaene-Lambertz, 

Dehaene, & Hertz-Pannier, 2002），只有在先天病變或後天極端剝奪的情況下，才導致未能

正常習得語言。 

當人聽到口語時，乃是透過聽覺解碼語音訊息、再連結到意義；儘管閱讀使用的感官

頻道和聽覺不同，但已有許多實徵證據顯示口語理解和閱讀歷程之間息息相關。利用神經

造影技術檢視成熟讀者的研究結果清楚地展現：閱讀歷程一開始乃是透過大腦枕葉對文字

進行基本的視覺處理，接著依賴位於枕葉、顳葉交界處的視覺文字辨識區域 (visual word 

form area，VWFA） 解碼視覺訊息，再透過顳葉、頂葉交界處（temporal-parietal region，

近威尼克氏區） 的腦區進行字形和語音之間的對應、轉換，接著連結到文字的意義，並

透過前額葉下回 (inferior frontal region，近布洛卡區） 產出口語 (參見 Pugh et al., 2000, 所

提出的理論模型）。 

有鑒於閱讀不僅需要透過視覺處理解析文字符號，還依賴關鍵腦區將字形表徵和語音

表徵連結、進而提取意義，因此許多學者相信「閱讀寄生於口語能力上」 (“reading is parasitic 

to speech”, Mattingly, 1972）。支持此一看法的主要證據，來自閱讀表現和聲韻覺識

（phonological awareness） 之間的高度關聯（Adams, 1990; Chall, 1983）。聲韻覺識為在心

中操弄語音表徵之能力，常見用於測量此能力的作業包括選異音(oddity task)、數音素

（phoneme counting）、刪音素（phoneme deletion）、拼音素(phoneme synthesis)，以及音素

反轉（phoneme reverse） 等(Adams, 1990）。過去文獻顯示:掌握聲韻表徵的能力獨立於其

他基本認知能力，與智力、一般學習能力、配對學習的記憶能力並無關聯，即此能力並非

透過背誦的方式運作（如李俊仁、柯華葳，2007；Hassan, 2020）。另有許多研究也顯示:

聲韻覺識能力為影響早期閱讀成就的主要因素（如：Ehri et al., 2001），同時此能力能夠預

測學齡兒童單字閱讀的表現（Hogan, Catts, & Little, 2005）。 

以拼音文字的書寫系統而言，在字母和語音的對應關係中，其規則性和一致程度隨語

言而異；根據 Ziegler 和 Goswami（2005）所提出的心理語言學理論（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文字形音對應的規則性會影響讀者心中的表徵。具體來說：當兒童在學習形

音對應較一致的語言（如芬蘭文）時，會較仰賴小單位(如單一字母對應到音素、數個字母

對應到音節)的編碼策略，而在學習形音對應較不規則的語言（如英文）時，則會嘗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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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不同的語音單位重新編碼，以掌握形音對應的規則。針對歐洲不同文字所進行的大型

跨語言比較研究也顯示：不論語言的音節結構複雜度高低，兒童學習識字的準確度和速度

受文字和語音間的規律性影響（Seymour et al., 2003)。儘管各拼音文字的形音對應規律性

不一而足，但其特性便是以不同的字形符號來表徵語音，因此在這些文字系統中發現語音

覺識和閱讀表現間的高相關似乎不足為奇。但有許多來自非拼音文字（如中文）的行為和

腦科學證據，也支持此一看法，顯示閱讀和口語的密切關聯很可能是跨文字特性皆然的現

象。舉例來說：李俊仁和柯華葳（2007）使用拼注音的測驗，發現國小三年級學童的聲韻

覺識能力和識字、閱讀理解都有顯著相關。因考量到不同語言和其對應之文字系統的聲韻

特徵各自不同，李俊仁和柯華葳（2009）在後續研究中進一步探討中文聲韻覺識的運作單

位，以及聲韻覺識能力是否受到練習效果、心理詞彙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多數臺灣學

生以注音符號的聲母和韻母（而非音節或音素）作為聲韻運作單位，而且此結果並非受到

練習效果的影響，顯示了學習用以表徵聲韻的符號對聲韻覺識運作的重要性。 

隨著腦科學研究工具的進展，來自神經造影實驗的證據也支持中文識字歷程和語音表

徵的密切關係。李佳穎等人（2004）所發表的事件相關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顯示：當母語

為中文的大學生看到相同聲旁但不同發音(即語音一致性低)的中文字時，由左側額葉下回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左側顳葉、頂葉交界區（left temporoparietal region）以及左側

顳葉、枕葉交界區（left temporal–occipital junction）等所組成、在文獻中已被認為和閱讀

歷程關係密切的大腦網路，會比看到語音一致性高的中文字產生更大的活化，同時此一效

果在低頻字中更加明顯。這樣的結果說明：中文閱讀的歷程受到聲旁語音一致性（phonetic 

consistency）和字頻的調節，腦中負責閱讀的腦區在遇到低頻且聲旁語音一致性低的文字

時，必須挹注較多的認知資源進行形音轉換、才能據以提取字意。在此基礎之上，同一團

隊的研究者利用時間解析度優異的腦磁波儀（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結合訊號

定源技術（source analysis），同時操弄中文字聲旁的鄰群大小(neighborhood size，即具有相

同聲旁的中文字數量）和語音一致性，結果發現：聲旁的鄰群大小會在字詞辨識過程的前

期(約 170 毫秒時）調節來自位於右腦腹側枕顳葉之梭狀回（right fusiform gyrus）的神經反

應，即對中文的字形處理產生影響；在接下來的歷程中（約 200 至 250 毫秒間），聲旁的

鄰群大小影響左前腦島（left anterior insula）的活化程度，而聲旁的語音一致性則是影響左

下頂葉皮層（left inferior parietal cortex）的神經反應（Hsu, Lee, & Tzeng, 2014）。無獨有偶

的，本研究室利用腦磁波儀進行的研究也發現：中文成人讀者在閱讀文字的前 250 毫秒、

即進行字形處理和形音轉換的過程中，展現出對聲旁的敏感度（Hung, Hung, Tzeng, & Wu,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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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文並非是拼音文字系統，但以上來自腦科學的研究結果顯示：在以形聲字居多

的現代常用字中，一般中文讀者對於具有表音功能的聲旁特別敏感，其閱讀歷程和腦部活

動均會受聲旁語音一致性影響。附帶一提，我們過往的研究也發現：中文讀者的短期記憶

表現，除了展現出經典、跨語言皆可被觀察到的語音相似性效果（即語音相近的口語刺激

材料，無論以視覺或聽覺方式呈現，均會導致比語音不相近的刺激材料更差的工作記憶），

同時也會因要被記住的文字具有相同的音旁（即使這些文字的語音並不相似），而導致更

差的工作記憶表現，顯示音旁是中文讀者在儲存語文材料於工作記憶中時所依賴的表徵之

一（Lin et al., 2015）。 

貳、語音處理能力缺損和閱讀障礙的關係 

閱讀障礙屬於較常見的學習障礙，患者儘管有足夠的智力、完整的感官能力，以及適

當且充足的學習機會，但是在閱讀方面的表現顯著低於同齡應有的程度，難以準確或流暢

地識別單字，尤其拼寫和解碼能力較差（Lyon, Shaywitz & Shaywitz, 2003）。陳明蕾、柯華

葳（2013）的眼動研究結果發現：國小三到六年級的正常學童和學習障礙學童在閱讀中文

篇章時，其閱讀方式皆以詞為單位，同時其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重新回視的總時間、總

閱讀時間等指標，都和閱讀材料之詞頻成反比。儘管他們的閱讀型態大致相同，但學習障

礙兒童的閱讀時間比一般兒童長，顯示他們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辨識詞彙。除此之外，學

習障礙兒童的閱讀程度似乎只停留在國小三年級至四年級，其對於篇章的閱讀能力並未隨

著年齡增長而逐漸提升，因此隨著年級的增加，他們與一般兒童的閱讀程度差距會越來越

大。 

在過往以正常族群為研究對象的文獻中，可清楚觀察到聲韻覺識和閱讀表現的關聯性，

針對閱讀障礙的研究也為此兩者間的因果關係提供更多的證據。在多數情況下，語音技能

缺損是造成閱讀障礙的可能原因（Vellutino, Fletcher, Snowling, & Scanlon, 2004），而針對

有閱讀困難的一年級學童，提供加強聲韻覺識、單字識別等技能的教學指導，也能有效提

升其閱讀表現（Anthony, 2005）。另有研究指出：無論學齡前兒童是否有閱讀困難的風險（即

無論其正式學習識字前的字母知識、聲韻覺識能力之高下），加強其聲韻覺識能力，都可

有效提升兒童在單字解碼、語音處理方面的表現，促進和閱讀相關技能的獲得（Fälth, 

Gustafson, & Svensson, 2017）。 

閱讀障礙在神經生物層次方面的缺陷，可能包含基因和大腦結構的異常。因受到遺傳

基因影響，目前已知家族史為閱讀障礙重要的風險因素之一，某些特定的基因(例如位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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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和第 15 對染色體上的基因)很可能和閱讀障礙有關 (Fisher & DeFries, 2002）。而在大腦

結構方面，神經造影的研究進一步顯示，閱讀障礙兒童的雙側島葉區（bilateral insular regions）

和左顳葉平面（left planum temporale，位於顳葉聽覺區後側、靠近 Wernicke’s area）明顯比

正常兒童小，且大部分閱讀障礙兒童並未有預期的左側大於右側的顳平面不對稱模式

（ pattern of planar asymmetry ）， 而這似乎是 閱 讀 障 礙獨有 的 特 徵 之一（ Hynd, 

Semrud-Clikeman, Lorys, Novey, & Eliopulos, 1990）。 

過去二十年來，有許多研究探討並報告閱讀障礙者的灰質和白質在功能和結構上的異

常。Shaywitz 與 Shaywitz 的研究（2005）指出：在閱讀假字（即符合發音規則、可被讀出

但不具有意義的字)時，閱讀障礙者在頂、顳葉交界腦區（parieto-temporal regions）以及枕、

顳葉交界腦區（occipito-temporal regions）的大腦活化程度較非閱讀障礙者低，而負責視覺

文字辨識之腦區的活化程度則和其閱讀能力成正比；另一方面，閱讀障礙者的前額下回和

右枕、顳葉交界腦區，則可能因作為代償系統而有較高的活化。另外，不論是兒童或成人

的閱讀障礙者，可能因其左半腦的結構性連結改變，導致位於左腦裂周圍之語言網絡（left 

perisylvian language network）的白質結構異於非閱讀障礙者（Rimrodt, Peterson, Denckla, 

Kaufmann, & Cutting, 2010; Steinbrink et al., 2008），這樣的差異甚至在不到十八個月大的嬰

兒大腦中就可觀察到（Langer et al., 2017）。 

就如同過往對跨語言之正常閱讀歷程所發現的共通結果，針對中文閱讀障礙的研究也

有許多和西方文獻一致的發現，包括中文閱讀障礙者和英文閱讀障礙者均在閱讀網路中相

似的腦區展現出較低的活化。Hu 等人（2010）直接比較中文和英文讀者在進行語意匹配

（semantic word matching）作業時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結果，發現不論是英文或是中文

閱讀障礙的青少年，皆在左角回（left angular gyrus)、左額中回（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左後顳葉中回（left posterior middle temporal gyrus）、左枕顳皮質（left occipitotemporal cortex）

比個別控制組展現出更低的活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正常和異常的中文閱讀歷程似乎另

外和左額中回（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有關。在 Siok 等人（2004）的腦造影研究中發現：

中文閱讀障礙兒童在進行同音詞判斷（homophone judgement）和詞彙決策（character decision）

作業時，其左額中回有活化較低的狀況。同一團隊的後續研究發現：相較於正常發展的中

文讀者，中文閱讀障礙者在進行語音處理的作業時，左額中回活化的灰質體積較少（Siok et 

al., 2008）；不僅如此，在隔年的研究也發現：中文閱讀障礙者在判斷中文字物理尺寸

（physical size judgment）時，負責語音處理的左額中回以及負責視覺空間處理的左頂內溝

（left intraparietal sulcus, IPS）都展現出較低的大腦活化（Siok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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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文的閱讀歷程似乎較拼音文字的閱讀歷程多涉及到左額中回的參與，中文的閱

讀障礙也似乎和左額中回的受損有相關，但當常常以印刷體呈現的拼音文字刺激材料改以

動態的書寫體呈現時，接近左額中回的運動前區（premotor area）也參與在需要閱讀法文

並進行語意分類的作業中（Nakamura et al., 2012），支持跨語言閱讀牽涉到大致相同的大腦

神經網路。Zhou 等人（2020）針對以中文為母語的正常發展兒童進行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

研究，也發現相較於頻繁使用拼音輸入法的兒童，較少使用拼音輸入法打字的兒童在進行

閱讀理解作業時，左額中回、左額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和右梭狀回（right fusiform 

gyrus）的活化也會較強，顯示閱讀網路中的這些腦區負責形音轉換以外的其他歷程。 

整體來說，在和閱讀障礙相關的文獻中，仍觀察到不同語言的閱讀歷程和相關腦區有

許多相似之處。例如：Hu 等人（2010）的研究除了重複驗證 Siok 等人（2004, 2009）所發

現左額中回活化異常和中文閱讀障礙的關聯，其結果也顯示出中文閱讀障礙者在左角回和

左顳葉中回有異常的反應。這部分的結果，呼應了許多來自拼音文字的研究報告。舉例來

說，Temple 等人（2003）藉由對比英文閱讀障礙兒童參與補救計畫前後的功能性核磁共振

成像，發現英文閱讀障礙與左側顳頂葉腦區（left temporo-parietal cortex）功能受損有關。

Silani 等人（2005）以義大利、法國和英國成人閱讀障礙讀者為對象的研究顯示，左顳中

回的腦區在進行單字閱讀測驗時，皆有較少的灰質體積參與，Hoeft 等人（2007）也觀察

到：有英文閱讀障礙的青少年，在進行文字押韻判斷（visual word rhyme judgment）時，

參與在作業中的左頂葉和顳葉灰質體積較少。後續有薈萃分析研究（meta-analysis），蒐集

了來自美國、以閱讀障礙為主題的六個神經影像研究作為資料來源，發現在左側後顳上溝

（left 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的灰質體積減少，可作為判斷是否有閱讀障礙相對

可靠的區域之一（Eckert et al., 2016）。 

參、跨語言的閱讀網路 

一般的拼音文字系統乃是以字母對應到音素（phonemes），在中文書寫系統中則是以

聲旁對應到整字發音的音節，加上中文字的字形有較複雜的筆劃組成，因此自早年起便有

“中文為象形文字、由負責處理圖像的右腦進行辨識”的說法廣為流傳。自本世紀初開始累

積的腦科學證據，屢屢顯示此一關於中文閱讀、普遍存在的迷思沒有根據。具體來說，在

針對以中文為母語者所進行的腦造影研究中，觀察到和閱讀作業相關的腦區，展現出非常

類似於西方文獻中負責拼音文字系統的閱讀神經網路（如：Kuo et al., 2003, 2004）。這樣的

結果顯示，儘管中文的書寫系統並非為文獻中多所著墨的拼音文字，且有特定腦區(左額中



一、學術論文類＿基礎研究 
 

柯華葳教授紀念研討會 10 
 

回)在中文閱讀裡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如以上所簡介的文獻所示，中文字的辨識仍會自動觸

及語音表徵，這點和拼音文字的辨識並無二致。本研究團隊所參與的一個跨語言研究，採

用完全相同的實驗派典、腦造影儀器，直接比較以中文、希伯來文、英文、西班牙文為母

語的成人讀者，在對其母語字詞進行語意判斷時的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結果；雖然這四種

文字系統的字形符號各異其趣，字形和語音的對應程度由深（相對不直接或不規則，如屬

於非拼音文字的中文、屬於拼音文字的希伯來文)到淺（相對直接或規則，如屬於拼音文字

的西班牙文)，但在進行字詞辨識時所牽涉到的閱讀網路則大同小異，和過往採用單一語言

作為刺激材料的研究結果也很接近（Rueckl et al., 2015）。 

閱讀屬於高層的認知活動，雖然識字為閱讀的基石，但具備識字能力並不代表個體能

夠流利的閱讀，其過程還需要依賴許多不同的大腦區域所支持的功能。以閱讀中文為例，

讀者從辨識在視覺、書寫層次上各自獨立的單一中文字開始，再透過構詞歷程將單一中文

字結合成「詞」，接著以詞為單位，組織成句子、進行文法和語意的處理，再將句子組成

段落，最後理解整篇文章的意義。不同的心理語言學和神經語言學理論，大致上同意:在閱

讀不同文字系統的語句時，所牽涉到的語法處理機制相同（如: Chomsky, 2014, 所提出的

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負責支持語句處理的大腦網路則具有跨語言的共通性。舉

例來說，經典的神經生理實驗顯示：在語句中的語意違常字詞（如: “The cloud was buried.”

中的 buried），會在出現之後約 400毫秒時引發一個很大的負向腦電波反應 (即N400效應），

而語法違常字詞（如: “The parquet was polish.”中的 polish）則會在出現之後約 600 毫秒時

引發一個很大的正向腦電波反應（即 P600 效應） （e.g., Friederici, Pfeifer, & Hahne, 1993）。

本研究室利用腦磁波儀探討中文的語句處理歷程，同樣發現中文的語意違常詞（如:每個人

吃任何蛋糕”中的”任何)和語法違常詞（如:廚師正在烘焙了蛋糕”中的”了)分別引發有如

N400 和 P600 效應的腦磁波反應（Tsai, Tzeng, Hung, & Wu, 2013）。 

另一個常用於研究語句處理的實驗派典，乃是比較閱讀完整且正常的語句（如：Once 

upon a time there lived a king and a queen who had no children.)、和相同組成字所形成的無意

義字串(如：A once who and time upon children time queen there lived no king a had.) 所引發

的大腦反應。透過腦磁波儀結合訊號定源分析方式紀錄以英文為母語的成人讀者在閱讀這

兩類刺激材料時的神經生理反應，結果顯示：完整語句比隨機組成的無意義字串更激發左

腦半球的語句處理網路，包括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前額葉下回

（inferior gyrus）、前側和後側顳葉（anterior & posterior temporal lobes) (Brennen & Pylkkanen, 

2012）。本研究室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技術，檢驗中文成人讀者在閱讀完整語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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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糖飲料對健康是一個危害）、詞串(如：糖飲料健康一危害對個含是)、字串（如：料糖健

一飲康害對是個危含）時的大腦活化狀態，觀察到閱讀中文語句和其他語言的神經網路非

常類似，都依賴位於左腦半球的數個區域，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前側顳葉。另外，閱讀中文

詞串比起閱讀字串引發更多的後側顳葉活化，顯示此腦區在構詞處理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Bulut, Hung, Tzeng, & Wu, 2017）。 

肆、閱讀需要刻意學習，並受其他認知功能(如統計學習能力）影響 

基因和大腦的結構等生理的條件，透過支持聲韻覺識等能力影響閱讀習得，但大腦和

閱讀之間並非僅存在此一單向的關係。閱讀歷程作為一影響許多認知能力發展和運作的媒

介，也會透過改變個體的經驗、處理資訊的方式，回過頭來形塑大腦。為了瞭解閱讀經驗

對於大腦的影響，Ingvar 和同事（Castro-Caldas et al., 1998）在盡可能控制住混淆變項的情

況下，針對在葡萄牙漁村中同一家庭成長的識字和不識字姊妹進行研究。實驗結果發現：

在複誦真字和假字時，儘管這個作業不涉及視覺刺激材料，但識字的成人受試者比不識字

的成人受試者在大腦後側、和閱讀有關的神經系統有更多的大腦活化，顯示閱讀經驗可幫

助受試者在進行僅和語音相關的作業時，觸及心中的文字表徵，以幫助處理聽覺（語音）

刺激材料，進而有更佳的表現。相反的，不識字的成人受試者在同樣的語音處理作業中，

則更依賴右腦前額葉活化所反映的中央執行功能來提取記憶、動用更多的認知資源來進行

作業。Dehaene 和同事（2010）也針對不同識字程度的成人進行腦造影研究，結果不僅呼

應之前的發現，即閱讀經驗促進處理非視覺、語音訊號的神經機制，同時也觀察到即使在

進行和語文無關的視覺認知作業（如辨識人臉、工具、房子等刺激材料），成人的識字程

度和他們腦中負責視覺處理區域的活化程度仍呈現正相關，顯示識字能力能透過提升大腦

的運作而增加投注於處理和語文有關或無關的訊息類別。 

在以上研究中，文盲或識字程度不高的受試者通常是因為生長環境、社經條件的限制、

而非有任何生理上的缺陷，導致他們完全沒有或僅具備低下的閱讀能力。因為以語言溝通

對於個體的生存極為關鍵，因此人類的大腦演化出相對應的神經機制，只要在語言存在的

環境中，無須刻意學習便能以相似的發展軌跡和速度習得口語。相對於人類使用語言的悠

久歷史，文字符號出現在人類社會中的時間僅有數千年，尚不足以演化出專門負責處理閱

讀的神經機制，因此學會閱讀的過程不若學會口語那麼自然而然地普遍發生，即使在充斥

著文字的環境中，個體仍需要花費心力去學習和發展閱讀能力。基於同樣的原因，大部分

生理正常的族群，口語的發展速度以及特徵發展的順序大致相同，但閱讀能力的發展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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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的影響甚鉅。 

有鑒於此，許多研究者進一步探討除了以上所介紹的聲韻覺識能力，還有其他影響生

理正常族群閱讀習得的因素，例如：有研究發現識別字母特徵的能力（字母名稱知識，letter 

naming knowledge）能夠成功地預測兒童的閱讀成就（Wolf & Obregón, 1992）。另有其他研

究也指出:學齡前的幼兒大多會先掌握字母名稱知識，聲韻覺識能力較晚才發展出來，而隨

著聲韻覺識能力的提升，兒童對於字母名稱知識的依賴程度才會降低，表示閱讀將從視覺

提示策略轉為語音提示策略（Paige, Rupley, Smith, Olinger, & Leslie, 2018）。另外，在李俊

仁與柯華葳（2007）的研究中，也發現除了聲韻覺識能力之外，工作記憶、形音連結(即形

音配對學習能力)亦能有效地區辨國小三年級學童的閱讀理解能力。 

除了智力、工作記憶等基礎認知能力，近年來「統計學習能力（statistical learning）」 對

於語言習得的貢獻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在 Saffran 和同事（1996）所進行的經典研究中，

八個月大的嬰兒在聆聽一串沒有間隔的連續音節兩分鐘之後，能夠偵測到這些音節彼此之

間的轉移機率（transitional probabilities），透過觀察嬰兒看向播放聽覺刺激材料的喇叭之時

間長短，可推論他們對於總是接續出現的三音節組合（“word” triplets）興趣缺缺，對於出

現機率較低的三音節組合（“part-word” triplets）則較為好奇。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無

提示或是沒有刻意強調刺激材料之規律性的情況下，即使是八個月大的嬰兒也能夠透過統

計不同音節接續出現的頻率，發現隱藏在無意義音節中的規則，這也說明了人類極可能天

生便具有這種偵測、擷取、歸納出潛藏在環境中規律性的能力。後續研究採用相似的實驗

派典，針對靈長類動物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猴子與人類嬰兒一樣，在沒有進行訓練或強化

的情形下，即使是首次接觸到連續出現、潛藏規則的音節序列，也能夠展現出對刺激材料

間之轉移機率的敏感度；縱然實驗動物需要較長的學習時間才能展現出和人類嬰兒相若的

學習效果，但此一結果已有力的支持了統計學習能力乃是透過演化、與生俱來的一種學習

本能（Hauser, Newport, & Aslin, 2001）。另外，近年來的研究也清楚指出：統計學習有別於

可透過標準化測驗所界定的智力、工作記憶等基礎認知能力，是一個可被重複測量、穩定

的個人特質，同時此能力會因個體對機率的敏感度、刺激材料的類型、或呈現刺激材料的

感官頻道（modality）不同，而造成個別差異（Siegelman & Frost, 2015; Siegelman, Bogaerts, 

Christiansen, & Frost, 2017; Siegelman, Bogaerts, Kronenfeld, & Frost, 2018）。 

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及，語言能力被視為人類所獨有的特殊稟賦，有不少學者甚至認為

我們腦中有特別演化出來、只用於學習語言的機制（如：Jackendoff, 2002; Pinker, 2003）。

然而，自 Saffran 等人(1996）報告出嬰兒所展現的優秀統計學習能力之後，有越來越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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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不同於過往的想法，認為普遍存在於許多物種身上的統計學習能力可能為支持語言

學習的基礎（如：Misyak, Christiansen, & Tomblin, 2010）。具體來說，統計學習能力可幫助

個體偵測不同刺激材料共同出現的頻率（co-occurrence），而這種敏感度可以幫助學習口語

者掌握語音和詞彙意義之間的關聯，也可以幫助學習閱讀者掌握字形表徵和語音表徵之間

的關聯。Saffran, Johnson, Aslin, & Newport, （1999）的研究首先為此一想法提供具體的證

據：實驗結果顯示成人受試者的統計學習能力和其分割語音(speech segmentation)以及區分

語音類別（discrimination between phonetic categories）的表現有關聯。Evans、Saffran 與

Robe-Torres（2009）的研究，也發現患有特定型語言障礙（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SLI）的孩童，在內隱學習的情況下，沒有展現出對非語言聽覺刺激之音頻的統計學習能

力。相對的，控制組的正常孩童不僅有展現出此能力，且此能力的高低和其語言理解、語

言表達能力具有顯著的相關性。Arciuli 和 Simpson （2012）同樣在正常發育的兒童和健康

成人身上，發現受試者在視覺統計學習作業和閱讀能力的標準化測驗（如：測量受試者朗

讀拼寫字串的能力）中，其表現具有顯著的相關。Misyak 和 Christiansen （2012）更進一

步報告，統計學習能力比非語言智商、認知動機、視覺工作記憶等認知能力更能夠預測語

言處理的技能。 

本研究室近年來利用腦科學的研究工具，也透過數個實驗呈現出統計學習能力和語言

表現、語言習得間的關聯性。如本文前面的介紹所述，中文字的聲旁和該字的發音存在著

一對應關係，中文讀者也在字詞辨識、短期記憶等作業中展現出對中文聲旁的敏感度 

（Hung et al., 2014; Lin et al., 2015）。奠基於這些結果之上，我們採用假字發音判斷作業，

並結合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技術，測量成人受試者在根據中文假字之聲旁推斷刺激材料可

能之發音時的大腦活化狀態。實驗結果顯示：不論中文為受試者的母語或外語，都會引發

和閱讀中文、特別是進行形音轉換（orthography-to-phonology conversion）歷程有關的神經

網路活動，包含位於左腦的頂葉下回（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和額葉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更重要的是，這些腦區的活化強度和受試者的視覺統計學習能力有顯著相

關，支持此能力對於母語和外語使用者處理中文字的聲旁(即擷取中文書寫系統中形音轉換

的規則)扮演了一重要的角色 （Yu, Chen, Cherodath, Hung, Tzeng, & Wu, 2019）。延續此一

理論想法，我們嘗試在語句處理的層次檢驗統計學習能力和外語處理機制間的關聯，以腦

電波儀測量台灣大學生在處理英文語句中語意和語法違常字詞時的神經反應（Huang, 

Renaldi, & Wu., 2021）。初步的實驗結果顯示：儘管英文並非這些受試者的母語，其外語習

得的過程也非處於沉浸式的環境之中，但受試者在閱讀英文語句中的語意和語法違常字詞

時，仍分別展現出如經典文獻中所報告的電生理反應（即 N400 和 P600 效應）。我們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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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發現：反應語意處理歷程的 N400 效應，其強度和受試者的統計學習能力也有顯著的

相關，暗示著此能力可能對於學習外語語意也有貢獻。 

伍、符合大腦學理的閱讀教育 

閱讀能力的發展有其階段性（Chall, 1983），從開始學習閱讀（learn to read）到透過閱

讀作為學習的重要媒介（read to learn），其之於個體認知發展乃至生活品質的重要性不言

可喻。儘管目前的腦科學研究，甚少針對特定的閱讀教學方法進行評估，許多結論也尚未

被直接運用於教學場域，但根據以上所簡介的實徵研究結果，可歸納出大腦在學習、進行

閱讀時的幾個重要準則，希望對閱讀教育帶來啟發。首先，從不同識字程度的成人研究結

果可看出，識字者依賴與閱讀相關的神經系統進行和語音處理相關的作業，而文盲者則須

動用更多右腦前額葉、和執行功能相關的認知資源（Castro-Caldas et al., 1998），顯示學會

閱讀之後，可讓大腦在處理和語言相關的作業時，有更多可供運用的前額葉認知資源、更

有效率。由於閱讀能力並不是處於可接觸到文字的環境中就會自動發展出來，而是需要刻

意學習和練習的，因此提供適當的刺激、環境、可供模仿的典範，對於促進閱讀能力的萌

芽和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再者，即便拼音或非拼音文字的特性不同（一般的拼音文字為

字母對應到音素、音節，而中文字則是以聲旁對應到整字發音的音節），然而無論閱讀哪

種文字，都會經歷相同的關鍵歷程，即將視覺呈現的文字符號透過形音轉換、經由語音表

徵的中介、再與意義進行連結（如：Kuo et al., 2003, 2004）；本研究團隊透過直接比較成人

讀者的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結果，也發現儘管受試者的母語為形音對應程度不一的四種語

言，他們在進行字詞辨識時，依賴非常類似的神經機制、牽涉到大同小異的大腦區域（Rueckl 

et al., 2015）。因此，在進行識字教學時，教法和教材應該配合閱讀所需要的認知處理歷程，

強化文字（字形）和口語（語音）之間的對應，以利更有效率的建立文字和意義之間的關

聯。最後要強調的是，識字僅是開始學習閱讀的第一步，閱讀句子、篇章所涉及的複雜構

詞及語意和語法處理歷程（Bulut et al., 2017；Tsai et al., 2013），從參與其中、牽連甚多大

腦區位的神經網路可見一斑。研究者已開始透過實徵的行為和腦造影研究，探索可能促進

閱讀能力的其他認知功能（如統計學習能力），若能進一步掌握、增強這些關鍵因素，因

勢利導、讓閱讀所依賴的神經機制獲得最佳的發揮，不僅可促進一般人的閱讀能力，也可

能對閱讀障礙的預防和治療提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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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讀寫萌發及其影響因子：文獻回顧 

張鑑如教授、王馨敏教授、劉惠美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壹、緒論  

讀寫萌發能力可預測幼兒未來的閱讀表現 （例如：The National Early Literacy Panel，

簡稱 NELP, 2008; Scarborough, 2003; Snow et al., 1998; Whitehurst & Lonigan, 1998），而讀寫

能力攸關學童在校表現及日後生涯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學前階段是奠定讀寫萌發能

力的關鍵時期，國外研究發現國小一年級被鑑定為有閱讀問題的兒童中，有 88%在四年級

時依舊為閱讀困難者（Juel, 1988）。有鑑於讀寫萌發能力的重要，近二、三十年來，國外

許多研究都相當關注幼兒時期讀寫能力的發展及影響學前讀寫萌發能力發展的因素。 

Whitehurst 和 Lonigan（1998）定義讀寫萌發為幼兒所展現的讀寫相關能力、知識和態

度，而其相關的能力可區分為兩大類，一為解碼基礎能力（code-based skills），例如聲韻覺

識（phonological awareness）、字詞解碼（word decoding）、萌發書寫（emergent writing）；

二為口語能力（oral language skills），例如詞彙、句法、文字概念（print concepts）、聽力理

解。本文採此讀寫萌發定義，聚焦於探討與學前幼兒讀寫萌發能力密切相關的兩個內在認

知歷程處理因子，即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和口語能力，以及一個外在因子，即

家庭與學校語文環境，進行統整探討。執行功能在幼兒學習歷程中扮演核心的角色，是國

際學術界熱烈探討的新興議題；口語能力在嬰幼兒時期快速發展，幼兒的口語能力與其讀

寫能力的關連，也一直是國際學者關注的焦點；家庭和學校環境對幼兒發展和學習的影響

更是自不待言，但如何透過實證研究，以找出適合不同家庭背景、文化和需求幼兒的長期

有效方案，是當今學者致力達成的目標。 

因近二、三十年來學前幼兒讀寫萌發研究相當豐富，本文以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之

實證研究和後設研究（meta-analysis）論文為主，採描述性方式整理。依序說明國外重要研

究文獻之回顧、簡述國內相關研究之現況、並提供實務及未來研究的建議1。 
 

 
1.本文回顧之文獻，歸類於國內文獻之研究對象限定為居住於臺灣的幼兒，所發表的期刊則不限定於國內；

研究對象若為居住於香港、中國大陸地區之幼兒，則歸類於國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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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際相關研究文獻之回顧 

一、學前幼兒讀寫萌發能力之發展  

持讀寫萌發觀點學者主張讀寫能力之發展始自幼兒出生後幾年（Clay, 1966; Morrow, 

2015; Teale & Sulzby, 1986），此發展是連續進程（continuum），幼兒可透過具有意義和功能

性之經驗學習讀寫，且聽說讀寫能力同時發展並相互影響，呈現動態關係。早期國外幼兒

讀寫萌發能力發展之研究多採質性取向，觀察特定幼兒在學前階段閱讀、書寫萌發的表現。

近二十年來，幼兒讀寫萌發能力發展之研究則多轉換為量化取向，觀察幼兒從前閱讀

（pre-reading）或早期閱讀（early reading）到正式閱讀（conventional reading）能力之發展，

且多以Whitehurst 與 Lonigan（1998）提出之解碼基礎能力和口語相關能力為架構，探討

這些能力間以及與識字、閱讀理解等正式閱讀能力的關連（Lonigan et al., 2000; Pinto et al., 

2017; Qian, 2015; Zhang et al., 2017）。有些研究則聚焦於幼兒書寫萌發能力，探討如中文字

形覺識（orthographic awareness）、文字知識能力（Qian, 2015; Zhang et al., 2017）、圖文區

辨能力（Otake et al., 2017）等。以中文字形覺識能力為例，Qian等人（2015）研究中國北

京3、4、5歲幼兒發現，3歲幼兒已能理解中文字的書寫特徵，也能分辨中文字與字母、圖

畫的差異；5歲幼兒則能區分數字與部首的不同，也能知道無部首或錯置部首的非中文字是

不對的。 

二、影響學前幼兒讀寫萌發能力發展之因子  

（一）認知處理與讀寫萌發  

從執行功能角度探討學前讀寫萌發的認知處理歷程乃國際學界的一個新興研究趨勢。

執行功能與學業表現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國小以上階段已獲得大量實證研究證據支持（例

如: St Clair-Thompson & Gathercole, 2006），然而其對於學前幼兒學習表現之影響直至近 15

年來才有比較多的研究討論（例如: Allan et al., 2018; Hooper et al., 2020）。執行功能由前額

葉皮質負責（prefrontal cortex），這個皮質區域的突觸和神經元密度直至 7 歲才會修剪到與

成人相仿的程度（Diamond, 2013），因此執行功能的發展在 7 歲前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在

此同時，幼兒若進入幼兒園，學校環境也讓幼兒必須開始學習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

以遵守學校規範。大腦成熟加上環境因素促使幼兒執行功能能力在 3-5 歲間經歷大幅度成

長，基於此，學前時期是探究執行功能如何影響學習的一個重要階段。 

執行功能負責調節個體思考和行為，使個體能在日常生活中達到目標。Miyake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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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根據成人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指出，執行功能的三個獨立卻又彼此相關的成份為

工作記憶訊息更新（updating working memory）、抑制能力（inhibition）和轉換能力（shifting）。

在發展上，執行功能的分化並非一次到位，而是隨年紀而逐漸分化，Monette 等人（2015）

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指出，3 歲之前執行功能較屬於單一因子，4 歲到 5 歲之後，才逐漸

分化為二個獨立因子（抑制能力、工作記憶）。 

國外長期追蹤研究顯示，幼兒 3-4 歲的執行功能能力能夠有效預測 4-6 歲的讀寫萌發

能力，例如，聲韻覺識、字母知識、字詞解碼、萌發書寫、理解性詞彙、表達性詞彙、文

字概念（例如: Allan et al., 2018; Hooper et al., 2020; McClelland et al., 2007; McClelland et al., 

2014; Shaul & Schwartz, 2014; Welsh et al., 2010; Zhang et al., 2017），這些研究中用來評估執

行功能的測驗包含頭/腳-膝/肩測驗（Head-Toes-Knees-Shoulders Task）、執行功能教師問卷

（BRIEF-Preschool）、敲擊作業（Tapping Task）、卡片項度改變分類測驗（The Dimensional 

Change Card Sort Task, 簡稱 DCCS）、晝夜史楚普（Day-Night Stroop）、河內塔測驗（Tower 

of Hanoi）、是-否試驗（Go/No-Go Task）、工作記憶等相關作業。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執

行功能對於讀寫萌發能力發展的影響幾歲就開始？近期針對 2 歲學步兒的研究發現

（Mulder et al., 2017），2 歲的執行功能表現也能獨立預測 5 歲時的讀寫萌發能力。相較於

3 歲以上幼兒研究，以 2 歲以下幼兒為對象的研究仍相對較少，這與針對 2 歲以下幼兒設

計的行為測量相對較少且實施上也較具挑戰性有關。 

早期執行功能與讀寫萌發能力如何產生關聯？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執行功能直接影響

讀寫萌發能力之發展，例如：在聲韻覺識作業中，幼兒需要從數張卡片中指出哪一張圖片

的首音與目標圖片的首音一樣，為順利完成作業，幼兒在記住目標圖片首音的同時，必須

判斷其他圖片的首音並與目標圖片首音比對，選出正確答案，這過程仰賴工作記憶（在記

住訊息的同時也操弄處理其它訊息）。另一個可能的解釋為，執行功能好的幼兒在行為上自

我調控的能力較佳，在學校學習環境中較能夠遵從教師指令、注意學習材料，自然也就有

較佳的學習表現，因此是透過間接的方式影響讀寫萌發能力之發展。無論是哪一種解釋，

如果能夠在幼兒期透過一定的活動提升幼兒的執行功能以及自我調控能力，想必對於幼兒

各面向的發展與學習都會有所助益（Diamond et al., 2007; Diamond & Lee, 2011; Diamond et 

all., 2019）。 

（二）口語能力與讀寫萌發  

    口語能力和閱讀能力的發展皆是兒童期重要的語言學習任務，更是學科學習的基礎。 

閱讀是一種以語言為基礎的認知處理歷程，識字（word recognition）或解碼（de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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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固然是閱讀的基礎，但要能理解書面文字的意義，兒童需先具備得以從口語訊息中衍

生意義的能力（language comprehension），才能達到閱讀理解（reading comprehension）。從

語言能力發展的連續性來看，學前幼兒的口語能力與學齡階段的閱讀能力有著密切的發展

關聯性（Catts et al., 1999; Nation & Snowling, 2004）；從閱讀的認知處理歷程來看，「閱讀

簡單觀點」（the simple view of reading）將「閱讀理解」視為「識字」（word recognition）

和「語言理解」（language comprehension）的產物（Gough & Tunmer, 1986），強調除了文

字的解碼之外，理解口語訊息的能力也是影響閱讀理解的重要因素（Cain, 2016; Gough & 

Tunmer, 1986）。因此，檢視學前幼兒口語能力和閱讀發展的關聯性與預測力，除了有學理

上的意義，同時也對閱讀困難或障礙兒童的早期鑑定與介入有一定的啟發。 

國外探討學前口語能力和閱讀發展關聯性的實徵研究不少，主要包括兩個研究取向。

第一種取向是以橫斷和縱貫的研究設計，探討一般學前幼兒的口語與閱讀能力之間的同時

或縱貫關聯。例如：一項超過千名幼兒參與的縱貫研究（NICHD-ECCRN, 2005），持續追

蹤測量了36個月大的幼兒到小學三年級的口語能力（如一般口語和詞彙）、識字解碼能力

（如聲韻覺識）和閱讀理解（如篇章理解）能力之縱貫關聯，發現幼兒在36個月大的口語

能力與54個月的口語能力及識字解碼能力有顯著相關，而且54個月幼兒的口語能力，和後

來一至三年級的識字與閱讀理解的相關也達顯著。此外，也有研究發現學前階段和小學一

年級的口語能力可以有效預測一到四年級的閱讀發展（Spira et al., 2005）。上述研究結果

普遍支持了學前口語能力為閱讀發展的要素，且提供了探究學童閱讀發展的重要基礎論

述。 

    美國國家早期讀寫審議委員會（NELP）於2008年綜合分析約500份實證研究結果指出

11項對幼兒未來識字、拼寫和閱讀理解有顯著影響或預測力的能力指標。其中，口語能力

對未來的讀寫發展有中度的預測力，尤其是複雜的口語能力，例如語法、下定義、聽覺理

解等較為高層的語言能力指標，比單純的詞彙理解和表達能力對閱讀發展更具預測力

（NELP，2008）。爾後，Dickinson等人 （2010）以「Speaking Out for Language: Why Language 

Is Central to Reading Development｣一文回應NELP的報告，極力強調口語能力對閱讀的影響

是長期累積的效應，可能同時透過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機轉，呼籲教育實務和早療臨床人員

除重視幼兒的識字解碼能力之外，更需重視早期口語能力與介入對閱讀發展的長遠影響。 

最近，Catts等人（2015）以閱讀簡單觀點理論為架構，檢驗能預測小學三年級兒童閱

讀理解能力的早期指標，發現幼兒園大班幼兒的字母知識、聲韻覺識、快速唸名和口語理

解能力，可以有效預測小學二年級時的識字表現（r2 = .49）和小學三年級時的閱讀理解（r2 

= .79）。而Garcia與Cain （2014）以後設分析的方法歸納1989～2012年間發表的論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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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和閱讀理解的同時關聯性高達.74（平均自110篇研究論文），而這項關聯性會隨幼兒

年齡的增長而下降；另一方面，有研究顯示語言理解和閱讀理解的同時關聯性卻會隨著年

齡增加而提高（Diakidoy et al., 2005; Lervag, 2017; Storch & Whitehurst, 2002; Vellutino et al., 

2007），凸顯出語言理解能力對較高階段的閱讀理解發展的長期重要性，與Dickinson等人

（2010）的呼籲不謀而合。 

第二種取向是以語言或閱讀困難兒童等障礙族群為研究對象，探討口語與閱讀困難之

間在某一發展階段的同時關聯性，或以縱貫追蹤研究設計探究學前有語言障礙的幼兒在學

齡階段的閱讀表現或困難，或回溯研究探討閱讀困難幼兒的早期口語能力問題，以了解口

語障礙和閱讀困難之間的同時或縱貫關聯性。有研究顯示相較於一般發展幼兒，閱讀障礙

幼兒的口語能力是明顯低落的，尤其在語法結構的理解與複雜的語句表達上有明顯困難 

（例如：Bishop & Snowling, 2004; Catts et al., 1999），支持了口語能力缺陷與閱讀困難之

間有同時關聯性的論點。Catts（1993）的一項早期追蹤研究發現，有語言障礙的幼兒園幼

兒在小學一年級的識字表現，和小二時的識字和閱讀理解能力，皆顯著低於同年齡的一般

發展幼兒，認為學前語言障礙幼兒是後來產生閱讀困難的高危險群。後續有不少研究也有

相似的發現，例如：Botting等人（2006），以及 Snowling等人（2000）；而幼兒於學前或

幼稚園階段存在的語言困難，與往後小學階段出現的閱讀理解困難，也有顯著關聯（Catts 

et al., 2006; Nation et al., 2010）。另一方面，也有回溯性研究檢視國小階段有閱讀理解困難

幼兒的早期語言發展狀況，發現其在幼兒時期即曾出現口語理解困難，因此推論早期的口

語理解困難可能會對日後閱讀理解的發展有負面影響（Catts et al., 2012; Justice et al., 

2013）。 

除上述以相關研究法去檢驗學前口語和閱讀發展的同時與縱貫關連性之外，近年來針

對閱讀理解困難所設計的教學介入研究也發現，透過納入與口語理解能力有關要素的介入

方案，除了可以增進閱讀困難幼兒的語言理解能力，也往往會同時提升閱讀困難幼兒的閱

讀理解能力（Clarke et al., 2010; Fricke et al., 2013），不僅顯示口語理解能力對閱讀理解發

展的重要性，也強調以口語理解為核心能力所設計的閱讀理解介入方案的可能臨床效益

（Snowling & Hulme, 2012），Silverman等人（2020）綜合43篇以語言理解為核心元素所設

計的語言介入研究，進行介入效果的後設分析，結果指出從幼兒園大班到五年級間的語言

介入方案對於提升幼兒的詞彙、聽覺理解和閱讀理解均有正向效果，且以涵蓋多項語言成

分（例如語言理解、語法、構詞）的介入方案的效果優於單以詞彙理解為核心的介入效果，

但整體而言，雖具有正向介入效果，對於標準化語言測驗的遷移效果卻不明顯，仍需後續

研究持續探討口語介入方案對提升閱讀能力的實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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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閱讀理解的發展除了會受到識字能力或困難的影響之外，更會受到廣泛與

多層面語言理解能力的影響，而學前口語能力對閱讀理解發展的重要性值得更深入探討。 

（三）語文環境與讀寫萌發  

家庭、學校語文環境和經驗如何影響幼兒讀寫萌發及相關能力一直是幼兒發展和教育

領域關注的焦點。以家庭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探討最多的家庭活動是親子共讀 （joint book 

reading），或稱分享共讀（shared book reading）（參見張鑑如、劉惠美，2011親子共讀研究

文獻回顧）。多數研究發現親子共讀經驗有助幼兒口語詞彙、讀寫萌發能力的發展（Barbara, 
et al., 2016; Bus et al., 1995; Dickinson et al., 2012; Durrsma et al., 2008; Kim, et al., 2015; 
Knauer, et al., 2020; Lonigan et al., 2008; Marulis & Neuman, 2010; Mol et al., 2008; NELP, 
2008; Sénéchal, 2006; Sloat, 2015），但對幼兒閱讀能力（例如識字、閱讀理解）幫助有限（Bus 

et al., 1995; Lonigan et al., 2008）。此外，過去親子共讀研究大多不是採用隨機對照實驗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簡稱RCT）設計，因此有因果推論之限制。有鑑於此，Barone

等人（2019）後設分析（meta-analysis）30個RCT親子共讀實驗方案，結果發現除了對話式

共讀介入方案對幼兒語言能力之影響有穩定成效外，多數親子共讀方案的效果不佳，而且

對來自低社經家庭或3歲以下幼兒的效果量較低；隨著時間變化，共讀效果也有減緩或無法

持續的趨勢。該文提醒未來研究需針對低社經家庭幼兒親子共讀介入方案加以深入探討，

避免因介入反而擴大不同社經幼兒詞彙能力的差異。此外，該文亦強調，雖然分析結果挑

戰了親子共讀的介入成效，但不能簡化其結果為所有親子共讀方案皆無效果，而是應該思

考如何超越過去介入方案設計的限制，以找出對各不同社經家庭幼兒皆有幫助且正面效果

可持續的共讀介入方案。 

除了親子共讀外，國外也有不少研究探討家庭語文環境（Home Litercy Environments, 

簡稱HLE），包括家庭語文相關之活動、資源、態度等對幼兒讀寫萌發或相關能力之影響 

（Hamilton et al., 2016; Kim et al., 2015; Krijnen, et al., 2020; Reynolds & Werfel, 2020）。例如

Kim 等人（2015）使用美國Early Childhood Longitudinal Study, Birth Cohort（2007）資料庫

資料，分析6,050名2歲學步兒HLE（包括家中童書量、親子共讀頻率、說故事及歌唱給孩

子聽頻率）對幼兒4歲口語詞彙和聲韻、字母、文字解碼能力的影響，結果發現幼兒2歲HLE

可預測4歲時口語詞彙和解碼能力的表現，且口語詞彙能力具有調節HLE對幼兒解碼能力的

效果。此外，過去研究發現正式的家庭語文活動 （例如教孩子寫名字）有助幼兒解碼基礎

能力，而非正式的家庭語文活動 （例如共讀）對幼兒口語能力較有幫助（Bus et al., 1995; 

Martini & Sénéchal, 2012; Sénéchal & Lefevre, 2002）。 

國外探討學校為基礎的介入方案對幼兒讀寫萌發或相關能力影響之研究也相當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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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on, et al., 2019; Justice et al., 2009; Lorio & Woods, 2020; Pelatti et al., 2014; Toub, et al, 

2018; Zucker et al., 2009）。然而Piasta（2016）文獻回顧發現在研究上能支持幼兒讀寫萌發

的有效課程並不多，且不同課程的介入方案的效果不一。例如接受Head Start REDI（社會

情緒發展加上口語、讀寫萌發介入）教學模式之幼兒，其聲韻覺識和口語詞彙能力顯著高

於控制組，但文字概念和句法理解能力不然（Bierman et al., 2008）。目前具實證依據的有

效教學，主要有文字指涉策略（print-referencing）（Justice et al., 2009; Zucker et al., 2009）、

差異化教學（Gerde et al., 2012; Piasta, 2012）、書寫萌發 （例如鼓勵創意拼寫，invented 

spelling）（Gerde et al., 2012）等。根據Piasta（2012）之整理，以學校為基礎的讀寫萌發課

室介入研究趨勢有二，一是讀寫萌發結合身體動作發展課程（Donica et al., 2013；Kirk et al., 

2014）；二是針對特殊障礙幼兒設計的讀寫萌發課程，例如Reading to Engage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Language and Literacy, Teaching Early Language and Literacy（Whalon et al., 2015; 

Wilcox et al, 2011）。 

近年還有一些與讀寫萌發環境因子有關的新興議題，為此領域開啟了新的研究方向。

例如：低、中收入國家讀寫萌發介入方案之成效 （例如: Kim et al., 2020後設分析67篇研究），

電子產品、遊戲、科學文本閱讀等對幼兒讀寫萌發相關能力之影響（Rand & Morrow, 2021; 

Reich et al., 2016），家庭語文環境、親子共讀品質與大腦發展、口語、讀寫能力之關連（Hutton, 

et al., 2015, 2017, 2019），特殊幼兒、雙語幼兒之語文環境和經驗對幼兒讀寫萌發能力之影

響（Chen, et al., 2018; Bean, et al., 2020）、輔助家長提升幼兒讀寫萌發能力之科技產品

（Scheepers, et al., 2021）等。其中電子產品如平板、電子書等之使用對幼兒讀寫萌發能力

影響之研究愈受到重視（Feil, et al., 2020; Neuman & Neuman, 2014; Reich et al., 2016; 

Salmon, 2014; Troseth, et al., 2020），持續有許多研究成果累積中。例如Reich等人（2016）

回顧11篇平板電子書相關研究發現，電子書與紙本圖書對3-6歲幼兒讀寫萌發相關能力的助

益是相似的，但對嬰幼兒、學步兒而言，使用紙本圖書的幫助較大。該研究也指出在共讀

電子書時，家長與孩子討論書本內容的頻率較低，此發現可解釋該研究電子書組幼兒理解

能力低於紙本圖書組幼兒之原因。該文建議電子書的選擇需要慎重，電子書的閱讀最好有

成人互動，3歲以下幼兒避免使用電子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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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內研究之現況 

一、臺灣學前幼兒讀寫萌發能力之發展 

以臺灣幼兒為研究對象的讀寫萌發能力發展之研究相當有限，僅能發現零星的論文發

表，何芮瑤（2015）是其中少數的一篇。該文以橫斷式研究方式，分析145名4至6歲臺灣東

部幼兒分辨文字和圖形之能力，發現臺灣幼兒開始建立文字樣貌概念的年齡為4歲。此外，

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簡稱KIT資料庫）蒐集臺灣當代3月齡和3歲兩組具代表性幼兒

樣本之縱貫期資料，結果發現幼兒在1歲左右時剛開始出現讀寫萌發能力（12、18、24月齡

平均分數分別為1.09、1.42、2.10；1分表完全不能、2分表部分能做、3分表能夠完成、4分

表非常熟練），到5歲時讀寫萌發能力則趨向成熟（3、4、5歲平均分數，分別為2.17、 2.72、

3.28）（張鑑如等，2017）。除了量化分析之研究外，謝瑩慧、陳燕惠（2014）以質性研究

方式，觀察一名幼兒自2歲至3歲8個月期間讀寫萌發能力的發展，發現該幼兒閱讀和書寫能

力之發展交疊且持續進展，呼應了讀寫萌發之觀點（Clay, 1966）。 

二、影響臺灣學前幼兒讀寫萌發能力發展之因子  

（一）認知處理與讀寫萌發 

近年來國內雖有愈來愈多學者開始探究執行功能與發展的關係，然大多聚焦於兒童期、

青少年期、老年期或與其它發展主題之關聯研究（如: 吳庭嘉等人，2018；周姍姍、王馨

敏，2021；林怡安等人，2017；張育凱、陳豐慈，2011），以幼兒為對象探討執行功能與讀

寫萌發相關性的研究至今仍不多，一篇以 192 名臺灣 4-5 歲幼兒為研究對象（Wanless et al., 

2016），採用需要仰賴執行功能的「頭/腳-膝/肩測驗（Head-Toes-Knees-Shoulders Task）」作

業，此作業在這個議題研究中通常被研究者用來指稱幼兒行為調控能力（behavioral 

regulation）或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 （McClelland & Cameron, 2012; Ponitz et al., 2009）。

研究發現，行為調控發展曲線與幼兒理解性詞彙有正相關。 

（二）口語能力與讀寫萌發 

相較於國外研究的實證累積，國內關於此議題的研究數量相對少，一項分析自 1990

年到 2008 年間十二篇探討口語和閱讀關連性的相關實證研究（劉惠美、張鑑如，2010）的

文獻回顧論文指出，國內對此議題之研究，大多採組間差異檢驗，普遍發現閱讀困難或低

落幼兒的口語能力（例如：語意、語法、聽覺記憶、音韻處理能力）明顯低落於一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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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學童表現（陳美芳，1999；錡寶香，2000），且多項口語能力和閱讀能力在國小階

段呈現中度相關（陳美芳，1998），與國外的研究結論大致相符。在學前階段，幼兒的口

語發展（含理解和表達）和讀寫萌發能力則呈現低度正相關 （宣崇慧、林寶貴，2002），

且學前聽障幼兒的口語表達能力可有效預測其閱讀發展（宣崇慧、盧台華，2006）。而幼兒

園大班幼兒的口語理解能力與其在學前和國小一年級的識字能力均有顯著關聯性，且學前

的口語理解能力也是可以預測其在國小一年級下學期出現識字困難與否的有效指標之一

（宣崇慧、蔡建鈞，2016）。另外，Chang（2006）追蹤 3 歲半華語幼兒的口語敘說能力

與其在 7.5 和 10.5 歲的敘說能力、詞彙定義、閱讀理解能力，指出學前幼兒的口語敘說能

力與其在學齡階段的語言和閱讀能力發展均有顯著相關。 

（三）語文環境與讀寫萌發  

近20年國內不乏探討家庭、學校語文環境與幼兒讀寫萌發和相關能力關係之研究，特

別是親子共讀方面的研究近幾年逐漸受到重視。張鑑如和劉惠美在2011年發表了國內第一

篇親子共讀研究文獻回顧；近幾年因KIT資料庫之建置，有兩篇採該資料庫資料所分析的

親子共讀研究。其中林佳慧、劉惠美和張鑑如（2019）發現臺灣3歲幼兒中有大約三分之一

幾乎或完全沒有親子共讀經驗，而親子共讀經驗對幼兒讀寫萌發能力有正向的影響，效果

量達.37。而陳孟筳、林以正、張硯評和黃金蘭（2020）聚焦於親子共讀對新住民幼兒發展

的影響，發現在低親子共讀經驗的情況下，新住民幼兒的語言發展顯著低於非新住民幼兒；

但在高親子共讀經驗情況下，新住民幼兒的語言發展與非新住民幼兒的語言發展沒有顯著

差異。換言之，親子共讀經驗可消除幼兒新住民身分對其語言發展的負面影響。此外，另

有一篇採縱貫期追蹤設計之論文，探討親子共讀互動方式對臺灣幼兒語文能力的影響

（Chang & Luo, 2020），資料蒐集的時間點是幼兒14 （時點1）、26（時點2）和36 （時點3）

個月大。該文發現臺灣母親與幼兒共讀時，會隨著幼兒的年齡調整其共讀方式，且母親在

不同時點所使用的共讀方式與幼兒3歲時語言、書本文字概念和故事理解能力有不同的關係。

例如時點1所用的繪本內容描述、時點2所用的預測、推論和文字相關談話，對幼兒3歲時詞

彙、故事理解和書本文字概念能力都有所助益；但時點1的直接念讀和行為規範談話則是幼

兒3歲時語文能力的負向因子，顯示適齡的共讀方式與幼兒語文能力的重要關連。在家庭語

文環境部分，林珮伃（2012）則發現在排除父母教育程度因素後，家庭語文環境有助幼兒

接受性詞彙能力之表現。 

國內以學校為基礎的課室語文研究在近10年也有增加的趨勢，例如分享閱讀教學（谷

瑞勉，王怡靜，2012）、語文創造思考教學（張蕙芬、陳龍安，2010）、提問式重覆朗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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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李莉卉、簡馨瑩，2019）、電子繪本融入幼兒學習活動（陳儒晰，2015）、文字指引策

略（陳惠茹、張鑑如，2013）、「記憶－抑制控制」活動融入語文教學（簡馨瑩，2020）等。

上述研究乃以一般發展幼兒為研究對象，近十年國內亦有一些研究特別關注弱勢、原住民

和聽障幼兒。例如有探討對話式共讀（林珮伃、彭湘寧，2014；許秀萍、蔡宜靜，2016）、

聲韻、識字、繪本三種介入方案（簡淑真，2010）對弱勢幼兒早期語文能力影響之研究；

針對原住民幼兒，則有探討蒙特梭利語文教育（施淑娟，2014，2019）、高瞻課程及原住民

地方本位文化活動（郭李宗文，2013）之研究；亦有針對聽障幼兒實施聲韻覺識教學（陳

怡慧，2014）和雙語繪本故事教學（黃玉枝，2014）之研究，大致都呈現正向的介入效果。

此外，國內有兩篇探討幼兒園語文課程實施情形的質性研究（林惠娟，2004；曹湘玲、施

淑娟，2017），但這兩篇研究都沒有探討幼兒園語文課程與幼兒讀寫萌發能力的關係。林惠

娟（2004）調查臺中縣市立案幼兒園所採用之課程模式，發現約有五分之一的園所課程活

動涵蓋全語文的元素，另外訪談七位採全語文課程園所園長，以瞭解全語文課程如何落實

其園所，以及在其園所實施全語文課程所遇到的困境。曹湘玲和施淑娟（2017）主要透過

教師訪談、課室觀察、教師省思札記等多種資料，以瞭解一家幼兒園如何在全語文概念及

蒙特梭利教育理念下實施語文活動。 

國內另有少數研究同時關注家庭和學校語文環境對幼兒讀寫萌發和相關能力的影響，

例如白華枝等人（2015）研究發現家庭和學校語文環境對5-6歲幼兒語言有顯著影響；田佳

靈、林秀錦（2016）則發現教室語文教學活動在家庭社經和幼兒語文間有調節效果，且家

庭語文環境和教室學習環境為5歲特殊幼兒語言能力的有效預測變項。 

肆、國內實務之現況及推進方向之建議 

 由上述國內外文獻整理可知，相較於國外以大型資料庫和縱貫期設計探討讀寫萌發能

力之發展與影響因素之研究，國內研究缺少對臺灣一般發展、不同社經、不同族群及特殊

幼兒讀寫萌發相關議題的長期與實證研究。 

以探討學前口語能力和讀寫發展的長期關係和預測力為例，國內較缺乏針對此類議題

的長期縱貫追蹤研究，不易釐清口語（或口語障礙）與閱讀發展（或障礙）之間的跨時縱

貫關連性或因果推論。其次，不同研究所關注之學前口語、讀寫萌發、閱讀能力變

項，受限於國內研發之語言評量工具不足，所涵蓋的能力面向較為侷限。因此，

探討不同發展階段（例如：跨學前到學齡）口語能力和閱讀發展的相互關聯性與預測力，

以及釐清對閱讀發展或障礙具影響力的口語能力指標，值得未來研究投入。在教育或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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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思考如何將具影響力且重要的口語能力變項納入早期閱讀介入方案的設計中，

有系統地檢驗其介入效果，應有助於語言/閱讀障礙的早期評估與介入。 

此外，有鑑於學前執行功能的高度可塑性及其在讀寫萌發能力發展中之重要性，如何

設計有效方案提升幼兒執行功能，進而促進讀寫萌發能力發展，值得實務界投注心力探究。

國外有愈來愈多研究者致力於此，例如，學者 Diamond 採用真實驗設計，以 Tools of Mind

這套教學方案在幼兒園進行執行功能介入研究，Tools of Mind 是一套有實證基礎的課程方

案，主要根據 Luria 和 Vygotsky 的理論編製而成（Diamond et al., 2007）。主要設計概念為

在正規課程中融入一些能夠協助幼兒運用其執行功能能力的輔具以及活動作為鷹架，幼兒

在這些課程活動中自然而然地訓練其工作記憶、抑制控制以及認知轉換能。研究結果發現

Tools of Mind 方案能顯著提升幼兒執行功能表現並產生學習遷移（例如：Diamond et al., 

2007）。目前，國內有兩篇採用準實驗設計，在幼兒園中探究執行功能介入方案是否能夠提

升幼兒讀寫萌發相關能力，其中一篇採用 Tools of Mind 這套方案進行介入，結果發現此方

案能有效提升幼兒的自我調節能力（Shiu, Wang, & Chen, 2020），另一篇研究以記憶-抑制

控制活動融入教學，同樣發現介入方案有效提升了幼兒的工作記憶能力、抑制控制能力並

產生學習遷移至聽覺理解能力（簡馨瑩，2020）。從這些為數不多的國內研究結果看來，融

入幼兒園教學活動的執行功能介入方案具有一定成效，建議未來研究者進一步發展適合臺

灣幼兒且具更扎實之實證基礎的學前執行功能介入方案。 

綜觀國內外家庭、學校語文環境與幼兒讀寫萌發能力關係之文獻可知，如何超越過去

介入方案設計的限制，以找出有正面效果且效果可持續的家庭、學校基礎介入方案相當重

要。RCT實驗是檢視介入方案成效較具推論意義的方法，但國內相當欠缺採用RCT實驗設

計來探討語文環境對學前讀寫萌發能力發展影響之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多採RCT設計並長

期觀察家庭、學校語文介入方案或上述口語能力、執行功能介入方案的成效。此外，國外

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家庭語文活動、學校課程對幼兒不同面向的讀寫萌發能力影響不一，

建議國內研究在探討此議題時，也能將不同面向的幼兒讀寫萌發及相關能力列入評量，以

利瞭解不同語文環境和經驗對幼兒讀寫萌發能力的影響。國外新興的讀寫萌發環境因子議

題，例如幼兒電子產品使用、雙語經驗等，具有時代的意義，也值得在臺灣多加探索。在

實務推展方面，國內外文獻都證實親子共讀經驗、文字指引策略有助幼兒讀寫萌發能力之

發展，建議加強推廣此類家庭語文活動和策略。 

本文初步整理近二、三十年來國內外執行功能、口語能力和家庭、學語文環境因子與

學前讀寫萌發關連之文獻，尚有諸多遺珠之憾，特別是國外學前讀寫萌發文獻相當豐富，

值得未來再深入整理和探究。謹以此文紀念柯華葳教授對學前幼兒語文研究和教育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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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並盼能拋磚引玉，藉由此文引發學者專家對學前讀寫萌發研究和實務推動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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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識字就是學習辨識文字的字形，並建立該字形與字音、字義之間的連結（柯華葳，

1999）。識字發展為學童學習閱讀時的一大挑戰，識字的達成有賴於文字符號的特徵抽取、

字形成分視知覺處理、語彙表徵觸接、語彙表徵訊息提取、以及意義整合等一系列認知歷

程的整合與有效充分交互運作。閱讀簡單觀點模式（simple view of reading, Gough & Tunmer, 

1986），與其核心所衍生之閱讀成分模式（componential model of reading, Joshi & Aaron, 2000）

均指出識字能力為預測閱讀表現的關鍵能力，若無良好識字能力，閱讀理解也會受到影響。

以下將先簡述兒童識字發展與心理表徵的關係，並簡述兒童識字發展階段，接著簡述與兒

童識字發展有關能力的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最後對於國內相關研究的未來方向提出個人

建議。文字辨識在英文文獻的對應概念是“word recognition”，但英文口說的詞彙和書寫的

字彙均稱為“word”，“word recognition”除了文字辨識之外，也有聽覺詞彙辨識的意涵。本

文的「字」專指書面字彙而不涉及聽覺詞彙。由於視覺中文識字的研究相對成熟，且受限

於篇幅，本文將只著重於視覺文字辨識之部分代表性研究的簡介與探討。 

壹、字彙品質與識字發展 

識字歷程就是一個解碼過程。心理字典（mental lexicon）為一個大腦或認知系統中的

一個假設性知識系統，儲存了已習得的語彙表徵及其相關的字形、字音、字義及詞性等等

語彙特性或知識之表徵，也包含了前述表徵之間綿密的交互關係。當讀者見到「好」這個

視覺符號時，必須能在其心理字典中提取出「好」這個符號的字形、字音及字義等表徵訊

息，始能達成「好」字的辨識。相對的，當見到「хорошая」這個視覺符號時，對於未曾

學習過俄文的讀者而言，由於無法在心理字典中查找到「хорошая」的相關表徵，因此

「хорошая」就成了密碼，無法瞭解其意義。識字發展即是從無法辨識文字符號的階段，

透過識字教學，逐步建立較為完整而成熟的心理字典之過程。雖然成人的文字相關表徵是

由兒童的文字相關表徵逐步發展成熟而來，然而成人識字理論與研究發現並無法直接類比

或套用到兒童識字歷程，這是因為成人讀者的心理字典相對成熟，而兒童讀者的心理字典

仍不成熟，尚處於從無到有的識字發展階段。 

識字發展過程就是在心理字典中，逐步建立與字/詞彙相關的字形、字音及字義等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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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Perfetti（2007）提出的詞彙品質假說（lexical quality hypothesis）主張，讀寫能力

較佳的讀者也有品質較好的詞彙知識（lexical knowledge），亦即具備較高品質的字/詞彙表

徵。字/詞彙品質可由精確性（precision）與彈性（flexibility）評估：精確性意指字形、字

音及字義等，字/詞彙表徵成分的特定性（specificity）與完整性 （completeness）；彈性在

不同文獻中，有時也稱冗餘性（redundancy），意指字/詞彙表徵成分之間的交互連結與結合

程度。好的字/詞彙精確性與彈性也有助於強化與一個字/詞彙相關的字形、字音及字義等

字/詞彙表徵成分之間的連結。兒童識字發展過程是由不成熟的心理字典，逐步發展至建立

成熟心理字典的過程；也是由多數字/詞彙品質不佳的字/詞彙知識組成的心理字典，逐步

發展至由多數字/詞彙品質優良的字/詞彙知識所組成的心理字典的過程。 

貳、識字發展階段 

閱讀發展的理論眾多，其中以 Chall（1996）的閱讀發展階段論最常被討論。依據此

理論，閱讀發展包含六個階段，其中前三個階段（stage 0~2）為學習閱讀階段（learn to read），

而後三個階段（stage 3~5）則為透過閱讀學習階段（read to learn）。閱讀的第一期或階段零

為閱讀前期（pre-reading），也稱萌芽期（emergent literacy）：約發生在六歲正式入學前，

兒童並非真正能識字，而是模仿並假裝能夠閱讀，比方假裝讀報；接著進入初始期（initial 

reading and decoding）：約在 6-7 歲或小學一至二年級，此時兒童開始學習讀寫字母（串）

與口語語音間的關係，能夠開始閱讀一些包含較多常用字或規則字的短文；第三期或階段

二為穩固與流暢期（confirmation and fluency）：約在 7-8 歲或小學二至三年級，此時學童有

更好的解碼技巧與閱讀流暢性，也能夠閱讀簡單的熟悉故事或選文；第四期或階段三為「為

學而讀」期（reading for learning the new）：約在 9-13 歲或小學四年級至國中階段，此時已

能透過既有的閱讀能力學習新知識；接著是多元觀點期（multiple viewpoints）：約在 15-17

歲或高中階段，透過廣泛閱讀不同形式的論說文或敘述文等複雜文本，理解並運用多重觀

點閱讀；最後一期為「建構與再建構」期（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約在 18 歲以

上或大學以上階段，能依據個人或專業需要閱讀，能夠整合舊知識並建構新知識。儘管不

同閱讀發展理論有所出入，但是多半與此理論的共識比歧異要多。 

中文字主要由筆畫與部件組成，其中又以由部首與聲旁所組成之形聲字占最大比例，

而非像是拼音文字系統的文字是由字母（串）所組成（陳學志等人，2011）。目前臺灣與香

港使用傳統繁體漢字，中國與新加坡則採用簡化自傳統繁體漢字的簡體漢字（主要透過簡

化筆劃與部件替代等方式簡化）。單純就前三期（stage0~stage2）的識字發展階段而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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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文字的設計與拼音文字不同，因此以拼音文字研究所建構的識字發展理論，並無法直

接套用到中文識字發展上。洪儷瑜（2002）採用漢字視知覺測驗探討學習漢字兒童的識字

發展歷程，經由三年縱貫追蹤，分析結果顯示漢字識字發展經過以下四個階段：首先是圖

形區辨階段，約在小學二年級或更早發展至頂點，此時學童能夠區辨類比漢字結構的圖形；

接著是字符區辨階段，約在小學二至三年級發展至頂點，此時學童能夠區辨漢字筆畫差異；

再接著是組字規則區辨階段，約在小學三年級發展至頂點，此時學童能夠區辨漢字部首組

字規則（如知道部首「氵」常出現在中文字的左側）；最後為部件辨識階段，在小學階段逐

步成長至六年級，此時學童能夠區辨不同漢字部件（如區辨亻與彳）。雖然其他早期及後續

漢字識字階段的相關研究或有不同研究結果與見解，但是多半是由於研究設計或採用測驗/

作業的差異，使得對於階段發生的年齡或年級出現歧異，但是各個識字發展階段的先後發

展順序則多半是一致的。 

參、識字發展相關認知能力 

聲韻覺識。許多拼音文字研究已指出音素覺識（phonemic awareness）與唸名速度

（naming speed）是預測識字表現的兩項關鍵能力。相對的，視覺空間能力則相對較不常

被主張為識字發展的關鍵能力（Caravolas, 2005）。 

聲韻覺識是指能辨識與操弄語音中的音節或音素的能力（Shaywitz et al., 2008）。兒童

一般在開始學習識字前，多半已經具備該文字系統相應之口說語言的聽說能力，也就是該

語言的心理字典中，字音表徵與字義表徵之間已經有相對成熟的連結。此時有兩種方式學

習識字解碼，一為學習字形與字義的關係，也就是直接建立字形表徵與字義表徵間的關係；

二為學習字形與字音的關係，也就是先建立字形表徵與字音表徵間的關係，再透過已經建

立好的字音表徵與字義表徵間的關係，達成語義提取。由於習得拼音文字所需的形音連結

數量遠少於音義連結數量，因此良好的聲韻覺識能力也有助於拼音文字的識字發展。包括

音素倒轉（phoneme reversal）、音素分割（phoneme segmentation）及音素刪除（phoneme 

deletion）等測驗均常用來測量或研究聲韻覺識能力與識字發展的關係（Goswami, 2002）。

主流研究顯示，當識字出現困難時，常是因為音素層次（亦即子音與母音）的語音處理出

現問題（Vellutino et al., 2004）。由於許多拼音文字都是以文字中的字母（串）與語言語音

中的音素進行對應，兒童必須有效處理字母（串）與音素間的轉換，才能成功識字。 

由於聲韻能力為拼音文字識字發展的最關鍵能力，聲韻能力是否也在不屬於拼音文字

的中文上扮演重要角色，便成為探討語言普世性（language universal）與語言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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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specific）上的重要研究議題。由於中文字的設計並沒有表徵音素的符號，一般

直覺會認為聲韻覺識可能不是中文識字發展的關鍵能力，相對地，視覺空間能力則可能扮

演較重要的角色。Ho 等人（2002）的一項香港研究顯示，中文閱讀障礙兒童最常出現的問

題為快速自動化唸名能力（60%），其次為字形處理問題（39%）與視知覺處理問題（37%），

僅有 15%的中文閱讀障礙兒童有聲韻覺識上的困難。國內一些研究也指出兒童的中文識字

能力與視覺空間分析有關（如洪儷瑜，1997；謝雯鈴、黃秀霜，1997）。 

然而需注意的是，香港小學主要採直接識字教學，國內則是透過注音符號教學，因此

香港研究結果並不必然可以套用到台灣。國內研究顯示，雖然與其他認知能力相比（如字

形處理或唸名流暢性），聲韻覺識能力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相關能力，但是聲韻覺識仍然是預

測兒童中文識字的有效指標（李俊仁、柯華葳，2007，2009；柯華葳、李俊仁，1997；宣

崇慧、盧台華，2006；黃秀霜，1997；黃秀霜、詹欣蓉，1997；Lee et al., 2006）。聲韻覺

識能力與中文識字有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臺灣的識字教學是透過注音符號學習，因此使

用注音符號拼讀的能力便與識字表現有關，而注音符號本身即是一種拼音符號，因此聲韻

覺識能力能夠預測中文識字表現（李俊仁、柯華葳，2007；曾世杰，2004）。不過需指出的

是，這些研究的聲韻處理單位多半是以同音字、韻母（rhyme）、聲調或注音符號為主，而

非拼音文字研究常用的音素。此外也要注意的是，不同認知能力與識字能力間的關係也與

識字發展階段有關（如越進階之識字發展階段也需要更成熟之工作記憶發展），因此不同研

究間的歧異也與測量學童的年齡有關（李俊仁、柯華葳，2007；曾世杰，2004）。 

快速自動化唸名。在快速自動化唸名（rapid automatized naming，簡稱 RAN）作業中，

兒童必須連續而快速的讀出一系列符號或圖片的讀音。相較於一般兒童，閱讀障礙兒童在

快速自動化唸名作業上的表現較差，因此快速自動化唸名能力也被認為是識字發展的關鍵

能力（Wolf et al., 2000）。許多拼音文字研究均顯示，快速自動化唸名表現可以在排除或控

制聲韻覺識能力後，仍能獨立解釋或預測識字表現（Norton & Wolf, 2012）。快速自動化唸

名需要字形與字音訊息間的順暢時序整合，與閱讀時所需的認知處理能力相近，當形音時

序整合不順暢時，識字就會受到影響（Norton & Wolf, 2012）。Wolf 與 Bowers（1999）提

出的雙重缺陷假說（double deficits theory）主張，聲韻處理與唸名速度是失讀症的兩個獨

立成因，兩者之一出現問題，都可能出現識字困難。相關研究也衍生出探討失讀症或閱讀

障礙亞型的一系列研究。 

快速自動化唸名能力與中文識字關係的研究上，香港研究（如 Ho et al., 2004; Ho & Lai, 

1999; McBride-Chang & Kail, 2002）與國內研究（如曾世杰等人，2005；Liao et al., 2015; Liao 

et al., Parrila, 2008）均指出快速自動化唸名作業表現是預測兒童中文識字時的有效預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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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即便控制了已知的諸多認知變項，快速自動化唸名作業表現均能獨立解釋或預測中文

識字表現。曾世杰等人（2005）的研究顯示，學前階段的快速自動化唸名作業表現即能有

效預測小學四年級的中文識字與閱讀理解表現。快速自動化唸名作業所呈現的圖片或符號，

與其所配對語音間的關係都是武斷的，由於中文字的字形與讀音間也多是武斷關係，因此

快速自動化唸名歷程特別能反映中文識字特性。然而快速自動化唸名作業之所以能夠有效

預測中文識字所涉及的關鍵認知成分為何，則仍存在爭議。 

其他相關認知能力。相較於拼音文字研究，部件處理（radical processing）與詞素覺識

能力（morphological awareness）為中文識字發展的特色研究。中文字約有 80%~90%的形

聲字（因為不同的調查與計算方式而有不同的結果），這些字多數由表徵意義的部首與表徵

聲音的聲旁所構成，儘管部首常常僅表徵部分意義，聲旁也常常僅提示部分讀音，許多研

究均顯示部件覺識能力（radical awareness）為兒童學習識字的關鍵認知能力。部件覺識能

力有兩個不同層次，一為部件結構與位置知識，亦即瞭解部首與聲旁的常見位置（如扌多

半出現在字的左側）；二為部件功能知識，亦即瞭解可以透過部首多半與字義有關而聲旁多

半與讀音有關。即使許多學校教師並未明確且有系統的教導組字規則知識，學童仍能自然

習得部件組字規則（Chen et al., 2003）。香港與國內研究指出，小學一年級兒童已初步具備

文字結構與部首位置知識，而小學二年級兒童則能初步瞭解並運用部首功能知識，且中文

失讀症或識字困難兒童在部件結構與功能知識上均較一般兒童為弱 （方金雅，1995；林佩

怡，2011；洪儷瑜，2002；陳惠茹，2015；陳學志等人，2011；Ho et al., 2003; Leung & Ho, 

2009; Lo et al., 2007）。 

詞素（morpheme）為語義最小單位。早期拼音文字研究已指出構詞能力與識字能力有

關，例如讀寫障礙者在詞素覺識作業上（如區辨 mailbox 與 boxmail）的表現弱於一般人

（Elbro & Arnbak, 1996; Fowler & Liberman, 1995）。中文文字系統屬於一種詞素-音節文字

系統（morpho-syllabic writing system），雖有不少例外，多數中文字通常也表徵一個詞素。

詞素覺識能力包含兩類：一為詞素辨識，亦即能辨識「紅花」一詞是由「紅」與「花」所

構成；二為詞素建構，亦即能類比「紅」色的「花」構成「紅花」一詞的方式，建構出「白」

色的「花」可由「白花」一詞表示。國內外許多研究均顯示詞素覺識能力與中文識字能力

及詞彙發展有關，且中文讀寫障礙者也較一般讀者有較弱的詞素覺識能力（傅淳鈴、黃秀

霜，2000；廖晨惠等人，2012，2014；Liu et al., 2013; McBride-Chang et al., 2003; Tone et al., 

2009）。 

中文識字研究也顯示書寫能力與筆順有助於識字發展。Anderson 等人（1990）指出字

形的視覺表徵和感覺運動能力緊密相連。Tan 等人（2005）的研究顯示，至少在中文，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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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能力與書寫能力息息相關。書寫中文字的過程涉及字形覺識能力與動作執行能力，研究

顯示書寫與識字有關的能力主要為字形覺識能力而非動作執行能力，透過書寫練習有助於

提升已由字形覺識能力建立穩固的字彙表徵（謝侑儒，2010；Tan et al., 2005）。而書寫過

程的筆順也顯示與識字能力有關，相較於隨機書寫，固定而有系統的筆順之書寫有助於識

字學習（Chang et al., 2015）。 

肆、國內研究未來推進方向建議 

綜合前述，國內過去累積卅多年的兒童識字發展相關研究已建立相當基礎，在兒童識

字發展的各個層面均有相當建樹，然而個人認為國內中文識字發展較缺乏的研究方向有三：

一為探討兒童識字的訊息處理歷程。雖已有許多研究探討識字發展有關的認知能力，但是

多屬於相關或預測性研究，並無法驗證像是聲韻覺識或快速自動化唸名等相關能力，是否

直接參與兒童從看到文字符號到從心理字典中提取出該文字符號語音與語義訊息的文字辨

識歷程。這就像是台中火力發電廠的發電量與高雄西子灣的冰棒銷售量有著高度相關（入

夏後都顯著提升），但是我們不會說西子灣的冰棒銷售參與了台中電廠的發電過程。國內有

關文字辨識歷程與識字發展關係的研究仍相對不足，雖有如林佩怡（2011）的部件處理發

展研究及曾郁琳與李佳穎（2012）的一致性與規則性發展研究等兒童識字訊息處理歷程研

究，但像是兒童識字時的文字辨識歷程發展變化及心理字典組織與運作方式等的發展變化

研究仍相當缺乏；其次為探討識字發展與其他非語言認知能力之間的關連。由於識字發展

不僅涉及語言能力發展，也與其他認知能力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亟需更多研究探討識字

發展與注意力、執行功能、統計學習及視聽覺整合等能力間的關係；其三為中文識字困難

及其補救教學/學習扶助成效的認知神經機轉。前述三項研究方向雖均已有少數相關研究成

果，但是想更完整而深入的瞭解相關議題，仍須更多的研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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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讀寫教學 

曾世杰教授、陳淑麗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壹、緒論 

本文標題的「讀寫教學」即「literacy instruction」。世界各國的語文課程，都兼具讀

（包括識字解碼與閱讀理解）與寫（包括書寫與寫作）的教育內涵，本文「讀寫教學」的

標題，包含語文課程中的教學內容與方式。而「平衡」，則是針對讀寫教育史上曾經發生

或正在發生的「失衡」現象所下的詞彙，這裡的失衡有兩層不同的意涵：第一層指的是「意

義本位（meaning-based）」與「解碼本位（code-based）」教學取向之間的爭議；第二層

則是在教學執行時，「生字新詞教學」失衡與「讀寫（寫作）教學」失衡。本文簡單介紹

國際文獻在這些議題上的討論，再談國內的相關研究的進展與發現。 
 

貳、平衡的讀寫教學：國際相關研究文獻之回顧 

一、教學取向的爭議與平衡：解碼本位 v. s. 意義本位 

在英文世界，這個標題指的就是「解碼本位」的字母拼讀（phonics）和「意義本位」

的全語言教學（Whole language）取向之爭。以美國為例，從殖民地以來的傳統，讀寫教

育就是在教字母拼讀。20 世紀以後，受到進步教育運動的影響，兒童的主動探索和興趣益

受看重，全字法2（whole word methods）隨著 1930 <Dick and Jane> 基礎讀本的出現，在

英語世界大為風行，至1950 年代達到最高峰。但Flesch （1955）出版 <Why Johnny Can't Read>，

認為全字法未能看重字母拼讀，對許多兒童的讀寫發展不利，從此「解碼」與「反解碼」

取向之論戰不歇。反解碼的教學陣營在 70 年代帶進語言學家Chomsky 語言先天論的說法，

認為學習閱讀就像學習說話般的自然（Goodman, 1970; Smith, 1971），根本不需刻意去教，

只要給兒童充滿意義、豐富而且真實的閱讀環境，兒童自然就能學會閱讀，字母拼讀之類

 
2.又稱為看-說法（look-say method），主張把英文字視為一個個全形字塊，訓練兒童看到全形字塊就能唸出來，

不必分析文字後面的聲韻表徵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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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碼教學，只是把全整的閱讀支解為支離破碎的拼音練習。反解碼的全語風潮影響了北

美、英國、紐西蘭、澳洲等英語系國家的語言教育。但後續許多認知及教育學者提出證據

反駁全語言，經典的一段評述是：「研究社群中沒有一個負責任的語言學家、心理學家或認

知科學家，會接受『學習讀寫和學習說話並無二致』的說法。（Stanovich, 1994; p. 286）」

美國「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甚至以立法的方式主張「證據本位的」教學決策，

排斥如全語言般意義本位的教學取向。 

    但在這個長達六、七十年的閱讀戰爭之後，當今教育界留下的是意義與解碼並重的「平

衡取向」教學。本文作者的解釋是，雖然認知科學界較偏重字詞層次解碼歷程的研究，但

真實的閱讀本來就包含了「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歷程，把解碼和意義取向的教學

視為對立、無法並存的觀點，並不符合認知科學界對閱讀歷程的共識。早在三十幾年前，

以閱讀發展階段說聞名於世的 Jean Chall（1989）就重覆地在著作裡提到，她認為字母拼讀

是啟蒙讀寫教學的核心，但她並不推薦「只在孤立的狀況教字母拼讀（p.525）」或「過度

強調字母拼讀，以致沒有時間讀故事書或相關的文章（p.531）」。現在教育界的共識是，肯

定解碼教學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低年級「學以讀（learn to read）」的啟蒙階段，但也應儘量

提供對兒童有意義的學習材料和環境；即使到了「讀以學（read to learn）」的發展階段，雖

然理解為重，但仍可以幫助學生有系統性地認識新詞（參見 Pressley & Arlington, 2018）。

本文作者認為，意義與解碼的爭議，把閱讀的發展階段納入考量後，就可以兼容並蓄—年

級愈低，愈需要強調系統性的解碼教學；年級愈高，則愈需要強調讀寫的意義性及學生對

閱讀材料的自我決策（曾世杰、簡淑真，2006）。 

二、教學執行的爭議與平衡：生字新詞教學 v. s. 讀寫策略教學 

本文中的「讀寫策略」，指的是為了理解與寫作的目的，讀者可以使用的各種策略。

「生字新詞」和「閱讀理解策略」都是讀寫教學的重要目標，但一直到 1970 年以後，才有

研究者開始以教學實證研究，系統地了解如何有效能地提升學生的生字新詞及閱讀理解的

能力。這些研究漸漸說服了教育界，解碼層次的重點，在於系統、結構、明示地教導聲韻

覺識、字母拼讀、流暢性、及詞彙（的深度及廣度）（NICHD, 2000）。而在閱讀理解的層

次，教導如摘要、推論、自我提問、監控理解、文義整合、圖像組織等超乎解碼的策略，

有助於提升讀者對文章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解碼」和「閱讀理解策略」的在讀寫教學中，

不可偏廢（如 Pressley & Arlingt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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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文平衡讀寫教學研究之現況 

一、解碼本位教學與意義本位教學的平衡 

國民教育階段   

國民教育階段的讀寫教育，從來沒有出現類似全語言取向那樣反解碼的說法，以國小

來說，幾乎所有現場的教學，雖然都兼具解碼本位與意義本位的成分，但是，課室中老師

的教學重心是失衡的－向解碼教學傾斜（柯華葳，2011）。 

低年級的教學以解碼為重是合理的，根據國家課綱，台灣正式的閱讀教育是從拼音文

字系統開始的，小一入學後 10 週，注音是國語課的重點，只要學會注音，兒童即能唸出教

科書及兒童讀物中旁註注音符號的漢字，從而觸接先備的口語詞彙，開始進入閱讀。注音

因此可視為一種中介的、過渡的解碼工具，可以幫助初習幼兒學習新字。小一和小二教科

書中，累計出現過的漢字只有約 750 字（李孟峰、蘇宜芬，2018），而小二平均識字量卻

多達 1248 字（王瓊珠、洪儷瑜、張郁雯、陳秀芬，2008），「學校教過的字數」和「認識

的字數」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兒童靠著注音的中介，自行學習識字解碼，是一個合理的

推論。 

隨著年級的提高，內容深究、賞析、文章結構、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比重應該要隨之

增加，但即使到了四年級，台灣的讀寫教學中，生字新詞解碼教學，仍然是教學時間佔比

最高的一個教學成分（柯華葳，2011），教學時間甚至超過閱讀理解教學的兩倍（柯華葳

等，2008），與國際比較，我國國小教導閱讀策略的開始年級比其他各國晚（柯華葳等，

2017）。教育部也因此委託學術界組成團隊，大力推動國小國中閱讀理解策略教學。但是，

強調閱讀理解策略並不排除解碼教學，尤其是我國七年級以後，國語文教材開始出現古文，

教師也不得不用課堂時間進行解碼教學，來教導中學生閱讀「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

光（赤壁賦）」這般生字新詞新句型密度過高的課文。因此，可以預期的是，臺灣國語文課

室裡，仍然是平衡式的讀寫教學，但教學的重心，從中年級起，會漸漸向如何使用閱讀理

解策略獲取意義的方向移動。 

學前階段－強調統整拒絶解碼    

比較值得討論的是學前的讀寫教育。在教育部 106 年頒布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裡有如下文字，「幼兒園的課程規劃須具有統整性，整合各領域的學習經驗…規劃統

整性教保活動課程。(p. 4)」因為上述課綱的規範，「107 學年至 111 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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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裡，就有「課程應採統整不分科方式進行教學」的指標。從這兩點看，目前課程大

綱對幼兒園課程與教學的要求是偏向全整性的，也許因為這樣，台灣的學前教育，看重意

義本位的取向，遠遠大於解碼本位的取向，幼兒園普遍注重的豐富口語環境的浸潤，真實

的文（繪）本的接觸，而且，不能進行諸如注音等的解碼教學－幼兒園教注音在評鑑是扣

分的項目。教育部（2009）印製的＜爸爸媽媽放輕鬆＞手冊裡談到「學習國字不需依賴注

音（p. 31）」，「先學注音，無關日後的學習成就（p. 33）」，又說「學前階段本來就不

該教注音（p. 33）」。但這和國外、國內實證研究文獻的發現完全不同，這樣的主張對弱

勢幼兒尤其不利，以下從三方面來討論這個問題。 

英語國家的研究 

注音是一種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國家，研究結果一致指出學前就可以教字母、識字

和閱讀。美國的國家早期讀寫委員會（National Early Literacy Panel; Lonigan & Shanahan, 

2009），大量回顧過去數十年的實證研究，指出學前的字母知識和聲韻覺識的教學對入學

後的解碼與閱讀有重要的影響。Ehri, Nunes, Stahl 和 Willows（2001）的後設分析也指出，

系統性的字母拼讀教學，在學前實施的效果值（d = 0.55）優於一年級以後實施（d = 0.27），

而且字母拼讀對低、中社經背景兒童、閱讀障礙高風險幼兒及較高年級的閱讀障礙兒童有

所助益。美國教育部的「早期閱讀優先（Early Reading First;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4）

計畫，就依實證研究的結果，把聲韻解碼相關能力列為三至五歲學前幼兒的教育目標。除

了美國，英國（Rose, 2006）、澳洲（Rowe, 2005）的文獻回顧，也都得到類似的結論。簡

言之，國外的文獻指出幼兒不但學得會拼音文字，而且早期的字母拼讀教學對弱勢及高風

險幼兒尤為有利，這和教育部（2009）對學前注音教學的主張截然不同。 

國內實證研究 

簡淑真（2010）在台東進行弱勢幼兒的早期閱讀實驗教學，有三組幼兒參與：第一組

是弱勢幼兒，接受 30 週、每週 4 天、每天 40 分鐘的注音/聲韻教學；第二組是同樣弱勢的

對照組，照原來的課程教學，沒有特別教導閱讀；第三組是優勢對照組，幼兒選自台東大

學附幼及一所私立幼稚園，也沒有特別教導閱讀。結果發現，一進國小，弱勢對照組完全

不是優勢同儕的對手，期中的國語測落後一大截，到了學期末，落後的程度加大，出現貧

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但是，在國幼班接受注音/聲韻教學的弱勢幼兒，不但在國幼班

結束時，展現了相當不錯的注音能力，更令人驚喜的是，他們小一上學期的期中和期末檢

測，完全沒有輸給優勢對照組。這個發現和國外早期閱讀介入的主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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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目前我國學齡前的讀寫教育取向，反對注音教學，這和國內外實證研究指出的

趨勢不一致。但目前的現狀有可能是行政分工的不得不然—在國家課綱裡，注音一直是小

一的學習內容，幼兒園教注音，因此被視為提前偷跑。這在下一波的國家課綱撰擬時，可

以納入修改的討論。 

二、中文識字解碼的平衡教學 

（一）分散、集中與平衡識字教學取向 

中文的識字教學取向可粗略分為分散式和集中式識字教學兩大類（郝恩美，1999）。 

分散式識字教學  
就是「邊讀書，邊識字」－在課文裡進行目標漢字的識字教學活動。其基本假定是漢

字必須在文脈（context）裡學習，教學強調意義，要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篇。課

本的編輯者選出合適的、有意義的課文之後，每課挑出難度適當的漢字讓兒童隨文識字，

但並沒有系統明示地強調漢字的組字規則，這和全語言取向教學不看重英語的組字規則（即

字母拼讀）有相似之處。分散式識字教學取向的優點是兒童學習識字時，可以清楚察覺每

個漢字在文脈裡的意義和用法，它的缺點則是，漢字學習的先後順序不夠系統化，且新字

量的累積較慢，兒童也不易自行發現漢字的組字規則（萬雲英，1991；郝恩美，1999）。

目前台灣的國小國語課本的編輯，主要是分散式教學取向。 

集中式識字教學  

即在初習閱讀階段，強調大量識字的教學法。最極端的做法是「先識字，再讀書」，

例如，國民教育以前的啟蒙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都是先讓兒童背記下成百上千個漢

字後，才開始閱讀教學。但中國在 1950 年後，各地開始有教育學者嘗試推動以部件教學為

核心的集中識字教學，即根據漢字的部件，把一群一群有相同部件的漢字分類整理出來（如

祭、祖、福、祝、祥都有示的部件），讓學習者不但能一群一群的識字，也同時被清楚明

示地教導漢字的組字原則（戴汝謙，1999）。集中識字的基調並不表示教學一定是離開文

脈的，大多數教材是為特定的字群編寫教材，把生字置於語詞或短句裡教。例如，四川省

的字族文先用「三字文、對子歌」形象活潑地教會學生 220 個「常用母體字」，或稱「基

本字」，然後以字族文、拼音會意三(四)字文、常用偏旁三字文、辨形辨義三字文等形式

教給學生會意、形聲等合體字（鄢文俊、盧正體，1994），但這些教材，其主要功能為識

字，和為獲取意義而進行的真實閱讀還是有一段距離。集中式識字教學的好處是兒童可以

快速、大量地累積生字，教材能突顯漢字的結構規則，（洪儷瑜、黃冠穎，2006），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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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若相似字若過於集中或字量太大，兒童學習時可能容易產生混淆（萬雲英，1991），

而且設計字族文教材時，為了讓課文裡包含了較多部件相同的漢字，作者可能會犧牲文本

的可讀性。 

（二）平衡的識字教學  

分散與集中式識字教學法，各有其優、缺點，而集中識字法得到台灣研究者較多的關

注，許多研究發現，只要根據漢字的特性在教學時給予有意義的認知加工，如分析字理、

部件、記憶術等，就可以有較優的學習效果（如洪儷瑜、黃冠穎，2006；胡永崇，2003；

黃秋霞，2017；陳淑麗、曾世杰，2019）。但台灣也有兼顧集中識字與分散識字法優點的

教學嘗試，且稱之為「平衡識字」或「隨文集中識字」的設計。這樣的課文，其撰寫通常

是先擬好有意義的文本，再嘗試調整文中遣詞用字，使文中重複出現許多同樣部件的漢字，

以利學生成串地學習組字規則相同的漢字。以曾世杰、陳淑麗、亓寗、蔡佩津（2009）的

＜森林哭了＞為例，這篇課文的目標部件是「木」，9 個有「木」部件的目標字（本、來、

森、林、樹、村、棵、材、板）重複出現，在全部 100 個字的課文裡，32 個字有木部件。

這篇典型的集中識字課文，直接明示地教導中文的組字規則，同時兼顧文本可讀性及有意

義的內容，文字意像鮮明，小朋友一聽教師的範讀就能懂，對課文裡的文字學習也能發揮

提升的效益。 
 

＜森林哭了＞（作者：曾世杰） 
 
我們的山，本來有森林。 
森林裡，本來有許多大樹。 
有一天村子裡開了木材行，人們開始上山砍樹。 
大樹一棵一棵倒下來，一棵一棵被做成木材和木板。 
十棵、一百棵、一千棵、一萬棵、一百萬棵。 
大樹哭了，森林哭了，山也哭了。 
現在山上沒有森林了，我也想哭了。 
 

三、國內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寫作教學」研究的失衡 

國內長年來並不乏閱讀理解教學的研究，但是，寫作教學研究卻非常有限。底下將討

論這些年國內閱讀理解教學研究與實務的進展，說明寫作教學研究的稀少與教學現場的困

難，再提出「讀寫合一教學」的可能方向。 
  



平衡的讀寫教學 
 

柯華葳教授紀念研討會 57 
 

（一）閱讀理解教學研究與實務   

謝進昌（2015）整理出 1990 至 2012 年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及博碩士論文資料庫的

57 篇與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的文章，並進行效果值的後設分析，結果發現自我提問、教師提

問－學生回應、故事結構分析、圖形組織繪製、摘要與交互教學等閱讀理解教學策略，皆

對一般學生具有一定程度成效，其中教學效果最佳者（摘要策略）平均效果量為＋0.58，

效果量最低者也有＋0.35，有小到中的效果量。亦即，國內關於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的研究

相當普遍，2015 年就已經到了可以進行後設分析的程度，後續也有許多嚴謹的教學實驗研

究出現，說明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的可行性，值得推廣的有效教學法（例如：陳茹玲、宋

曜廷、蘇宜芬，2017）。而真正值得關心的問題，反而是教學研究和教學現場實踐間的距

離。例如，調查研究指出，四年級，閱讀發展進入「讀以學」階段，國語文課應該要教閱

讀理解策略，但卻只有 33.33％的台灣教師經常性地進行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反之，有 67.29

％的教師在課堂上經常進行字詞教學（柯華葳等，2008）；柯華葳（2011）的課室觀察研究

仍然發現，四年級教師看重字詞教學甚於閱讀理解教學。 

為了改善這個狀況，教育部啟動「悅讀 101」計畫，柯華葳教授接受國教署委託，邀

集國內各大學的閱讀研究者組成團隊，前後在台灣各區設置了五個師資人才培育中心，這

個團隊在教師閱讀理教學的專業發展上，做了兩個接地氣的重要貢獻：(1) 整理文獻，推

出「閱讀理解策略年級學習成分雙向細目表」：在這個被暱稱為「點點表」的背後，團隊

本著證據本位的原則，從文獻中整理、推介出各種有效能的閱讀理解策略，並根據閱讀發

展理論，將這些策略列為各年級、各學期的教學目標；這個細目表對國小課程規畫是非常

實用的參考架構—教師、教科書發展者可以一目了然，知道怎樣在不同學期，由易而難地

把各閱讀理解策略安排進課程。(2) 推廣「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模式」：因為台灣有 84%

的國小，其閱讀教學以「課本」為基本材料（柯華葳等，2008; p. 58），若能針對國小國

語文課本發展各種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法，則可以在最不增加教師負擔的情況下，推廣有

效能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因此，在推出「點點表」之後，柯華葳和各區域中心的團隊夥

伴，開始和小學老師合作，找出各版本國語課本中可用來教導閱讀理解策略的課文，研發

教案，開始大規模辦理師培研習，並將研習課程、教案、教學示範錄影開始置於網站之外，

並出版專書—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柯華葳等，2010）、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柯華葳主

編，2017）、及掌握策略，快樂閱讀（柯華葳、陳明蕾、游婷雅，2017）」，團隊的夥伴

也有許多相關的出版（如黃秀霜等主編，2019；陸怡琮，2017；陳明蕾，2018；2019）。 

全國各區大規模地辦理師培研習，加上實體與線的與出版品，這樣的努力之後，從

2012 至 2017 年，全國教師有 13,500 人次接受過初階研習，至 2019 年，其中 5,607 人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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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進階研習，種子教師的人數達 144 人；再從 2006、2011、2016 三屆 PIRLS 的調查看來，

教師每天教導閱讀理解策略的比例、使用閱讀理解策略學生的比例都有成長（柯華葳，2020；

柯華葳等，2017）。由 PIRLS 2016 的問卷調查，也可以肯定目前台灣大部分教師聽過閱讀

策略，而且，各版本教科書將都閱讀策略的教學納入教師指引。最重要的是，108 課綱已

經將閱讀理解策略成分悉數納入國語文領域課程綱要，這份國家級的文件，確保了未來各

學習階段的讀寫教學，都可以讓學生學習到證據本位的有效能閱讀策略。 

（二）寫作教學研究與讀寫整合的教學 

國內寫作教學相關的實證研究遠遠少於閱讀教學研究，雖有少數學位論文，但正式發

表的論文不多（柯華葳，2005；張新仁，2004）。亦即，寫作教學上的挑戰議題迄未受到學

術界足夠的看重，這可能和寫作教學不易在短期內看到成效有關。 

寫作能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寫作對多數學生而言，其挑戰遠大於閱讀，許多老師

也覺得寫作教學的難度很高。教學時，多由教師提供作文題目，帶領全班討論寫作主題，

教師再提供寫作大綱，請小朋友回家完成作文，最後交回給教師批改。對教師來說，這個

流程執行上有幾個困難：首先，教師難以將閱讀教學的目標，轉化成有助於學生寫作的元

素，有系統地提供學習鷹架；其次，教師一對全班兒童，難以做到個別化的指導；最後，

時間不夠，不得不把教師最感困難的教學成分，交給家長們完成。面對許多現場的困難，

我們的主張是，「寫作教學」可以和「閱讀教學」有適當的平衡整合，這種「讀寫合一」的

設計，不但可降低教師的教學負荷，也可以提供學生更好的鷹架、更高的成功機會（陳淑

麗、曾世杰、林慧敏，2018）。陳淑麗等人的「讀寫合一」教學實驗，有良好的內在效度，

而且長達一學年，特別值得關注。該研究所設計的教材，和一般國語課本比較起來有三個

特色，第一，多次重覆的文章結構：實驗教材同一單元包含 4 篇文章結構相同的文本（包

括 2 篇課文和 2 篇自學文章），旨在幫助學生察覺、學習、鞏固文章結構的基模；第二，看

重閱讀和寫作策略的學習：以摘要和推論的閱讀策略為核心，透過文章結構法，教導複雜

故事體和說明文等文體；推論策略如觀點／支持理由、事實／判斷區辨、角色內外在特質

推論等策略；第三，看重讀寫合一：讓文章結構、推論策略等閱讀理解教學的內容，成為

兒童寫作的鷹架。每篇作文規劃了 3 節課的時間，學生可以在課堂中，在老師指導下完成

作品，不必把寫作當成家庭作業。 

陳淑麗等（2018）的參與者為鄉村學校的五年級學生，實驗教學一學期後，在嚴謹的

標準化寫作測驗中，實驗組的文章長度就明顯地進步，但對照組的文章長度到第二學期才

有進步；同時，低階的句子語法處理能力，實驗組的進步顯著優於對照組；較高階的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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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提升，也在一學年的介入後看到成效，實驗組的文意表達能力脫離低分群的範疇，但

對照組學生則沒有成長的跡象。陳淑麗等的教學設計有明顯的讀寫合一特色，並在長時的

介入後看到，讀寫合一的教學不但執行更有效能，也是有成效的。 

肆、平衡的讀寫教學：國內研究與實務結合之建議 

一、尚待探討的平衡讀寫教學研究之議題 

學前注音教學   

目前所有的理論及實證研究，都指出學齡前就可以學會拼音文字，而且在學前提供注

音教學對學習困難高風險的弱勢及障礙兒童特別有幫助，但我國的國家課綱將注音教學安

排在小學一年級，可能因為如此，教育部（2017）頒布的幼保課綱及相關的法規（如 107

學年至 111 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特別禁止注音教學，強調解碼的注音教學變成被

法令禁止的項目，學前讀寫教育嚴重向全整式、強調意義的教學取向傾斜。這樣的失衡，

仍然需要學術界以紮實的證據去影響教育決策與現場的執行。 

讀寫合一教學   
讀寫平衡的教學在理論上說起來應該是可行的、有效能的教學方法，但在現場怎麼做？

目前的實證研究非常有限。雖然陳淑麗等（2018）在五年級已經有了初步的嘗試，但各個

讀寫發展階段學生會有不同的需求，對識字有限的二、三年級學生如何進行讀寫整合的教

學？是否需要帶進更多知識內容與搭建更細緻的鷹架？在靠閱讀思考（read to think）的中

學階段，讀寫合一的教學策略是否可行？是否要整合資訊判讀和問題解決的策略？這些議

題，仍待學者的探討。 

二、攜手促成讀寫研究和教學現場接軌 

即使在日新月異的醫學界，研究產出的新發現，平均需要耗費 17 年才會被現場採納

（Morris, Wooding, & Grant, 2011），教育界就更不用說了，台灣已經有檢討的聲音，討論

要如何把研究發現快速有效地在教學現場落實（蔡淑妃，2020）。讀寫教育界目前的情況

是，即使學術界有新的發現，教學現場未必願意採納，而採納新的發現之後，也未必就能

做出成效來；即使做出成效，也未必能持久。本文作者認為研究者與現場的格格不入，經

常是科學研究的化約主義（reductionism）本質所致—一個大的讀寫能力，被化約成許多小

的歷程，研究者每次只能就一個或少數的歷程進行教學設計，到後來這些個別獨立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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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在教學現場難以整合成完整的讀寫教學，就可以理解了。 

為了要縮短研究與實務間的距離，合理的教學介入研究，不能只是在大學的研究室依

照理論設計理想的教材教法，再去請幾班位國小老師執行幾週的實驗教學即能完成，而是

要在教學實驗前，就先和現場老師有足夠的溝通，把老師們的需求納入教學設計的考量，

並以少數班級做前趨的教學，如此持續從現場執行者蒐集回饋，滾動式地修正教學介入之

後得到的教材教法，才可能真正符合教師需求，理論的發現，才真正能在現場落實。但這

裡可能牽涉到較多面向、較長期的考量。以陳淑麗等（2018）的研究為例，這類型的研究

有兩點實施上的困難。首先是「長時介入」：介入成效指標是「寫作」，這樣的高層認知

能力要一學期甚至一學年才看得到成效；其次是「全面的教學設計」，雖然成效指標是「寫

作」，但為了要執行「讀寫合一」的教學，設計實驗教材時，連生字、新詞、文章結構、

理解策略全部都要顧及。例如，陳淑麗等為了提升學習成效，一整學年的課文設計，要請

課文作者針對每一單元的讀寫合一目標，寫出 4 篇相同文章結構的課文。為了克服這兩項

困難，研究者需要良好的行政協調並募集足夠的資源才可能進行此類研究，我們期待科技

部和教育部有跨部會的合作，讀寫教育研究者們和各級學校與教師們攜手，一起努力做長

期、整合型的讀寫教學研究，教學設計中，平衡地納入各種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教學成

分，我們才有機會研發最接地氣的讀寫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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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閱讀障礙與其教學介入—來自研究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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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王宣惠 
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摘要 

本文旨在介紹臺灣中文閱讀障礙研究之發展，說明柯華葳老師在此領域的播種，並探

討中文以及拼音文字在閱讀障礙研究的討論議題。首先，由國際閱讀障礙研究介紹中文閱

讀障礙研究的發展歷史，再由閱讀障礙定義和概念的演進，談定義與分類對臺灣研究的影

響，接著介紹中文閱讀障礙核心缺陷的爭議以及學界如何透過研究探討共識，最後，針對

中文閱讀障礙之篩選、介入以及教學介入反應等議題進行探討。本文綜合研究發現，指出

中文閱讀障礙在行為與生理的研究發現皆與拼音文字系統的閱讀障礙大同小異，文字系統

的差異並未使中文閱讀障礙與拼音文字系統的閱讀障礙迥然不同；中文閱讀障礙與拼音文

字閱讀障礙較大的差異在於核心缺陷，聲韻覺識並未如組字規則與快速唸名獲得研究支持；

而如同拼音文字系統之閱讀障礙為異質性群體，中文閱讀障礙亦可依據不同認知成分表現

區分為不同的亞型，且亞型的分布會因發展階段而異。此外，教學實徵研究也肯定中文閱

讀障礙的介入應納入核心缺陷的考量，例如組字知識與朗讀流暢性教學皆為中文讀寫障礙

的有效介入，然而，國外研究已有針對介入反應不佳之閱讀障礙者進行探究，但國內目前

對於介入反應不佳者的討論僅限於特教資格的取得，尚未見研究在其議題的深究。最後僅

就柯華葳老師在此主題的投入表示致意。 

中文閱讀障礙在國際的閱讀研究曾佔有關鍵角色。早在 1970 年代，當國際間發現聲韻

覺識（phonological awareness）是閱讀關鍵的因素，也推翻了閱讀障礙長期因字盲（word 

blindness）而被誤認為視覺或大腦偏側化的問題。由於中文非拼音文字，當時的學者認為

可利用中文驗證識字與聲韻覺識的關係是否具有普及性，在此好奇下，郭為藩教授透過問

卷調查臺灣的閱讀障礙（郭為藩，1978），台大徐澄清醫師則以成就差距方法，與美國、日

本等國外學者合作調查跨國的閱讀障礙（Stevenson et al., 1982），兩篇研究分別提出不同的 
 

關鍵詞：中文閱讀障礙、讀寫障礙、有效介入、介入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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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回應西方拼音文字系統對閱讀障礙的假設。所以，中文閱讀障礙是否因為中文的語特

性而具有不同於拼音文字系統國家的出現率？隨著閱讀心理學研究的興起，其他心理學家

也提出聲韻覺識以外的閱讀認知成分。民國 85 年，柯華葳老師與邱上真老師共同籌組整合

型計畫「閱讀障礙兒童的歷程類型與追蹤研究」，期待用心理學的方法在臺灣重新驗證西方

國家對閱讀障礙的懷疑；民國 87 年，該計畫延續由邱上真和洪碧霞主持並擴大為「國語文

低成就學生閱讀表現之追蹤研究」，整合臺灣跨領域的研究者進行合作，邁向閱讀障礙（含

困難）的認識與介入；民國 92 年，柯華葳老師更帶領國內學者以科技部研究證據為基礎，

向教育部申請補助以編製「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測驗」，研究團隊並透過測驗編製對中文閱讀

障礙在校學童之出現率及其可能之特徵進行應用性的研究。本文特整理中文閱讀障礙之研

究歷史淵源、定義演變與分類、核心缺陷、篩選與介入以及介入反應等議題，以說明中文

閱讀障礙現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未來可能的研究需求。 

壹、閱讀障礙的研究歷史與議題 

美國學者 Liberman 等人（1974）發現在拼音文字系統中，幼兒切音節與切音素等聲韻

覺識技能是閱讀學習的重要元素，此發現在許多拼音文字研究也獲得證實，其後，研究者

認為可以閱讀障礙出現率的差異來推論文字系統的差異，若聲韻覺識是閱讀的關鍵，非拼

音文字系統（如：中文）的閱讀障礙者應該比拼音文字系統少，在此學術研究議題的風潮

下，臺灣對閱讀障礙的研究因而開啟。郭為藩（1978）根據日本牧田（Makita，1968）的

調查研究，發現日本閱讀障礙者出現率極低，牧田利用問卷調查日本三十所兒童心理衛生

中心與精神醫學診所，歷經多年皆未發現閱讀障礙學童，該研究並針對國小三年級以下的

教師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符合閱讀障礙標準的學生僅有 0.98%，約西方研究的 1/10。當時

牧田認為日文片假名雖為拼音文字，但其片假名皆為帶母音之音節，且有漢字，漢字學習

以形義為主，故認為文字系統特徵影響閱讀障礙的出現率。郭為藩 1978 年的研究亦採用問

卷，於台北市、宜蘭和花蓮等三縣市，對國小三、四、五年級教師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具

閱讀缺陷特徵之疑似閱讀障礙學生僅有 2.91%，而男多於女的現象則無縣市差異，兩年後

再追蹤自三年級升上六年級的疑似閱讀障礙學生，進行魏氏智力測驗、班達測驗與視知覺

測驗，結果發現學生的閱讀困難因素多元，經測驗診斷符合閱讀障礙的學生僅達教師調查

比率的三分之一，因此，當時兩階段的研究所得閱讀障礙學生出現率約為 0.9%，與日本牧

田研究類似。 

後來美國密西根大學的 Stevenson 等人（1982）採用閱讀技能測驗，包括認讀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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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閱讀、閱讀理解以及智力測驗等認知心理測驗，對美國、日本與臺灣國小五年級學童

進行比較研究，他們利用各種閱讀障礙的定義去測試三個國家閱讀障礙者（文稱弱讀者）

之出現率，發現利用年級標準（亦即閱讀能力未達小三程度）定義閱讀障礙者，日本最多

（8%），美國居次（3%），臺灣最少（2%）；採用智力與閱讀能力差距標準，以智力在平均

水準以上但閱讀能力在最低 10%者為閱讀障礙者，則發現臺灣出現率最多（7.5%），美國

居次（6.3%），日本最低（5.4%），Stevenson 等人（1982）的跨國研究證據不僅推翻了早

先學者對非拼音文字系統之閱讀障礙者出現率差異的假設，更支持組字並不是影響閱讀障

礙者出現率的主因。 

隨後，Ziegler 與 Goswami（2005）綜合各國閱讀研究提出心理語言顆粒大小理論

（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進一步提出語言系統中字形與字音的一致性會影響學

習語文出現困難的比率，但發展性讀寫障礙（developmental dyslexia）有辨識語言中較小單

位（如：音素）的困難，則應是跨語言的普遍現象。Ziegler 與 Goswami（2005）認為語言

顆粒大小由小到大是音素、音首或韻腳、音節，在音、形一致性高的語言國家，大多數學

習閱讀的人較少出現拼音錯誤，但這類國家發展性讀寫障礙學童在音素處理的困難，仍與

其他語言系統的讀寫障礙學童一樣，讀寫障礙的核心問題與出現率並不會因為音形一致性

而受到影響。也就是說，中文雖非拼音文字，但使用中文的地區，閱讀障礙者的核心問題

仍是字音處理，此觀點推翻了上世紀對於閱讀障礙出現率的語言系統差異假說，也指出中

文閱讀障礙的特徵可能是普世的（universal）。 

貳、閱讀障礙的定義與分類 

在全球學校教育日益普及的情況下，閱讀能力不僅被視為在校學習的重要能力，也因

為個體在文明社會中有終身學習的必要與需求，更加凸顯閱讀能力是個體參與社會的基本

權利。據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特將基本教育權由過去的學校教育擴大為閱讀素養（literacy），

並於 2002 年提出「全民閱讀素養—聯合國閱讀素養十年」（UN Literacy Decade, UNLD），

以可閱讀學習的能力代表接受教育的意義，且不再限制於特定年齡與情境，並建議各國政

府應重視閱讀困難學生，並視其為積極推動閱讀素養的對象之一（UNESCO, 2003），根據

UNESCO 的倡議，不論是閱讀障礙者或是閱讀困難者，皆因未能具備適當的閱讀能力，而

被視為未能獲得基本人權的弱勢者。 

從 UNESCO 的倡議，可知閱讀能力低下的兒童或學生是閱讀研究領域關注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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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領域研究卻也常見用語紛雜的現象，包括讀寫障礙（dyslexia）、閱讀障礙（reading 

disabilities）、弱讀者（poor reader）與閱讀困難（reading difficulties）等用語，國內有些文

獻甚至稱之為語文低成就（曾世杰，1996），皆指稱非因智力、感官缺陷或文化學習經驗缺

乏導致之閱讀能力低下者。造成用語紛雜之原因至少有二，首先，早期閱讀研究領域對於

這群學童並沒有統一的名詞與定義，相關名詞與其定義是歷經數十年的研究後才有較為一

致的共識；其次，閱讀技能實為一個連續性光譜的能力表現，近期的讀寫障礙研究就指出

以任一種單點估計的方式看待讀寫障礙都可能是不適當的，因為讀寫障礙為隨嚴重程度而

變化的分布，並且，讀寫障礙者不僅出現在閱讀能力光譜的低處，也可以在整個閱讀能力

光譜中出現（Wagner et al., 2020），據此，研究領域在探究閱讀相關議題時，可能視研究目

的與需求使用不同的用語與概念，然而，這並不代表閱讀障礙的研究方法與發現不能應用

在閱讀困難或弱讀者，反之亦然。本文以中文閱讀障礙的研究成果為主軸，以下將先以歷

史的角度說明閱讀障礙的定義、用語與分類，再說明中文閱讀障礙的亞型。 

一、閱讀障礙的定義、用語與分類 

閱讀障礙、讀寫障礙皆是常見的閱讀障礙相關用語。1960 年代，世界神經科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y, WFN）將發展性讀寫障礙定義為一種即使有正式教育、正常智力

與社會文化機會，仍具有學習閱讀困難的心理疾患（Critchley, 1970, p.11）。 

2003 年，美國國際讀寫障礙協會（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 IDA）指出讀寫障

礙是「一種源自腦神經生理基礎的特殊學習障礙，其特徵為認字正確性和（或）流暢性有

困難，以及拼字和解碼能力差。這些困難通常源自於語言的聲韻成分缺陷，並非其他認知

能力或教學使然，其衍生結果可能包括閱讀理解的困難與閱讀經驗的減少，而阻礙詞彙和

背景知識的成長」（Lyon, 2003, p.2）。此定義在文獻上被視為較具共識的定義。 

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 APA）所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

計手冊第四版（DSM-IV, 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 [APA], 2004）和第五版（DSM-5, 

APA, 2013）都將閱讀障礙納入學習疾患（learning disorder），但分別提出不同的診斷標準，

DSM-IV 以個別閱讀測驗所測得之閱讀能力顯著低於預期水準，但在 DSM-5 直接列出閱讀

障礙的特徵，包括在識字層次「不正確、緩慢與費力的閱讀」以及在理解層次「難以了解

所閱讀內容之意義」。由 DSM 定義的改變可以看到閱讀障礙的診斷標準從閱讀能力低於預

期水準，轉為對閱讀困難核心特徵的強調，而差距標準與核心缺陷也是過去數十年相關文

獻常用的標準。 

從上述文獻的用語包括讀寫障礙、發展性讀寫障礙以及閱讀障礙，其名稱雖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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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運用之篩選標準和目標都指向閱讀能力表現低下的學童。早年 WFN 將 dyslexia 定義為

有學習閱讀困難的心理疾患（Critchley, 1970）；後期 IDA 則將 dyslexia 的核心缺陷聚焦於

聲韻能力，並指出其主要困難在於字詞層次的困難，閱讀理解、閱讀經驗等問題則是源自

於字詞層次處理的次級結果（Lyon, 2003）；而 DSM-5 所指之閱讀障礙（APA, 2013），則明

確區分出識字層次與理解層次的問題。據此，可看出國外文獻對讀寫障礙與閱讀障礙的定

義已有所區隔，且研究上也逐漸重視對 dyslexia 和 reading disabilities 二者的區分。 

綜合上述研究，可窺見閱讀障礙研究歷史演變之一角，其概念複雜，而定義、用語也

曾經紛雜混亂，但也由於閱讀能力的複雜性，更凸顯不同閱讀能力的篩選是重要的，而閱

讀障礙者認知能力表現並非同質的研究證據，也指出不同的閱讀障礙亞型可能有不同的認

知核心問題。 

二、中文閱讀障礙的用詞與分類 

從上述 WFN、IDA 以及 DSM-5 的定義流變，可見研究逐漸重視對閱讀障礙與讀寫障

礙的區分，然而，中文閱讀障礙研究似乎仍未有一致性的明確區隔，例如國內文獻常將

dyslexia 翻成失讀症、識字障礙，或仍統稱閱讀障礙，而香港則將 dyslexia 翻譯為讀寫障礙。 

有鑑於失讀症一詞可能帶來的污名化，以及參考 IDA 將拼字困難納入英文 dyslexia 之

定義，而識字障礙一詞可能忽略 IDA 所提之特徵與中文文字系統中相對應的困難（即聽寫），

柯華葳老師於民國 92 至 95 年主持「中文閱讀障礙診斷工具編製」專案，採用簡單閱讀觀

點（simple view of reading, SVR）模式，對源自不同核心缺陷的閱讀困難與障礙進行區分，

故將閱讀能力低下者稱為閱讀障礙（reading disabilities），識字困難者稱為讀寫障礙

（dyslexia），而語言理解困難者稱為理解障礙（hyperlexia）。 

此區分也常見於英文文獻，Catts 等人（1999）以識字與閱讀理解測驗切截點區分識字

困難與理解困難，雖發現閱讀困難組有 70%有識字困難，但進一步比較單純識字困難組與

單純理解困難組的認知缺陷，卻發現兩組的認知缺陷有所差異。 

類似的研究發現，在柯華葳老師主持之「中文閱讀障礙診斷工具編製」專案的相關研

究也獲得證實。Hung（2014）對閱讀障礙者進行聲韻覺識與字形處理等認知成分的檢驗，

該研究以 SVR 模式將閱讀障礙者區分為單純讀寫障礙、單純理解障礙以及兼具二者之特定

語言障礙（specific language disorder），結果發現三組閱讀障礙者的認知成分表現確有差異，

與 Catts 等人（1999）研究結果一致，不同閱讀障礙亞型的困難不同。 

此外，中文讀寫障礙的亞型研究首先參考國外文獻的假設，區分表層和深層的讀寫障

礙（surface and deep dyslexia），或分語音缺陷（dysphonetic）和視覺缺陷（dyseidetic），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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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識字困難的讀寫障礙。洪儷瑜與王瓊珠（2010）曾統整國內讀寫障礙依據聲韻和字形

或視覺所區分之亞型研究結果，發現不同亞型的學生比率會因年級而有差異，此結論也被

王立志和楊憲明（2015）證實，該研究針對小學中、高年級與國中不同年段之閱讀障礙學

生，以「中文閱讀障礙診斷工具」之聲韻覺識、組字規則、快速自動化唸名等測驗工具進

行認知成分的測量，並根據認知成分區分出聲韻覺識缺陷、快速唸名缺陷、組字規則暨快

速唸名缺陷以及未達特定缺陷等四組亞型，王氏等人也發現小學中年級閱讀障礙學生以聲

韻覺識缺陷亞型為多（74.3%），小學高年級組與國中組則皆以組字規則暨快速唸名缺陷亞

型為多，分別為 42.9%和 54.3%。上述研究可見中文閱讀障礙不同亞型的出現率，確實隨

年級而有差異，且可能有多重缺陷之亞型。 

與王立志、楊憲明（2015）研究結果類似，香港大學學者 Connie Ho 等人（Ho et al., 2002）

參考 Badian 提出之閱讀三缺陷假設（triple-deficit hypothesis），認為閱讀困難的核心缺陷包

括聲韻、唸名與組字（orthography）三種，該研究對象為平均年齡約八歲的香港小學生，

以智力正常但中文字詞認讀表現低於就讀年級一個年級以上者作為讀寫障礙之標準，在研

究設計上則透過讀寫障礙組、同生理年齡控制組（chronological-age controls, CA）以及同

閱讀能力控制組（reading-level controls, RL）進行比較，結果發現讀寫障礙組在視知覺、

字形處理與快速唸名各項測驗表現均顯著低於 CA 組，但聲韻覺識五項測驗中則僅有兩項

（音首區辨、字詞複誦）低於 CA 組，其他三項測驗（語音區辨、韻母區辨、非字複誦）

表現與 CA 組、RL 組多無顯著差異或甚至優於 RL 組。Ho 等人（2002）進一步分析讀寫

障礙學生在四種認知測量的表現，以低於平均數負1.5標準差以下者作為認知缺陷之標準，

結果發現半數以上的讀寫障礙學生具有快速唸名缺陷，具聲韻覺識缺陷者僅 15%，而有字

形處理缺陷者佔 38.9%，具視知覺缺陷者為 36.7%，進一步依據認知缺陷的數量進行區分，

發現單一認知缺陷的讀寫障礙學生僅有 20%，三種缺陷的最多佔 33.3%，其中，三種認知

缺陷的組合都有字形處理，其次是兩種缺陷和四種缺陷，各佔 23.3%。Ho 等人（2002）研

究樣本採單一年段，故未能看出香港讀寫障礙者的認知缺陷是否隨年齡增加而有差異，但

該研究卻也證實香港中文讀寫障礙學童的認知缺陷不僅一種。 

參、中文閱讀障礙的核心缺陷 

中文閱讀障礙的核心缺陷在於聲韻覺識或組字規則？此議題在 1990 年代再度引起臺

灣、香港和中國大陸學者的陸續關注與探討。 

臺灣的研究首見於前述之科技部整合研究，曾世杰（1996）發現聲韻覺識能預測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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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五年級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且能區分小二語文低成就和正常學生，但在高年級

效果並不明顯；隨後，陳淑麗與曾世杰（1999）利用類似的概念，在小學二至六年級探討

聲韻覺識對閱讀障礙學生與一般生的區分以及對閱讀理解的預測關係，但並未能複製曾世

杰（1996）的研究結果，僅有聲調覺識可以區分不同閱讀能力之群體，儘管不同認知作業

的作答方式可能是影響該研究結果的因素之一，但聲調覺識以書面紙筆測驗實施，在實務

上也許比透過口語實施去音首、聲韻結合等測驗，更能輔助實務篩選的可行性與效益。 

李俊仁與柯華葳（2007）則透過年齡和閱讀能力配對的研究設計，探討小學二至五年

級閱讀困難學生聲韻覺識與中文識字表現之關係。該研究的閱讀困難學生係指具有識字困

難但智力正常的學生，在研究測量上包括聲韻覺識與視覺處理測驗，其聲韻覺識測驗以注

音符號編製，包括去音首與注音符號拼音，但不包括聲調覺識，而視覺處理測驗則包括字

形區辨和符號再認作業。在控制語文智力後，李俊仁與柯華葳（2007）發現閱讀困難學生

的聲韻覺識表現顯著低於同生理年齡控制組（CA）與同閱讀能力控制組（RL），而視覺處

理測驗則無顯著差異，此研究證據支持中文識字困難的學生之核心缺陷應該在聲韻覺識，

而非傳統推論的字形處理。 

上述研究結果的差異可能來自於研究設計，李俊仁與柯華葳（2007）採讀寫障礙組、

同生理年齡控制組以及同閱讀能力控制組進行配對比較，在設計上較早先的研究更為嚴謹

完整。研究若以 CA 組進行對照，而發現閱讀障礙組在某認知變項表現有顯著差異，其因

閱讀能力水準不同，差異結果的可推論性有限，難排除該項認知變項之差異係源於閱讀障

礙之核心缺陷，或源於閱讀能力的不同；另一種對照組則是 RL，亦即以生理年齡較年輕

但閱讀能力相同者作為對照組，若研究發現閱讀障礙組與RL組在某認知變項有顯著差異，

因閱讀能力相同，較能推論此認知變項為閱讀障礙的核心成因。此外，早期研究採用國語

文成就測驗或閱讀理解測驗進行閱讀困難學生的篩選（陳淑麗、曾世杰，1999；曾世杰，

1996），而李俊仁、柯華葳（2007）則以識字測驗進行篩選，不同篩選工具所得之閱讀障礙

（或困難）族群可能有所差異。 

然而，近期 Peng 等人（2017）的後設分析卻推翻了李俊仁與柯華葳（2007）的研究。

Peng 等人（2017）透過 Chinese 和 read*、reading dis*、dyslexi*或 poor reader 等關鍵詞組

合進行搜尋，得到 1964至 2015 年間出版之中文閱讀障礙研究共 3683篇，其納入標準包括：

（一）研究對象為使用中文的 16 歲以下學生、（二）研究有明確具體之閱讀障礙篩選資料、

（三）研究有對照組且有標準以及（四）研究提供智力資料且在正常範圍（IQ = 80-120），

在剔除重複文獻並依據納入標準進行篩選後，該研究共獲得 81 篇文獻，並指出中文閱讀障

礙研究用以比較閱讀障礙和對照組之認知能力變項，包括聲韻覺識、快速唸名、組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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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graphic knowledge）、詞素覺知（morphological awareness）、短期記憶、工作記憶、

視覺和動作技巧（visual and motor skills），各變項之定義如表 1。 

此外，Peng 等人（2017）也提出中文閱讀障礙者的認知成分表現受研究設計影響的佐

證。綜合 81 篇中文閱讀障礙研究，閱讀障礙組與 CA 組、RL 組比較對照之效果值分別有

982 與 152 個。若與 CA 組比較，中文閱讀障礙者在詞素覺知、聲韻覺識、快速唸名、工

作記憶和視覺技巧等五變項有重度認知缺陷，在短期記憶與動作技巧則有中度缺陷；然而，

若以 RL 組進行對照，中文閱讀障礙者僅在快速唸名有中度差異（Hedges g = -0.79），組字

知識有微量的差異（Hedges g = -0.25）。Peng 等人（2017）進一步考驗這些差異是否受到

研究地點（香港或中國大陸）、學生年齡、閱讀障礙篩選方式（識字、識字和閱讀理解）影

響，結果並未發現顯著的中介變項（如表 1）。 
 

表 1 中文閱讀障礙相關認知能力之定義 

認知能力 定義 

聲韻覺識 指在不需要書面符號的狀況下，操弄語音的能力，包括音素切割、音素操弄、音節

切割、聲韻結合 

快速唸名 依據雙缺陷假說所定義，盡快唸出熟悉刺激項目對應的名字，包括數字、字母、字、

物件、圖畫、顏色 

組字知識 對部件的相關知識，包括位置、結構與功能；覺察組字規則；能區分真字、假字與

視覺符號 

詞素覺知 包括操弄詞素以及使用語言造詞規則的能力，如部首辨識、用詞素造詞、或辨別詞

素是否具有相同的意思（如：陌「生」、「生」） 

短期記憶或工作

記憶 
指暫時保留訊息，包括聽覺或視覺的，如：複述單音節、多音節的字詞 

視知覺 視知覺包括視覺區辨、視覺空間關係、視覺記憶 

動作技巧 動作包括抄寫、聽寫、畫幾何圖或筆畫 

 
然而，Vukovic 和 Siegel（2006）整理 36 篇有關快速唸名與聲韻覺識之雙缺陷假說研

究，對於 Wolf 和 Bower（2000）對讀寫障礙的雙缺陷假說提出質疑，認為快速唸名應該跟

聲韻處理和組字兩者合為三種缺陷，不應該獨立於聲韻覺識（洪儷瑜、王瓊珠，2010）。然

而，Peng 等人（2017）發現中文閱讀障礙核心缺陷為快速唸名，是否因快速唸名可能是聲

韻覺識的另一種能力（Vukovic & Siegel, 2006）？或聲韻覺識與快速唸名之間具有年齡發

展階段的關係？國內王立志、楊憲明（2015）以及曾世杰等人（2005）的研究也許可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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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此一假設。 

王立志與楊憲明（2015）發現小學中年級閱讀障礙以聲韻覺識缺陷亞型為多，但小學

高年級後人數比率大幅降低，是否意味著中文閱讀的聲韻覺識可能隨年級發展而轉化為與

速度有關的快速唸名？聲韻覺識對閱讀障礙者可能是發展遲緩而非缺陷？另外，曾世杰等

人（2005）也發現快速唸名與聲韻覺識（注音拼音和認讀）有中度顯著相關，且發現小二

學童的閱讀理解之最佳預測認知變項是聲韻覺識，但到了三、四年級，數字快速唸名對於

認字和閱讀理解之預測力已超越聲韻覺識，因此，中文閱讀障礙之核心缺陷是否在低年級

為聲韻覺識，但在中年級階段則轉變為快速唸名，若快速唸名是以聲韻覺識為基礎所發展

的另一種能力，則 Peng 等人（2017）後設分析結果就符合李俊仁、柯華葳（2007）的結論。

只是李俊仁與柯華葳（2007）採用注音符號拼音測得之聲韻覺識效果持續到高年級，而香

港 Ho 等人（2002）採用口語方式測量聲韻覺識，其測量方式差異涉及書面符號，也許是

香港在較低年級學童身上並未如臺灣研究發現聲韻覺識為主要缺陷的原因。綜合上述研究

發現與推論，聲韻覺識和數字快速唸名可能都是中文閱讀障礙的核心缺陷之一，但隨年齡

發展，快速唸名較聲韻覺識獲得更多研究支持。 

Peng 等人（2017）指出中文閱讀障礙在組字知識變項具有微量差異，此發現雖並未被

李俊仁與柯華葳（2007）支持，但王立志與楊憲明（2015）以及 Ho 等人（2002）都發現

中文閱讀障礙者有組字規則的困難，且可能與其他認知缺陷合併出現。此研究結果之差異

可能源於測量工具的不同，李俊仁與柯華葳（2007）採用形似字與希臘數學符號作為視覺

處理作業的材料，而王立志與楊憲明（2015）和 Ho 等人（2002）採用的測量工具都包括

部件與聲旁，這也符合腦科學研究所支持的中文與拼音文字閱讀大同小異──在普世共通的

認知成分基礎上，仍有屬於中文文字系統的獨特之處（Hsu et al., 2009）。 

肆、閱讀障礙的篩選與介入 

上述對閱讀障礙定義、類型與核心缺陷的諸多探討，都顯示閱讀研究領域對於篩選閱

讀障礙者的重視，而閱讀障礙的定義也反映出傳統的篩選診斷經常透過納入標準（inclusion 

criteria）與排他標準（exclusion criteria）進行，其目的在於排除文化經驗導致的閱讀表現

低下，找出真正因生理機制缺陷導致的閱讀障礙者。然而，早在二十餘年前，Vellutino 等

人（1996）就指出排他標準的應用有其限制，首先，排他標準並不必然能篩選掉不當教學

與閱讀經驗缺乏造成的閱讀困難，其次，任何層次的閱讀成就表現都是個體先天能力與後

天經驗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將生理機制缺陷與文化經驗視為不相關的二元因素，可能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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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生態效度，也無助於在篩選過程中釐清系統性不利或不均等的問題。據此，不少閱讀障

礙的研究者，在關注閱讀障礙篩選的同時，也關注學童是否在一開始就獲得了適當的閱讀

教學介入，無論是否具有閱讀障礙的診斷（Torgesen et al., 1999; Vellutino et al., 1996）。 

一、早期篩選與介入 

拼音文字系統閱讀障礙的早期篩選與介入可以 Vellutino 等人（1996）的研究為代表，

該研究首先招募 1284 名學前兒童進行研究，學童進入小一後，依據閱讀障礙的納入標準與

排他標準蒐集資料，在納入標準資料上，由教師評估學童的學習表現（如：1 = 非常困難；

5 = 非常良好），而排他標準資料則係由教師確認學童並未具有其他生理與神經心理疾患、

藥物治療或語言弱勢，此階段約篩選出 15%的學童，其後，研究者再透過智力與閱讀相關

之標準化測驗，確認約 9%的學童（118 名）符合閱讀障礙的標準。該研究以此 118 名閱讀

障礙學童以及另外 65 名一般學童進行長期追蹤，分別在學前、小一上學期、小一下學期以

及小二上學期，實施各項認知與閱讀相關測驗。 

Vellutino 等人（1996）並將閱讀障礙學童隨機分派至介入組與對照組，介入組學童接

受一對一的字詞辨識策略教學，包括聲韻覺識、拼字規則、語音解碼（字母語音的對應）

以及運用句子脈絡進行預測與監控等訓練課程，每日一次 30 分鐘，持續約 15 週，每個學

童約接受 70 至 80 次課程。結果發現在經過一個學期的介入後，將近七成（67.1%）的閱

讀障礙兒童即可在標準化閱讀成就測驗上表現出平均或平均以上的水準，然而，仍有一部

份的閱讀障礙學童的表現低於百分等級 30，而這些學童的數量約佔總樣本的 3%。 

據此，Vellutino 等人（1996）對閱讀障礙的篩選診斷與介入提出建議。首先，該研究

團隊認為在缺乏早期密集補救教學的情況下給予閱讀障礙的診斷是有風險的，而早期密集

的個別化教學介入結果應可作為閱讀障礙的診斷之確認；其次，基於閱讀障礙兒童學前的

初級讀寫技能與語音能力表現就顯著低於一般兒童，意味著閱讀困難是有機會在進入正式

教育階段就被確認且及早介入的。Vellutino 等人（1996）的研究發現不僅支持閱讀障礙的

篩選可以在學前實施，更指出早期介入不僅是學童獲得應有的教育介入，也提升篩選與診

斷的意義。 

基於閱讀的重要性與相關研究證據，國際對於閱讀障礙的早期篩選與介入也越發重視，

越來越多研究者針對學前階段的閱讀高危險幼童進行篩選並提供教學介入，在篩選上多以

與閱讀相關的認知成分或語文能力表現為主，例如字母認讀、聲韻覺識、快速唸名或非語

言的節奏，而在介入上則以識字解碼、聲韻覺識、拼字規則等為主。例如佛羅里達州立大

學 Torgesen 等人（1999）就以 1436 名學前幼童為研究樣本，利用魏氏智力測驗的詞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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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排除智力問題，並透過字母唸讀（letter naming）與音素省略（phoneme elision）篩選

出 180 位有困難的學前幼童，該研究並透過長達兩年半的聲韻覺識與拼音課程的教學介入

與對照，在學前、小一與小二階段進行測驗追蹤，結果發現相較於一般教學與無教學對照

組，接受聲韻覺識與拼音課程的幼童，在識字層次的表現顯著較佳，且小二的拼字表現也

顯著優於無教學對照組。 

聲韻覺識教學的成效不僅在學生行為表現測驗上獲得支持，也在後來的腦造影實驗獲

得驗證。例如紐約州雪城大學 Blachman 等人（2004）對 37 名有閱讀困難的小學二、三年

級學生提供為期八個月、每日 50 分鐘以聲韻覺識為主的實驗課程，該課程透過明示與系統

性的教學協助學生理解聲韻與拼音的原理與規則，並提供許多閱讀文本的機會以發展流暢

性與理解策略，結果發現接受實驗課程的學生在閱讀與拼字的表現都顯著優於接受一般學

校閱讀課程或補救教學的學生。此外，耶魯大學 Shaywitz 等人（2004）則利用腦造影技術

驗證聲韻覺識教學對同一批學生的成效，結果發現接受聲韻覺識教學的學生，不僅在流暢

度有顯著進度，其大腦左半球區域的活動也有增加，且一年後的追蹤顯示其大腦雙側額下

回（inferior frontal gyri）、左腦顳上溝（left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與枕顳葉區（occipital 

temporal region）仍維持活躍，而對照組不僅能力沒有進步，且閱讀時的大腦活躍狀況仍異

於一般讀者，聲韻覺識並未因年齡成長而有改變。可見聲韻覺識不僅可運用於及早篩選與

介入，也能因提早介入而改變閱讀障礙兒童的大腦機制。 

二、教學介入反應的應用 

上述 Vellutino 等人（1996）發現一部分閱讀障礙幼童教學介入後的閱讀成就測驗表現

仍舊低落，並將幼童對教學介入的反應用於閱讀障礙篩選效度的驗證，而基於及早介入以

及帶好每個學生（No Child Left Behind），美國對閱讀或學習困難的補救提出多層級介入或

支持（Multi-Tier System of Support, MTSS）的概念，將各種不同程度困難所需之介入分為

初級、次級、三級或四級（Mellard et al., 2010），並提出介入反應（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RTI），認為對於有效介入仍無反應的學生，應採取更密集和更多資源加強介入，才能達到

帶起每個學生的初衷。RTI 的概念受到研究重視，不僅被運用在閱讀障礙的篩選鑑定，也

被認為能夠提供指引教學、監控成長以及強化介入服務的資訊，因此，有些學者也特別關

注在二、三級介入成效皆不理想的學生，並將之稱為顯著持續閱讀困難（persistent reading 

difficulties）、不當反應者（inadequate responders）或無反應者（nonresponders）（Al Otaiba & 

Fuchs, 2006; Denton et al., 2013）。 

Al Otaiba 與 Fuchs（2006）追蹤 312 位從幼稚園、小學二年級之閱讀障礙高危險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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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接受一年或兩年有實證成效的閱讀介入，最後發現一直有反應（always responsive）、

有時候有反應（sometime responsive）和無反應（nonresponsive）三組學生在介入前的閱讀

能力表現就有顯著差異，通常詞彙和快速唸名表現在平均數-1.5SD 以下，且行為問題超過

1 個標準差的學生，有很高的機率成為無反應的學生，而該研究也發現經過兩年追蹤到小

三仍沒有反應的學生通常有嚴重的語言困難，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PPVT）的表現低，

還有可能的共病問題。美國德州研究團隊 Denton 等人（2013）也進行類似的研究探討第三

層級的介入都沒有成效的小學生，結果也發現三級介入效果不明顯，且他們在閱讀的各項

表現側面圖與其他組的同儕類似，但都低於其他同儕，可見有一群學生是即使接受實證有

效的教學介入也難以表現出成效的。Al Otaiba 與 Fuchs（2006）也發現接受第三層級介入

的學生中，有 68%屬於無反應且仍需要補救教學，而前測表現類似的對照組學生則有 78%

呈現嚴重困難，甚至適應狀況更為嚴重。 

綜合而言，上述研究證實臨床上有一群教學介入無反應者，因此在追求實證有效的閱

讀教學介入方法之餘，也應該有其他及時或提早的因應，前者例如針對閱讀障礙學生提供

學習環境、學習方法、學習內容、學習評量的調整，必要時，依據特殊教育法申請相關專

業治療團隊服務，以及早因應其可能的共病問題，後者則如 Al Otaiba 與 Fuchs（2006）發

現語言和快速唸名表現較低的學生可能是教學介入無反應的高危險群，可依據學生的認知

特徵及早提供適性的教學介入與資源。 

三、中文閱讀障礙的篩選與介入 

上述研究可見拼音文字系統的閱讀障礙篩選與早期介入多以聲韻覺識為主，但中文閱

讀的介入重點卻有所不同。國內對閱讀障礙學生的補救教學幾乎都在小學階段以後，未見

到如 Vellutino 等人（1996）、Torgesen 等人（1999）在學前階段就篩選閱讀障礙幼童並進

行早期介入者，而針對閱讀的早期介入可能以弱勢或其他障礙幼兒為主，例如簡淑真（2010）

「扶助幼稚園弱勢幼兒閱讀學習與教材研發計劃」利用注音符號針對弱勢學前幼兒補救，

發現注音符號補救教學成效優於對照組幼兒，且對小學一年級的注音符號學習也具有持續

效果，然而，幼兒在注音符號的學習成效並未能類化到小學階段的國語讀寫字表現。其後，

林聖瑜（2014）追蹤同一群兒童至國小六年級，結果發現接受注音符號補救教學的學生小

二的國語文表現與對照組學生差不多，顯示學前注音符號提早學習的成效並未能成功類化

到小學的國字閱讀，類似的結果也可見於曾世杰與陳淑麗（2007）對國小一年級低成就學

童進行之介入研究。此結果也可證明前述中文閱讀障礙的核心缺陷並非僅在聲韻覺識，組

字規則與快速唸名可能是篩選中文閱讀障礙更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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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瓊珠（2010）回顧國內對閱讀困難的學生之補救教學，不僅幾乎都在小學之後，也

發現國內閱讀困難或障礙的介入重點可分識字和閱讀理解，但比較具體實證有效的補救方

法目前僅見於識字或讀寫字方面，有效的識字教學介入方法採用組字規則為教學設計，包

括部件教學、形聲或是意義化等，可惜介入成效仍難以類化。陳心怡等人（2008）利用後

設分析收集國內 1990 至 2005 年對學習障礙學生或學習困難學生所做的識字教學研究，也

發現集中識字教學和運用識字策略的教學，如部件教學、字族文教學、一般字彙知識都是

有效的教學方法。但洪儷瑜與黃冠穎（2006）利用部件識字教學考驗有、無文章教學在小

一、二語文低成就學生的差異，結果發現鑲嵌在文章內的部件識字教學與未配合文章的部

件識字教學，在識字能力的效果差異不大，但在識字流暢性和朗讀文章流暢性都優於沒有

搭配文章的教學，而且在保留階段，接受有文章部件教學之低成就學生仍繼續成長，而接

受僅有部件識字教學之低成就學生在保留階段卻沒有成長。上述研究顯示識字教學有與文

章搭配的需求，不僅可能影響教學成果能否成功類化（王瓊珠，2010），缺乏文章的教學也

難以實施朗讀流暢性，而不論是國字、詞或流暢性的練習都與快速唸名有關，而快速唸名

可以提升閱讀理解（Pinnell et al., 1995）。 

在閱讀理解方面，陳心怡與洪儷瑜（2008）也針對學習困難或學習障礙學生的閱讀理

解研究進行後設分析，結果發現效果值達到中度的介入方法有故事結構教學法、交互教學

法、概念構圖、綜合各類理解策略等四種的教學方法。美國 Swanson 等人（1999）也進行

類似的後設分析，該研究團隊收集分析 1968 至 1997 年的學習困難或障礙的介入實徵性研

究，發現單純的直接教學或策略教學在非標準化測量的成效，顯著低於結合直接教學與策

略教學二者之教學，可見結合策略與直接教學之成效更好，但如果以標準化測驗測量成效，

二者結合跟單純任一種教學比較則無顯著差異，這也是介入研究常見的限制，畢竟標準化

測驗編製之範圍較大，對於學習障礙或困難的學生而言，難以在短時間達成。所以在研究

者或教師自編的測驗可以看到成效，未必能明顯到反映在標準化測驗。此外，Swanson 等

人（1999）探討不同成果變項的效果值，結果發現識字的效果值（.59）略低於理解的效果

值（.81），這與國內研究結果有異，臺灣的後設分析發現二者都在中度以上，差異不大（洪

儷瑜等，2009）；Swanson 等人（1999）進一步探討中介變項，結果發現介入成效因研究對

象障礙程度而有差異，對於智商 85 以下者，直接教學優於其他教學方法（效果值分別為

1.05 與 0.5），對於智商介於 85 與 91 之間的學習障礙或學習困難者，則以策略教學或策略

結合直接教學為佳（效果值分別為 1.1 與 0.4）。 

而在教學介入反應的應用上，國內除有少數研究運用於閱讀障礙的鑑定（如陳秀芬、

洪儷瑜，2017），仍較少見到類似於美國 Al Otaiba 與 Fuchs（2006）、Denton 等人（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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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無反應者的認知特徵探究。基於中文閱讀障礙與拼音語言閱讀障礙的差異，相關的認知

特徵研究對於釐清中文閱讀障礙的及早介入與適性資源應是重要的。 

伍、結語 

綜合上述研究成果，可見中文閱讀障礙研究以國外拼音文字系統之研究和理論為基礎，

且從國際不同語言之間的比較，發展至同文同語的不同地區比較。如同拼音語言的閱讀障

礙，中文閱讀障礙也有不同的亞型，且隨年級有差異，並可能有多重缺陷之亞型。而在閱

讀障礙的核心缺陷上，中文閱讀具有與拼音語言閱讀共通的成分，但組字規則與快速唸名

也被發現是屬於中文文字系統的獨特之處。相關研究成果對於如何發現和及早介入也有所

啟發，然而，相較於亞型與核心缺陷的探討，中文閱讀障礙的研究在早期篩選與介入的探

討明顯較少，此外，雖已有教學介入反應模式的研究，但此概念的應用仍較限於特殊教育

資格的取得，而未如國外也將教學介入反應的概念應用於及早預防， 

此外，閱讀障礙的研究與探討，不僅依賴教育學界，更需要借用大量心理學、腦神經

科學或語言學之研究資源。從國外閱讀障礙研究可見心理學與特殊教育的合作，而柯華葳

老師算是臺灣第一位有系統引進心理學理論與方法以領導中文閱讀障礙研究的學者；柯華

葳老師與特殊教育學者合作，不僅協助特殊教育扎實發展評量工具和實證基礎的教學，也

曾受教育部邀請編寫一本學習障礙學生輔導手冊。幾年前（約 2010 年後），柯華葳老師曾

問我臺灣目前中文閱讀障礙之相關進展得如何，她很關心大陸在中文閱讀障礙之研究已經

覆蓋國際期刊，後來居上，儼為中文閱讀障礙之研究主流。基於國內心理學者較少如柯華

葳老師願意跨領域領導，將閱讀心理學之趨勢引進特殊教育，為臺灣的中文閱讀障礙奠下

基礎。 

   僅以此文向柯華葳老師致敬，除了感謝她的領導，也藉此整理中文閱讀障礙在她生前的

文獻成果，除了紀念柯華葳老師在此領域所播下的種子，也藉此傳達柯老師生前關心此領

域後續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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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特性所衍生的閱讀教學 

陳明蕾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壹、緒論 

閱讀發展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學習如何閱讀（learn to read）」以及「透過

閱讀學習知識（read to learn, learn from reading）」（Chall, 1983）。前者，始於學前讀寫萌發

階段，一直到小學三年級，學生具備流暢閱讀能力為止；後者，大約從小學四年級開始，

學童透過閱讀來學習各種知識，此階段的發展，依學生所閱讀的文本特性，可再分出透過

閱讀學習一般性知識（general knowledge），以及透過閱讀學習各種學科知識（content area 

knowledge）。 

學科文本的閱讀歷程，和一般閱讀（general reading）相似，都會經歷詞彙觸接、命題

建構、及命題統整這樣的動態循環歷程（dynamic process）。在命題統整的過程，讀者也都

需要進行局部層次（Micro-level）的統整及鉅觀層次（Macro-level）的統整。命題間的統

整，不論層次為何，都依賴讀者進行推論。一般而言，當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覺知文本內

容間有不連貫的間隙時，就會從自己腦海中提取已知的訊息，與文本中不連貫訊息進行整

合，以形成局部層次或鉅貫層次的連貫性閱讀表徵。 

在推論歷程的相關研究中，指代詞推論與因果關係推論最受關注（Tzeng, 2007； van 

den Broek, Young, Tzeng, & Linderholm, 1999），不僅是因為指代詞推論與因果推論是形成連

貫閱讀表徵的關鍵因素，更是因為二者常是鑑別優讀者與弱讀者的重要指標（Koornneef & 

Berkum, 2006）。曾玉村、黃秋華、張菀芯 （2018）的研究發現，當文本的句子是零代詞

指稱，且句子間具有高因果關係時，對國小三、四年級的學生具有促進推論的效果。以此

為例，對應至國中歷史課本： 

「曹操企圖一統全國，在建安 13 年（208 年）率兵南下，與劉備、孫權的聯軍戰於赤

壁（今湖北赤壁），結果大敗而歸」。 

課文中的「結果大敗而歸」，就是以零代詞的形式，描述曹操大敗。這段話也以「企圖

一統全國」這樣明確的「前因」，呈現句子內的因果關係。但是，這段話因為攜帶了學科屬

性中特有學科詞彙（例如建安、劉備、孫權），也需要學生具備「東漢末年相關的背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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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大敗」本身具有多義詞的屬性（可以是指打勝仗，也可以是指打敗仗），導致學生

雖然仍可能因為文本具有零代詞及高因果關係，於閱讀歷程中進行指代詞推論及因果推論，

但是，學生最終可能因為不擅於在學科語言的脈絡進行推論，而導致學科文本的理解表徵

不完全正確。 

換言之，學科文本的閱讀理解歷程，因其學科屬性的特色，衍生出學科閱讀特有的認

知歷程。此一現象，使得以一般性文本為基礎所發展的閱讀教學模式，無法直接應用於學

科領域的閱讀教學。許多研究發現，學生閱讀學科文本的能力普遍不佳。為能提升學生學

科閱讀能力，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關注學科領域的閱讀特性，並以此研發學科領域適用

的閱讀教學模式。本文先就學科特性所衍生的閱讀歷程簡要說明，接著介紹已具研究證據

基礎的學科領域教學模式，最後，據此提出國內未來推動學科領域閱讀教學之建議方向。 

貳、學科特性的閱讀歷程 

學科特性的閱讀歷程，可從學科文本所使用的學術語言（Academic Language）及學術

語言的發展進行說明。 

一、學術語言 

相較於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言型式，學術語言通常比較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 

（Kim, Petscher, Uccelli, & Kelcey, 2020）。由學術語言所組成的文本或對話形式，通常有

特定的格式、詞彙、及學科詞彙間的組織邏輯（Meneses et al., 2018）。直覺上，讀者對學

術語言的理解困難，可能是來自學術語詞所使用的詞彙，通常是讀者不熟悉的語彙。事實

上，學術語言的理解困難，有時其實是來同一個詞彙，在不同學科領域中就有不同的意義。

例如「運動」這個詞，其實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詞彙，但是，當物理課本描述牛頓第一運

動定律時，「運動」所指涉的是外力施加為零時，物體運動速度不變的狀態。如果是在社

會科，例如各國歷史上都有的學生運動，「運動」的意義指涉由學生為主體自發產生的集

會活動。數學裡的「分子」與化學裡的「分子」，歷史裡的「統一世界」與物理學裡的「統

一場論」，也都是相似的例子。這些語詞，都是日常生活中熟悉語詞，但是，隨著不同學

科特性的不同學科邏輯，使得這些常用詞產生特定的意義。所以，要定義什麼是學術語言

時，不能只是將學術語言視為是學生不熟悉（unfamiliar）的詞彙所組成的語言形式。而

是需要將學術語言，視為一種特定的對話模式（discourse patterns）（Volodina, Weinert, & 

Murs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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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詞彙是組成學術語言的重要成份。Nagy 與 Townsend （2012）將學科詞彙依其與

學科領域特定知識的相關性，區分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學科內專門用來促進溝通與思考

的學術詞彙，稱為學科專業詞彙（discipline-specific words），這種類型詞彙的特殊性，在

於可用來傳達抽象與專業的想法和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頻率相對偏低，但是，在學

科領域的文本中，會依其主題相關性，而有不同的出現頻率。第二種類型的詞彙，在日常

生活中也不常使用，例如「歸納、範疇、分類」，但是各個學科的文本都會使用這些詞彙，

稱之為一般學術詞彙（general academic words）。 

學術語言的另一個特性，和其文本形式有關。文本形式的複雜度，除了有知識系統所

呈現的不同篇章結構（例如，主題說明、因果關係、比較對照、問題解決等） （Meyer, 1985），

還有不同圖表類型與不同文字所產生的各種組合（Guo et al., 2020）。例如，可協助讀者將

對文本訊息產生完整情境模式表徵的心血管循環示意圖，或是以表格呈現知識概念，以協

助讀者對複雜文字訊息進行概括化推論（generalization inference），或是以統計圖表呈現資

料或趨勢，以協助讀者理解學科知識，例如地球科學裡的水資源比例圖、或是五大洲這百

年來的人口資料圖（Fitzgerald et al., 2020）。當讀者具備學術語言的能力（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讀者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詞彙與組織方式，透過閱讀學習新知識，或是就某

個主題進行溝通與互動（Bailey, 2007）。 

二、學術語言的發展 

學術語言的發展通常是從學生進入小學開始。就像語言與閱讀的關係，口語能力使兒

童能對環境中的概念形成意義的理解，進而在學習閱讀時，可在識字文字符號的過程，透

過口語累積的詞彙庫觸接詞義。同樣的，兒童進入小學後，教師在課堂上所使用的學術語

言，也是兒童接觸學術詞彙的重要路徑（柯華葳，in press）。隨著學生在學校的時間愈長，

學生漸漸萌發出「內容領域素養（content area literacy）」，常見的現象是學科詞彙逐漸增加，

學科語法、文體形式的知識也會增加。此時，學生就開始具備使用學術語言，學習各種學

科知識的初階閱讀能力（Vacca, Vacca, & Mraz, 2013）。 

由於不同學科依其學科特性，會有相當不同的學科組織與學科邏輯，隨著學生學科閱

讀經驗逐漸累積，學生的「內容領域素養」，也會漸漸再分化出可因應不同學科屬性的閱讀

能力，學科閱讀領域的相關研究（Shanahan & Shanahan, 2008），將此能力稱之為「學科素

養（disciplinary literacy）」。這時候，讀者不僅更能辨識學科專業詞彙，也更有學科的知識

系統與邏輯，就不同學科的文本，監督自己對該學科系統的理解狀態，也更能使用該學科

的對話形式，進行思考、溝通、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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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開始具備學科素養，學生閱讀學科課本時，他們的閱讀歷程就開始漸漸的像學

科專家（Reading like a disciplinary expert）（International Literacy Association, 2017）。例如，

讀歷史課本的時候，會因為具備歷史事件的時空背景知識，及了解歷史學相關的文本資料

是作者對該歷史事實的詮釋，所以在閱讀過程中，需要邊讀邊判斷作者對該歷史事件詮釋

的角度及可信度。如此，才能漸漸的像歷史學家般的閱讀（Wineburg, et al., 2016）。同樣的，

當學生閱讀數學課本時，也慢慢的像數學家一樣，會關注詞彙的精準意義（Precision of 

meaning），在閱讀數學證明題時，也需要清楚釐清證明結果是正確無誤。由於每種學科的

專家養成過程，都有其特定的訓練方式，每種學科的邏輯推論過程所需要的能力也不盡相

同。使得每種學科都有該學科所需要學習的特定閱讀策略。 

在知識快速累積的資訊世代，愈來愈多研究肯定，學生需具備內容領域素養與學科素

養，才能透過閱讀理解學科專業（Neugebauer & Gilmour, 2020）。雖然，學科素養會因學科

屬性而有各自的閱讀策略，但是，誠如詞彙是成就學習閱讀素養的工具（Kim, 2017），學

科詞彙也是成就學習學科閱讀的重要工具。如何讓學生在學校課程中，學習學科詞彙，包

括跨學科共有的一般學術詞彙，及學科特有的學科專業詞彙，仍是閱讀教學研究需關注的

重要議題。 

參、學科閱讀教學模式 

關於學科閱讀教學，大體上可分出兩種教學信念。一種是「每個老師都是閱讀老師」

的信念（Vacca et al., 2013），這種教學信念所發展的教學模式，通常較看重學科內容素養

的養成。另一種則是主張學科素養應該成為國高中階段學科教學時的重點（Shanahan & 

Shanahan, 2008），在此信念下所發展的教學模式，不僅強調由學科專家針對該學科領域，

教導學生使用學科領域所需要的理解策略，也主張學生在學習像專家般的閱讀時，也需要

學習如何像專家一樣就學科內容進行思考與寫作。 

國際讀寫協會（International Literacy Association, ILA）則主張在教學場域中，可對應

學習階段的發展，將兩種教學信念依學習階段的需求適度的整合，為學生提供更高品質的

讀寫學習，讓學生具備參與學科學習的能力，也讓學生能藉由這樣的教學，看見學科知識

對生活的重要性（Association, 2017）。所謂的對應學習階段，不論是 Chall（1983）閱讀發

展的兩大階段論或是 Shanahan and Shanahan （2008）的讀寫素養的三層次論，大體上都呈

現出在學生具備基礎讀寫能力後，先以「每個老師都是閱讀老師」的信念為主要教學原則，

讓學生透過教師明確示範自己如何理解學科文本的歷程，漸漸學習學科內容素養。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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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國高中階段，就漸漸的以培養學科素養為重點，此時的教學重點，就是由學科專家示

範各專業學科的學習方法與策略。 

自 1990 年代開始，即有學者就學科內容素養教學與學科素養教學發展不同的閱讀教學

模式： 

一、概念導向閱讀教學模式 

概念導向閱讀教學模式（Concept-Oriented Reading Instruction, CORI）是美國國家閱讀

研究中心（NRRC）所提出的閱讀教學架構。該架構是從 Guthrie 於 1993 年所發展的學科

內容教學模式延伸而來（Guthrie & Anderson, 1999）。CORI 主張閱讀投入（reading 

engagement）是影響學生閱讀表現的重要關鍵，因此，需要先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與閱讀

能力，藉此提升學生閱讀投入的程度後，才能提高學生學科閱讀的興趣與表現。在閱讀動

機的部份，CORI 的教學模式將學生視為「主動學習者」，鼓勵學生閱讀時自行設定學習目

標，讓學科閱讀由「教師的知識系統」，轉為學生以興趣為主；接著在閱讀能力的部分，先

以閱讀策略教學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接著再以學科詞彙的教學協學生建構概念知識

（concept）。 

依上述架構，CORI 的教學模式設計通常依循下面的原則，（1）設定教學的概念主題，

在此主題下；（2）外在動機的引導，教師提供可引發學生對該主題有學習興趣的活動； （3）

內在動機的提升，教師讓學生從活動的參與，依概念主題自行設定學習目標；（4）合作，

教師讓學生以小組合作的方式一起討論概念主題及學習方法；（5）閱讀策略教學，教師依

學生的閱讀程度，於學科內容教學時，適時教導閱讀策略；（6）學科知識的學習，使用教

科書為教學材料，讓學生使用閱讀策略讀懂學科知識。 

Guthrie, McRae, and Klauda（2007）針對 11 篇以 CORI 為教學模式的準實驗研究進行

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發現 CORI 教學模式的確可以有效提升學生對閱讀的內在動機。

從後設分析的資料也發現，當學生閱讀的內在動機愈高，學生就愈能在閱讀過程中使用閱

讀策略，進而提升學生的一般閱讀理解表現與科學文本的知識。Guthrie 等人認為，CORI

的閱讀教學架構之所以能有這樣穩定的教學成效，主要是此教學模式是從提高學生閱讀動

機入手，藉由「自主性」產生「閱讀投入」，才使學生能在科學文本的閱讀中，願意使用教

師所教導的閱讀策略，進而從文本中學習科學概念。 

國內也有學者投入 CORI 的閱讀教學研究，例如，陳海泓（2015）針對 COIR 融入國

小五年級社會領域教學，對學生閱讀動機、閱讀理解策略使用、及閱讀能力的影響情形進

行探討。該研究發現 COIR 的教學的確能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也能增進學生閱讀理解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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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運用能力，也讓學生的一般性閱讀理解能力有所提升。陳昭珍、林吟燕、陳雅萍（2017）

的研究則是探討 CORI 應用在國中社會領域教學對國中學生閱讀投入的影響，該研究發現

CORI 的教學能提升國中學生的閱讀動機，但是在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的使用上，並未與

控制組學生的表現有所不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兩個 CORI 的研究，都未就學生

的社會領域的學科知識進行評量，因此無法得知 CORI 融入社會領域的教學，是否有助提

升學生的學科內容素養。 

綜而言之，由 Guthrie 所發展的以概念主題取向為取向的學科內容閱讀教學模式，在

國外的教學實驗研究中，已相當肯定 CORI 模式能幫助學生對學科主題及教科書的閱讀有

較佳的理解表現。相形之下，國內的 CORI 教學研究，雖也肯定能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

但仍需要後續研究，有系統的檢視 CORI 對國內學生的閱讀投入及學科主題知識的學習及

教科書文本閱讀表現的影響情形。 

二、內容領域素養教學模式 

內容領域素養教學（Content Area Literacy Instruction, CALI）旨在提升學生的科學與社

會學科知識為主要目標。此教學模式採研究本位研究法（Design-based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 DBIR），針對幼稚園到四年級學生，發展一套在教室裡可用且可行（usable and 

feasible）的學科容素養教學的課程模組。Dombek et al. （2017）以 DBIR 的研究架構，經

歷三次教學模式設計、測試與修正的迭代歷程（iteration），發現 CALI 的教學不僅不會影

響學生一般閱讀能力的發展，同時也能提升學生的科學與社會科的學科知識。 

Dombek et al. （2017）以 DBRI 設計架構所發展的 CALI 教學模式，主要採用兩種理

論架構。第一個理論依據是參考 Cromley 和 Azevedo （2007）所提出的「直接與推論臆測

模式（Direct and inferential meditation Model）的架構，強調透過閱讀策略提升學生學科文

本閱讀時的推論連結。第二個理論依據則是參考 Connor（2012）所提出之學生特質與教學

互動效果（effect of Child characteristic × Instruction）之影響，強調將學科教學需因應學生

所具備的學科詞彙與學科知識進行調節，亦即 CALI 在實際課室進行教學時同時也因應學

生的個別差異進行差異化教學。依上述兩種理論架構，CALI 提出的研究假設是，CALI 教

學不僅可直接提升學生的學科內容知識，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也直接受益於學生學科內容

知識的增加；此外，學生的詞彙知識與口語理解能力也能漸接受益於 CALI。 

CALI 的特色是在原本的語文教學（Literacy block）時間裡進行學科內容知識的學習，

針對自然科的內容知識，採用的是 5E 學習循環（Engagement, Exploration, Explanation, 

Elaboration, and Evaluation）。也就是在原本的語文教學裡，文本材料的內容攜帶有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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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科知識。教學過程，先讓學生在自己的筆記本裡，先就這個科學主題提出自己的想法，

藉此引導學生主動投入（Engagement）此一學習主題；接著，教師可採小組或個人完成的

方式（依學生的學習程度進行調節），讓學生閱讀文本並就後面的 4E 在筆記本上寫下想法、

畫概念構圖、或是自問自答。若是社會科的學習主題，教學過程則調整為四個階段，分別

是「與主題連結」的教學活動、「學習如何閱讀社會主題的說明文」閱讀教學、「閱讀第一

手相關資料」的帶著探究精神的閱讀教學、以及「將知識統整與運用」的表達階段。CALI

的教學，不論是自然科或是社會科的內容知識教學，都以每星期四天，每次三星期為一個

週期，進行一個主題的學習。每三個星期共 12 天的教學時間，就依序進行科學文本的 5E

學習循環，或是社會文本的四個階段。 

綜觀 CALI 的教學模式和 CORI 的教學模式，可發現兩者有許多相似處，包括：都強

調學生「投入」學習的必要性、都以概念做為教學設計的主題、需活化（或增加）學生對

該學科主題的背景知識、也都強調主張要教導學生學習閱讀說明文的閱讀策略。二者間的

不同，較明顯之處有二，首先，CALI 更關注學生特性（Characteristic）與閱讀教學（Instruction）

之間的交互效果，結果發現除了學生一般性詞彙、一般性閱讀技巧會影響學科領域閱讀教

學的成效，學生的學科知識及學科詞彙也會與教師的學科閱讀教學產生互動。其次，CALI

強調在語文教學時就教導內容領域素養，此一主張與 Volodian 和她同事（2020）的主張相

呼應，在 Volodian 和同事的研究中，發現學生學科詞彙的發展趨勢也有富者愈富、貧者愈

貧的馬太效應。因此主張學校教育應於國小二年級開始進行有系統的學術詞彙教學，才能

讓中高年級學生在學科領域閱讀時，不因學科詞彙量差異過大，而影響學科領域閱讀教學

之效果。此外， Kim 及同事（2021）發展一套可使用語文教材教導學生學科詞彙知識的

教學模式（Model of Reading Engagement, MORE），結果發現此教學模式不僅可增加學生的

學科詞彙知識，也能改善學生因社經背景低、一般詞彙量低，閱讀理解表現低的馬太效應。 

三、學科素養取向的閱讀教學 

自從 Shanahan 與 Shanahan （2008）提出應就學科特性，培養學生能具備如學科專家

的學科素養後，如何在國高中階段，依學科特性培養學生的學科閱讀能力，即是學科閱讀

教學研究所關注的議題。 

Wineburg 和同事（2016）所出版的「像史家一般閱讀：在課堂裡教歷史閱讀素養」，

以實例教導學生如何閱讀歷史文獻及如何理解史料的脈絡化，相當成功的為歷史教師示範

如何使用教科書搭配史料，幫助學生在課堂上練習區辨史料的可信度與代表性、讓學生在

課堂上使用歷史資料為證，對歷史事件進行思考與論證，進而激發學生使用史料，對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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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進行探究。 

Duhaylongsod 和同事（2015）則使用 Snow（2003）所提倡的「詞彙生成（Word Generation，

WG）」教學原則，針對中學歷史課設計「社會領域生成（Social Studies Generation, SoGen）」

教學模式，藉由學科詞彙知識的增加發展學生歷史學科的閱讀素養。在 SoGen 的教學模式

中，先以課堂討論的形式讓學生對歷史事件進行討論，接著進行「採用觀點

（perspective-taking）」的教學，幫助學生在歷史資料的閱讀中，練習採用另一個角度評論

該歷史文件所描述的意義與事實，藉此幫助學生發展出像歷史學家詮釋歷史事實時的思辨

歷程。Duhaylongsod 和同事針對學生完成的課堂作業進行質性分析，發現當教師從學生的

學習興趣出發，選擇學生感興趣的歷史議題，會讓學生更願意積極的投入課堂討論和辯論，

接著，再藉由「學科詞彙生成」的練習，幫助學生熟悉歷史學科詞彙知識，讓學生在「採

用觀點」的練習過程，能使用更多的學科詞彙進行思考與表達。換言之，SoGen 透過討論

與「採用觀點」的辯論活動，不僅讓學生在課堂上可充分使用學科詞彙，也讓學生漸漸發

展出像歷史學家的閱讀素養。關於「詞彙生成」與「採用觀點」對學生學科素養發展的效

果，Jones 和同事 （2019）進一步針對 25 所學校共 7,752 名四到七年級學生進行兩年的準

教學實驗，結果發現所有學生的學術語言的發展都有明顯的提升，其中六年級和七年級學

生的「採用觀點」的能力與閱讀理解的表現也都有明顯的進步。 

綜觀 Wineburg 和同事提出的 「像史家一般的閱讀」或是 Snow 和同事所倡導的 

「SoGen」，都強調歷史學科閱讀素養的教學，需培養學生具備歷史學家的「思辨歷程」，

不論是對史料來源可信度的區辨，或是具備「採用不同觀點」詮釋史料的思考歷程，都是

學生逐漸發展出「歷史學科素養」的必要條件。其中，SoGen 模式更進一步整合學科詞彙

學習與學術語言能力的發展，讓學生透過辯論或是論證的過程，具備使用學科詞彙探究學

科議題的溝通能力。 

關於科學閱讀素養，由 Barber 所主持的「The Learning Design Group」所發展科學閱

讀素養教學模式，則主張科學閱讀素需整合「動手作（hands on）」與「讀寫練習（minds on）」

的取向，以依概念所發展的教學模式就包括有四個教學成分分別是：「動手作實驗（ Do）」、

「從文本中讀出證據（Read）」、「在小組中討論主要結果（Talk）」、「針對研究結論寫下解

釋（Write）」。除了也有學者主張可透過學科詞彙的發展促進科學閱讀素養（Larson, 2014），

其教學設計模式與 Snow 所設計的 SoGen 相似，都強調要透過學生感興趣的議題，讓學生

能主動投入科學現象的討論，接著再以詞彙生成的方式，增加學生對科學詞彙的知識。也

有學者採用自我提問策略，讓學生透過不同層次的問題，逐漸練習科學閱讀素養，其提問

層次依序是，文本所描述的科學現象是什麼？作者對此現象所持的立場是什麼？以及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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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會是這個科學現象的利益關係人？（Mawyer & Johnson, 2017）。 

四、小結 

近三十年來因應學科領域特性所發展的閱讀教學模式，都關注「學生主動投入」，也都

同時整合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讓學生的學科背景知識與學科詞彙的發展，因為主動投入

或是閱讀動機的增加，而產生「富者愈富」的良性循環。此外，從發展的角度也可發現，

學科知識與學科詞彙的教學，可透過與「語文教學」的整合，從低年級開始協助學生累積

學科詞彙知識，接著再慢慢的培養學生閱讀內容領域文本所需的讀寫素養，然後，才慢慢

的依學科特性發展「學科素養」。 

肆、學科閱讀教學之推動方向 

國內自 2007 年開始推動課室內的閱讀教學（柯華葳，2020），即開始協助國小教師學

習如何教導學生說明文本之閱讀方法。接著，教育部在「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教育實

施計畫」（2015-2018，三年期計畫），更進一步關注國中學科領域課堂上能操作的學科閱讀

教學模式，並於 2018 年釋出國中社會科領域及自然科領域的閱讀教學策略成份表供學科領

域教師使用（https://pair.nknu.edu.tw/）。 同一時期，國內亦有學者引進 CORI 的教學模式

（例如，陳昭珍等人，2017；陳海泓，2015），以協助國中小教師具備學科閱讀教學之知能，

進而提升國中小學生學科領域閱讀能力。 

整體而言，培養學生具備學科領域閱讀素養，在國內雖已具高度共識，然而在國中小

教學現場具體實踐之難度仍在。本文以國外已有之學科領域閱讀教學文獻為基礎，針對國

內未來可推動方向提出建議如下： 

一、以議題導向或探究取向提升學科領域閱讀之投入 

108 課綱以議題導向協助學生成能為自主探究的主動學習者。由學生主動覺察生活環

境中的議題，進而閱讀資料以找出問題解決的可能方向，與 CORI 及 CALI 教學模式所強

調的閱讀投入（Reading Engagement）是一致的方向。國內國中小學隨著新課綱之推動，

已漸漸投入議題導向校本課程之發展，在此趨勢下，可進一步有系統的引導學校，建立學

生能主動選擇有興趣的主題或文本訊息的機制，為學生營造一個具自主閱讀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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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用國小語文教科書中之學科議題，突破學科詞彙之馬太效應 

學科詞彙必然影響學科領域的閱讀。而學生家庭社經背景所導致的學科詞彙發展的馬

太效應，需由學校提供更有系統的教學以確保每位學生有相對公平的學習起點。現行之國

小國語文教科書文學類與知識類文本並具的特質，如能善用國語教科書中之科學性文本，

再輔之以多文本閱讀教學之模式，例如，國小低年級課文裡的「種子的旅行」，就描述了種

子傳播的科學概念、中年級的「神奇的科技」則描述了奈米的概念、高年級以遊記方式呈

現的古文明知識，應有機會如 MORE（Kim et al., 2021）教學模式之成效，一方面改善學

科詞彙發展貧者愈貧的困境，同時也能增加學生說明文閱讀的能力。  

三、採 DBIR 的模式研發學科閱讀教學模式 

不論是 CORI 或是 CALI 教學模式，都無法直接在中小學的課室內操作。柯華葳教授

自 2012 年開始推動的「課文本位閱讀教學模式」，就是以 DBIR 的架構，是由大學研究社

群整合學理建立可在課室內執行的閱讀策略教案，再與各地所設置的基地學校，由教師在

課室內進行教學，透過研究人員與學校教師的交流機制，不斷修正教案流程。透過此種擴

散模式，第一線教師不僅更常在課室內進行閱讀策略教學，也更能啟發教師對閱讀策略教

學專業學習的動機（柯華葳，2020）。該計畫自 2016 年開始，也已從相關學術研究資料提

出可在國中學科領域中的學科閱讀理解策略，未來若能繼續以 DBIR 的研究架構，由大學

研究人員與現場教師繼續合作，一方面運用學理針對現場待解決問題提出可行的教學方案，

並在教室裡以相對較長的研究週期，針對所研發的方案進行多次的執行、分析及修正的歷

程，藉此將學理知識具體轉化成可與實務工作者共享的教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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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數學閱讀研究之文獻回顧 

楊凱琳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摘要 

隨著數學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時代的重要性，閱讀數學與數學閱讀是公民必要的技能。

本文系統性分析近20年有關國內數學閱讀的文獻共35篇，文獻回顧研究發現：（1）研究對

象或階段為小學（其中僅1篇含學前）和中學分別有51.4%、45.7%；（2） 在25篇涉及文

本的文獻中，中學對象或階段的研究更提高至56.0%，48.0%的文獻之文本類型為類數學課

本的文本；（3） 61.4%的文獻之閱讀意涵為閱讀數學與數學閱讀兩者兼具；（4） 50.0%

的文獻之評量目標為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5） 在15篇有教學介入的文獻內，40.0%

的文獻之介入方式為同時改變教學方法與文本設計；主要的介入目標也是透過閱讀發展的

數學能力，佔54.4%。（6） 各有40.0%的文獻所呈現數學與閱讀的關係分別為第二類（將

閱讀視為理解或學習數學的手段）與第三類（把閱讀理解或閱讀策略使用視為理解數學的

表現）。本研究將基於文獻探討結果，提出對未來閱讀數學與數學閱讀的教育與研究展望，

以期深耕臺灣閱讀數學與數學閱讀教育，培養未來公民所需的終身學習技能。 
 

壹、緒論 

在資訊快速爆增的時代，必須培養學生擁有高程度的閱讀能力以分析、理解與應用所

獲得的大量資訊，而大量資訊中又多與數學相關。由此可見，除了在日常生活中閱讀是必

備的基本能力外，閱讀具有數學相關內容的文本也是現代公民不可避免的。閱讀的目的主

要在於理解，可分成客觀和主觀的理解。客觀的理解意指對字意的擷取與文本內容的解釋，

具有一般共識之理解結果；主觀的理解則需讀者依據個人見解針對文本內容加以詮釋與評

析，也是有機會形成獨持觀點的理解。 

閱讀的研究趨勢也強調培養能建構與思考的讀者（Allington, 2001; Pressley & 

Afflerbach, 1995），能產生主客觀理解的讀者不只要有好的解碼技巧、合適的字彙量以及回

憶文本的能力，還需要豐富的知識以及認知與後設認知閱讀策略以連結轉化資訊的意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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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推論。有些讀者或許可以察覺文本所傳達的資訊，但是卻不知道如何進一步主動建構

思考文本內容，因而削弱應用與創新所學的可能性。 

幼兒至成人的閱讀可分為六個階段，包含從正式學校教育前的閱讀、基本辨識的閱讀

教學、建立順暢性的閱讀、透過閱讀吸取新知、透過閱讀得知不同觀點以及重構各種觀點

等（Chall, 1996）。第二和三階段屬於「學習閱讀（learning to read）」，而最後三個階段則屬

於「透過閱讀學習（reading to learn）」。前者將閱讀視為學習目標，而後者將閱讀視為學習

方法。一般語言的發展是從學習如何閱讀，再透過閱讀來學習新知。由此看來，閱讀數學

或數學閱讀似乎屬於透過閱讀來學習的階段。但是，含有數學語言的閱讀方法又不同於一

般語言的閱讀方法。因此，有可能在第一階段需要多元的閱讀經驗，在第二和三階段需要

學習閱讀數學或數學閱讀的策略，以及在最後階段透過閱讀學習數學以及透過數學對於新

資訊有不同的閱讀理解。 

考量文本、理解與教學三個元素，本研究欲透過數學閱讀研究的文獻回顧分析，探討

研究中所涉及的研究對象之學習階段、文本類型、閱讀理解的意涵及其評量目標、閱讀教

學介入之目標、方法及其成果。最後，進一步分析閱讀在各數學教育研究文獻中所扮演的

角色。據此所擬定的研究問題如下： 

1. 文獻的研究對象或階段之分布為何？文獻所使用的文本類型之分布為何? 

2. 文獻中所呈現的閱讀理解的意涵類型之分布為何？所對應的評量目標類型之分布

為何? 

3. 在有教學介入的研究文獻中，其介入目標與介入方法類型之分布為何？成效為何? 

4. 各文獻中閱讀與數學的關係之分布為何？ 

  針對上述研究問題所提之研究對象、閱讀理解意涵、評量目標、介入目標、介入方法

以及閱讀與數學的關係，將在研究方法的資料分析架構中描述並舉例說明。 

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來源 

  資料來源有兩項，第一項係依據「華藝線上圖書館」網站，於「進階檢索」中搜尋「閱

讀 OR reading」AND「數學 OR mathematics」，搜尋語言勾選「繁體中文」以及「英文」，

年代設定至「2000~2021」，總共搜尋到論文152篇，透過篇名以及摘要做初步的篩選（見

圖1的第一次排除標準）。第一次篩選後總共得到論文32篇，接著查看內文進行第二次的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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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見圖1的第二次排除標準），最後從華藝線上圖書館中蒐集到24篇論文。第二項係依據

「Scopus」網站，於關鍵字處搜尋「read* & mathemati*」，年代設定至「2000~2021」，

類別勾選「Social Science」和「Psychology」，國家/地區勾選「Taiwan」，總共搜尋到58

篇論文。透過篇名以及摘要做篩選（見圖2的排除標準），篩選後總共得到論文13篇。 

總結前兩項文獻來源網站，其中有兩篇論文均出現在兩網站的篩選結果，故最後總共

得到35篇論文。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共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為篩選文章，第二階段進行文章的編碼分析。 

針對第一階段，華藝線上圖書館的來源152篇以及從Scopus的來源58篇文獻中，我們會

有兩次的排除標準。如圖一所示，第一次的排除標準為摘要中並無同時提及數學相關字眼

與閱讀的文獻，以及與閱讀無關的數學教育研究。例如：對國中二年級施測社會領域線上

閱讀素養評量，其評量內容是以地理、歷史、經濟三個學科內容作為發展（林尹千、洪碧

霞，2012）；透過訪談、錄影、反思筆記進行敘說分析（林勇吉、秦爾聰、段曉林，2010）。

因為這兩類並無同時針對數學以及閱讀做討論，故此類不涵蓋在本研究的範圍內。另一個

排除標準是有關特殊生的數學閱讀研究，例如：肢體障礙國中生之數學認知（王琇慧、邱

守榕，2002）。因為特殊生的數學教育不同於一般生，故不涵蓋在本研究的範圍內。第二

次的排除標準為搜尋剩餘43篇有關數學與閱讀的文獻內文，接著將並非以閱讀數學相關議

題作為研究目標的文章予以刪除，共刪除8篇。例如：閱讀有關數學程式步驟指示的學習單

（蘇意雯、陳彥宏，2016），該研究僅在文中將閱讀視為一個必然的學習行為但未以其作

為操弄變因或設計學習單的理論依據。從兩來源中，經過兩次排除後總共篩選出35篇期刊

論文。 

第二階段旨在針對所篩選的35篇文獻進行編碼分析，下一節資料分析架構將針對四個

研究問題說明相關的編碼類型。針對各篇一一編碼後進行量與質的資料分析，量的分析即

針對各類的編碼進行統計，質的分析即對各類型的意涵作深入探討。 

三、資料分析架構 

  針對第一個研究問題，資料分析架構將對文獻裡的「研究對象或階段」以及「閱讀文

本」進行分類。針對第二個研究問題，欲探討各文獻所持的閱讀理解之意涵為何，在不同

的閱讀理解意涵中可能衍生有其對應的評量目標，故分析架構將對文獻裡的「閱讀理解的

意涵」與「評量目標」進行分類。針對第三個研究問題，針對進行教學介入的文獻，欲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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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其教學目標、教學方式及其成效，故分析架構將對有教學介入的文獻之「介入目標」、

「介入方式」與「介入成果」進行分類。針對第四個研究問題，旨在探討目前國內各文獻

中閱讀與數學的關係，故分析架構將對文獻裡的「閱讀與數學的關係」進行分類。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前述研究方法所篩選出的35篇文獻，我們將文獻內各自的研究對

象或階段分為三類：小學及學前（K-6）、中學（7-12）以及大學(13+)以上，其中這三類

對應的年齡分別是2至12歲、12至18歲以及18歲以上。 
 

 
 
 
 
 
 
 
 
 
 
 
 
 
 
 
 
 
 
 
 

 
 
 
 
 
 
 
 
 
 
 

圖一 文章篩選PRISMA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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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數學文本之閱讀相關研究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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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文本類型  

本研究分析25篇提及文本的文獻，並歸納出各個文獻所提供閱讀數學時的文本總共會

有以下五種類型：類大眾媒體的文本、類數學課本的文本、數學繪本、數學讀物以及多媒

體文本，具體分類如下：  

1. 類大眾媒體的文本 
大眾媒體的文本主要以知識的普及為主，故以一般民眾在媒體中可能會閱讀到的文章類

型來設計，其內容通常與生活情境有密切相關，例如體脂肪、地震帶。不過，有些文獻

會因研究需求而藉由數學觀點與問題的引入設計如同大眾媒體的文本。本研究將這兩種

文本皆稱為類大眾媒體的文本，圖二呈現一種類大眾媒體的文本，透過介紹肥胖的定義

來引入基礎代謝率的計算（陳怡如等，2017)。 

 
 

圖二 類大眾媒體的文本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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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類數學課本的文本 
數學課本的文本呈現結構多為先用情境引入，讓學生思考情境脈絡所需的數學工具，接

著抽離情境進行數學知識的學習，最後以例題作為收尾，其敘述方式多用中文敘述輔助

理解數學符號。文獻中可能因研究需求而修改數學課本的敘述方式或呈現結構。本研究

將這兩種文本皆稱為類數學課本的文本。例如：蘇意雯等（2015）設計八年級「平行與

截線性質」幾何文本，其編排方式是先介紹定義再鋪排例題，接著介紹名詞意義再接續

例題，圖三呈現一種類數學課本的局部內容。 
 

 
圖三 類數學課本的文本例子 

 
3. 數學繪本 

數學繪本又稱為「數學圖畫書」，以圖畫為主體，結合文字可以連貫成為單一完整故事。

例如黃琡懿、鍾靜（2016）透過繪本非例行性題目的佈題以及教師的刻意引導，會刺激

學生主動的思考與討論，使得學生使用數學的觀點看待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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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學讀物 
呂玉琴與石璋樸（2013）整理眾多前人對數學讀物的定義後，將數學讀物的類別分為故

事、傳記、數學史、數學知識、數學解題、數學遊戲及其它共七類，本研究即沿用此定

義來分類「數學讀物」類別。 

5. 多媒體文本 
此多媒體文本類包含多媒體的廣義文本，包含影片、照片、聲音等等，例如：Hwang 等

人（2021)提供交互式線上的視頻學習，該文本雖以影片作為主軸，不過影片中提供以

文字為主的材料供學生學習。  

（三）閱讀理解的意涵 

在本研究我們將閱讀理解分為兩大部分：「閱讀數學」以及「數學閱讀」。在閱讀數學

時，需回憶與記憶文本的數學內容，偏向客觀理解以得到文中資訊。而數學閱讀意旨以個

人數學觀點主動進行意義重構，進一步對文本內容作獨特的詮釋。有的文獻側重於前者，

有的文獻則側重於後者，而兩部分皆有提及的我們稱兩者兼具。各文獻中對於閱讀皆有不

同的觀點存在，而我們用這三類對其進行概括：閱讀數學、數學閱讀以及兩者兼具。除了

這三類，有些文獻聚焦於情意面向。針對這四種類型，具體說明如下。 

1. 閱讀數學 

數學知識需要載體才能將其傳播出去，而這載體通常是圖形或文字，而學生在閱讀這些

由圖形或文字所組成的文章時能夠理解文章所呈現的數學知識，這正是本研究分類的

「閱讀數學」。例如：陳琪瑤與吳昭容（2012）在學生閱讀幾何證明時，將相似試題的

回憶正確量視為學生閱讀理解的表現。是否能回憶出文本內容各步驟的一致性即回憶量

的判準之一，所以本回顧研究將回憶量歸類為閱讀數學。 

2. 數學閱讀 

若讀者能在閱讀數學文本時，除了連結其他數學概念又能對文本加以轉化或詮釋，表示

其已從閱讀數學進而投入數學閱讀。若文獻中以數學閱讀作為評量或介入目標，皆會歸

屬於具有數學閱讀。例如：陳映蓉（2020）提到讀文本時除了連結舊有知識，也希望讀

者發現規律性並且能夠在教學前預測標題意義並猜測意思甚至是預測下段內容；陳新豐

（2019）提到對於數位閱讀文本，教師需要思考如何讓學生從數位閱讀的活動中對於數

學文本產生有意義的認知策略，讓學生可以容易透過文章內容了解題意並可快速汲取舊

經驗回答問題，且可以從圖像思考或是符號發展至文章內容理解與應用分析的階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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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本回顧研究將從閱讀文本中發現規律、預測標題意義、使用策略、圖像思考詮

釋情境並數學化與解釋數學結果視為本研究「數學閱讀」的範疇。 

3. 兩者兼具 

歸在此類的文獻同時包含上述所提及的「閱讀數學」以及「數學閱讀」這兩大閱讀面向。

例如Yang & Lin, （2012）提出在設計幾何證明題時分為SP任務（statement-posing tasks）

和RP任務（reading mathematics proofs）時，其中設計SP任務問題時涵蓋四個部分：預

測該證明題要證甚麼、提問學生是否了解該證明題的內容知識、摘要證明的步驟以及反

思這整體的證明；RP任務則提供更完整的題目資訊，供學生閱讀數學並加以提問。在這

兩種任務中，理解該證明題的內容知識屬於閱讀數學，判斷與摘要關鍵步驟等屬於數學

閱讀。 

4. 情意 

在閱讀理解的意涵中，學生願不願意主動閱讀或是閱讀之後願不願意繼續讀下去都會影

響其閱讀理解的成效，因此有些文獻認為情意面向也不能夠忽略。情意面向可涵蓋學生

對閱讀理解與策略使用的感受、閱讀喜好與習慣等，例如呂玉琴與石璋璞（2013）研究

指出國小四年級數學高成就學生偏好故事類、數學解題類、數學知識類及數學遊戲類四

項數學讀物。 

（四）評量目標   

一般而言，各文獻會依據閱讀的意涵設定評量目標，本研究將文獻中的評量目標歸納

後分為六類，具體說明如下： 

1. 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 

這類的研究是以數學能力作為閱讀理解的表現，評量目標可能包含數學知識的理解與應

用。例如：陳冠廷等（2019）以數學解題測驗的能力表現作為一種探討國小二年級閱讀

低成就學生及一般學生在新竹縣閱讀學習的表現之一。 

2. 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 

這類的研究主要針對數學文本設計評量工具，通常是評量對數學文本的閱讀理解能力。

此項能力主要是檢測學生透過閱讀文本達到理解的程度，並非僅看解題表現。例如：Yang 

& Li （2018）針對提出了評估閱讀理解幾何作圖文本的二維架構並設計評量試題。 

3. 閱讀數學文本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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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面向也可能是影響閱讀理解能力的其中一項變因，故有些文獻將之納入評量目標之

一。例如：楊凱琳與林福來（2009）探討學生在幾何證明閱讀理解的自我評估與讀不懂

時持續閱讀意願之關聯性，認為有必要對閱讀意願做進一步探討。 

4. 數學文本的閱讀策略使用 

閱讀策略使用不僅影響學生的閱讀表現，也是重要的教學介入方式。因而除了測驗閱讀

理解能力以外，閱讀策略使用也是一項評量目標。例如蘇慧珍等（2017）對實驗組進行

閱讀策略（預測、提問、澄清以及摘要）的教學，目標是提升對閱讀策略使用頻率以利

於提升學生的數學成就與數學閱讀理解。 

5. 閱讀數學文本的歷程 

閱讀理解的歷程不好觀察，而這類的文獻會使用較高階的儀器在學生進行閱讀時直接觀

測學生閱讀時的數據，以研究學生的閱讀歷程。例如：陳琪瑤與吳昭容（2012）透過眼

動追蹤技術確認讀者凝視的位置與時間，了解幾何證明文本的圖文比重以及圖示著色對

閱讀歷程的影響。 

6. 非數學學科閱讀理解 

雖然我們所回顧的文獻皆涉及數學內容的閱讀，但其評量目標仍可能包含「非數學學科

的閱讀理解」。這類的評量目標主要測驗學生對一般文本的語意理解，可以用來探討其

和數學之間的關係或是評估教學介入的學習成效。例如：張建妤與柯華葳（2012）以PIRLS 

2006閱讀理解測驗檢驗「直接理解歷程」和「解釋理解歷程」；陳冠廷等（2019）的研

究中，以「新竹縣國小學生閱讀基礎能力篩選測驗」作為評量目標，此目標主要測驗對

一般文本的語意理解。因此，這兩篇文獻的評量目標都出現「非數學學科閱讀理解」的

類型。 

（五）介入方式 

對於有進行教學介入的15篇文獻，我們將其介入方式大致分為三類：「僅改變教學方

法」、「僅改變文本類型」以及「同時改變教學方法以及文本類型」三大類。 

1. 僅改變教學方法 

在眾多教學方法之中，傳統以講述法為最大宗，而這些有改變教學方法的文獻之中，郭

秋勳等（2019）主要針對學生的「後設認知策略教學」、陳碧祥與魏佐容（2011）提到

數學文字題理解策略五步驟：理解、簡化、擬題、澄清、回顧教學的「數學閱讀題理解

策略教學」以及蘇慧珍等（2017）預測、提問、澄清以及摘要的「策略教學」，皆屬於

僅改變教學方法進行介入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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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僅改變文本類型 

在傳統教學方法中，學生在閱讀數學文本方面皆是以數學課本內文及習題為大宗，而有

些介入的方式則是改變原本的課本文本，可能是自編閱讀文本或是改成線上的多媒體文

本。例如蘇意雯等（2015）的文本類型有數學課本習題、習作習題及融入數學史教材的

「數學工作單」，Proudfoot （2016）透過線上閱讀的「閱讀策略軟體」改變文本類型，

以及陳雅華與楊凱琳（2010）以「自編勾股定理教材」改變文本編排順序。 

3. 同時改變教學方法以及文本類型 

有些介入的文獻同時改變了教學方法以及文本類型，例如鍾承均與呂翠華（2015）設計

認知──後設認知策略的「策略教學」以及「自編數學文字題測驗卷」，Wang（2014）

設計GPAM-WATA的線上學習系統供教師教學，以及文本以多媒體文本在該系統上呈

現。 
 

除了上述三種介入方式，本研究進一步針對與閱讀策略相關的研究中再區分成下列兩

種： 

1. 有進行閱讀策略的教學 

研究中將閱讀策略視為教學目標，並在教學中試圖發展學生的閱讀策略。例如：蘇慧珍

等（2017）直接對實驗組進行預測、提問、澄清以及摘要的閱讀策略教學，對照組則是

傳統講述式教學法。 

2. 只以閱讀策略設計學習材料或教師介入 

研究中雖然認為閱讀策略與閱讀理解息息相關，但因時間或學習脈絡等考量，只將閱讀

策略用來設計閱讀教材或是教師的介入策略。例如：Proudfoot （2016）在美國小學進

行閱讀理解軟體的介入下，四、五年級生實驗組學生在該軟體體驗之中學會閱讀策略。 

（六）介入目標與介入成果 

針對有介入的15篇中，我們發現在介入目標類型上可以與評量目標的六類一樣：透過

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閱讀數學文本的情意、數學文本的閱讀

策略使用、閱讀數學文本的歷程以及非數學學科的閱讀理解。 
本研究將介入成果分為兩類：顯著有影響以及不顯著影響，本研究的顯著與否皆依據

文獻各自所描述的研究結果作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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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數學與閱讀的關係 

對於數學與閱讀的關係，本研究綜合探討此35篇文獻後也歸納出四種類型：第一種數

學與閱讀的關係是將數學以及閱讀視為兩種不同的能力看待，並未看見數學滲透到閱讀內

顯現不同的意涵。本研究將會以「閱讀與數學是兩種不同能力」稱之。例如：張建妤、柯

華葳（2012）採用TIMSS 2003和PIRLS 2006的測驗試題，探討四年級學童數學成就表現與

閱讀理解的關係。 

第二種是將閱讀視為理解或學習數學的手段，檢測學生能否透過閱讀去學習新的數學

知識，這類的研究未牽涉數學閱讀特有的理解、策略或歷程，本研究將會以「閱讀是學習

數學自然必要的」稱之。例如陳雅華與楊凱琳（2010）在文本編排上編擬有關勾股定理的

「證明優先」與「應用優先」兩種文本，進而研究閱讀文本與不同程度的學生在概念、程

序和解題等數學能力的測驗成績的關係。 

第三種是把閱讀理解或閱讀策略使用視為理解數學的表現，探討學生閱讀數學文本特

有的閱讀理解表現與策略。本研究將會以「閱讀也是理解數學的一種表現」稱之。例如：

Yang & Lin （2008） 將學生在閱讀幾何證明題時的歷程概念化。 

第四種則是將數學與閱讀視為一個互相影響的整體，探討閱讀與數學的認知行為或表

現間的互動關係。本研究將會以「閱讀與數學是一個整體」稱之。例如陳碧祥與魏佐容（2011）

在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的介入之下得到顯著優於控制組的結果，也提及低成就學童的解題部

分數學基本概念不足，進而導致無法理解題意。 

四、資料分析方法 

兩位作者先針對21篇文獻進行討論，以確定資料分析架構各面向的編碼類型及其內涵，

藉以增加編碼結果的可信度。其餘14篇，再由第二位作者自行編碼。在編碼過程中又遇到

不確定處，則經由與第一位作者討論澄清後，調整對編碼類型的解釋及範例說明。例如：

在介入方式的編碼中，陳雅華（2010）此篇文獻兩位作者認定為屬於「改變文本類型」，

然而第二作者在自行編碼時發現有涉及改變教學方法的文獻中大多也都有同時改變文本類

型，僅用「改變文本類型」及「改變教學方法」二分法並不適合有效編碼所有文獻，此時

與第一作者討論後決定將介入方式改為三種：「僅改變教學方法」、「僅改變文本類型」

以及「同時改變教學類型以及文本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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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計算文獻在各分類的所佔比重時，若是研究對象的部分皆是一文獻對應一碼，

百分比的計算就是直接進行除以總個數，例如： 
 

編碼1百分比 =
編碼1個數和

所有篇數（即35）
	, 

 
不過在閱讀理解的意涵、評量目標與介入目標的編碼時，則不同於上述的計算方式。

因為一份文獻的意涵與目標通常不會只有一種，本研究在一篇文獻有多個編碼時會平均計

算。例如：某文獻同時編到1、2、3時，1、2、3分別的權重皆是1/3。各類編碼的百分比即：

各篇在此類編碼的權重相加除以所有篇數。如此計算的原因是為了讓每篇的貢獻量一樣，

即貢獻至分母的總合皆為1。如果不以平均加權數先計算每篇出現各類型的編碼，所得的數

據可能產生某種類型已被許多文獻所重視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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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對象或階段分布及閱讀文本類型 

本研究共有35篇文獻，其中有對應到小學及學前、中學、大學以上的階段分布百分比

分別是51.4%（n=18）、45.7%（n=16）、2.9%（n=1）。但是，在18篇小學及學前研究中，

僅1篇涉及學前，其餘皆屬於小學階段。這個結果顯示，在臺灣與數學閱讀相關的研究中主

要以小學和中學為主。而其中有提供閱讀文本的文獻共有25篇，階段分布的百分比分別是

40.0%（n=10）、56.0%（n=14）以及4.0%（n=1）。小學及學前段的比率減少，主要是因

為有些小學及學前階段的閱讀研究未使用閱讀文本，而直接進行測驗並分析學童的閱讀理

解能力以及數學閱讀能力。就25篇的文本類型分布百分比最高的類數學課本的文本（48.0%, 

n=12），其次分別是類大眾媒體的文本（20.0%, n=5）和多媒體文本(20.0%, n=5)。 

表一進一步呈現在各階段研究中所使用的文本類型分布，可看出中學階段的研究最常

使用類數學課本的文本，而大學以上的研究只有一篇也是用類數學課本的文本。但是，在

小學階段的文本類型確是較多元的，涵蓋了五種不同類型的文本。中學以上的閱讀數學研

究主要都以閱讀數學課本為主，這也許反應了中學生學習數學的管道主要是課本。 
 
表一 各文獻研究對象階段對應閱讀文本類型 

 小學及學前* 

40.0% (n=10) 

中學 

56.0%(n=14) 

大學以上 

4.0%(n=1) 

類大眾媒體的文本 

20.0% (n=5) 

8.0% (n=2) 12.0% (n=3) 0 

類數學課本的文本 

48.0% (n=12) 

4.0% (n=1) 40.0% (n=10) 4.0% (n=1) 

數學繪本 

8.0% (n=2) 

8.0% (n=2) 0 0 

數學讀物 

4.0% (n=1) 

4.0% (n=1) 0 0 

多媒體文本 

20.0% (n=5) 

16.0% (n=4) 4.0% (n=1) 0 

*僅1篇涉及學前，其餘皆屬於小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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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理解及評量目標 

本研究35篇文獻中，在四項閱讀意涵（閱讀數學、數學閱讀、兩者兼具、情意）的百

分比分別為：14.3%（n=5）、14.3%（n=5）、61.4%（n=21.5）、10%（n=3.5），顯示本

國與數學文本相關的閱讀研究有高百分比兼顧閱讀數學與數學閱讀兩大面向。文獻上在六

種評量目標（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閱讀數學文本的情意、

數學文本的閱讀策略使用、閱讀數學文本的歷程、非數學學科閱讀理解）的百分比分別為：

50.0%（n=17.5）、15.2%（n=5.33）、21.4%（n=7.5）、4.3%（n=1.5）、2.9%（n=1）、

6.2%(n=2.17)，表示國內文獻還是以測數學能力為主，其次是閱讀數學文本的情意。 
 
表二 各文獻閱讀意涵對應評量目標 

 閱讀數學 

14.3% (n=5) 

數學閱讀 

14.3% (n=5) 

兩者兼具 

61.2% (n=21.5) 

情意 

10.0% (n=3.5) 

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  

50.0% (n=17.5) 

8.6%  

(n=3) 

7.1%  

(n=2.5) 

34.3%  

(n=12) 

0 

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 

15.2% (n=5.33) 

0 4.3%  

(n=1.5) 

10.2%  

(n=3.58) 

0.7% 

 (n=0.25) 

閱讀數學文本的情意 

21.4% (n=7.5) 

2.9%  

(n=0.5+0.5) 

0 9.3% 

(n=3.25) 

9.3%  

(n=3.25) 

數學文本的閱讀策略使用 

4.3% (n=1.5) 

0 0 4.3%  
(n=1.5) 

0 

閱讀數學文本的歷程 

2.9% (n=1) 

1.4%  
(n=0.5) 

1.4% 
(n=0.5) 

0 0 
  

非數學學科閱讀理解 

6.2% (n=2.17) 

1.4%  
(n=0.5) 

1.4% 
 (n=0.5) 

3.3%  
(n=1.17) 

0 

     
表二進一步呈現在各種閱讀理解意涵中，評量目標類型的分布。在閱讀數學意涵中，

以評量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居多，主要偏向記憶知識的測驗較少應用知識的測驗，例

如：陳琪瑤與吳昭容（2012）提供的幾何示範證明回憶測驗屬於這類的文獻，這種經由閱

讀發展的數學能力被本研究視為閱讀數學。因為其中並無連結其他數學概念對文本加以轉

化或詮釋，所以較少數學閱讀的意涵。而在數學閱讀中，雖然同樣是評量「透過閱讀發展

的數學能力」最多，但是在此「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已包含了連結既有知識進行解

題，所以被本研究視為具有數學閱讀意涵。兼顧閱讀數學與數學閱讀觀點的文獻中，主要

也是評量「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最多，「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次之。兩者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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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的文獻中有很大的比例是評量「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並以「閱讀理解數學文本

的能力」次之。表示此類的文獻大多還是以數學試題作為評量，且此類數學試題同時包含

了偏記憶性質的程序性解題以及偏應用性質的數學解題。接著第三高的為「閱讀數學文本

情意」，因為此類文獻有較多教學介入的文獻，在改變教學方法與改變文本類型的教學介

入中，部分研究者會評量學生的情意面向。 

在閱讀理解意涵是情意類別的文獻裡，評量目標則大多是學習情意，而出現非情意的

評量目標，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方法會平均加權。因為存在有文獻同時有兩者兼具以及情意

類別的兩種意涵，前者的評量目標為「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以及「閱讀理解數學文

本的情意」，而後者的評量目標依然是「閱讀數學文本的情意」，故有一些非情意目標的

百分比被分來情意意涵。基於以上原因可得知情意意涵的文獻均是評量閱讀數學文本的情

意，這也顯示本文獻回顧研究 在閱讀意涵的分類也可呼應其評量目標。另外，如果單看表

二的評量目標，能夠發現數學文本的閱讀策略使用只出現在兩者兼具的文獻中，例如蘇惠

珍等（2017）進行閱讀策略教學後，測驗兼具程序性知識與應用解題的數學成就題目，並

請同學自行勾選閱讀策略使用自我評估以檢驗「數學文本的閱讀策略使用」，這顯示閱讀

策略使用能夠展現兩者兼具的閱讀意涵。 

表二也能夠發現評量目標為「閱讀數學文本的歷程」只有在閱讀數學的文獻中出現，

由於本研究評量目標為「閱讀數學文本歷程」的僅有兩篇文獻，皆使用眼動儀評量學生的

閱讀歷程資料，其中一篇讓學生進行試題的回憶並未進一步探討閱讀者對數學文本的轉化、

詮釋或應用，另一篇則是對PISA試題的解題，故該類文獻分別被歸類於閱讀數學與數學閱

讀的意涵。評量目標為非數學學科閱讀理解的文獻，在前三類閱讀意涵中皆有出現，可發

現數學以外的閱讀能力也是許多文獻所重視的。  

三、介入情形 

本研究的35篇文獻中，共有15篇有進行教學介入。依照介入方式（僅改變教學方法、

僅改變文本類型、同時改變教學方法與文本類型）劃分的百分比分別為：33.3%（n=5）、

26.7%（n=4）、40.0%（n=6），表示介入的方法以改變教學方法與文本類型兩種為大宗。

改變教學方法的5篇文獻中有80.0%（n=4）的百分比與閱讀策略相關；而改變文本類型的4

篇文獻中有75.0%（n=3）與閱讀策略相關；同時改變教學方法與文本類型的6篇文獻中有

66.7%（n=4）與閱讀策略教學相關；這顯示文獻中大多透過閱讀策略提升學生的數學閱讀

能力。這11篇與閱讀略教學相關的文獻中，有36.4%（n=4）、27.3%（n=3）和36.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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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使用認知策略、後設認知策略和兩種策略；有64.0%（n=7）和36.0%（n=4）分別進行

閱讀策略教學和只以閱讀策略設計學習材料或教師介入。 

此外，六個介入目標(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閱讀數學

文本的情意、數學文本的閱讀策略使用、閱讀數學文本的歷程、非數學學科閱讀理解）所

佔的百分比分別為：54.0%、13.0%、23.0%、7.0%、0.0%、2.0%，主要還是以透過閱讀發

展的數學能力為介入目標。其次，閱讀數學文本的情意佔23.0%，表示在介入時兼顧學生

的能力表現及情意面向。此外，有2.0%以非數學學科閱讀理解作為介入目標，原因是有一

篇文獻是針對閱讀中文題目較弱的新住民學童設計教學介入，後測時評量數學文字題的解

題能力以及國文閱讀理解能力，後者即為非數學學科閱讀理解。 
 
表三 各文獻介入方式對應介入目標 

 僅改變教學方法 

 

33.3% (n=5) 

僅改變文本設計 

 

26.7% (n=4) 

同時改變教學方法

與文本設計 

40.0%(n=6) 

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  

54.4% (n=8.17) 

13.3% (n=2) 17.8% (n=2.67) 23.3% (n=3.5) 

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 

13.3% (n=2) 

2.2% (n=0.33) 4.4% (n=0.67) 6.7% (n=1) 

閱讀數學文本的情意 

23.3% (n=3.5) 

11.1% (n=1.67) 2.2% (n=0.33) 10% (n=1.5) 

數學文本的閱讀策略使用 

6.7% (n=1) 

4.4% (n=0.67) 2.2% (n=0.33) 0 

閱讀數學文本的歷程 

n=0 

0 0 0 

非數學學科閱讀理解 

2.2% (n=0.33) 

2.2% (n=0.33) 0 0 

 
表三針對不同的介入方式分析其介入目標所佔百分比，從分析結果可看出，三種介入

方式都以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為主要介入目標。這可能是因為無論是閱讀策略教學或

是文本的順序編排等等，教學目標主要還是為了幫助學生發展數學能力。閱讀理解數學文

本的能力則是以有改變文本設計的兩種方式有較高的百分比，可看出有改變文本設計的介

入方式會針對數學文本設計評量工具檢測學生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介入目標為閱讀

數學文本的情意的文獻，在有涉及改變教學方法中(n=11）也占有28.8%（n=3.17），可以

得知研究者普遍考量進行新的教學方法對於閱讀數學的意願、閱讀數學的信心、閱讀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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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焦慮等等之影響，然而，改變文本設計的文獻則相對較少考量到學生閱讀數學文本

的情意。介入目標為非數學學科閱讀理解的文獻，主要是閱讀策略教學並非只針對數學文

本，研究者不僅希望學生使用閱讀策略在數學文本，也考量數學文本中一般語言的閱讀理

解情形。 

介入成果部分，15篇有改變教學方法的介入研究中，有8篇顯示可以幫助低成就或低效

能學生提升數學能力以及學習動機，有14篇顯示可以提昇一般生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

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閱讀數學文本的情意或數學文本的閱讀策略使用。更進一步地，

5篇僅改變教學方法的介入研究中，有2篇發現對小學及中學年段的低成就或低效能學生有

所成效，有5篇發現對小學及中學年段的一般生有所成效。例如：Lai 與 Hwang （2016）

在自我調節促進課外學習的方法中，能提高國小四年級低自我調節學生的自我調節技能。4

篇僅改變文本類型的介入研究中，有2篇發現對中學年段的低成就或低效能學生有所成效，

有4篇發現對一般生有所成效。例如：陳雅華、楊凱琳（2010）針對勾股定理章節的證明與

應用編排中，發現「應用優先文本」較有助於提升低程度學生的程序性知識和解題表現。6

篇同時改變教學方法及文本類型的介入研究中，有4篇發現對中小學年段的低成就或低效能

學生有所成效，有5篇發現對小學年段的一般生有所成效。例如：Hwang 與 Lai （2017）

在基於互動式電子書的翻轉學習介入中，能夠有效提高低自我效能學生的數學學習成績。

綜言之，在14篇不分高低成就或效能之國內學生的教學介入研究中，對數學成就、閱讀理

解能力、數學學習動機、數學文本的閱讀策略使用分別有9篇、8篇、7篇及4篇有達到顯著

提升。另一方面，這些介入研究也有未達顯著效果的結果，例如：蘇慧珍等（2017）探討

六週閱讀融入教學實驗後，在延後測時實驗組學生在數學能力及閱讀理解能力已未如後測

時顯著高於對照組學生；郭秋勳等（2019）交互教學法閱讀策略並未能顯著提升針對新住

民四年級學生的數學文字解題能力；Hwang等人 （2021） 提供社會規範為本的線上學習

平台（social regulation based online learning），並不能顯著提升高一學生的數學學習信心。 

四、數學與閱讀的關係 

本研究探討的35篇文獻中，若以數學與閱讀的關係與該文獻有無介入的百分比做劃分，

如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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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各文獻數學與閱讀關係對應有無介入 

 閱讀與數學是兩

種不同能力 

8.6% (n=3) 

閱讀是學習數

學自然必要的 

40% (n=14) 

閱讀也是理解數

學的一種表現 

40% (n=14) 

閱讀與數學是

一個整體 

11.4% (n=4) 

有介入 

42.9% (n=15) 

0 14.3% (n=5) 22.9% (n=8) 5.7% (n=2) 

無介入 

57.1% (n=20) 

8.6% (n=3) 25.7% (n=9) 17.1% (n=6) 5.7% (n=2) 

 
表四顯示共35篇的文獻中，依照本研究的數學與閱讀關係的分類，四種數學與閱讀的

關係百分比分別為： 8.6%（n=3）、40%（n=14）、40%（n=14）、11.4%（n=4），可以

看出國內此類相關研究相對重視第二及第三類，也就是將閱讀視為理解數學的手段以檢測

學生透過閱讀所發展的數學能力，以及將閱讀理解或閱讀策略使用視為理解數學的表現。 

表四顯示了有介入的15篇文獻中，皆分布在第二、三及四類，可先看出有介入的文獻

中不會將數學與閱讀分為相異的兩種能力看待。其中第三類佔比最多（22.9%），也呼應

有多數的介入文獻（n=11）皆與閱讀策略相關。次之則是將閱讀視為學習數學手段的第二

類（14.3%），這可能是因為有介入的文獻中多採用改變教學方法與改變閱讀文本的教學

方式，故能夠探討學生能否透過不同的閱讀方式或文本發展數學能力。 

表四也顯示無介入的20篇文獻中，主要分布在第一、二及三類，也較少探討數學與閱

讀兩者的交互關係。與有介入的文獻不同的是，存在第一類將數學與閱讀視為不同能力的

文獻（8.6%），主要是測量閱讀與數學能力的量化研究。無介入文獻中第二類比第三類多，

可看出無介入的文獻多把閱讀視為學習數學的手段，雖然可能有探討閱讀數學時的歷程但

尚未加以介入，意即探討學生透過閱讀不同的文本所發展的數學能力。 

肆、總結與建議 

回顧以臺灣為教育脈絡所進行的數學閱讀相關研究，我們得知約45.7%的文獻以中學

生為研究對象或階段，在有涉及文本的文獻中也約一半採用類數學課本的文本。約有61.4%

文獻之閱讀意涵屬於閱讀數學與數學閱讀兼具，以及50.0%文獻中的評量目標主要是透過

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有介入的文獻佔約42.9%，其中有40.0%的介入方式會同時改變教學

方式與文本設計，有約54.4%的介入目標也是透過閱讀發展的數學能力。在所有文獻中，

對數學與閱讀的關係主要將閱讀視為理解或學習數學的手段及把閱讀理解或閱讀策略使用

視為理解數學的表現，皆各有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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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回顧結果看來學前和大學以上的數學閱讀相關研究都僅有一篇，表示研究對象仍需

向下紮根及向上延續，一方面及早奠定閱讀數學文本的習慣與興趣，一方面不斷鞏固閱讀

策略使用以及因應不同文本調整閱讀策略。進行數學閱讀研究時，建議整合閱讀數學、數

學閱讀與情意面的內涵，除了進一步探討三者互動相助或相阻的閱讀歷程外，也設計整合

三者內涵的教學介入檢驗其成效。在評量上，有關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以及數學文本

的閱讀策略使用仍需更多的研究開發有效的評量工具。由於這兩種目標和閱讀歷程與閱讀

文本相關，所以其評量架構與工具皆有利於數學閱讀教學介入之設計，多一些教學介入同

時改變教學方法及文本設計並檢驗其教學成效。 

本研究在文獻上是首次以文獻回顧研究探討臺灣數學閱讀研究趨勢，從文獻分析所得

的結果可看出研究對象是小學的研究較偏重多媒體文本；中學的研究較偏重類數學課本的

文本；學前和大學以上各一篇，分別針對數學繪本和類數學課本的文本。若對應 Chall 

（1996）從學校教育前的閱讀逐步發展至透過閱讀重構各種觀點等六階段，則顯示可針對

學前兒童增加數學繪本的閱讀研究中著重數學情意的啟蒙；針對大學以上學習者增加含有

數學訊息的類大眾媒體和多媒體文本之批判與反思的閱讀理解，以增進其判斷資訊有效性

並發展不同觀點的閱讀理解。此外，將「閱讀理解數學文本的能力」視為評量與介入目標

的研究，仍遠少於將「數學能力」視為評量與介入目標的研究。為了因應強調培養能建構

與思考的讀者之研究趨勢（Allington, 2001; Pressley & Afflerbach, 1995），增加閱讀理解數

學文本的能力之評量與教學研究，有助於深入探討不同文本類型的閱讀數學、數學閱讀與

情意等內涵，以及發展評量工具及教學方法以提昇不同階段讀者的閱讀數學文本之能力。

文獻上較少將閱讀與數學視為一個整體的相關研究，若能進一步探討不同發展階段的閱讀

和數學思維之交互作用與兩者一體如何相輔相成，也有助於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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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一 35篇對象文獻 
作者 

(年代) 

文獻標題 

Wu C.-J., Cheng C.-H., Chang 
L.-C.  (2021) 

Reading popular mathematics from equations or words: Comparison of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wang G.-J., Wang S.-Y., Lai 
C.-L. (2021) 

Effects of a social regulation-based online learning framework on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behaviors in mathematics 

Yuan-Horng Lin, Jeng-Ming 
Yih. (2020) 

Mathematics Reading Assessment Analysis Based on Clustering and 
Ordering of Factor Score 

陳映蓉 (2020) 如何在教學中提升數學閱讀理解能力 

陳新豐 (2019) 教師對數學數位閱讀素養文本輔助國小高年級學童閱讀動機、理解與溝

通互動之探討 

陳冠廷、孟瑛如、陳虹君、楊

佩蓁 (2019) 

國民小學二年級閱讀低成就學生於新竹縣閱讀理解與數學解題篩選測

驗之表現 

中學生閱讀策略使用與數學素養的關聯及其意涵 

林素微 (2019) 中學生閱讀策略使用與數學素養的關聯及其意涵 

郭秋勳、郭美辰、林怡辰 
(2019) 

Using Reciprocal Teaching as a Meta-Cognitive Reading Strategy to 
Enhance Solving Abilities on Math-Word Problems for Newly Immigrant 
Students 

Yang K.-L., Li J.-L. (2018)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Geometric 
Construction Texts 

Hwang G.-J., Lai C.-L. (2017) Facilitating and bridging out-of-class and in-class learning: An interactive 
E-book-based flipped learning approach for math courses 

蘇慧珍、楊凱琳、陳佳陽 
(2017) 

閱讀策略教學對高二學生數學學習表現的影響 

陳萩紋、廖遠光 (2017) 應用教育 APP 輔助國中生數學閱讀理解之教學歷程與成效 

陳怡如、林原宏、楊晉民 
(2017) 

高年級學生數學閱讀表現之分群特徵探討 

Lai C.-L., Hwang G.-J. (2016) A self-regulated flipped classroom approach to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a mathematics course 

黃琡懿、鍾靜 (2016) 用繪本學數學－以中年級為例 

David E. Proudfoot (2016) The effect of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software program on student 
achievement in mathematics 

蘇意雯、陳政宏、王淑明、王

美娟 (2015) 

幾何文本閱讀理解的實作研究 

鍾承均、呂翠華 (2015) 認知──後設認知策略對提升國小五年級數學困難學生文字題解題學習

成效之研究 

陳怡仲、王美娟、林亭瑩 
(2013) 

探討北北基地區國小三、四年級學童統計圖的理解表現 

呂玉琴、石璋璞 (2013) 國小四年級數學高成就學生閱讀數學讀物之調查研究 

Yang K.-L., Lin F.-L. (2012) Effects of reading-oriented tasks on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geometry proof 

張建妤、柯華葳 (2012) 數學成就表現與閱讀理解的關係：以 TIMSS 2003 數學試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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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LS 2006 閱讀成就測驗為工具 

陳琪瑤、吳昭容 (2012) 幾何證明文本閱讀的眼動研究：圖文比重及圖示著色效果 

陳碧祥、魏佐容 (2011) 提升國小六年級學童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能力之研究 

左台益、呂鳳琳、曾世綺、吳

慧敏、陳明璋、譚寧君 (2011) 

以分段方式降低任務複雜度對專家與生手閱讀幾何證明的影響 

陳雅華、楊凱琳 (2010) 自行閱讀與文本編排對國一學生有關勾股定理的概念、程序與解題表現

之影響 

李君懿 (2010) 優良兒童繪本出版研究 

楊凱琳、林福來 (2009) 自我評估幾何證明閱讀理解的程度與讀不懂時持續閱讀的意願之關聯

性 

Yang K.-L., Lin F.-L. (2008) A model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geometry proof 
Lee C.-H., Yeh D., Kung R.J., 
Hsu C.-S. (2007) 

The influences of learning portfolios and attitudes on learning effects in 
blended e-learning for mathematics 

秦麗花、邱上真 (2004) 數學文本閱讀理解相關因素探討及其模式建立之研究－以角度單位為

例 

葉明達、柳賢 (2004) 建立數學論證判讀認知機制之個案研究 

Tzu-Hua Wang (2014) Developing an assessment-centered e-Learning system for improving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Strohmaier, A. R., 
Schiepe-Tiska, A., Chang, Y. P., 
Müller, F., Lin, F. L., Reiss, K. 
M. (2020) 

Comparing eye movements during mathematical word problem solving in 
Chinese and German. 

Anderson J.O., Chiu M.-H., 
Yore L.D. (2010) 

First cycle of pisa (2000-2006)-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Research and policy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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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閱讀素養-紙本與數位閱讀 

劉宜芳博士、辜玉旻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閱讀素養的內涵是動態、隨世代更替的，學校閱讀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學生具備當代

應有的閱讀素養。身處於科技日新月異，網際網路高度普及的現代，許多人已習慣透過平

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網路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時，我們該如何去界定所謂的「閱讀素

養」？Leu 等人（2004）指出，素養的定義受文化脈絡與當代文明科技演進所影響。回顧

過去近二十年的相關研究，數位閱讀（digital reading）泛指應用科技工具媒介（以螢幕為

訊息載體）閱讀各種形式的數位文本（digital text，諸如 PDF 電子文件、電子書，及含有

超連結的各類數位文本等），其中又以網路環境下的線上閱讀（online reading），最有別於

紙本閱讀（Barzillai et al., 2018; Brueck et al., 2019; Coiro, 2021; Singer & Alexander, 2017）。

如何因應趨勢變化，將數位閱讀（包含線上閱讀）所需的能力納入閱讀教育，也成為當代

學者與現場教育者的共同目標（Barzillai et al., 2018; Karchmer, 2001; Sutherland-Smith, 

2002）。 

本文將從以下四個子題討論發展數位與紙本環境中雙媒介閱讀素養的重要性及教育推

動：（1）台灣參與國際閱讀雙素養評比的表現；（2）紙本閱讀與線上閱讀的差異；（3）科

技世代的閱讀隱憂；及（4）雙媒介閱讀教育。 

壹、台灣參與國際閱讀雙素養評比的表現 

在國小階段，學生在 PIRL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及 e-PIRLS 等國際閱讀素養評量的表現，一直是台灣調整閱讀教學與政策的依據

之一。 

台灣於 2006 年開始正式參與 PIRLS 紙本閱讀素養評量，該測驗每 5 年舉辦一次。因

應數位閱讀的普及，2016 年起，測驗內容新增了 e-PIRLS 數位閱讀素養評量。根據最近一

次柯華葳等人（2017）發布的 PIRLS 2016 結果報告，台灣的 PIRLS 評量成績在國際的排

名為第 8（全球共有 50 個國家地區參與），與過去相比，整體表現趨勢為逐年進步。至於

首次參與 e-PIRLS 數位閱讀素養評量，台灣學生的表現在所有的 14 個國家地區中僅排名第

7。從資料顯示出台灣學生在 e-PIRLS 平均得分顯著低於紙本 PIRLS；e-PIRLS 排名落後於

台灣的國家，狀況與台灣雷同居多，而排名超前台灣的國家則反之；且 e-PIRLS 排名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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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六個國家中，有三個國家紙本 PIRLS 排名在台灣之後。換言之，台灣學生在網路閱

讀的表現與其在紙本閱讀的表現有明顯的差距，這個趨勢與紙本測驗表現已優於台灣的國

家相異，且部分在紙本測驗落後於台灣的國家，他們在數位閱讀測驗上反而超前。劉宜芳

與柯華葳（2017）回顧近 20 年線上閱讀能力之相關研究後也發現：「國內、外研究皆顯示

五到九年級學生之搜尋、評估與整合能力的表現不甚理想」。究竟是測驗方式的新穎，導致

台灣學生在數位閱讀素養遠遠落後於紙本素養，還是因為台灣學生欠缺數位閱讀素養，抑

或兩者皆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研究。 

此外，從 2016 PIRLS 的數位閱讀問卷調查中發現，學生主要使用3C工具玩遊戲（85%）、

看影片及聊天，使用電腦從事學習相關活動的比率不高；而能在家中使用電腦，且每天使

用電腦約 30 分鐘做作業的學生，在 e-PIRLS 測驗中表現較好。再者，由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8 年所做的國際學習與教學調查中，也有類似的發現（柯華葳等人，2019）。綜合上述

ePIRLS、數位閱讀問卷及相關研究的結果，台灣學生在家中使用電腦與網路從事學習與閱

讀活動的頻率偏低，也可能是學生數位閱讀表現低於紙本閱讀的原因。 

貳、紙本閱讀與線上閱讀的差異 

網路的出現，改變了閱讀素養的內涵（Reinking, 1998）。所謂的「線上閱讀」，是指在

螢幕環境中閱讀網路訊息（Leu, 2001）。線上與紙本閱讀在形式介面及組織方式上的差異，

則是兩者閱讀歷程與所需能力有別的原因。 

一、形式介面與文本組織的差異 

目前常見的線上閱讀媒介，主要為電腦、平板或手機等發光螢幕。因此，鍵盤、滑鼠、

視窗切換、瀏覽軟體等軟硬體操作能力，成了線上閱讀有別與紙本的基本門檻（Rose, 2011）。

線上文本以超連結（hyperlink）橋接數個文本的結構特性，使得文本間具有可任意選讀的

彈性，此非線性閱讀模式，也顯著改變了過往紙本線性閱讀的習慣。此外，新加入的多媒

體動態影像，亦是紙本文本所缺乏的表徵形式；而 Web2.0 技術帶來的具互動性社群溝通

模式（如社群論壇、部落格、維基百科等），更使得線上的讀者能在真實社會脈絡中，透過

互動、合作進行文本共作與閱讀（Coiro, 2003；Lim & Toh, 2020）。 

二、閱讀歷程與策略的差異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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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線上閱讀或數位閱讀所需要的能力比紙本閱讀多，例如：在進行資料搜尋前，需要

界定自己的目標、下關鍵字搜尋、瀏覽眾多連結並判斷關聯性、評估可信性等。如何在以

搜尋引擎為中介，無審查機制、任何人皆可發表的網路環境中，進行巨量文本的訊息搜尋，

維持理解監控來防止認知負荷過載（cognitive overload），或是控制注意力避免無關訊息造

成閱讀失焦，以及判斷訊息的可信度等，確實成為線上讀者需要面對的新課題（Dwyer, 

2013）。而這些傳統閱讀理解外，取得線上閱讀內容的必要能力，同時也是雙閱讀能力差異

化的主要來源。 

 透過觀察與訪談，Schmar-Dobler（2003）歸納了紙本與線上閱讀能力需求上的相

似與相異之處。他指出，兩者在聯結先備知識、整合、推論、確認重點的閱讀策略是相似

的；但在理解監控、提問的使用與瀏覽的方式上則有所不同。例如：在紙本閱讀時，讀者

使用目錄或標題進行瀏覽方式的確認或訊息的搜尋，同時也透過提問來引發自身的閱讀動

機與目的，並以調整閱讀速度的方式進行理解的監控與修復；而在線上閱讀中，讀者則是

透過各種網路環境功能進行訊息搜尋與瀏覽，而提問的使用則有助讀者避免閱讀失焦，並

以選擇精讀或略讀策略來進行理解監控與修復，換言之，先採略讀策略確認文章與閱讀目

的相關，隨後才進行精讀。 

Coiro 和 Dobler（2007）也同樣發現紙本與線上閱讀在先備知識、推論及理解監控等

策略有其相同之處，但相比於紙本，線上閱讀策略更顯複雜。例如：線上閱讀不僅需要與

文本相關的先備知識，還需要具備網路搜尋引擎的先備知識；其次，點開超連結才能瀏覽

文本的形式，促使前向推理（forward inferences）（如預測策略）的使用頻率及重要性比在

紙本更高，甚至需要進行多層的前向推理來預測線上文本中隱藏的連結；再者，讀者的理

解監控還必須在具備軟硬體操作技能的條件下，才能順利進行；此外，讀者在訊息搜尋與

瀏覽的交互循環中進行事實提取的複雜度也比在紙本文本來得更高。兩位學者針對紙本與

線上閱讀策略間差異之比較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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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紙本與線上閱讀策略比較 

閱讀策略 比較 紙本 線上 

擷取重點 
相似 從文本中提取重要訊息 

增加  在訊息搜尋與瀏覽的交互循環中進行 

推論 
相似 應用先備知識和文本內容進行意義的連結 

增加  前向推理的重要性與使用頻率較高 

先備知識的 

活化 

相似 提取和閱讀主題相關的訊息及經驗 

增加  搜尋引擎知識、軟硬體操作 

整合 相似 篩選出重要的訊息以產出核心主旨 

提問 

相異 

引導讀者產生閱讀目的與

動機 

在閱讀過程中必須持續的被讀者關注以避免

閱讀失焦 

監控與修復 

理解 

根據閱讀的目的調整閱讀

的速度 
需要區分精讀與略讀 

瀏覽的方式 
使用標題、目錄、索引等進

行訊息搜尋 
使用瀏覽介面的功能進行訊息搜尋 

可信度評估 出版者審查為主 
由文本作者、日期、排版進行評估或進行內

文交叉檢證 

（修改自Coiro & Dobler, 2007; Schmar-Dobler, 2003） 

 

綜言之，許多紙本閱讀策略在線上閱讀環境依舊適用，但由於線上閱讀環境及文本型

態較紙本複雜，讀者需要學習更多的能力與策略來支持他們達到理解文本及問題解決的目

的。 

參、科技世代的閱讀隱憂 

近三十多年來，科技演進對於讀者的影響，一直持續地被討論著。從早期研究超連結、

電腦呈現文本的方式、滑鼠滾輪的使用，到現在面臨「滑世代」的出現等，相較於傳統的

紙本、手翻頁、靜態的閱讀，在讀者端有許多外顯、可觀察到的閱讀行為轉變。而這些讀

者逐漸適應的數位閱讀行為，對閱讀理解卻有著負面影響。例如：當透過螢幕閱讀時，

Eklundh（1992）認為閱讀的內容如果是透過轉軸上下移動文本的話，容易打斷（disrupt）

讀者對於文本的結構表徵。且不論是使用滑鼠上下滑動轉軸或是使用手指在觸控螢幕上下

左右滑動文本，讀者較難對文本內容的相對空間位置有印象，因而可能導致讀者對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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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與記憶較差且較偏表面（superficial）（Piolat et al., 1997）。 

事實上，過去已有相當多的文獻指出，成人讀者在數位閱讀時，他們對於文章理解的

程度不若在紙本閱讀的情境中（Clinton, 2019; Delgado et al, 2018; Kong et al., 2018）。除了

理解文章的程度受到數位環境的負面影響之外，讀者在數位閱讀的當下，他們對於自身理

解評估的準確性下降的情形也被陸續證實（Ackerman & Goldsmith, 2011; Sidi et al., 2017; 

Singer et al., 2019）。近期關於學童及青少年的數位閱讀研究也發現類似的結果。例如：Dahan 

Golan 等人（2018）研究閱讀媒介對於 44 位國小五年級和 38 國小六年學童的理解表現與

自我評估的影響。每位學童都須讀六篇短文（三篇故事體、三篇說明體），其中三篇是從電

腦螢幕閱讀、另外三篇則是紙本。在每一篇讀完之後，會有四題閱讀理解選擇題，且每填

答完一題，學生還須為自己所選答案表達信心程度。此研究之結果顯示，學生雖然比較喜

歡數位閱讀，但在紙本閱讀情境下的閱讀理解表現較好，有較多的深讀；此外，學生們對

於自己在紙本文章的理解有更高的自信心，而這信心程度與他們的理解表現間的誤差較少，

換句話說，學生對於他們在數位閱讀情境下的理解評估較不準確。 

Halamish 與 Elbaz（2020）也是同樣以國小學童為對象探討媒介是否影響理解表現與

後設理解能力。在此研究中，每位學童須讀四篇文本（紙本兩篇、數位兩篇）、完成每一篇

的理解表現預測及回答閱讀理解題目。分析結果指出：五年級學生們的紙本閱讀理解仍是

優於數位閱讀理解，儘管有較多學生們喜歡透過數位媒介閱讀，且他們對於自己數位閱讀

理解的評估也較高。總結來說，Halamish 與 Elbaz（2020）及 Dahan Golan 等人（2018）的

研究均發現小學學童與過去研究中的成人一樣，並沒有自覺到螢幕閱讀對於他們自己的後

設理解評估能力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而這個現象是令人擔憂的，因為讀者如果高估了自

己，認為已經讀懂文章內容時，則他比較不會使用有效的理解策略，去幫助自己克服理解

上的困難，最終結果會造成整體文章理解力下降。 

此外，數位裝置的易攜性及網路資源的豐富及易取得性，雖然使得學生的閱讀動機可

能因此有提升，且可享受閱讀的時空環境也較不受限的優點，但是，有學者認為數位媒介

對於閱讀型態（甚至是心態）的改變將造成難以回復的影響（Birkerts, 2006; Wolf & Barzillai, 

2009）。根據多年從事大學生之數位閱讀行為改變的學者 Liu 及其同事（Liu, 2005; Liu & 

Huang, 2008）的調查發現，成人讀者網路相關之閱讀行為在佔閱讀時間的多寡有明顯的增

加，但比較需要細讀、詳讀的行為卻大大的減少時間，亦即花在線上專注及深入閱讀的時

間減少，若需要研讀文章並進行筆記或註記時，則會偏好拿著紙本閱讀。後來的研究

（Ackerman & Goldsmith, 2011; Kazanci, 2015; Kurata et al., 2017; Mizrachi, 2015; W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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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2011）也支持 Liu 等人的結論：成年讀者似乎可發展出因應閱讀目的來選擇不同媒介

的閱讀取向，在需要深讀及筆記註記時更偏好選擇紙本；在閱讀短文、進行隨性閱讀或需

要即時訊息時會偏好線上文本。 

Wolf 與 Barilla（2009）在其 The importance of deep reading 一文中，曾提出數位媒介是

比較適合生活娛樂的說法，因為他們發現網路世界強調的是效率、處理大量的資訊、彈性

的多工、快速與互動式的溝通，這些特質會使得我們更習慣注意力的轉換、易受瑣碎訊息

及想法分散掉注意力，而深度閱讀（deep reading）是一系列複雜的認知歷程，包括演繹推

論、類推技巧、批判分析、反思及洞察等，這些與我們在數位閱讀時所用的能力不同，且

這些能力也非一朝一夕可以發展完成。數位媒介提供讀者的大量、易取得的豐富資料，常

使讀者變成較被動，且也會被沒有經過適當編輯篩選過的訊息分散專注力，而變得少思考，

久而久之，讀者在數位情境中的態度，可能會採取一個較表面的或是淺層的訊息處理方式

（Annisette & Lafreniere, 2017; Lauterman & Ackerman, 2014; Wolf & Barzillai, 2009），這對

於深度閱讀的發展是不利的。Carr（2020）也指出，線上或網路的閱讀讓讀者習慣快速的

瀏覽、掃讀資訊，而這樣的習慣一旦養成，則可能使得我們在需要深度閱讀時，也不知不

覺得使用跳讀、略讀的方式，長期下來，勢必會對於在學學生的學習有不良的影響。因此，

Wolf 與 Barilla 呼籲，應該要開發一些任務，讓學生能夠在數位閱讀時訓練深度閱讀的技

巧。 

肆、雙媒介閱讀教育 

從前述的研究中發現，讀者會因為不同的目的而選擇不同的閱讀媒介；數位媒介適合

讓讀者隨興閱讀、瀏覽較不費腦力新且短的資訊，而紙本則更適合進行認真深入的閱讀。

近年的研究已顯示學生對數位閱讀有較多偏好，但能力卻不如紙本閱讀。以下我們根據相

關文獻，整理出幾項學校在進行雙媒介閱讀教育時，可能面臨的新挑戰與建議，最後再提

供幾個混合紙本與數位閱讀的教學介入研究的成效說明。 

首先，雖然紙本閱讀能力是線上閱讀的基礎，且多數學生在紙本環境的閱讀理解力顯

著優於他們在數位環境的閱讀理解力（Clinton, 2019; Dahan Golan et al., 2018），但有學者

（Leu et al., 2011; Turner et al., 2020）認為，學校內以紙本為主的閱讀教學內容，和現今學

生頻繁的課外閱讀數位文本的經驗（線上搜尋瀏覽、電子郵件、社交網站軟體、電腦遊戲）

有相當的落差，所以他們建議應將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簡稱 ICT）

融入閱讀教學中，才能讓學生具備在數位環境中有效使用及溝通訊息的能力，畢竟雙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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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的提升並無法只靠單一文本媒介，而針對線上閱讀則需要額外的策略與訓練。例如：

處理線上非線性閱讀所需要的瀏覽技巧（navigation skill，能依閱讀任務選擇相關連結），

會同時受讀者紙本閱讀能力及網路搜尋經驗影響，需要分別在雙閱讀媒介中進行學習

（Hahnel et al., 2016; Naumann, 2015）。Minguela 等人（2015）也提出理解監控在雙閱讀媒

介的重要性，建議應該在線上環境中培養學生進行非線性閱讀理解監控能力的發展，因為

此能力也會顯著影響讀者在深度閱讀任務（無論是紙本或線上）的表現。 

其次，如何將紙本閱讀中的深讀歷程及策略遷移到數位及線上文本，則是另一個重要

的教學議題。Jabr（2013）指出，學生習慣透過略讀方式閱讀線上文本後，變得很少使用

紙本情境中應用於深讀的策略，如重複閱讀困難的段落，設定明確的閱讀目標等後設認知

策略，或進行註記或筆記等，來幫助閱讀整合。Lim 與 Toh（2020）根據過去文獻回顧建

議，教學者可以指導學生使用數位註記工具，並鼓勵學生在線上閱讀時加以應用；練習將

較複雜的線上文本分割成較小的段落，以利進行深讀處理；或在閱讀時連結不同數位文本

間的段落；以及用不同順序重複閱讀相同的多個數位文本，來增加線上文本的深讀處理。

不過 Goodwin 等人（2020）的研究發現，紙本閱讀的深讀策略未必能直接遷移到數位文本。

在其研究中，六到八年級讀者在紙本文本畫重點的行為頻率高於數位文本，但畫重點卻僅

有助於數位文本的閱讀理解，而重複閱讀則僅有助於紙本閱讀理解。這顯示紙本深讀策略

直接遷移至數位文本是否適切，仍有待更多的研究加以檢視。 

再者，當閱讀任務的要求為深度處理時，數位文本淺層處理的現象，有可能會消失。

在 Latini 和 Bråten（2021）的雙媒介（紙本與 PDF 文本）閱讀理解比較研究中，其閱讀理

解評估方式，由常見的選擇題評量，改為要求大學生寫出閱讀報告。結果發現，在排除了

先備知識、工作記憶、閱讀能力與動機等共變數後，學生在紙本和數位文本間的閱讀處理

深度及理解表現，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因此，在教學時提供深度處理的閱讀任務，可能也

有助於消除讀者在數位文本淺層處理的習慣。 

值得一提的是，降低閱讀線上文本的認知負擔，可能也是增加線上文本深度處理的可

能方式。研究發現，線上閱讀理解涉及的認知處理複雜度的高於紙本閱讀。Carr（2010）

指出，線上閱讀除了紙本閱讀的腦需運作外，還會促發決策和樣式分析腦區，造成反思、

吸收與回憶訊息的表現變差，因而降低深讀表現。缺乏先備知識、在非線性閱讀歷程中，

無法重組及定位多文本訊息，而導致閱讀迷航（disorientation）的現象，也是認知負荷過載，

降低線上閱讀表現的因素（Bayazit et al, 2018）。這類迷航的現象，可以透過 ICT 輔助工具

或良好的網頁設計來改善。如使用瀏覽器書籤、歷史紀錄工具、網站結構圖等，可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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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訊息的空間記憶，幫助讀者定位訊息（Dias & Sousa, 1997; Vörös et al, 2011）。另外，

在網頁中提供閱讀順序建議的連結清單，也可以減少閱讀決策的頻率，幫助增進閱讀理解

（Jáñez et al., 2021）。 

近期在培養雙閱讀素養的教學研究中，已有學者開始探討在閱讀教學中混合紙本與數

位閱讀環境（hybrid reading environment）。例如：Ortlieb 等人（2014）⁠以國小四年級學生

為研究對象，針對紙本、電子與混合媒介文本等，三種閱讀教學模式的成效進行研究，結

果發現，混合媒介組學生的基本閱讀能力表現顯著的高於電子文本組，且與紙本組間無差

異；而在電子文本閱讀表現上，則是電子文本組表現最佳，顯著的高於紙本組，但與混合

文本組間並無差異。這些研究顯示，紙本閱讀能力雖為線上閱讀基礎，但學生仍需要在兩

種閱讀媒介中進行雙閱讀能力的學習，混合兩種媒介也是可選擇的教學模式之一。 

另外，有些研究則發現 ICT 可以有效輔助雙媒介混合及紙本的閱讀教學。例如：Syafii

（2018）⁠以線上故事文本（內含故事圖文、單字表、動畫及朗讀語音、閱讀測驗）作為閱

讀學習材料，輔以紙本自我監控及閱讀反思學習單，研究八年級學生的閱讀能力，結果顯

示學生的閱讀理解表現有明顯的進步。Boshrabadi 與 Biria（2014）⁠比較多媒體紙本（紙本

文本輔以線上影語、圖片超連結）與傳統紙本教材用於高中閱讀教學的成效，結果發現多

媒體紙本組學生的閱讀測驗表現顯著高於傳統紙本組。Bursali 和 Yilmaz（2019）運用擴增

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 AR）結合紙本閱讀的模式，探究五年級學生的閱讀理解表

現，發現 AR 組學生的閱讀理解表現顯著的優於傳統教材組，且質性訪談資料也顯示，學

生對於使用 AR 進行學習有高度的興趣。在 Danaei 等人（2020）的研究中也發現，7-9 歲

兒童閱讀 AR 紙本故事書時，重述故事及閱讀理解表現優於傳統本故事書。綜合上述研究

結果也顯示，雙閱讀媒介的獨立或混合教學，皆可作為學校促進雙閱讀素養教育的嘗試方

向。 

伍、結語 

  根據 Binkley 等人（2012）從 1960 至 2020 年的職場工作調查結果，職場中抽象工

作任務的比例，正不斷上升，而重複例行性工作的比例，則不斷下降。科技進步帶來便利

的同時，也帶來終身學習的挑戰。21 世紀技能中強調的自學與溝通合作能力，皆需雙閱讀

素養作為基礎（Brand-Gruwel et al., 2009；Voogt & Roblin, 2012）。數位閱讀的歷程與策略

比傳統閱讀複雜且多元，但數位閱讀策略毋須等到學生紙本閱讀能力達精熟程度，才開始

教導。越來越多的學者支持雙閱讀素養的培育需同時並進，透過教學提升學生的雙閱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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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Wolf, 2018），並培養其依閱讀目的彈性應用閱讀媒介，是國內閱讀教育需要繼續努力

的方向之一。 

  另外，過去研究顯示，網路閱讀介面及文本組織不利於深讀歷程運作，而習慣性的

淺層閱讀模式，可能導致透過網路閱讀學習的效果受到減損。因此，增進數位文本的深讀

認知運作，也是重要的議題。目前已有學者提出相關的教學策略。在數位學習環境的介面

設計，則應特別留意學習文本素材在網頁中呈現的方式，須盡可能消除分散注意力的刺激

及減輕認知負荷。如何善用 ICT 工具增進非線性閱讀歷程的深讀認知運作，會是值得關注

的研究方向。在數位文本教學時設定合適的深讀任務，可能也是改善淺讀習慣可以嘗試的

教學方式。 

  而另外一個亟需調整的是讀者使用網路及 3C 的習慣。根據 2020 年 12 月 11 日由財

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公布的「2020 台灣網路報告」之調查結果，台灣 12

歲以上民眾上網的動機是以訊息溝通、資訊獲取與休閒娛樂等為主。在此之前，2016 年

e-PIRLS 數位閱讀調查（柯華葳等人，2017）及 2018 年的國際學習與教學調查中，也有類

似的發現（柯華葳等人，2019）。綜合這些研究與調查顯示，台灣成人與國中小學生的網路

使用習慣皆以休閒玩樂為主。因此，中小學生不僅在數位閱讀能力上需要加強，培養其應

用網路閱讀於學習的態度亦至關重要。去年（2020 年）因應 COVID-19 疫情的擴大，台灣

於 5 月中旬開始實施全國停課不停學幾週，線上同步、非同步遠距教學短期間成為學校教

學主流，國內教師與學生應用 ICT 於教學與學習的比率因而大符提升，這樣的改變是否影

響了學生的 3C 使用行為，未來可追蹤觀察。 

閱讀教育因網路及數位載具的普及，迎來全新的考驗，然而，如何有效進行雙閱讀素

養的教學與評量，目前仍有許多議題尚處探索階段，需要累積更多的研究結果，以作為教

學與政策推動的基礎。國內的線上閱讀教學仍處於起步階段，根據國際與國內評量的結果，

學生明顯需要學習的協助，建議未來應增進教師線上閱讀教學能量，並透過學校教學提升

學生線上閱讀能力、調整 ICT 使用習慣，同時期待能有更豐富的教育資源與研究，持續推

動雙閱讀素養的學習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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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調查對於臺灣閱讀教育政策的啟示 

李俊仁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根據 PISA 2015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成果報告第二

冊，PISA 對於教育政策的影響，包括六個主題：學生的類別 （selecting and grouping of 

students）、針對學生的資源投注（resources invested in education （other than teachers），針

對教學團隊的資源投注（resources invested in instructional staff）、學校管理、評量以及績效

評估（school governance, assessments and accountability）、課程與教學（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果（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OCED, 2016）。許多國家也

根據國際調查的結果，對於制度、課程與教學、教師培訓等向度進行調整（Mullis & Martin, 

2012; OECD, 2020; Tasaki, 2017）。 

國際評比可以提供臺灣閱讀教育政策的討論議題，包括性別差異、教育公平性、社經

地位對教育的影響、學校間的差異以及學校內的差異等等。這一篇論文擬針對三個議題進

行整理與討論。第一個議題：過去大型國際調查對臺灣學生閱讀成就提供了什麼訊息，從

這些訊息裡對臺灣閱讀教育政策的啟發為何？例如，臺灣學生的閱讀成就，在國際評比的

排名為何？不同出生世代但同年齡的學生是否有進展？同一出生世代學生在不同年齡段落

的調查是否有進展？第二個議題：針對教師在課堂的教學活動是否能反應閱讀素養所強調

的深度理解、參與、享受文本內容？第三個議題：學前教育年數以及優質學前教育對於閱

讀成就的影響。 

壹、臺灣學生閱讀成就的表現 

一、不同世代同年齡的跨年度的表現 

採用閱讀為調查主題的國際調查包括以國小四年級為調查對象的 PIRL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以國三高中職一專一學生為調查對象的 PISA 以及以

成人為調查對象的 PIAAC（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臺灣參加的是 PIRLS 以及 PISA 調查。 

臺灣參加 PIRLS 以及 PISA 都是 2006 年開始。不過，PIRLS 是每五年調查一次，PISA

則是每三年調查一次。此外，PIRLS 只針對閱讀進行調查；PISA 是針對閱讀、數學以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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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進行調查，每一次的調查都有主要調查科目，以閱讀為主要調查的是 2009 以及 2018 年。

因此，年度間的比較，也比較常見以 2009 跟 2018 進行比較。 

PIRLS 以及 PISA 兩個國際調查都進行分數的轉換，每一次的調查都以參與國家設定

平均數為 500，標準差為 100。所以，單一國家在不同年度間可以進行分數的比較。不過，

因為參加的國家數目隨年度逐漸增加，這會影響到量尺分數的可比較性，以 PISA 為例，

2006 年 55 個國家參與，但到了 2018 年則有 79 個國家參與；而 PIRLS 也從 2006 年的 40

個國家參與，2016 年已經有 50 個國家參與。所以，跨年段分數的解釋，需要謹慎。新聞

報導最在乎的名次，除非是上升，參考價值不高。 

國際教育評比是檢視國家教育成就的重要指標。不僅是自己國家跟其它國家相互比較，

也因為分數的轉換，可以檢視自己年度間的變化。表 1 呈現 PIRLS 歷年量尺分數，臺灣學

生在 PIRLS 的表現呈現正向但平滑化的現象（positive but flattening），從 2006 年的 535 分

到 2011 年的 553 分是比較大的提升，之後，則開始呈現平滑化的現象。從表 2 的歷年 PISA

量尺分數，則呈現駝峰（hump-shaped）的現象，從 2006 以及 2009 約 496，到了 2012 大

幅上升到 523，然後再回到 2015 以及 2018 年的 500 分左右。 
 

表 1 臺灣參與 PIRLS 年度、名次、平均分數以及標準誤 

年度 名次 量尺分數 標準誤 

2006 22 535 2.0 

2011 9 553 1.9 

2016 8 559 2.0 

 
表 2 臺灣參與 PISA 年度、名次、平均分數以及標準差 

年度 名次 量尺分數 標準差 

2006 16 496 84 

2009 23 495 86 

2012 7 523 91 

2015 23 497 93 

2018 17 503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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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LS 的調查將學生的能力訂為四個基準（benchmark），分別是最高級（advanced）、

高級（high）、中級（intermediate）、低分（low）。圖 1 顯示，台灣學生在 PIRLS 表現達到

最高級基準的學生從 2006 年的 7％，到 2016 年大幅度提升到 14％，達到高級基準的，也

從 36％提升到 45％。高分組的百分比有明顯提升，低分以及低於低分的則從 16％下降到

10％。而且，不管是文體或是歷程，分數都有顯著提升。故事體從 530 上升到 548，說明

文從 538 上升到 569；歷程部分，直接理解從 541 上升到 560，詮釋理解從 530 上升到 558。

國小階段的拔尖、扶弱成效，算是相當明顯。 

PISA 2009 跟 2018 年的主要調查都是閱讀，以這兩年的表現進行比較會更為精準。表

3 的資料顯示，兩次調查高成就的學生（水準五跟六的學生），從 5.2％上升到 10.9％，上

升了 5.7％；低成就學生（低於水準二）的百分比也從 15.6％上升到 17.8％，上升了 2.2％。

從表 2 標準差數值也清楚地呈現 PISA 調查的閱讀成就差異是擴大的。 

不過，根據 PISA 2018 臺灣結果報告，基本上，2009 跟 2018 的調查，呈現學生分數

上升（從 495 到 503，增加 8 分），而且在定位訊息（從 496 到 499，增加 3 分）、理解（從

499 到 506，增加 7 分）、評鑑與省思（從 493 到 504，增加 11 分）的項目分數都是增長的，

且性別差異縮小、城鄉差距縮小、校際變異比例縮小（洪碧霞，2019）。國中階段則是拔尖

有成，但扶弱尚待加強。 
 

 
圖 1 不同年度 PIRLS 等級人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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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PISA 調查的等級人數百分比 

單位：％ 未達 1b 1b 1a 2 3 4 5 6 未達 2 5+6 

2009 0.7 3.5 11.4 24.6 33.5 21.0 4.8 0.4 15.6 5.2 

2012 0.6 2.5 8.4 18.1 29.9 28.7 10.4 1.4 11.5 11.8 

2015 1.0 4.4 11.8 22.4 31.3 22.1 6.3 0.6 17.2 6.9 

2018 1.3 4.5 12.0 21.8 27.4 22.0 9.3 1.6 17.8 10.9 

註：2006 年僅分成五個水準，故未納入表格。 

 
從整體而言，國小部分拔尖扶弱，有明顯的進步；國中部分則還沒出現穩定的進步。

拔尖有成，但扶弱待加強。什麼原因可能影響國際調查分數上的變化呢？除了調查技術性

的議題外（Gillis, Polesel, & Wu, 2016），例如差異試題功能（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抽樣、從紙本改為線上測驗等，因為是同一年齡層跨不同出生世代的比較，國內環境變化

產生的影響可能是主要原因。如果將臺灣參與 PIRLS 以及 PISA 的 2006 視為是基期，之後

10 年的這一段時間大致是教育部從 2008-2018 推動 10 年的「悅讀 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

提昇閱讀計畫」、「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教育實施計畫」。這兩項計畫推動了許多關於閱

讀的措施與活動，包括建立區域人才培育中心、設置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推動偏遠弱勢

學校閱讀、充實圖書館圖書及設備、舉辦閱讀磐石獎、提倡晨讀等。除了政府政策性的支

持外，民間團體的努力也在這個階段展現充沛的活力，如 2006 年成立的「臺灣閱讀文化基

金會」的愛的書庫以書箱的方式提供學校整個班級可以共讀的圖書設備，2007 年開始，玉

山銀行的玉山黃金種子計畫協助學校改善圖書館的設施以及圖書。雖然沒有辦法將這些閱

讀政策的推動、民間團體的努力跟學生的成績表現變化作直接的連結，但是，學生整體成

績的改變受到這些閱讀政策的影響應該是合理的推論。這一點，必須肯定各級政府、民間

團體對於提升學生閱讀能力的重視。 

但是，在 PIRLS 以及 PISA 同年齡跨年度調查裡，出現的關鍵的議題是：為什麼國中

階段的閱讀成就弱勢的學生，其能力無法提升呢？ 

PISA 2018 年調查公告的記者會報告裡，計畫主持人洪碧霞教授的報告裡說明了一件

鮮少討論的事情：閱讀試題未作答比率。根據她的資料，245 題的題目裡，未作答率高於

10%有 30 題，其中，有 8 題是選擇題，22 題為建構反應題（洪碧霞，2019）。 

建構反應題未作答或許還可以推論為沒有能力作答，選擇題沒有作答，則代表連猜測

的意願都沒有。選擇題沒有作答動機，反應出學習上習得無助的現象。為什麼學生會產生

如此的現象呢？原因當然可以有千百種，最簡單的原因是 PISA 不是一個高風險的考試，

所以，學生沒有作答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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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認為這跟制度上國中畢業生從基測轉為會考的制度性轉變有一定的關連性。

PISA 調查的是九年級以及十年級的學生，2014 年是國中會考第一屆，受到影響的應該是

三年前入學的學生，也就是 2011 年之後入學的學生，他們遇到的第一次 PISA 測試，正是

2015。分數從基測的百分等級的常模參照制轉變為會考的等級制。會考基本上是精熟、基

礎、待加強三級，但前兩級加標示，等於是七個等級。因為會考是標準參照的測試，除非

有明顯的教育環境改變或是測試方式改變，每年各等級的人數百分比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根據 2021 年國中會考的公告，待加強約佔 14.6％，大致跟 PISA 歷年低於第二級約 15.5％

的人數相若。雖然不能將會考待加強的 14.6%視為是 PISA 第二級以下 15.5%的人，但如果

真地執行調查，兩者的高重疊率應該是可以預期的。將 PISA 2012（523 分）到 2015（497

分）閱讀成績的掉落跟考試制度的改變做關連性的聯想，這樣的論述當然是有嚴重地推論

問題，例如，會考的國語文測驗架構與 PISA 的閱讀測驗架構有很大的差異；PISA 2012 的

表現，反而在歷年調查資料中是個例外；2015 起 PISA 改成非紙本的電腦考試，臺灣學生

並不熟悉；2009 年時，低於第二級的學生就已經達到 15.6％。這些疑問，當然都是合理的。

但是，PIRLS 2006 年到 2011 的調查，顯示四年級學生能力上升，應該是確定的現象，而

2011 年的結果，影響的應該包括前面數屆以及之後的國小學生，而這一批人裡，應該包括

2015 以及 2018 年 PISA 檢測的學生。四年級低成就學生百分比下降，但同樣的出生世代，

九年級低成就的百分比卻上升。因此，是否存在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政府推動閱讀的政策

以及民間力量的投入，的確使得學生的閱讀能力向上提升，但因為升學制度上的變動，使

得部分學生缺乏向上的動機，閱讀表現呈現下降的現象。閱讀政策創造了提升閱讀能力的

環境，升學制度的改變卻讓部分學生喪失了動機。 

升學考試制度的改變，在時間上的巧合，的確「有可能」是一個潛在的影響原因。但

為什麼會考的七等分制可能使得學生喪失學習動機呢？一個簡單的推論，如果每年固定有

14％的人是待加強，這表示一個學生一旦認定自己會考最後的結果就是待加強，這代表不

管我平時再努力，或是考試時對不會的題目進行猜測，都不會影響最後待加強的結果。試

問，學生還會有動機嗎？而一個學生不會等到九年級才有這種的意識感，八年級時，他就

應該可以判斷自己的努力是否可能產生任何的成效。一旦產生這樣的意識感，學習產生動

機或是任何學習上的努力，應該都是不可能。 

簡單的總結，PIRLS 的調查顯示平均分數穩定上揚，文體、閱讀成分歷程都增加，高

分組百分比增加以及低分組百分比下降，顯示這些年在國小階段的閱讀教育政策正在展現

其成效。如何持續，甚至強化，當然是政策思考目標。 

但是，中學階段的調查，則是喜憂參半。PISA 2012 年的成長，看起來是短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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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的調查又回到國際平均值，不過，如果只看閱讀為主要調查學科的 2009 和 2018，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成長，加上性別差異縮小、城鄉差距縮小（洪碧霞，2019），這都是喜訊。

不過，雖然高成就學生的比例明顯提升，但低成就的百分比以及分數卻是下降的，兩者之

間的分數差異是擴大的。 

Northrop（2017）曾經出版一篇論文，她利用 Early Childhood Longitudinal Study, 

Kindergarten Class of 1998–1999（ECLS-K）的長期縱貫資料，取得樣本在幼稚園以及八年

級的閱讀成就。她發現有三個因素會影響學生在八年級的閱讀成就，包括學生個人、家庭，

教師以及學校。在 7746 個樣本裡，約有 15%的學生可以稱為反敗為勝的學生，他們在幼

兒園時無法掌握字母知識，但在八年級時達到高閱讀成就（11 等級裡達到第八級或以上）。

分析其因素，學生過去的閱讀成就、社經地位、父母對學生的期望、學生在家裡的閱讀時

間、教師的教學以及學校的社經地位等因素，穩定的影響後來的閱讀成就。在結論裡，她

提出兩點：一、反敗為勝是可能的；二、經由具備閱讀教學知能以及經驗的教師所提供的

高品質教學以及介入，能抵抗家庭以及學校的不利因素。自 2009 年起，由柯華葳老師引領

的閱讀師資區域人才培育計畫，正可以說是希望經由建立教師在閱讀的專業知能，全面提

升學生的閱讀能力，達到拔尖、扶弱、全面提升的目標。該計畫從國小建立課文本位閱讀

理解策略教學，直到現在將國中分科的閱讀教學為推廣的重點。國小部分，雖然不能將小

學四年級學生在閱讀能力的提升，直接歸功於此項推廣計畫，但經過了 10 年的推廣，在不

同成果分享的報告裡，的確可以看到更多的學校、更多的教師，在閱讀教學的改變。國中

端部分，如何扶弱以及全面提升，應該是下一階段的發展重點。 

高低成就的差距代表一個國家教育力量可能產生的影響，也是教育均等正義的議題。

教育力量如果能有足夠的影響力，則不管學生的原來狀況為何，包括智力、社經地位等，

都可以受到教育產生復原力（resilience）。低成就百分比的維持甚至擴張，這是政策值得注

意的現象，如何產生具體措施是政策制訂時的要點。 

二、同世代不同教育階段的轉變 

Choi 與 Jerrim （2016）發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論文，題目是 The use （and misuse） 

of PISA in guiding policy reform: the case of Spain。該論文最主要是說明西班牙政府因為

PISA 的成績低落，所以在中學教育階段進行改革，作者們認為 PISA 的成就不理想，絕不

會是中學才出現的，而是從小學開始。因此，他們重新分析參與 PIRLS 2006 與 PISA 2012

的 25 個國家的資料，臺灣包括在內。之所以採用這兩個年度的調查，是 PIRLS 2006 的調

查對象剛好也是 PISA 2012 的調查對象，雖然不是同一個受試者的長期追蹤，但是因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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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調查本來就反應群體的表現而不是個體的表現，足夠彰顯同一個出生年代學童從四年級

到九、十年級的轉變。當沒有辦法在同一個受試者調查他們在 9-10 歲時 PIRLS 的表現以

及持續追蹤同一批人在 15-16 歲時 PISA 的表現，這可能是解套方式。由於這兩個調查都

是代表性樣本，而且國家數是相同的，的確可以知道同一個出生世代，在國際比較時，伴

隨年齡的差異與影響效果。 

因為兩次調查的參與國家數量不同，PIRLS 2006 為 40 個，PISA 2012 為 65 個，兩個

調查都是以全部參與國家的表現轉成平均數為 500，標準差為 100 的量尺分數，Choi 與

Jerrim （2016）認為無法直接比較。所以，將 25 國參與 PIRLS 2006 以及 PISA 2012 兩次

調查 25 個國家所有學生的分數進行標準化，轉換成參與國家的國際標準化分數。 

從這一個研究可以看到台灣在四年級的閱讀能力，跟 25 個國家的平均值相當（0.08），

但到了國三，超過參與統計的國家（0.26），而且之間達到統計顯著性差異（如表 4 所示）。

這樣的結果與前面單看 PIRLS 以及 PISA 的分析是不同的，PIRLS 的結果顯示台灣是優於

全體國家，但在 PISA 的調查則約略是跟國際平均值相同。 

不過，這一個研究基本上也支持前面的論述。隨著年齡的增加，臺灣的高低成就差異

是擴增的。在這一個研究裡，呈現同樣的資料模式，高分者（PR90），從國小到國中的能

力是增加的，從 1.02 到 1.34，低分者（PR10），則是從-0.92 到-0.96，前者達到統計顯著性

差異，後者則無。 

至於社經地位的影響力如何？該論文使用的是父親職業為白領（professional 

background）或是藍領（working class）對於成就推估的回歸係數進行比較，在 PIRLS 2006

的調查回歸係數 0.48 到了 PISA 2012 則升高到 0.68。這也顯示家庭社經地位影響學童的閱

讀成長隨年齡擴增。而在此研究裡，父親職業在 PIRLS（小四）以及 PISA（國三）間擴大

且達到統計差異的只有三個國家，分別是荷蘭、比利時以及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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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灣在 25 個參與 PIRLS 2006 與 PISA 2012 國家的標準化分數轉變 

項目 2006 PIRLS 2012 PISA 2006-2012 差異 

 平均數 標準誤 平均數 標準誤 改變量 標準誤 

臺灣的國際標準分數 0.08 0.03 0.26 0.05 0.18* 0.05 

臺灣 PR10 國際標準分數 -0.92 0.04 -0.96 0.06 -0.04 0.07 

臺灣 PR90 國際標準分數 1.02 0.02 1.34 0.04 0.32* 0.05 

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  0.48 0.06 0.68 0.05 0.19* 0.08 

註：*代表達到統計顯著性差異。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為父親的職業，父親為藍領跟白領在國際標

準化分數的迴歸係數差異。資料來源：Choi 與 Jerrim （2016）。 

 
不過，PISA 2012 剛好是台灣在歷次 PISA 調查裡表現最好的一次；而 PIRLS 2006 則

是歷年調查最差的一次。所以此研究所觀察到的現象，是否是穩定的，不得而知。這當然

可以考慮以其它年段的調查，如 PIRLS 2011 與 PISA 2018 再進行驗證。 

貳、臺灣教學的狀況 

 最新以及即將結束的閱讀教育政策文件應該是「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

（2019-2021）。配合 12 年國教的推展，該文件強調以「素養」作為推動內容。課綱中的核

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僅是學科的知識及技能，而且包括學習與生活的結合。從國際調查裡對

於閱讀素養的定義，也可以看到對於參與社會以及對個人產生愉悅的內涵。PIRLS 將閱讀

素養定義為有能力去瞭解以及使用社會以及個人重視的文章；讀者能夠在不同的文體下依

文章內容建構意義，透過閱讀去學，去參與以及享受（enjoyment）學校以及日常生活。PISA

將閱讀素養定義為瞭解、使用、評估、反思以及參與（engage）書面文字，以至達到個人

目標、發展個人知識與潛能，以及參與社會。所以，除了擷取訊息外，如何達到深層理解、

參與、享受為重點。這樣的運作方式，自然應該跟過去制式教育的模式不同。儘管在各級

學校的正式課程裡，並沒有閱讀的課程內容，但是閱讀是所有學科的基礎，融入在各種課

程當中。調查各科的學習，反應出對於閱讀的教學。臺灣的教室裡，教師的教學現況為何

呢？是否足以達成深層理解、參與、享受的閱讀素養？ 

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是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所主導，以校長以及教師為調查對象，針對學校學習環境與教師工

作情況所進行的大型教育調查。TALIS 主要調查為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每五年一次，第一

次調查為 2008 年，2018 年是第三次調查，48 國家參加，這也是台灣第一次參與該調查（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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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葳、陳明蕾、李俊仁與陳冠銘，2019）。 

TALIS 調查裡，將課堂教學內容分類為四項：清楚教學、激發學生認知、培養自學能

力以及多元評量（柯華葳等人，2019）。清楚教學包括教師向學生說明教師的期待、教學設

定的目標、呈現剛學過內容的摘要、解釋新舊主題間的關連，以及讓學生不斷練習直到瞭

解教材；激發學生認知包括提供學生需要批判思考的任務、讓學生以小組解決問題、讓學

生自己決定複雜問題的解決方法；培養自學能力包括一週以上才能完成的專題以及使用資

訊與通訊工具（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onology, ICT）完成專題；多元評量則包括

教師自己設計評量、教師提供書面立即回饋、針對學習狀況即刻回饋以及學生自己評估學

習進步狀況等。雖然清楚教學的教學歷程所產生的學習效能不一定比進行小組討論或是專

題研究差，但小組活動、專題研究以及在現代資訊社會運用 ICT 輔助學習對於學習的成效

以及樂趣，應該是達到課綱所定目標的「自發」、「互動」、「共好」的必要條件。不過，根

據 TALIS 2018 年的調查，臺灣教師對於傳統的講授方式的運用比例，還是遠高於運用小

組討論、專題研究以及運用 ICT。 
 

表 5 TALIS 2018 年調查詢問教師在課堂從事活動的百分比 

 

舉日常生活或

工作中會遇到

的問題，說明為

何新知識是有

用的 

讓學生不斷

練習類題，直

到每位學生

了解教材的

內容 

給的任務不

會有明顯的

解決方法 

讓學生以小

組方式共同

想出問題或

任務的解決

方法 

給學生至少

需一週才能

完成的專題 

讓學生運用

資訊與通訊

科技（ICT）

完成專題或

作業 

芬蘭國中 68.2 50.4 34.5 42.3 22.4 50.7 

新加坡國中 70.9 71.3 35.3 44.9 34.3 42.8 

臺灣國中 84.3 67.0 36.4 40.2 20.3 14.7 

臺灣國小 88.0 72.8 40.6 54.8 18.1 16.5 

臺灣高中職 83.9 65.0 36.7 40.1 25.6 24.5 

註：教師回答「經常」或「總是」在某堂課班級教學時從事教學活動的百分比。 

 
表 5 是 2018 年 TALIS 的調查結果的摘要表，因為各階段參與國家不同，TALIS 的調

查主軸為國中，僅有國中階段有比較多數量的國家參與，包括臺灣媒體上常常舉例的新加

坡以及芬蘭的閱讀教育，因此，本文特別列出芬蘭、新加坡在國中以及臺灣國小、國中、

高中職階段的比較。雖然新加坡以及芬蘭都是媒體常見的報導對象，但在 PISA 的調查裡，

新加坡應該屬於穩定向上的國家，從 2009 年的 526 分上升到 2018 年的 549 分，而芬蘭則

屬於穩定向下（steadily negative）的國家，從 2000 年的 546 分下降到 2018 年的 5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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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看這兩個國家的資料，可以發現講述的百分比相當，但是新加坡有更多的練習，兩

個國家在沒有明顯解答的問題以及小組討論或是活動百分比相當，但是，新加坡遠高於芬

蘭的是在提供超過一個星期的專題，而芬蘭則是在運用 ICT 的部分比例高於新加坡。至於

台灣的部分，與芬蘭以及新加坡最明顯的差異在於是否使用 ICT 完成專題以及讓學生進行

至少一個星期的專題。 

從資料來看，臺灣的老師有七成以上使用講述以及練習作為教學活動，在國小部分約

有一半的老師會運用小組討論，國中以及高中部分則約 40％，但不管是時間長於一週的專

題或是運用 ICT 進行專題則在國中小都低於 20％，高中職的部分也僅有四分之一的老師或

從事這些活動。 

總結而言，臺灣的老師在課堂中的合作學習僅限於短時間的小組課堂討論，沒有長時

間的專題或是小論文，也鮮少運用 ICT 做為輔助工具。 

從 TALIS 的調查資料看來，臺灣老師沒有進行讓學生運用 ICT 為專題或是作業的原因

並不清楚。但並不是因為軟硬體設備、網路的匱乏，因為校長評估資訊設備影響教學的百

分比低於一成，也不是 ICT 的研習課程不夠，因為在職教師對於 ICT 的進修需求不高，僅

約兩成。從臺灣教師的養成訓練以及運作習性裡，應該可以推論運用 ICT 為專題或是作業

並不在教師常規性的教學活動思考範圍之內。的確，在臺灣因為升學關係的影響，升學考

試內容決定了教學的方式以及份量。除了高中職因為升學的原因，需要製作個人檔案，專

題幾乎為無用武之地。政策上如何導引各級教師突破傳統的教學模式，需要從師培階段開

始做起，並且應以政策導引在職教師改變教學模式，提供教育現場所需的 ICT 課程、工具

以及教育訓練。 

參、高品質學前教育的重要性 

就我個人的觀察，台灣在推動閱讀教育呈現「中間重而兩頭輕」的狀況。在國民教育

階段強調閱讀的重要性，也有許多的政策關心國民中小學的閱讀教育。關於學齡前、以及

高中（含）以後，卻鮮少著墨。 

但是，閱讀應該是一生的。Bavishi, Slade 與 Levy（2016）利用長期追蹤調查資料，發

現有閱讀習慣的人比沒有者壽命長 23 個月，而讀書本的效果又比讀報章雜誌好。Oatley

（2016）也提出了習慣性讀小說（fiction）的人比讀非小說（nonfiction）的人，對自己、

他人、人際關係有更好的社會情緒的瞭解與同理。過去的閱讀教育都只強調在認知上的好

處，甚至是升學上的好處，但是，閱讀興趣以及習慣的養成，絕對是一輩子的，也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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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以及國家有利的。所以，除了在學齡階段外，學前以及高中階段以後的部分，應該

也是政策應該努力的方向。 

基於本文的主旨是國際調查對於閱讀教育政策的啟示，前面的討論裡，台灣在這幾年

的努力下，拔尖的部分，不管是 PISA 或是 PIRLS 的高分組的百分比都有增多的現象，看

來已經有初步的成效；但是扶弱的部分，則還有待加強。PISA 2018 的調查顯示城鄉差距

在縮減中，而校際間的差距也在縮減，但低成就的百分比是沒有明顯降低甚至是擴大的，

顯示低成就不一定就是偏鄉。偏鄉教育已經有許多人關注，本文不再贅述。我想要從另一

個點切入如何達成全面提升以及扶弱，那就是學前教育的年數以及優質的學前教育。 

根據 OECD（2020）PISA 2018 的第五冊資料，顯示學前教育對於閱讀理解表現有明

顯的影響，如果是未校正的狀況，學齡前兩年的教育跟沒有學齡前教育者相比，分數差距

到 45 分，即使經過社會經濟地位的修正，也還有 23 分的差距。這樣的分數差距，當然是

巨大的，幾乎就是臺灣最好表現跟最糟表現的差距，2015 的 523分跟 2009 的 495分。Suggate

（2009）的研究也顯示學齡前入學年齡晚一年，PISA 的分數下降 20.56 分。如果將入學年

齡放入迴歸分析，則社經地位沒有顯著的影響力。這些資料都支持學前教育可能社經地位

以外的影響力。 

不過，不僅是教育年數是重要的，教育品質也是重要的，經濟學人的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12）曾經出版過一份 45 個國家的學前教育品質評比。我們將該資料跟

PISA 2018 的資料進行迴歸分析，發現相關係數.73，變異解釋量高達 53.17%（如圖 2）。 
 

表 6 學齡前教育年數對 PISA 閱讀成就分數的影響力 

學齡前教育年數 一年 兩年 三年以上 

經過社會經濟地位校正 14 23 19 

未經過社會經濟地位校正 26 45 47 

資料來源：OECD, PISA 2018 Database, Table V.B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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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經濟學人調查學前教育品質分數跟 PISA2018 閱讀成就的相關圖 

 
臺灣在學齡前的閱讀教育主要是受到 Bookstart 以及 Reach out and Read（ROR）兩個

運動的影響。兩種推行方式的經費、執行者的涵蓋、有效程度、對象都缺乏整合機制。

Bookstart 雖然由民間單位信誼基金會發起，但後來納入教育部的閱讀起步走計畫當中，有

固定的經費支持，執行的單位主要為公共圖書館，後來結合戶政系統，但僅有公共圖書館

有機會教導親子共讀的知能，戶政系統只能做到發送閱讀禮袋，基於公共圖書館設立的地

點必須在人口較密集地區，因此，對於偏遠地區的服務，受到一定的限制。ROR 則主要是

由醫護人員發起以及執行，經費來源主要是依靠民間基金會或是募款，因為不是公務系統

推行的政策，因此，參與的人員有一定的限制，但主要的好處是透過衛生所疫苗注射以及

醫療服務，可以深入到偏遠地區，加上民間對於醫生的尊重，照護者執行的力道也可能較

強。 

不過，儘管親子互動甚至共讀都對於幼兒的口語能力有重大的影響，但對經濟弱勢者

來說，隔代教養是常態，雙親或是祖父母輩能夠照護幼兒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經是巨大的挑

戰，想要依靠照護者提升幼兒的口語能力以及文字知識（print knowledge），成效難以樂觀

看待。既然臺灣在學齡前 2-5 歲的入園率過超過六成五，而五歲且經濟弱勢的就學率超過

95%，這也代表國家可能透過幼兒園教育力量介入。如何提升幼兒園入學率，增加幼兒園

的入學年數，並提升幼兒園的教育品質應該是國家政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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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結 

自 2000 年起教育部開始正視學童閱讀能力以來，台灣學生閱讀成就的改變是具體而明

顯的。其中，又以國小教育階段更為正面，包括整體分數穩定地提升、低分組減少、高分

組增多。但國中階段則因為資料的不同，可以產生不一樣的解釋，例如以每年 PISA 的閱

讀調查來看，臺灣國中階段約為全球平均，但是如果從參加 PIRLS 以及 PISA 的同出生年

代看來，國小階段約為全球平均，但國中階段則高於全球平均。資料呈現不同的風貌。這

顯示對於國際調查的資料解釋需要更加小心。但不管是哪種資料，國中階段低成就百分比

持平或是增加是共同的結果。這顯示臺灣的教育對於低成就學生較沒有影響力。除此之外，

社經地位對成就的影響，隨學生年齡增加而增加，都顯示需要注意低成就者的個人、家庭、

學校以及社會環境對其成就表現的影響。 

教師的教學活動裡，可能是受限於升學制度的影響，讓學生進行長於一週的專題以及

運用 ICT 進行專題或是作業的百分比都非常低，不到四分之一，也遠低於其它國家。而這

些恰是新課綱強調自發、互動、共好的必要教學活動。如何夠過政策產生誘因，讓各級教

師能夠改變教學模式，會是個艱難的挑戰。 

在當今的閱讀教育政策裡，呈現重中間而輕兩頭，基於學齡前的教育年數以及品質對

於學生的成就，有非常具體的影響，且這樣的影響超越社經地位，如何增加以及統合公、

私部門的資源，絕對是政策制訂者的挑戰。 

2019 年初至 2021 年底的「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計畫即將結束，新的閱讀

教育政策計畫裡，如何根據過去執行各閱讀計畫的經驗以及國際調查的結果，強化低成就、

教學方式以及學前教育，可能是研議新計畫內容的要點。 

但是，過去的計畫都僅是短期的目標，引領的層級也僅在國教署，縣市政府雖有閱讀

教育政策白皮書，但並沒有國家級的閱讀教育政策白皮書。臺灣已經有資訊教育、國際教

育、海洋教育、性別教育、終身教育等白皮書，如何產生國家級的閱讀教育政策白皮書，

能夠長遠的規劃臺灣從出生到死亡間的閱讀教育以及推廣政策，應該是中央政府籌劃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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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PISA 2018 與經濟學人 2012 年學前教育品質調查的數值 
國家/地區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2 PISA 2018 

芬蘭 91.8 520 

瑞典 91.7 506 

挪威 88.9 499 

英國 87.9 504 

比利時 84.7 493 

丹麥 83.5 501 

法國 81 493 

荷蘭 75.6 485 

紐西蘭 73.9 506 

南韓 72.5 514 

德國 71.9 498 

奧地利 70.9 484 

瑞士 69.9 484 

葡萄牙 68.7 492 

義大利 68.4 476 

捷克 68.1 490 

愛爾蘭 67.4 518 

香港 66.2 524 

智利 63.6 452 

日本 63.5 504 

匈牙利 61.6 476 

以色列 61 470 

美國 60.3 505 

加拿大 59.9 520 

希臘 59.4 457 

澳洲 59.1 503 

新加坡 58.8 549 

臺灣 58.4 503 

波蘭 56.1 512 

墨西哥 50.5 420 

俄羅斯 49.9 479 

土耳其 39.9 466 

馬來西亞 39.4 415 

泰國 37.9 393 

巴西 35.1 413 

菲律賓 30.5 340 

印尼 22.1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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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育政策與資源整合 

壹、前瞻視野，引領閱讀教育政策 

武曉霞組長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一、閱讀教育政策的背景 

柯華葳教授對於教育部的閱讀政策推動，在臺灣參與 PIRLS 以來，一直是政策的啟發

者、參與者，更是執行者！在查找筆者過去與柯教授通信的軌跡中，的確印證了目前所習

以為常推動的閱讀政策與計畫，佔據了我們的書信往來。教授為人親切，筆者總以老師稱

之，記得與老師的第一封郵件是民國 96 年的 11 月，那時臺灣第一次參與 PIRLS，成績不

盡理想，因此教育部也依據 PIRLS提供的訊息，規劃了全面的閱讀計畫——閱讀 101計畫。

我們的第一封郵件便是向老師請益閱讀 101 計畫的初稿，希望老師給予指導，爾後與老師

之間的合作就此展開。中間又歷經筆者調職到師資藝教司，老師也接掌國家教育研究院，

但仍持續給予指導，給了我們方向並且一起努力！我們之間的最後一封信件往來停在民國

109 年 9 月，當時是在討論新的一期閱讀中程計畫的規劃，老師對臺灣閱讀的下一步充滿

了期待。筆者回想起與老師合作的點滴，充滿了感激。 

二、閱讀教育政策的歷程及影響 

（一） 全國閱讀計畫的啟迪 

透過老師對臺灣學生參與 PIRLS 的結果，老師影響了我們全國閱讀計畫的擬定。PIRLS 

2006 的結果告訴我們，影響閱讀成效的因素，家庭、學校及教室均佔有一席之地，從 2006

我國參加 PIRLS 的結果看來，教師的閱讀理解策略、學校整體推動閱讀的環境，以及家長

對閱讀的態度都有待強化，因此閱讀 101 計畫因應而生，後續的執行，也都有老師的指導

與參與。 

（二） 閱讀理解教學策略開發與推廣 

在老師號召之下，許多師長一起協助推動國小學生閱讀理解工作坊，辦理了 Reading 

Teacher 培訓。更進一步，在北中南東不同區域的師長合作下，2010 年教育部與老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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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這本手冊深入淺出的介紹了閱讀理解策略的理論，以及在

課堂中如何進行閱讀理解教學，影響了許多的老師，這應該也是教育部出版品中最熱門的

出版品，常常供不應求。 

（三） 全國閱讀區域人才中心的成立 

閱讀的推動需要人才，在老師的號召下，北中南東各區的師長一起投入閱讀理解策略

的開發以及人才的培育行列。十年不間斷的工作，將閱讀理解教學深耕到各縣市，並且培

育了超過萬人以上的初階研習教師，他們中的許多人接著參與進階研習，各區也在各縣市

中透過亮點學校與基地學校來帶動區域學校的閱讀。 

（四） 倡議國小教科書的課文長度增加，推動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 

柯老師觀察到我們的教科書篇長太短，不利於老師閱讀理解教學的進行，當時與老師

一起拜訪了時任國家編譯館館長的潘文忠館長。在老師的倡議、館長的協助下，開啟了與

教科書審查委員的對話，也影響了國小教科書。後來各冊國語教科書中得以有一篇長文，

利於老師及學生教導及學習閱讀理解策略，也使得後來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更能發

揮。 

（五） 引導數位閱讀政策的規劃 

老師也觀察到各國的閱讀教學在數位時代中的演進，學生未來的學習大部分勢必透過

網路進行自學，因此多文本閱讀理解的模式也在老師的弟子陳明蕾教授的支持下開始試行。

老師同時倡議與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合作，建立數位讀寫網站，帶領閱讀理解策略的轉型。 

三、後續推進方向之建議 

臺灣已經公布 2030 年雙語國家政策，在此背景下，英語閱讀的研議，也是柯老師掛

念在心中的；而 12 年國教的目標——讓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成為學習的主人，運用數位

的優勢來成就閱讀，仍然是尚未完成的目標，尤其深度閱讀及弭平閱讀能力的落差，更是

我們要持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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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結合民間資源，推動數位讀寫 

陳一誠執行長 
愛的書庫 

一、緣起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閱讀基金會）起源於九二一地震後災區學校共讀的迫

切需求，成立了「愛的書庫」，而後因多縣市學校連署，為永續經營推廣，於 2006 年正式

成立本會，至今設置三百多座書庫，閱讀人次超過五千多萬。 

因應數位時代來臨，閱讀基金會自 2015 年起推動「數位書箱」計畫，從紙本延伸至

數位，2018 年起在閱讀基金會柯華葳顧問（以下簡稱柯教授）指導規劃下，成立了第一座

「數位愛的書庫」。為使硬體的數位載具能成為師生學習的有力工具，柯教授更提出教學信

念要改變、學習責任要漸次轉移到學生身上，本會於焉展開一連串培養學生數位閱讀素養

的具體措施與推廣活動。 

二、合作歷程與影響 

數位閱讀已是學生學習的重要管道，世界各國的教育都關注學生數位閱讀能力的培養，

臺灣十二年國教課綱十九項議題中之「閱讀素養教育」基本理念也提到：「因應數位時代的

來臨，一個有閱讀素養的讀者應該發展樂於閱讀的態度，更應發展檢索文本、取得資訊及

判讀資訊以解決問題的能力。」然而，數位閱讀是什麼、與紙本閱讀有何不同、如何引導

學生學習……等，對許多教師而言仍感陌生。 

閱讀基金會設置「數位愛的書庫」後，由柯教授帶領團隊逐步推動，至今（2021 年）

恰滿三年，成果豐碩，簡述如下： 

（一）由推動教學課程，到規劃探究競賽 

2018 年閱讀基金會與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及柯華葳教授進行「臺中市數位愛的書庫」籌

備會議，邁開深耕數位閱讀的第一步。針對臺中市 9 所設置數位愛的書庫之中小學實驗團

隊教師辦理培訓，由柯教授及時任臺北市國語實驗小學林玫伶校長規劃課程及實作。 

培訓過程發現教師對此議題關心度甚高，以 2018 年 8 月 15 日於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辦理之「未來數位閱讀教學趨勢」研習為例，便吸引二百多位教師主動報名參與，候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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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等待進場。然而實際進行時學校出現難點，包括探究主題的訂定、跨領域教師的合作、

教學時間的調配、實驗組及對照組的運作等，尤以國中階段為甚。 

為了解決各校困難，柯教授建議辦理探究競賽，讓學校能以課後社團或校隊方式指導

學生參加，一方面降低運作的困難，更重要的是讓教師透過競賽過程，熟悉並掌握數位閱

讀解決問題的核心能力，未來再轉化為課堂教學，將數位閱讀融入各領域便能事半功倍。 

於是閱讀基金會開始著手建置數位閱讀專題探究（以下簡稱線上探究）競賽平台，依

據柯教授的期許，建置一個有鷹架功能的平台，讓學生得以自主的與同儕在其中學習，逐

漸認識並能判斷網路資訊的複雜與多樣，進而知道如何設定學習目標，選擇、判斷、整合

資訊，以獲得知識與能力上的成長。 

（二）由試辦縣市競賽，到擴大全國參與 

2019 年競賽平台建置完成，首屆中小學線上探究競賽啟動，初次辦理對象為臺中市設

有數位愛的書庫之中小學，也鼓勵其他學校組隊參與。柯教授在競賽實施計畫「緣起」提

到：「人手一機已是事實，政府更是積極建置高速網路，生活中處處可見善用數位載具及網

路帶來的進展與方便，如何應用並成為師生學習有利的工具，是教育界必須面對的議題。

基於網路上資訊豐沛，教科書不再是知識唯一來源，上網可說是實踐海闊天空、自我學習

的重要路徑。」「本計畫……以專題探究為軸，小組自學為輔，鼓勵全國師生參與，共同達

成十二年國教自主學習的目標。」 

本競賽有四大特色，重視團隊合作、探究歷程、學科整合及理解監控。首屆共有國小

11 隊、國中 21 隊報名，歷經線上初審及現場簡報接受詢答，讓各界看到中小學生運用網

路資訊學習的能力。首屆辦理完竣後，競賽平台的構想及評審團隊的專業受到注意，2019
年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與閱讀基金會合作辦理，吸引國小 49 隊、國中 96 隊報名參賽，基

隆市政府教育處亦組隊到場觀摩。2020 年擴大辦理全國賽，共有國小 207 隊、國中 159 隊
報名，讓全國中小學都有機會參與。2021 年賡續辦理全國賽，並依學校規模大小分組競賽，

國中小合計共有 715 隊報名，該屆參賽學生數達 2,597 人。  

表 1 歷次線上探究競賽報名隊數 

年度 2019 2019-2020 2020 2021 

參賽
縣市 

臺中市 臺北市 
全國 

（臺北市除外） 
全國 

報名

隊數 

中學 21 中學 96 中學 159 中學 480 

小學 11 小學 49 小學 207 小學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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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競賽成果回溯，到架構學習平台 

自 2019 至 2021 年，線上探究競賽包括縣市賽及全國賽已辦理四次，柯教授在本會的

受訪影片中表示：「給孩子機會，他們做得到，這是我最大的感想。」 

然而，線上探究是一個完整的解決問題歷程，屬於高階的數位讀寫能力（Explore 
Process）。柯教授長期關注國際閱讀評比，從 2016 臺灣學童在 ePIRLS 的表現，認為應增

加學生數位閱讀經驗，幫助學生奠定數位讀寫能力，故於 2020 年提出「數位讀寫學習實施

計畫」，搭配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的學習表現指標，由運用注音符號開始，養成閱讀與表

達的連結，進而展現高階的批判思考，熟悉線上資料的特色與陷阱，可以自己選取、判斷、

統整線上資料，達成十二年國教至終目標：自學。 

閱讀基金會於是在柯教授、陳明蕾教授及林玫伶校長的協助下，建置了「數位讀寫網」，

網址 https://eliteracy.twnread.org.tw，從基礎讀寫、到深度讀寫，再到數位探究，三層次循

序漸進又可各自獨立。提供學生線上學習、數位讀寫的平台。 

基礎讀寫（Primary Process） 的目的，在促進讀者對詞彙、句、段、篇的認識與理解。

深度閱讀（Deep Process）的目的，一是擴展讀者的閱讀廣度，一是透過題目幫助讀者閱讀

兩篇或是以上的文章後，找出其間的關聯。首批題目於 2020 年 7 月邀請清華大學三研而立

團隊協助命題。 

「數位讀寫網」從基礎讀寫（PP）、深度讀寫（DP），到線上探究（EP），有系統的幫

助學生培養面對數位時代應有的能力，提供了全國中小學生可靠、免費且開放的數位讀寫

自主學習平台，網站自 2020 年 9 月啟用至 2021 年 7 月，網頁累計瀏覽量為 5,131,748，使

用者累計 92,674 位，操作練習人次累計達 151,703 人次，如圖 1。  

 

 

 

 

 

 

 

圖 1 數位讀寫網 2020/9-2021/7 累計使用人次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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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柯教授協助閱讀基金會建置及推動數位閱讀素養，不到三年普及性及影響

力已遍及全臺，不僅參與線上探究競賽隊數增加，運用數位讀寫網學習的人次也大幅提升。 

三、後續推進方向 

2020 年 9 月 4 日，柯教授應金門縣政府邀請準備前往金門推廣數位閱讀，因身體不適

無法前往，而後於同年 11 月 18 日辭世，數位閱讀推廣成了柯教授住院前最後一個未竟行

程。柯教授多次於閱讀基金會各項研習或活動中，表達對數位讀寫教育推動的期許： 

（一）持續推廣深耕，尤其小村鎮需要協助 

《PIRLS 2016 臺灣四年級學生閱讀素養國家報告》指出，各學校提供四年級學生教學

上使用的電腦數量差異極大，從不同學校所在地來看，臺灣小村鎮學校的電腦數量較多。

60%小村鎮學生的學校，是 1 至 2 位學生使用一部電腦，比例高於大城市及中型城鎮。 

上述小村鎮係指人口數在五萬人以下，其電腦資源雖然較優，但數位閱讀素養卻未有

相對表現。柯教授指出，在網路面前大家是公平的，數位可以弭平城鄉差距，前提必須將

網路視為學習平台，將 3C 產品視為學習工具，而非只是遊戲機、聊天機。  

基於上述，閱讀基金會除了持續辦理各縣市研習推廣外，也將逐步規劃為小村鎮服務

的機制。 

（二）重整獲獎作品，線上出版展現兒少能量 

閱讀基金會辦理線上探究競賽，已累積了不少獲獎作品，柯教授認為競賽的結束更是

能量展現的開始，建議邀請獲獎隊伍的師生參加寫作坊，重整其作品，2020 年 8 月 14 日

親自於臺中主持了第一場的寫作坊。 

柯教授向參與師生表示，工作坊的目的要讓大家的作品被看見、被討論，改變目前社

會的一些觀點，鼓勵更多學生線上探究，叫人不小看你年輕！柯教授以國外 frontiers for 
young kids 網站為標竿，該網站是開放的平台，2007 年開始邀請青少年擔任評審，給意見。

他們的做法是：編輯先尋找已經出版的論文，邀請作者改寫方便學童、青少年閱讀的論文，

亦即鼓勵少年參與研究。接著邀請專家和 8-15 歲年輕人一起審查，使研究成果取信於科學

社群，也更易讀。 

閱讀基金會線上探究競賽舉辦以來，已有兒少的探究報告，柯教授建議在專家的帶領

下作品重整，捉緊核心議題，讓想法感動人，讓更多人閱讀及評論，至今已辦理兩場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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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閱讀基金會預計 2021 年下半年於數位讀寫網站增設網頁，整理已完成重整的作品編排

上線出版，未來持續充實兒少探究作品，增加互動功能，不負柯教授對兒少研究之殷殷期

盼。 

最後，閱讀基金會從事各項閱讀推廣，除了各界捐款挹注經費外，數位閱讀各項計畫

皆由柯教授陪同本會拜會政府公部門，說明計畫理念及作法，獲得教育部及縣市政府支持

補助。透過民間與政府合作，讓臺灣閱讀素養教育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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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出版規劃到議題倡議 

與柯華葳教授攜手為孩子打通閱讀之壁的神奇旅程 
 

林欣靜總監 
親子天下 

在臺灣的閱讀推廣上，2007 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那一年公布了臺灣小四學童首度

參加「 PIRLS」（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全球 10 歲孩子的閱讀評量），結果出人意料，

因為臺灣四年級孩子的閱讀理解能力，竟然在 45 個國家中名列第 22 名，而早年頻頻來臺

取經、同樣使用繁體中文的香港，卻從第 14 名躍升為第 2 名！ 

這個結果，讓從 2000 年開始就積極推動「全國兒童閱讀運動」的公部門和民間單位

深感挫折，但同時也體認到除了熱鬧的推廣活動，閱讀教育更須結合策略和方法，並與課

程教學緊密連結。從此閱讀研究的理論基礎，成為閱讀推廣的厚實支援，特別是在小學的

現場。而時任國立中央大學習與教學研究所教授兼總教學中心主任委員、日後成為國家教

育研究院的柯華葳教授，則是其中臺灣從「閱讀 1.0」跨入「閱讀 2.0」的關鍵推手。 

一、從《字的童話》企劃出版開啟合作先機 

當時《親子天下》才剛剛從經營童書出版出發，跨入關心 0-15 歲、教育教養趨勢與議

題的領域，卻已開始與柯華葳教授展開緊密合作。《親子天下》創辦人暨執行長何琦瑜曾為

文指出，雜誌草創初期（2008 年創刊），受到柯教授極多幫助，每當有任何卡關，柯教授

總能給予最溫暖的回饋。 

《親子天下》雜誌一直以來堅持推動閱讀的核心理念，更深受柯教授所啟發。十餘年

雙方從出版規劃、閱讀政策到議題倡議，深入許多家庭與教育現場，從此推動閱讀不再僅

停留在熱鬧的課餘活動，「Learn to Read（學會閱讀）、「Read to Learn」（透過閱讀學習）的

閱讀脈絡與策略也更加受到各界重視。 

事實上，早在 2005 年，當時的《親子天下》還隸屬於《天下雜誌》集團童書部門，

開啟了第一套自製童書《字的童話》，企劃背後關於兒童識字歷程、漢字學習的卡關點、甚

至是提供給作家參考的必讀字、詞庫及企劃架構，就是柯教授所提供的脈絡。何琦瑜曾表

示，當時擔任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長的柯教授，對於如何把學界的研究轉化為一般

人可知可用的訊息、素材和內容產品，非常開放且充滿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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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童話》也是當時臺灣坊間第一套以有趣的故事，結合嚴謹兒童閱讀發展歷程的

童書，不但可以為孩子帶來滿滿的閱讀樂趣，同時又因有系統性的字彙、語詞、文句組織

的學習架構，很快就贏得市場和學界的一致好評，也得獎無數，後來更一躍成為眾人公認

孩子們跨入中文識字與獨立閱讀最重要的橋梁讀物，影響力至今不墜。 

二、《閱讀 123》銜接《樂讀 456》  串連堅實閱讀脈絡 

2007 年，柯華葳教授再度協助《親子天下》企劃【閱讀 123】橋梁書系列。柯教授曾

為文為橋梁書下了精準的定義：「顧名思議，橋梁書就是用以引導兒童進入另一階段的書。

其實，一本書容不容易被閱讀，有許多條件要配合。其一是書中用字遣詞是否艱深，其次

是語句是否複雜。最關鍵的是，書中所傳遞的概念是否為讀者所熟悉。」 

也因而，為了能真正幫助剛跨入文字閱讀的小讀者，有意願、有策略的展開「獨立閱

讀」。在柯教授的建議下，【閱讀 123】全系列皆邀請兒文界優秀作繪者共同創作故事，用

字遣詞則以國小三年級前應熟悉的兩千個單字為主，輔以趣味的情節，豐富可愛的插圖，

結合童書的文學性和進階閱讀的功能性。從 5000 字一本的短篇故事開始逐步進階，讓孩子

很快能感受到自己「讀完一本書」的成就感，從而建立閱讀興趣並打好學習基礎。 

定位及規格極為明確的【閱讀 123】，很快就發展成國內橋梁書的第一品牌，至今已出

版八十餘本，其中更陸續發展出《小火龍》、《屁屁超人》、《貓巧可》等讓許多小讀者津津

樂道的故事系列。其後，延續【閱讀 123】的企劃理念，2011 年《親子天下》推出可以銜

接【閱讀 123】的【樂讀 456】系列，以好看的故事、多元的題材為訴求，並嚴謹設定 2
至 4 萬字（初階）4 至 6 萬字（進階）的文字長度與難度，幫助不同閱讀程度的孩子逐步

打通閱讀關節。 

為顧及中高年級學生對故事的需求，已經從「拉近自己與文字的距離」進階到「自書

中探求對自己內心及外面世界的了解」，【樂讀 456】系列的故事題材更加豐富多元，不管

是以改編歷史與經典故事的《奇想三國》、《奇想西遊》系列、或是以圖書館為主題並串接

各種童話素材的《神祕圖書館》系列，以及翻譯作品《妖怪醫院》，還有超級熱銷、連大人

都愛讀的「兒童版解憂雜貨店」《神奇柑仔店》系列，本本皆屬廣受歡迎又被公認能激起孩

子自己的閱讀熱情，協助他們打破閱讀之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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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議題倡議到行動實踐 

柯教授不僅協助親子天下企劃能結合兒童閱讀發展歷程的童書，更是《親子天下》創

刊以來重要的專欄作家，名列版權頁上的社務顧問直至辭世。回溯《親子天下》這十餘年

重要的閱讀議題倡議，都有柯教授的溫暖力挺。 

例如曾經募集全臺百所以上學校參與的「晨讀 10 分鐘」運動及相關書系，柯教授不

但親身投入主編選文，出版《晨讀 10 分鐘：論情說理說明文選》，也為文提供「晨讀 10

分鐘」重要性的理論基礎：「古人從經驗中得知「一日之計在於晨」，今人從實驗中得到同

樣的結論，人在睡眠的第四個階段會分泌跟學習有關的神經傳導物質，如血清素（serotonin）

和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當我們一覺睡到自然醒時，這些重要的神經傳導物質已

經補充足了，學習的效果就會比較好。也就是說，早晨起來讀書是最有效的……趁孩子剛

起床精神好時，讓他讀些有益身心的好書，開啟一天的學習。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從

愉悅的晨間閱讀開始一天的學習之旅。」 

而當看到臺灣學生在國際閱讀評量成績低落時，她更宛如暮鼓晨鐘的為文直指：「閱

讀的關鍵，在思考」。而對於閱讀的詮釋，更清楚點出「閱讀就是自學能力，也是思考能力」。

透過一篇又一篇的專欄為文倡議，她以認知科學和發展心理學的實證研究基礎，幫助親子

天下及廣大讀者，定位閱讀不是「多讀就會」、鐵杵磨成鏽花針的嗜好，反而是需要有策略、

有帶領，並根據兒少身心發展階段，提供不同素材、循序漸近學習的「自學基礎」。 

此外，為了幫助學校和老師裝備能力，她亦提筆撰寫了《教出閱讀力》、《教出閱讀力

2：培養 Super 小讀者》等書，指出家庭的早期閱讀是為後續的「學校語言」打地基，並用

深入淺出的語言，介紹閱讀歷程的認字、理解、自我監督三大成分，提供能實際運用在家

庭與課堂上的閱讀教學策略和方法，引導每一個孩子都能「學會閱讀」，進而幫助學生「透

過閱讀學習其他領域的知識」。 

四、動見觀贍  開啟數位閱讀素養的重視 

2013 年柯教授被借調至國家教育研究院擔任院長，這個時期的柯院長，影響的範圍更

加寬廣，任期中職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的研修，草創期歷經重重困難與批評，但柯

教授堅持教育是重要的百年大業，面對外界的非難，她始終堅強而優雅的應對。目前我們

所見 108 課綱中的素養導向、議題融入領域教學的概念，都是在她任內經歷一次次商討才

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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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曾為現今因新課綱上路後而發展成重要關鍵字的「閱讀素養」，寫下了極佳的註

解：「所謂『閱讀素養』，就是透過閱讀來解決問題。閱讀是最核心的素養，也是最好的自

學工具。」她認為：「學生一定要培養透過閱讀、自學的能力。」 

除了重視學生的紙本閱讀理解能力，當國內許多老師和家長還在憂心 3C 用品搶奪孩

子的眼球及閱讀時間，動見觀瞻的柯教授，早就發現為孩子提升數位閱讀素養，將是下一

階段的重要議題。她很早就在《親子天下》為文呼籲，「當代以及未來孩子的教育不只是限

於可控制範圍的紙本閱讀，孩子應該要學會如何在網路上有效搜尋、篩選合適的學習資訊。

線上學習素養，是教室裡教學的關鍵。」 

其後在 2017 年公布的「PIRLS 國際閱讀素養調查」也發現，臺灣在參加評比的 50 個

國家中名列第 8 名，名次已較 2006 年的第 22 名首度參加大幅提升。然而在新測驗 e-PIRLS

（數位閱讀素養）評量中，臺灣卻在參加的 14 個國家中排名第 7，顯示臺灣孩子的紙本閱

讀能力經過多年的策略推動，成績已躍居前段班，但數位閱讀成績僅在中段，果然印證了

柯教授的憂慮。 

也因此在 2017-2020 年辭世前，如何提升孩子的數位閱讀素養，一直是柯華葳教授極

為重視的議題。她不但請大家重新思考，與其教室禁用手機，不如更專注於設計出有更清

楚學習目標和意涵的線上閱讀課程。她指出：「2016 PIRLS 評量提醒我們，網路自學已是

必要。學校裡的數位硬體設備或是教學策略須與時俱進，包括每間教室要有隨手可查詢資

料的幾部電腦。而一開始使用電腦就是有目標、有指導的，如跨學科專題，讓學生設定目

標、查詢、判讀、整合資料，寫報告。知識散在網路上，整合在個人手中。這才是新世紀

的學習。」 

對於新世代的讀者如何精進自身的數位閱讀素養，她更提出了極為發人省思的建議：

「如何從數位文盲變成有數位素養的讀者？如何從懶讀者變成主動的讀者？我的建議是要

從 research（研究）、response（回應）、responsibility（負責）開始。這三個詞都有 re 開頭，

意思是「再一次」。就是當你找到資料，請你再確認（re-search），要和你的朋友再討論、

辯論（response）。再一次即是「慢一點轉傳」，停下來想一下，三思而後傳，這是責任

（responsibility）。」 

五、在閱讀教育的跑道上持續接棒 

從出版規劃、議題倡議到行動實踐，《親子天下》創刊至今的十餘年來，一直與柯華

葳教授保持緊密合作的關係，她也眼見《親子天下》從早期的紙本雜誌出版社，蛻變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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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圈最具影響力的教育教養品牌。在曾經一起相伴同行的旅程中，柯教授所留下的智慧、

典範與字字珠璣的建議，一直帶給我們及廣大讀者極大的啟發。 

如今哲人已逝，除了有滿滿的追思與不捨，卻也深感自身的責任重大。未來《親子天

下》仍將一本初衷，發展各式各樣結合閱讀策略和多元媒材，並能幫助所有孩子發展自學

基礎的版品。在推廣閱讀的跑道上，我們一定會堅定的、無畏的持續接棒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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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兒童發展看嬰幼兒閱讀推廣 

廖瑞文體驗長 
信誼基金會 

距今二十幾年的 1997 年，是信誼基金會自 1977 年開風氣之先成立「臺灣學前教育研

究發展中心」，關懷幼兒早期教育的二十週年。那一年，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在

白宮召開了一個「腦與發展」（Brain and Development）的公聽會，腦神經科學的學者經過

長期的研究，證實 3 歲之前是腦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奠定人一生發展最重要的階段。3
歲以前腦的發展立時成為熱門的議題，一時洛陽紙貴，各重要媒體紛紛報導。《時代》雜誌

（Time Magazine）做為封面故事，大聲疾呼重視 0-3 歲嬰幼兒的教育。 

1997 年腦科學研究與 3 歲以前的嬰幼兒教育開始備受關注，我們驚覺過去二十年，雖

然信誼定位「學前教育」為 6 歲之前、進入小學之前的教育，但二十年間建構的工作版圖，

基本上不涉及 3 歲以前嬰幼兒的階段。因此，決定以「學前教育向下扎根」作為信誼投入

兒童早期教育二十週年的另一個起點。於此同時，我們也發覺臺灣在嬰幼兒的研究可以說

非常薄弱或者根本是付諸闕如。嬰幼兒時期腦的發展對信誼同仁更是一個新的知識疆界，

於是開始全力籌辦嬰幼兒國際研討會，希望邀請世界頂尖的學者、專家來分享他們的研究

方法、研究發現和成果，一方面讓臺灣的學術界可資借鏡，期待臺灣也能有嬰幼兒發展的

在地研究，一方面也是自我學習，深化同仁對嬰幼兒發展的認知，做為信誼向下扎根嬰幼

兒教育與服務的基礎。 

而當時整個社會的客觀環境上，家庭結構、經濟型態和價值觀都發生變化，也就是核

心家庭代替大家庭；婦女外出工作，雙薪家庭興起；追求自我成就甚於家庭傳統。回歸我

們專業與實踐之間的橋樑角色的定位，我們要能與兩邊對話，為父母解讀最新的研究資訊。

因為，我們相信，「愛他就要先了解他」，了解孩子的發展進程，並尊重每一個孩子的個別

差異，才不會錯愛他，也才能好好教育他。 

一、共同創辦台灣閱讀協會，接軌國際 

2000 年，是千禧年，也是非常奇妙的一年，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到來的一月，舉辦第一

屆協助我們的曾志朗院士擔任教育部長，以一個最高的教育機構，第一次將兒童閱讀做為

政策。可惜在任不久，政策無法延續。那一年也因為臺灣閱讀推廣的蓬勃發展，吸引國際

閱讀協會（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今改名為 International Literacy Association）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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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到臺灣來邀請我們加入他們的亞洲分會。筆者於是和柯華葳、曾淑賢和黃迺毓幾位志同

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創辦了「台灣閱讀協會」，接軌國際。 

「信誼嬰幼兒發展國際研討會」到 2019 年已持續舉辦八屆，除了第一屆企圖從各個

不同的面向，讓與會者對嬰幼兒發展有一個全面的理解，接下來的每一屆則分別以嬰幼兒

發展的重要子題，邀請世界各領域的頂尖學者、專家與會。而我們的規劃小組，除了筆者

和親職教育部部主任譚合令代表信誼參與外，雖然每一屆會依主題邀請不同的學者，一直

以來都是以柯華葳教授和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洪蘭教授、臺大心理系雷庚玲教授為核

心的鐵三角。從每一屆主題的選定、專家的邀請、研究彙編的撰寫，到研討會各場擔任主

持人或與談人，甚或接受媒體的訪問，都親力親為。一般從啟動規劃到研討會結束，前後

都要好幾個月，她們三位都是既要做研究又要教學，還參與諸多社會工作的忙人，對她們

無私的付出，我們心中有著滿滿的感謝。  

二、催生首屆嬰幼兒發展國際研討會，開啟新頁 

曾院士是臺灣研究腦神經科學的先驅，也是世界知名的學者。柯華葳教授在中正大學

與回國創校的曾院士一起篳路藍縷，建立了革命情感，亦師亦友。柯老師義不容辭的擔任

了第一屆「信誼嬰幼兒發展國際研討會」規劃小組的召集人。為了配合研討會，我們出版

了《0-3 歲嬰幼兒發展研究彙編》，給參加者一些背景知識，以便大家有一個與國外專家對

話的基礎。而且，柯老師每一屆都代為向國科會申請補助，雖然每次也只是象徵性的十多

萬元，但她熱心不減，這不只是她的心意，更在於她認為這是一件國家級研究機構應該關

注的大事，而不是小孩子的小事。 

2000 年的第一屆「信誼嬰幼兒發展國際研討會」開啟了信誼關懷 0-3 歲教育的大門。

2001 年 11 月我們特別出版了美國國家科學院預防幼兒閱讀困難委員會所編撰的《踏出閱

讀的第一步》 （Starting Out Right：A Guide to Promoting Children’s Reading Success），並

請柯華葳老師擔綱翻譯，這可能是臺灣第一本和父母老師討論閱讀的專書。作者之一的 Dr. 
Catherine Snow 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的教授，也是第六屆「信誼嬰幼兒發展

國際研討會」邀請來的嘉賓。 

2010 年，第六屆信誼國際研討會的主題是「腦、閱讀與學習」，請來的專家是 Dr. 
Catherine Snow 和 Dr. Brain A. Wandell，分別主講「如何幫助孩子做好達成閱讀理解的準

備」、「詞彙發展與閱讀理解的關係」和「兒童大腦發展時的閱讀神經迴路」、「當大腦遇到

字：大腦學習閱讀的方式」，再加上李俊仁教授的「不同文字系統閱讀神經機制的共通性與

特殊性」。除了讓我們了解閱讀不同於語言，不是在環境中自然習得，而是需要腦的不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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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通力合作逐漸學習的；豐富的語言環境與詞彙量對兒童將來閱讀能力的重要影響等，更

重要的是如何用適切的引導方式，培養兒童解讀圖書、自己與書對話的能力，也就是具備

深度閱讀（deep reading 或 critical reading）的能力，並進而成為一個主動的獨立閱讀者。

我們於是在信誼實驗幼兒園以新的觀點、教學方法和孩子一起閱讀，邀請臺北市立大學林

佩蓉教授擔任顧問，並記錄整個實證過程，編纂成《收集陽光 ‧ 顏色 ‧ 文字-信誼實驗幼

兒園的深度閱讀課程》，整個教學歷程則在 2014 年獲頒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的殊榮，

之後也致力將經驗分享給幼兒園和老師，推廣深度閱讀。從親子共讀、多元閱讀到深度閱

讀，信誼試圖為兒童建構一條培養、發展閱讀能力的道路。 

三、推動嬰幼兒親子共讀，向下紮根 

伴隨著對嬰幼兒發展和教育的關懷，在 2001 年起我們在內政部兒童局的支持下，完成

許多專案：出版多語言的《0-3 歲親職教養秘笈》、大型親職巡迴演講、社工員專業培訓，

以及大型園遊會。我們的出版社也開始出版專屬於這個年齡段的圖書。雖然我們早在 1978
年就成立了專業為幼兒出版圖畫書和教育玩具的出版社，在幾乎沒有其他出版社為幼兒出

書的年代，更遑論出版給 3 歲以下嬰幼兒看的圖書了。當我們開始開墾、耕耘這塊處女地

時，當年，雖然我們為 3 歲以下嬰幼兒出版了圖書，但可惜有很長一段時間，父母還是很

難相信 2、3 歲的小小孩不只會看書、還很喜歡看書。事實上，當父母把孩子抱在懷裡，親

子一起看一本適齡的好書，聽著父母的聲音，看著父母的眼神、感受父母的體溫，孩子知

道父母愛他，也愛和他一起看書，而對書有了最溫暖的記憶，無形中培養了孩子對閱讀的

興趣和習慣。在嬰幼兒階段，更重要的是透過親子共讀成為建立親密親子關係最好的媒介，

而親密的親子關係正是孩子建立自信、勇於探索世界的基石。 

2005 年 10 月，信誼基金會申請加入 1992 年起源於英國的 Bookstart 協會，正式成為

這個世界嬰幼兒閱讀運動在臺灣的代表機構。2006 年並邀請發起人 Ms. Wendy Cooling 來

到臺灣，正式啟動臺灣本土的嬰幼兒閱讀運動「閱讀起步走」。當年最早站出來支持這個運

動的是，時任臺北市立圖書館館長的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和當時臺中縣文化局的陳志

聲局長及站在第一線的圖資科蔡靜慧科長率先支持。時至今日，曾館長以國家圖書館館長

之尊，仍行腳臺灣各地，帶領全臺圖書館推動閱讀，而臺中市因當年扎下的根基，各鄉鎮

圖書館仍是每年參加「閱讀起步走」活動最多、最熱情的縣市。 

Bookstart 基本上是一個針對嬰幼兒全面發送閱讀禮袋的運動，原是希望小小孩在進入

學校前就有足夠的閱讀經驗，不會在人生的起跑點就因為缺乏閱讀經驗而落於人後。英國

學者在之後的追蹤研究中，也的確發現，參與 Bookstart 的小孩，在進入小學後，不只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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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閱讀能力優於對照組，其他的學科也有顯著的差異。若以閱讀的質量來看，參與

Bookstart 的父母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和孩子一起閱讀，親子共讀的層次也比較高，比如會和

孩子討論故事的內容等。 

四、衡量在地社會現況，規劃臺灣推動模式 

雖然要從世界其他國家的作法和推廣經驗中學習，但我們在仔細衡量臺灣的社會現況

和資源，再加上信誼四十年從事幼兒教育和推廣幼兒早期閱讀的經驗後，規劃出「閱讀起

步走」的臺灣模式。 

（一）針對社區內每一個6-18個月的孩子，發送免費的閱讀禮袋。 

雖然設定的年齡月份不同，但都相信：每一個孩子，不分性別、貧富、種族、文化等

都有閱讀好書的權利。 

（二）每一個閱讀禮袋都有兩本適合3歲以下嬰幼兒閱讀的好書，一本由地方政府贈送，一

本由信誼或其他民間機構贈送，信誼並提供簡單的父母閱讀指導手冊《寶寶愛看書》

和一份推薦書單。 

書單固定時間更新一次，由幼兒教育、語言發展的學者、新生兒科的醫生、圖書館專

家，和嬰幼兒圖書的資深編輯、閱讀推廣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從市面上出版的適齡

圖書中精選出好書。以兒童性、文學性和互動性作為書的準則。並將入選的圖書，依

0-3 歲的發展，分為感官動作、語文學習、認知學習、生活能力、社會情緒、想像創

意六大類，幫助父母了解此一階段幼兒的重要發展任務，並兼顧閱讀的多元性。 

（三）以臺灣已經建構的社區圖書館網路，為領取閱讀禮袋的基地，鼓勵父母走進圖書館。 

建議圖書館增設適合 3 歲以下嬰幼兒閱讀圖書的專櫃或專區，方便父母在贈送的兩本

書以外，可以持續到圖書館借閱圖書，或參加活動。也增加社區圖書館的活力和服務。 

（四）信誼籌組專業團隊，協助各地方政府或圖書館規劃並執行館員與志工的培訓課程，連

結在地的力量，希望閱讀的推廣可以落地生根，在地方深入家庭和學校，綿延不絕。 

課程區分為初階、進階和實作帶領三種，以符合不同的需求。另外有專門給父母家長

的親職講座，以期他們可以了解「閱讀起步走」的親子共讀意義和價值，也了解嬰幼

兒的發展及與嬰幼兒共讀、互動的技巧和方法。已持續執行十五年了。信誼四十週年

慶時，我們也曾出版《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運動的台灣模式》，請首先參與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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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閱讀推廣講師、圖書館館長、館員、小兒科醫師、家長共同見證了這段大家一

起走過的歷史。  

（五）為了維持圖書館推廣嬰幼兒閱讀的動力和吸引親子走進圖書館參加活動，信誼自2009
年開始，選在每年的10、11月，做Bookstart Day 圖書館串連活動。 

由信誼提供資源給有意願參加的圖書館或幼兒園，並以此設計活動和輪流到各處做活

動示範，上傳 https://www.bookstart.org.tw 供各圖書館參考。活動後，各圖書館也都會

把活動影片或照片上傳，和大家分享不同的創意和地方特色。這項活動獲得極熱烈的

響應，近兩年參加的圖書館已超過百家。  

2009 年教育部以四年為期啟動「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首次將 3 歲以下嬰幼兒

閱讀推廣納入，從各縣市各挑 5 個公共圖書館試辦，並逐年增加圖書館閱讀禮袋的贈

送。考試院次長朱楠賢時任教育部社教司司長，也曾多加鼓勵和支持。教育部的介入

和倡導，固然對嬰幼兒閱讀觀念的普及有很大的宣導作用，但到地方政府，可能因為

發放方式不一、資訊不夠明確，和缺乏配套措施，成效依各地主事者和執行狀況而有

很大的落差。目前教育部則仍以「閱讀起步走」之名全面發放給 0-5 歲的小孩，和信

誼當初推動嬰幼兒閱讀的臺灣模式並不相同，但教育部的持續發放，自然有其重視幼

兒早期閱讀，舉足輕重的指標意義。作為民間機構，信誼則由一直以來主持 0123 專
案的體驗長和嬰幼兒圖書總編輯廖瑞文，帶領推廣部團隊繼續以原有的模式推廣。十

五年後的今天，信誼要如何透過既有的機制和在地的力量，共同向上深化幼兒園的閱

讀，幫助孩子進一步從結合主題課程的多元閱讀，成為一個主動自發的深度閱讀者，

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五、結語 

閱讀是語文能力，但閱讀並不只是知道詞彙和了解字義，甚或了解文本的情節或故事，

我們也透過語文想像、創造，做批判性思考；用語文表達，與人溝通。在大腦的活動中，

閱讀不只需要語言區，還需要視覺、聽覺、記憶、認知等區塊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所

有有關閱讀的研究都告訴我們，語言（說話）的能力可以在環境中自然習得，但閱讀能力

是需要不斷學習、培養、逐步發展出來的。 

出版給兒童的適齡好書和早期閱讀的推動，都是信誼關懷兒童早期教育品質的工作。對信

誼，出版和閱讀推廣也一直都是不斷交錯的兩條線。四十多年一路走來，隨著社會的變遷、

時代的進程和研究的發現，我們努力回應社會的需求，從鼓吹「親子共讀」、推廣「多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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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培養孩子自己與書對話能力的「深度閱讀」，都是從實際的教育現場與服務經驗中，

與時俱進的和孩子、父母、老師一起學習成長的。閱讀推廣是一條沒有止境的路，也是一

條會不斷進化的路，需要社會上更多的人一起耕耘和灌溉，讓好書走進家庭、走進學校，

把好書送到孩子的手中，好好閱讀。因為，我們知道培養孩子的閱讀能力，就是送給孩子

一生受用不盡的禮物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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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圖書教師培育現況及未來展望 

陳昭珍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講座教授 

教育部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練計畫主持人 

鄭水柔 
教育部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練計畫助理 

趙子萱 
教育部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練計畫助理 

壹、前言 

    民眾的閱讀力是國家的競爭力指標之一，具備閱讀能力及資訊素養者，其特質為樂於

閱讀，善於檢索探究、理解文本、反思批判、解決問題、進而建構知識。閱讀及資訊素養

須從小培養，圖書館是學校的閱讀及教學資源中心，學校圖書館的目標，即在培養學生閱

讀興趣、提升其資訊素養、建立學生終身學習能力，也為學生的專業學習搭建鷹架（Todd 

& Kuhlthau, 2004）。沒有健全的學校圖書館，學校難以正常的推動閱讀，沒有專業的圖書

教師，也無法有效地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資訊素養。 

    圖書教師（teacher librarian）係指同時兼具教師資格與圖書資訊學專業知能的老師，

負責學校圖書館經營管理、閱覽服務、規劃全校性閱讀活動、培養學生閱讀與資訊素養、

協助教師教學所需資源、與教師協同教學等，以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學生閱讀興趣，並使

之具備自學能力。圖書教師制度在歐美國家行之已久，鄰近的香港、澳門地區，及日本、

韓國等亞洲國家，都於制度或法律層面上，規定中小學須有一位具有圖書資訊專業資格的

教師，負責學校圖書館經營、閱讀推廣、閱讀及資訊素養教育等工作，很多研究也證明圖

書教師對於學生閱讀習慣養成、能力培養、及學習成效等都有正面影響。 

    我國教育部自 2009 年開始推動「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試辦計畫」，補助的學校從最初

的 51 所增加到 2021 年的 500 餘所，很多縣市也開始自編經費，補助未獲教育部補助的學

校。由於教育部補助的「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名稱較長，所以各校有簡稱為圖推教師、

閱推教師、或閱讀教師者，本文依原計畫意旨及專業習用術語，簡稱為圖書教師。圖書教

師目前在國中小仍非正式的職位，而是每年須向教育部專案申請的競爭型計畫，因此造成

各校經費不穩定，圖書教師常更換，在閱讀推動上也常難以持續及深化；此外補助的圖書

教師並非專業專職工作，而是由減授十小時並接受短期教育訓練的一般教師兼任。除了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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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各校申請圖書教師外，為使圖書教師獲得基本的圖書館及閱讀專業知能，教育部也委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陳昭珍教授負責「國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輔導

及教育訓練」計畫，並成立「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輔導團自 98 年開始，每年皆辦理全

國圖書教師教育訓練課程，包含三天初階課程與三天的進階課程；106 學年起，為滿足資

深圖書教師之增能需求與求知欲望，增加高階研習課程。107 年起又於師大磨課師平台開

設「館藏規劃」、「讀者服務與閱讀推廣」、「分類與編目」、「閱讀與資訊素養教育」、「圖書

資訊系統與雲端科技」等五門課，免費提供圖書教師更多元、更專業之學習管道。 

    本文於文獻分析，首先闡述圖書教師之角色與知能、介紹世界各國有關學校圖書館員

或圖書教師相關制度、及圖書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其次則說明我國設置學校圖書

館及圖書館專業人員相關法規、分析十年來臺灣國中小圖書教師的補助現況、圖書教師對

閱讀及資訊素養教育推動情形、圖書教師面臨的問題；最後，則對我國圖書教師未來發展

提出建議。 

貳、文獻分析 

一、圖書教師或學校圖書館員角色與定位 

        國外的學校圖書館專業人員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為學校圖書館員 （School 

librarian） ，乃指具圖書資訊學相關學位並在學校圖書館服務的專業館員；另一為圖書教

師 （Teacher librarian） ，乃指具教師資格且有圖書資訊相關學位並在學校圖書館服務的

專業教師。圖書教師制度在歐美先進國家已有半世紀以上的歷史，隨著教學媒體及設備的

精進，學校圖書教師也被賦予更多元更重要的責任，如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AASL & AECT, 

1998）指出圖書教師的角色應包含：教師（teacher）、教學夥伴（instructional partner）、資

訊專家（information specialist）及管理者（program administrator）等多元角色；2018 年，

AASL 以「為未來準備的學校」（Future ready schools, FRS）為概念，修訂《為學習者、館

員和圖書館創建的全國學校圖書館標準》（National school library standards for learners, 

school librarians, and school libraries），強調無論學校的規模或層級，每所學校至少都應有一

位全職合格的圖書教師，而圖書教師的角色包括下列五項（AASL, 2018）：  

1. 領導者（leader）：圖書教師的領導力是能凝聚團隊共識，描繪團隊發展願景，落實在有

效能的圖書館計畫，無論在協同合作的創建或是學生學習的評估，都須發揮領導力來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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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統籌。 

2. 教學夥伴（instructional partner）：圖書教師身為教學夥伴，能與其他教師合作，在學生

的資訊需求、課程內容、學習產出以及龐大的學習資源之間，搭建學習橋樑。 

3. 教師（teacher）：圖書教師具教師資格的老師，瞭解當今教與學的發展趨勢，嫻熟資訊

取用方法，能分析學生的資訊需求，協助學生使用多元資訊來源，進行學習、思考、創

造和應用新知識，以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 

4. 資訊專家（information specialist）：圖書教師肩負資訊專家的職責，提供全校師生有關於

資訊取用、資訊評估的覺察和知識，對於電子資源的特性、品質、運用和資訊倫理等，

都能保持高度的關注。 

5. 行政管理者（program administrator）：圖書教師是行政管理者，負責圖書館的人事、經

費、器材、設施等的管理維護，並規劃圖書館的各項活動或計畫，以確保學生能有效的

取用資訊。 

二、各國圖書教師或學校圖書館員相關制度發展沿革 

  先進國家的學校圖書館及圖書教師已有長久的歷史，其中又以歐美國家率先設置學校圖

書館並聘任專業圖書館員或圖書教師，而在亞洲，則以日韓等國之法規較為完善。以下即

就英國、美國、澳洲、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以及中國香港和澳門地區之情況，簡要說

明如下：          

（一）英國 

在歐洲，圖書館往往是宗教機構的一部份，如英格蘭到八世紀，特別是在 Canterbury, 

York, Winchester, 及 Hexham，都有宗教團體所辦的學校。而學校圖書館有經費支持，最早

的紀載可能是 1578 年，當時英國什魯斯伯里（Shrewsbury, England）通過一項條例，提到

學校應包括 "一個圖書館和一個畫廊...配備各種書籍、地圖、球體、天文儀器和所有其他

和學科相關的東西，這些東西可以是贈送學校使用或用學校的錢購買。（McGinnis, 1962） 

19 世紀英國教育界開始推動專業的圖書教師，稱之「學校圖書館員」（school librarian），

或是「合格館員」（chartered librarian），以教育學背景和圖書館學專業者為基本資格。20

世紀後，英國更加重視專業館員的培訓，有些學圖書館相關文獻，會以圖書教師（teacher 

librarian）稱呼這些專業人員。（Clyde, 1999）。 

（二）美國 

    根據 1979 年第一版 Encyclopedia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中有關「學校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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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一文的說明，美國學校圖書館最早始於何時，無從考證，可能起源於殖民時期，學校

教師的桌子一角老師所放置了一本聖經或詩篇小冊子。該文也提到，1740 年，班傑明．富

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建議應設學校圖書館作為學校的關鍵元素。費城的賓夕法尼

亞特許學校（Penn Charter School）於 1744 年，指定了一個特別設計的房間作為學校圖書

館。1900 年，第一位經過專業培訓的學校圖書館員瑪莉．金斯伯里（Mary Kingsbury）被

任名為布魯克林伊拉斯穆高中圖書館（Erasmus High School Library）管理員。第二位是瑪

莉．霍爾（Mary E. Hall），於 1903 年被布魯克林的女子中學任命。霍爾後來和柯坦（C. C. 

Certain）合作編寫《不同規模之中學圖書館組織與設備標準》（Standard Library Organization 

and Equipment for Secondary Schools of Different Sizes）（ALA，1920），產生了第一份學校

圖書館標準，而後她也成為美國圖書館學會學校圖書館分會（School Libraries Section）的

第一任主席，該分會是美國學校圖書館員學會（AASL）的前身。 

    十九世紀後，學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在美國各地同時迅速發展。二十世紀初，美國

的學校圖書館已非常普及，且聘請專業人員負責學校圖書館的經營。然而美國因各州規定

及時代的發展，學校所聘請的圖書館專業人員用詞也相當多元，如圖書教師（teacher 

librarian）、媒體專家（media specialist）、學校圖書館媒體專家（school library media specialist）、

圖書館媒體教師（library media teacher）、學校圖書館資訊專家（school library information 

specialist）等。美國教育部在 1988 年確立了學校圖書教師的任用標準，規定學校一定要有

一位符合任用資格的全職圖書教師，負責提供全校課程諮詢、學習資料、教學設計等服務。

圖書教師應有碩士學位，且受過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教學科技、傳播理論等方面的課程，

以確保能扮演好圖書教師的角色（AASL & AECT, 1988）。 

（三）澳洲 

    澳洲於19世紀已設置學校圖書館，由於當時沒有相關投資，有些學校雖有圖書館設施，

但整體的發展並不理想。一直到 1960 年代，州政府提出「學校圖書館計畫」（Commonwealth 

School Library Program）挹注了 5 千 7 百萬澳幣，致力於建構學校圖書館的設備、購置教

學資源、出版圖書館營運標準，以及培訓專業的圖書教師。在該計畫的支持之下，幾乎每

一所中學都設立圖書館，多數的小學有圖書館，數以千位的老師接受圖書教師培訓課程

（teacher-librarianship course），成為專業的圖書館經營者和閱讀教育的實施者，奠定了澳

洲學校圖書館發展的基石（Hallein, 1991）。 

（四）日本 

    日本於 1953 年公布「學校圖書館法」，規定學校圖書館必須有具有教師資格的館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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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司書教諭」）來掌理館內的專業事務 （陳光華、林欣怡，2001）。依規定 12 班以上的

各級學校必須設置正式圖書館管理教師，並在校長的領導下，以司書教諭為中心，結合學

科教師、職員及義工的力量，充分發揮學校圖書館的各項功能。司書教諭之資格為：具有

教師證書且修畢學校圖書館法所規定之司書教諭相關學分之教師。根據岡田大輔教授（2021）

的報告，2021 年十二班以上的學校有圖書教師的小學有 99.3%、初中有 98.3%、高中有

96.1%。 

（五）韓國 

1963 年 3 月 25 日，韓國頒佈「教育公務雙贏法」，此法之教師類型出現圖書教師之分

類，1964 年 3 月 25 日總統令 1753 號修改教育公務員報酬，規定圖書教師的報酬規定。但

因非強制性，所以有圖書教師的學校並不多；截至 2018 年，韓國修訂「學校圖書館振興法」

第 12 條第 2 款，規定學校需有圖書館員或圖書教師，2020 年全國 11,745 所學校，共有司

書敎師（teacher librarian） 2,106 名，司書（librarian） 5,650 名 （訪談 Prof. Yun-hee Wooi

提供之資料）。 

（六）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自 2006 年開始委任合格的教師擔任各校的圖書教師。和其他國家一樣，

圖書教師必須具備教師資格，同時接受圖書資訊學方面的訓練。根據 Tan 與 Diljit 的調查，

2008 年在馬來西亞，圖書教師的學歷，有 4.8%的圖書教師具備碩士學歷、45.2%有學士學

位，32.1%具有文憑 （Diploma），9.5%的人有 HSC/STPM 資格，8.3%的人有 MCE/SPM 學

歷 （引自 Mohammad & Mohd, 2013） 。 

（七）中國香港地區 

    香港在 1979 年至 1998 年期間，雖然教育局於 1983 年公布《班級圖書館方案》（Class 

library scheme），倡議學校圖書館的目標是「支援課程、推動閱讀、增進學生語文能力」

（Cheng, 1991），然而香港教育局資助的小學普遍沒有圖書館，每個教室只設有教室圖書

櫃，每櫃的藏書量約 400 本，由校內一位主任統籌，帶領各班導師兼任管理者。直到 1998

年 9 月起，為提升學校圖書館的服務及統籌閱讀計劃，香港教育局開始向資助的小學提供

圖書館開館資源與建設經費，並提供每所學校應設置「圖書館主任」一職。圖書館主任需

具備至少兩年的教學經驗，以及最好能具備圖書館管理專業的經歷，且必須修讀完成由香

港教育局舉辦的日間部分時間給假的訓練課程或其他專業進修課程（梁月霞，2011）。 

（八）中國澳門地區 

2007 年澳門政府為提升澳門學生的閱讀素養，並減輕教學人員的工作，透過專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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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閱讀推廣人員職位之推廣政策，加強澳門學生的語文水準，培養其自學能力。要求規

模在 900 名學生或以上的校部需要配置不少於一名全職的閱讀推廣人員（不可以兼職人員

代替）；規模較小之學校可選擇聘用兼職人員，並按其規模及工作量規劃專職人員的在校工

作時段。閱讀推廣人員的職位資格為「具備語言及文學、教育、圖書資訊學相關的高等專

科或以上學歷」，並於入職後三年內接受由教育暨青年局提供不少於 120 小時閱讀教室相

關課程之延續培訓，以應付校園環境的教育需求 （鄭麗瑩，2017） 。 

三、學校圖書館及圖書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很多研究指出，學校圖書資源的質與量對教學品質有重要影響，這些資源包括合格教

師人力，適當的教室空間，以及是否有圖書館或多媒體中心等（Greenwald et al., 1996；Lee 

& Barro, 2001）。有關學校圖書館對學生學習影響之研究不少，其中有幾份重要的回顧性文

獻。Haycock（1995a）針對 1990 年以前有關學校圖書館對學生學習影響相關文獻進行回顧，

結論中指出，學校有好的圖書館及圖書館員，學生的測驗成績及研究技能較佳、學生的閱

讀理解及表達能力較好、閱讀量也比較多；2003 年，Michele Lonsdale 蒐集 1990-2003 年

歐美及澳洲等國家相關研究進行文獻回顧，綜合相關文獻研究結果指出，圖書館對學生的

學習成就有正面影響，包括館藏質量、教室及實驗室有電腦網路可以連結圖書館資源、將

資訊素養整合到課程中、教師和圖書館員有合作關係、圖書館使用率較高等因素，這些學

校學生之測驗分數較高（Lonsdale, 2003）。2013 年，Williams、Wavell 與 Morrison 蒐集歐

美國家 2002 到 2013 年經過同儕審查之研究文獻進行回顧，發現學校圖書館對學生的學習

成就，包括統一測驗之學科成績，如閱讀、語文、歷史、數學等標準測驗成績，以及對於

建立學生正向的學習態度，包括提升學習動機、改變學習態度、學習自尊、因喜好而閱讀

等都有正面的影響；而此研究也歸納出圖書館對學生學習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為：圖書館

有合格、主動、全時的圖書館員，且該館員具有圖書館經營者的職位，圖書館員與教師及

外界進行合作，圖書館提供實體及虛擬館藏，供學生休閒閱讀、資訊檢索及進行各種利用

指導教育等。（李宗曄等，2020） 

    在國際性閱讀力調查方面，PIRLS 2016 調查發現，擁有較大型圖書館的學校，PIRLS

平均分數是 525，只有小規模或無學校圖書館的學校，其 PIRLS 平均成績在 494 至 501。

在臺灣的部分，館藏超過五千冊的學校，約佔 93%，這些學校 PIRLS 的平均分數是 560 分，

館藏不到五千冊的學校，約佔 7%，這些學校 PIRLS 平均分數為 549 分 （IEA, 2016） 。 

上述文獻回顧及相關調查顯示，學校圖書館對學生學科成績有正面影響；學校對圖書

館資源的投入越多，學生的表現也相對較佳，如實體與虛擬館藏之質量與服務、圖書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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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全職專業人力、專業館員和教師協同合作、資訊素養融入課程等。 

參、 我國圖書教師設立及運作現況  

   了解歐美及亞洲鄰近國家有關圖書教師的設立沿革及現況後，以下針對台灣圖書教師的

設立及發展現況說明如下。 

一、我國學校圖書館人員設立相關法規 

    過去臺灣學校圖書館的專業人力只有在高中圖書館有明確的規定，依據民國 68 年

（1979 年）以來之「高級中學法」之規定為：高級中學圖書館得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遴選

具有專業知能之人員充任之；民國 88 年（1999 年）修訂的「高級中學法」第十六條，將

「得」字刪除，修訂為：高級中學設圖書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

教師中聘兼之，或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人員擔任之。 

然而，有關國中小圖書館人員，在歷年修訂的「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

員員額編制準則」中並沒有明確的要求，只有在第三條國民小學教職員員額編制第六款規

定：幹事、管理員或書記、助理員或佐理員 （含各處室職員及圖書館、教具室、實驗室管

理員等，不含人事、主計專任人員） ：七十二班以下者，置一人至三人；七十三班以上者，

置三人至五人；第四條國民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第六款規定：幹事、管理員或書記、助理

員或佐理員 （含各處室職員及圖書館、教具室、實驗室、家政教室管理員、工藝工廠雜工

等，不含人事、主計專任人員） ：三十六班以下者，置二人至九人；三十七班至七十二班

者，置三人至十三人；七十三班以上者，置五人至二十人。即圖書館人員和學校其他單位

共用幹事、管理員或書記等員額。 

    直到民國 106 年修訂的「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才各

在第三條及第四條增加第七款：圖書館專業人員：至少應置一人，且專業人員占圖書館工

作人員之比率應達三分之一；其專業人員，得由符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規定之教師或

職員專任或兼任。此準則規定學校至少要有圖書館專業人員一人，但因為教育部並未另外

核給國中小學圖書館專業人員員額，各縣市需自行調整既有員額擔任圖書教師，所以目前

多數學校仍以教育部或縣市政府經費補助代課費用，由學校委任一位教師減授十小時兼任

方式處理，未受補助之學校則無此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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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小圖書教師補助校數 

（一）歷年補助學校數 

教育部自98學年度起於全國國小試行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一案，

101 學年度加入國中圖書教師學校，全國名額逐年增加。109 學年起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得

整合「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經費，用以增置圖書

教師，故 110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全國 377 所國民小學及 203 所國民中學，其中包含 68 所偏

遠地區國小及 48 所偏遠地區國中。歷年來教育部補助之圖書教師人數如表 1。 
表 1 歷年圖書教師計畫通過學校數 

學年 98學年 99學年 100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104學年 

國小 51 113 168 243 264 308 300 

國中 -- -- -- 37 78 102 96 

學年 105學年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 109學年 110學年  

國小 300 300 301 322 376 377  

國中 100 100 144 165 201 203  

學年 98學年 99學年 100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104學年 

國小 51 113 168 243 264 308 300 

國中 -- -- -- 37 78 102 96 

學年 105學年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 109學年 110學年  

國小 300 300 301 322 376 377  

國中 100 100 144 165 201 203  

 

（二）各縣市補助國民中小學圖書教師學校數 

除了教育部補助之圖書教師，部分縣市政府亦會自行補助學校圖書教師，109 學年度

有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屏東縣、宜蘭縣等縣市，自行補助圖書教師學校，

110 學年度，更有多個縣市政府投入經費，協助學校增置圖書教師。目前以新北市及臺中

市 2 縣市所補助校數為最多。總計全國有圖書教師的學校國小為 21.7%，國中為 33.1%，

比例仍低。教育部及各縣市補助國民中小學圖書教師學校數詳如表 2、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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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育部及各縣市補助國民小學圖書教師學校數 

直轄市、縣(市)
別 

國小 

縣市校

數 

110學年教育
部補助圖書教

師校數 
比例 

110學年縣
市補助校數 

比例 
109學年教育
部補助圖書教

師校數 
比例 

109學年縣
市補助校數 

比例 

臺北市 140 18 12.9% 4 2.9% 23 16.4% 2 1.4% 

新北市 213 27 12.7% 84 39.4% 30 14.1% 73 34.3% 

基隆市 42 7 16.7% 5 11.9% 6 14.3% 0 0.0% 

桃園市 187 21 11.2% 3 1.6% 24 12.8% 2 1.1% 

新竹市 32 7 21.9% 0 0.0% 7 21.9% 0 0.0% 

新竹縣 88 13 14.8% 6 6.8% 14 15.9% 0 0.0% 

苗栗縣 118 23 19.5% 0 0.0% 21 17.8% 0 0.0% 

臺中市 232 28 12.1% 88 37.9% 29 12.5% 81 34.9% 

彰化縣 177 25 14.1% 0 0.0% 25 14.1% 0 0.0% 

南投縣 141 15 10.6% 0 0.0% 13 9.2% 0 0.0% 

雲林縣 161 22 13.7% 0 0.0% 18 11.2% 0 0.0% 

嘉義市 19 7 36.8% 0 0.0% 7 36.8% 0 0.0% 

嘉義縣 133 13 9.8% 3 2.3% 16 12.0% 0 0.0% 

臺南市 217 31 14.3% 1 0.5% 28 12.9% 0 0.0% 

高雄市 246 29 11.8% 0 0.0% 30 12.2% 0 0.0% 

屏東縣 181 34 18.8% 9 5.0% 24 13.3% 27 14.9% 

宜蘭縣 83 13 15.7% 0 0.0% 14 16.9% 1 1.2% 

花蓮縣 102 16 15.7% 2 2.0% 18 17.6% 0 0.0% 

臺東縣 95 13 13.7% 0 0.0% 16 16.8% 0 0.0% 

澎湖縣 37 3 8.1% 0 0.0% 3 8.1% 0 0.0% 

金門縣 20 4 20.0% 1 5.0% 2 10.0% 0 0.0% 

連江縣 7 0 0.0% 0 0.0% 0 0.0% 0 0.0% 

國立學校 13 8 61.5% 0 0.0% 8 61.5% 0 0.0% 

總計 2684 377 14.0% 206 7.7% 376 14.0% 185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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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育部及各縣市國民中學圖書教師學校數 

直轄市、縣(市)
別 

國中 

縣市校

數 

110學年教育
部補助圖書教

師校數 
比例 

110學年縣
市補助校數 

比例 
109學年教育
部補助圖書教

師校數 
比例 

109學年縣
市補助校數 

比例 

臺北市 70 15 21.4% 5 7.1% 17 24.3% 0 0.0% 

新北市 81 17 21.0% 19 23.5% 25 30.9% 47 58.0% 

基隆市 15 7 46.7% 3 20.0% 5 33.3% 0 0.0% 

桃園市 60 17 28.3% 8 13.3% 14 23.3% 6 10.0% 

新竹市 16 3 18.8% 0 0.0% 3 18.8% 0 0.0% 

新竹縣 32 8 25.0% 3 9.4% 6 18.8% 0 0.0% 

苗栗縣 36 15 41.7% 0 0.0% 10 27.8% 0 0.0% 

臺中市 81 16 19.8% 27 33.3% 15 18.5% 26 32.1% 

彰化縣 43 9 20.9% 0 0.0% 9 20.9% 0 0.0% 

南投縣 32 5 15.6% 1 3.1% 6 18.8% 0 0.0% 

雲林縣 33 4 12.1% 0 0.0% 4 12.1% 0 0.0% 

嘉義市 8 5 62.5% 0 0.0% 5 62.5% 0 0.0% 

嘉義縣 27 11 40.7% 0 0.0% 10 37.0% 0 0.0% 

臺南市 62 11 17.7% 2 3.2% 11 17.7% 0 0.0% 

高雄市 91 16 17.6% 0 0.0% 20 22.0% 0 0.0% 

屏東縣 40 11 27.5% 1 2.5% 10 25.0% 3 7.5% 

宜蘭縣 26 5 19.2% 0 0.0% 7 26.9% 0 0.0% 

花蓮縣 23 12 52.2% 3 13.0% 10 43.5% 0 0.0% 

臺東縣 22 10 45.5% 0 0.0% 9 40.9% 0 0.0% 

澎湖縣 15 1 6.7% 0 0.0% 1 6.7% 0 0.0% 

金門縣 5 0 0.0% 1 20.0% 1 20.0% 0 0.0% 

連江縣 5 0 0.0% 0 0.0% 0 0.0% 0 0.0% 

國立學校 12 5 41.7% 0 0.0% 3 25.0% 0 0.0% 

總計 835 203 24.3% 73 8.7% 201 24.1% 82 9.8% 

 

（三）擔任圖書教師年資分析 

國小圖書教師計畫辦理至 109 年已 12 個學年，因 98、100 兩年度圖書教師名單佚失，

無法查證之教師，皆以1 年年資為計。累計擔任3 年以上的圖書教師人數有 374名，佔29.3%，

擔任 10 年以上的圖書教師共有 12 名。詳如表 4。由此統計可以得知，由於圖書教師乃屬

計劃型的不穩定職位，因此流動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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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國小圖書教師任期年資分析 

年資 
國小(98-109) 

年資人數總數 比例 

1年 603 47.3% 

2年 298 23.4% 

3年 146 11.5% 

4年 98 7.7% 

5年 42 3.3% 

6年 27 2.1% 

7年 18 1.4% 

8年 20 1.6% 

9年 11 0.9% 

10年 4 0.3% 

11年 6 0.5% 

12年 2 0.2% 

總計 1275 100.0% 

 
國中圖書教師計畫辦理至 109 年共 9 個學年，累計擔任 3 年以上的圖書教師人數有 47

名，佔 10.2%。詳如表 5。 
 
表 5 國小圖書教師任期年資分析 

年資 
國中(102-109) 

年資人數總數 比例 

1年 230 49.7% 

2年 99 21.4% 

3年 49 10.6% 

4年 38 8.2% 

5年 19 4.1% 

6年 8 1.7% 

7年 8 1.7% 

8年 8 1.7% 

9年 4 0.9% 

總計 46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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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書教師歷年獲閱讀磐石學校及閱讀推手個人獎數量 

教育部自 97 年起為鼓勵國中小學重視學生閱讀知能，特設立閱讀磐石獎，表彰閱讀推

動績優學校、及協助學校推動閱讀之團體及個人。國小圖書教師計畫於 98 學年開始辦理，

統計 98 年至 109 年閱讀磐石學校全國國小獲獎校數共 297 校，閱讀推手個人獎獲獎推手共

348 名，其中圖書教師學校有 151 所獲獎，佔 50.8%；圖書教師共有 112 人獲得個人推手，

佔 32.2%。國中圖書教師計畫於 101 學年開始辦理，統計 101 年至 109 年，閱讀磐石學校

全國國中獲獎校數共 117 校，閱讀推手個人獎獲獎推手共 141 名，其中圖書教師學校有 56

所獲獎，佔 47.9%；圖書教師共有 55 人獲得個人推手，佔 39%。詳如表 6。 
 

表 6 圖書教師歷年獲閱讀磐石學校及閱讀推手個人獎數量 

	  
閱讀磐石學校 閱讀磐石個人推手 

歷年總數 圖書教師學校獲獎校數 比例 歷年總數 圖書教師獲獎人數 比例 

國小 297 151 50.8% 348 112 32.2% 

國中 117 56 47.9% 141 55 39.0% 

 

（五）圖書教師學校辦理全校性閱讀活動之情形 

圖書教師主要之任務乃在負責學校圖書館之經營、推動閱讀與資訊素養活動、提供資

訊協助教師教學，以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學生閱讀興趣，並使之具備自學能力。表 7 及表

8 以 109 學年度申請圖書教師計畫通過之學校，所填覆申請表中「全校性閱讀活動」之欄

位，分析未滿 3 年與 3 年以上之學校，辦理各類閱讀活動之情形。 

109 學年度補助全國 376 所國小，執行圖書教師計畫未滿 3 年之國小共有 93 所，執行

圖書教師計畫 3 年以上之國小共 283 所。有圖書教師 3 年以上之國小所辦理的全校性閱讀

活動，於表 7 可看出，許多閱讀活動都有 8 成以上學校進行辦理，其中以班級共讀、圖書

資訊利用教育、晨讀、主題書展、協同教學、辦理教師閱讀知能研習等活動最多，未滿 3

年的國小全校性閱讀活動多為班級共讀、晨讀活、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辦理教師閱讀知能

研習、閱讀護照及獎勵機制，在主題書展、協同教學等方面，僅 6 成或 7 成學校進行辦理，

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時間積累經驗，或是進行教師增能與建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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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國小圖書教師學校辦理全校性閱讀活動之情形 

閱讀活動 

國小 

未滿 3年 
(N=93) 

比例 
3年(含)以上 

(N=283) 
比例 

規劃擬定全校閱讀推動計畫 90 96.8% 282 99.6% 

班級共讀 92 98.9% 281 99.3% 

進行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89 95.7% 281 99.3% 

晨讀活動 90 96.8% 277 97.9% 

主題書展 64 68.8% 276 97.5% 

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與各科協同教學 72 77.4% 276 97.5% 

辦理教師閱讀知能研習 86 92.5% 275 97.2% 

閱讀護照及獎勵機制 85 91.4% 271 95.8% 

建立各年級推薦閱讀書單 64 68.8% 263 92.9% 

投稿或有獎徵答 73 78.5% 262 92.6% 

親子共讀 70 75.3% 259 91.5% 

讀報教育 72 77.4% 252 89.0% 

成立教師閱讀專業社群 68 73.1% 248 87.6% 

寫作比賽 62 66.7% 248 87.6% 

科普閱讀 49 52.7% 245 86.6% 

英語閱讀 61 65.6% 233 82.3% 

小小說書人 58 62.4% 228 80.6% 

戲劇表演 49 52.7% 196 69.3% 

寒暑假閱讀營隊 53 57.0% 165 58.3% 

親子或學生劇場 22 23.7% 142 50.2% 

讀經活動 35 37.6% 141 49.8% 

 
109 學年度補助全國 201 所國中，執行圖書教師計畫未滿 3 年之國中共有 76 所，執行

圖書教師計畫 3 年以上之國中共 125 所。有圖書教師 3 年以上之國中所辦理的全校性閱讀

活動，於表 8 看出，多數閱讀活動都有 8 成以上學校進行辦理，其中以班級共讀、圖書資

訊利用教育、辦理教師閱讀知能研習、主題書展、晨讀等活動最多，未滿 3 年的國中全校

性閱讀活動多為晨讀、班級共讀、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等活動，在協同教學、成立教師閱讀

專業社群方面，則明顯少於辦理圖書教師計畫 3 年以上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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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國中圖書教師學校辦理全校性閱讀活動之情形 

閱讀活動 

國中 

未滿 3年 
(N=76) 

比例 
3年(含)以上 

(N=125) 
比例 

班級共讀 71 93.4% 124 99.2% 

規劃擬定全校閱讀推動計畫 73 96.1% 124 99.2% 

進行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71 93.4% 124 99.2% 

辦理教師閱讀知能研習 63 82.9% 124 99.2% 

主題書展 66 86.8% 123 98.4% 

晨讀活動 72 94.7% 120 96.0% 

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與各科協同教學 60 78.9% 118 94.4% 

讀報教育 64 84.2% 114 91.2% 

閱讀護照及獎勵機制 62 81.6% 113 90.4% 

成立教師閱讀專業社群 53 69.7% 113 90.4% 

英語閱讀 60 78.9% 113 90.4% 

科普閱讀 57 75.0% 111 88.8% 

投稿或有獎徵答 54 71.1% 107 85.6% 

寫作比賽 54 71.1% 107 85.6% 

建立各年級推薦閱讀書單 52 68.4% 104 83.2% 

親子共讀 26 34.2% 87 69.6% 

寒暑假閱讀營隊 41 53.9% 83 66.4% 

小小說書人 32 42.1% 73 58.4% 

戲劇表演 26 34.2% 65 52.0% 

親子或學生劇場 13 17.1% 42 33.6% 

讀經活動 6 7.9% 22 17.6% 

 

（六）有無圖書教師辦理閱讀課程及閱讀活動的情況 

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的圖書館年鑑，每年都有〈中小學圖書館〉專題，針對全國中小學

進行統計及現況報導。依據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一 O 九年圖書館年鑑》〈中小學圖書館〉

專題，針對 107 學年度全國學校進行「閱讀教學、資訊素養融入教學」現況調查，計有國

民小學 1,491 校填覆，回收率 56.6%；國民中學 455 校填覆，回收率 61.57%。表 9 到表 11

是利用調查之 1,491 所國小，進一步分析有無圖書教師，與校內學校晨讀、閱讀教學、資

訊素養融入教學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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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國小推動晨讀學校數分析 

晨讀推動 
國小(N=1491) 

有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無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有推動 255 95.51% 1149 93.87% 

未推動 12 4.49% 75 6.13% 

總計 267 100% 1224 100% 

註：陳昭珍。中小學圖書館。在曾淑賢(主編)，中華民國一 O九年圖書館年鑑。國家圖書館。 

 

表 10 國小安排閱讀課學校數分析 

課表中排入

閱讀課 

國小(N=1491) 
有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無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是 253 87.85% 915 74.82% 

否 35 12.15% 308 25.18% 

總計 288 100% 1223 100% 

註：陳昭珍。中小學圖書館。在曾淑賢(主編)，中華民國一 O九年圖書館年鑑。國家圖書館。 

 

表 11 國小資訊素養融入教學學校數分析 

資訊素養融

入教學 

國小(N=1491) 
有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無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是 253 87.85% 915 74.82% 

否 35 12.15% 308 25.18% 

總計 288 100% 1223 100% 

註：陳昭珍。中小學圖書館。在曾淑賢(主編)，中華民國一 O九年圖書館年鑑。國家圖書館。 

 

表 12 至表 14 乃調查之 455 所國中，有無圖書教師，與校內學校晨讀、閱讀教學、資訊素養融

入教學之情況。 

 

表 12 國中推動晨讀學校數分析 

晨讀推動 
國中(N=455) 

有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無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有推動 114 93.44% 292 87.69% 

未推動 8 6.56% 41 12.31% 

總計 122 100% 333 100% 

註：陳昭珍。中小學圖書館。在曾淑賢(主編)，中華民國一 O九年圖書館年鑑。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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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國中安排閱讀課學校數分析 

課表中排入閱

讀課 

國中(N=455) 
有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無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是 114 93.44% 221 66.37% 

否 8 6.56% 112 33.63% 

總計 122 100% 333 100% 

註：陳昭珍。中小學圖書館。在曾淑賢(主編)，中華民國一 O九年圖書館年鑑。國家圖書館。 

 

表 14 國中有資訊素養融入教學學校數分析 

資訊素養融入

教學 

國中(N=455) 
有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無圖書教師學校 比例 

是 117 95.9% 214 64.26% 

否 5 4.1% 119 35.74% 

總計 122 100% 333 100% 

註：陳昭珍。中小學圖書館。在曾淑賢(主編），中華民國一 O九年圖書館年鑑。國家圖書館。 

 

肆、結論及未來發展建議 

一、結論 

根據上述統計分析，可知我國中小學圖書教師目前發展現況，並歸納結論如下： 

1. 教育部自 98 學年度起試行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一案，101 學年度

加入國中圖書教師學校，除了教育部的補助外，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屏

東縣、宜蘭縣等縣市，也自行補助學校圖書教師。截至 2021 年，總計全國國民中小學

有圖書教師的學校，國小為 21.7%，國中為 33.1%不到一半，比例仍低。 

2. 由於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屬補助型的計畫，學校必須年年申請，否則無法獲得名額，但

因僧多粥少，常有學校無法連續申請上，因此每年擔任圖書教師的老師常有朝不保夕之

感，或因個人職涯考量，而中斷圖書教師年資。累計國小擔任三年以上的圖書教師人數

有 374 名，只佔 29.3%，擔任 10 年以上的圖書教師只有 12 名；國中圖書教師計畫辦理

至今（109）共 9 個學年，累計擔任三年以上的圖書教師人數只有 47 名，只有 10.2%，

比例更少。這使得圖書館經營管理、閱讀推動、資訊素養融入及協同教學等專業知識，

較難接續。 

3. 雖然獲得補助圖書教師的學校比例不高，但有圖書教師後，學校的閱讀環境及閱讀活動

有專門負責的人，因此學校的閱讀教育表現亮眼。統計 98 年至 109 年閱讀磐石學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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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小獲獎校數共 297 校，閱讀推手個人獎獲獎推手共 348 名，其中圖書教師學校有

151 所獲獎，佔 50.8%；圖書教師共有 112 人獲得個人推手，佔 32.2%。國中圖書教師

計畫於 101 學年開始辦理，統計 101 年至 109 年，閱讀磐石學校全國國中獲獎校數共

117 校，閱讀推手個人獎獲獎推手共 141 名，其中圖書教師學校有 56 所獲獎，佔 47.9%；

圖書教師共有 55 人獲得個人推手，佔 39%。 

4. 從全國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補助申請計畫書的內容分析，無論國中或國小，獲得補助的

學校推動，百分之 99 以上的學校有規劃擬定全校閱讀推動計畫、班級共讀、進行圖書

資訊利用教育，且閱讀活動都相當多元。 

5. 從每年都會撰寫的圖書館年鑑中小學圖書館篇的調查分析可知，有圖書教師的學校辦理

學校晨讀、規劃閱讀教學、資訊素養融入教學的比例，比沒有圖書教師的學校高，國中

的差異尤大。  

二、建議 

根據上述的分析及結論，我們提出下列建議： 

1. 落實法規要求，普設圖書教師，協助學校推動閱讀：閱讀及資訊素養需從小培養，圖書

教師是培養中小學學生閱讀及資訊素養非常重要的角色。歐美先進國家向來重視學校圖

書館設施、經費與專業人力的投入，而鄰近的亞洲國家也相當積極投入。然而臺灣的國

中小學，多數學校圖書館沒有專業人員服務。所幸民國 106 年修訂之 「國民小學與國

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三條及第四條增加第七款，已明定：圖書館

專業人員：至少應置一人，且專業人員占圖書館工作人員之比率應達三分之一；其專業

人員，得由符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規定之教師或職員專任或兼任。然而此法規尚未

得到落實，因此建議教育部制訂五年發展策略，五年內讓每一所國中小至少有一名專業

的圖書教師，使學校圖書館成為學生及教師的學習資源中心，培養學生閱讀及資訊素養，

落實素養導向課綱之教育理念。 

2. 建立圖書教師專業職前師資培育及在職教育訓練制度，提升圖書教師專業知能：先進國

家的圖書教師，其圖書資訊專業要求，多須具備圖書資訊碩士資格或至少休息過圖書資

訊學相關課程 20 學分以上，但我國目前仍以短期培訓為主，這樣的作法不易養成專業

認同，也不易建立專業倫理及專業知識，建議應建立專業圖書教師職前師培計畫，與在

職養成之專業培訓計畫並行，培養以推動閱讀為終身職志的圖書教師。 

3. 在學校行政編制，納入圖書教師之名稱及專業職責：目前的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兼具行

政及教學之責，工作繁重，但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乃因屬補助型計畫，因此未正式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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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編制之中，卻未能和學校行政職或導師一樣可以計點，多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雖

因教育熱情而不計較，但遇有調縣市教職需求時，其付出與回饋卻不成比例，這樣的情

況，容易澆熄老師的熱情。建立合乎時宜的制度，實在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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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師資培育之成果與展望 

方金雅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黃秀霜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本文旨在敘述臺灣近十年來在閱讀教學的師資培育情形，特別是建立了中小學教師使

用的閱讀理解策略成分表，以及從國小到國中各領域閱讀教學策略的研發與推動成果。有

關以教科用書裡的課文為教學材料，並建立初階閱讀師資培育和進階閱讀師資培育的系統，

自 2011 年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中央大學柯華葳教授為總召集人，由柯教授召

集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中正大學及臺南大學在全國設立四區閱讀教學研發中心，

負責教師閱讀教學的培訓，提供地區教師諮詢及輔導，到 2019 年再增加清華大學、臺東大

學，繼續分區進行地區教師的閱讀教學培訓與增能，以確保臺灣各地區的教師在閱讀教學

遇到困難時，可以得到支援與輔導。至今十年來，為確保中小學教師有一定的閱讀教學知

能，各區教授及實務教師除集中開發閱讀師資培育課程外，亦持續不間斷的展開師資培訓

與教學輔導的工作，並架設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教學策略資料庫的網站提供服務。 

到目前 2021 年，閱讀師資培育計畫已進行六期，每期一至二年不等，透過閱讀策略的

開發，提出閱讀理解策略成份雙向表、也建立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模式，透過閱讀策略

成份表的規範和理想，閱讀師培團隊並進行教學示範，提供團隊成員到國中小教室現場實

地示範或教學，並逐年辦理閱讀師培研習辦理閱讀初階、進階及回流的研習，以及一年一

度的成果發表會，並出版相關書籍，包括《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閱讀策略融入國中

社會領域─教學實例》、《閱讀策略融入國中數學領域─教學實例》、《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

─亮點學校成功模式》、《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掌握策略快樂閱讀》、《數位閱讀素養學習

活動手冊》、《當課文遇上策略達人-13 個推動閱讀的感動實例》等 13 冊。 

綜合以上，臺灣閱讀師資培育在柯華葳教授的帶領下已超過十年，成果豐碩。包含閱

讀策略研發、建立亮點學校、開發閱讀理解策略教學之教案，並錄製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

影片，也架設課文本位網站（網址：http://tbb.nknu.edu.tw）進行分享，文末提出未來培育

閱讀教師的省思與建議。 

關鍵字：課文本位、閱讀理解策略、閱讀理解教學、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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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感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對閱讀師資培育的重視，自 2011 年起編列經費委託各研發

中心進行閱讀師資培育的研發與訓練至今 2021 年，不曾間斷。 

壹、緒論 

有關臺灣閱讀師資培育的緣起、目的、以及閱讀教學的現況，茲說明如下： 

臺灣於2006年國小學生首次參加PIRLS2006、國中學生則首次參加PISA2006的評比；

當時的臺灣國小四年級學生在全球 46 個參與 PIRLS 的國家（地區）中名列 22，臺灣四年

級學生平均為 535 分，而全球學生的閱讀分數平均是 500 分。至於國中部分，當時 2006

年臺灣 15 歲學生參與 PISA 2006 的閱讀平均分數為 496 分，在全球 57 個參與 PISA 的國

家（地區）排名 16。這樣的成績差強人意，但卻發現教學現場中，每天會進行閱讀策略教

學的老師比例非常少（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妤、游婷雅，2007），因此，教育部及閱讀學

者聚集討論出的共識為持續建置閱讀環境外，也有必要推廣閱讀基礎研究及鼓勵研究社群

投入閱讀研究，包括：一、發展閱讀的科學研究和培育教育科學的研究人才，找出中文閱

讀發展的基石。二、進行中文閱讀教學研究，加強師資在閱讀教學上的增能，以及三、閱

讀基礎研究有必要推廣與研究社群的投入研究（柯華葳，2013）。因此，自 2011 年 2 月開

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國小閱讀教學實驗計劃甄選，總共有 13 個計劃獲選，教

學策略包含了摘要、推論、作筆記等等，最後挑出了有效的實驗成果，出版了閱讀理解策

略教學手冊。 

2012 年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再委託中央大學柯華葳教授為總召集人，由柯教

授邀集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中正大學及臺南大學在全國設立四區閱讀教學研發

中心，負責各區教師閱讀教學的培訓，提供地區教師諮詢及輔導，除了研發閱讀理解策略

外，亦逐年辦理了許多協助教師認識閱讀理解策略、以進行更有效的閱讀理解教學。延續

至今，臺灣閱讀師資培育在柯華葳教授的帶領下已超過十年，成果豐碩。包含閱讀策略研

發、建立亮點學校（後續擴充校數，並更名為閱讀基地學校及閱讀基地預備學校）、開發閱

讀理解策略教學之教案，並錄製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影片。 

2011 年至今，在這十年的歲月中，已有愈來愈多的中小學老師在課程中使用閱讀理解

策略進行教學，閱讀師資培育計畫也持續不斷地進行閱讀師資的初階、進階的研習活動，

包含異地教學等等。本篇論文旨在回顧這段閱讀師資培育的歷程，同時也以美國做為國際

的代表，探討美國閱讀師資培育的現況，最後，再綜合十年的變化提出歸納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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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閱讀師資培育之探討 

有關國際閱讀師資培育探討，限於篇幅，本篇僅以美國為例，探討美國在閱讀專家教

師（Reading Specialist）的培育。在美國培育語文課裡的閱讀專家教師的途徑大致可分為非

營利機構、大學校院以及商業機構等三種途徑。鑑於商業機構可能以營利為目的，其認證

品質或作法或有差異，本文僅以非營利機構及大學院校的系所培育閱讀專家認證的模式整

理如表一，並說明如下： 

一、非營利機構：美國優秀教師認證委員會 

美國優秀教師認證委員會（American Board for Certification of Teacher Excellence，

ABCTE），為美國對不同領域、科別的教師進行發證。此機構的閱讀專家教師的認證是以

線上課程計劃（Program）方式為主，提供自訂進度的教師認證計畫，申請者可以任一領域

的學士學位資格加入委員會，且須經其他學科的認證取得後，方能進行閱讀專家的認證；

而美國各州對於取得委員會認證後如何獲得公立/特許學校臨時教學許可證皆有各自的資

格條件及要求，須依各州規範完成額外學分、考試或實習經驗。 

二、大學院校：以系所學位培育閱讀教師 

在美國大學院校的閱讀師資培育，可以是大學畢業後修讀教育專家學位、或是修讀閱

讀相關的碩士學位、也有以閱讀相關的博士學位進行閱讀教師的培訓。以下表一簡介以閱

讀相關學位的課程修讀來取得閱讀專家認證，其申請大學院校的碩士閱讀學位，其條件較

機構嚴格，除擁有學士學位外，在校成績 GPA 須高於 3.0，另也有部分學校規定須有教師

證明；依各學校課程規劃進行二至三年修讀，並包含實習時數或教學經驗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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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美國閱讀專家教師(Reading Specialist)認證方式一覽表 
項

目 

機構 大學院校(碩士) 大學院校(碩士) 大學院校(博士) 

主

辦

單

位 

美國優秀教師認證

委員會(American 

Board for 
Certification of 

Teacher Excellence) 

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水牛城大學  

University at Buffalo, 

USA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USA 

網

址 

https://www.american

board.org/reading-en

dorsement/ 

https://www.tc.colum

bia.edu/curriculum-a

nd-teaching/literacy-s
pecialist/ 

http://ed.buffalo.edu/t

eaching/academics/te

acher-ed/literacy.html 
 

https://education.fsu.e
du/reading-ed 
 

個

人

基

本

條

件 

學士學位，不限領域 1.必須參加 GRE 或

者 MAT 的測驗 

2.必須擁有初始的教

師認證 

1.學士各科至少 B、

整體 GPA平均至少3 

2.需有 NY 州教育處

核發的教師證，申請

到完成學程期間都

必需有效。 

1.美國學士學位以上，

或從國際機構獲得的

同等學位 

2.GPA 至少為 3.0 以

上 

 

教

師

證

照 

入學前未具有教師

資格證亦可 

入學修讀碩士前需

具有初始認證，必須

取得紐約州教師證 

NY 州教學的教師證

(其它領域) 

未載明 

身

份

限

制 

已加入委員會的基

礎教育認證計劃(含

其他科目)，或已獲

得委員會其他學科

認證 

入學修讀碩士前需

具有初始認證，必須

取得紐約州教師證 

NY 州教學的教師證

(其它領域) 

未載明 

修

讀

歷

程
/

修

讀

學

分

1.學習計劃 

2.準備教學講習班 

3.線上進修課程 

4.練習考 

5.正式考試 

32-34 學分 

主要分為核心 23 學

分、行動研究 1 學

分、學程外選修 4 至

6 學校、組內選修 4

學分，合計 32-34 學

分，至少修讀 32 學

分。 

1.修讀學分：36-37

學分 

主要領域 15 學分、

具備先修的課程 15

學分、指導教授要求

2 個 3 學分的科目、

學科考/專題/論文 0

學分 

2.100 小時臨床實習

修讀學分：72-8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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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機構 大學院校(碩士) 大學院校(碩士) 大學院校(博士) 

數 經驗 

3.修讀課程中需有額

外的臨床經驗 

修

讀

科

目 

N.A. 一、核心學分 

1.早期語文教學素養(2-3) 

Teaching literacy in the 
early years 

2.構建(培育)批判性讀者
(2-3) 

Constructing critical 
readers 

3.寫作教學(2-3) 

Teaching of writing 

4.課程與教學實地工作
(3+3=6) 

Fieldwork i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6)3 credits 
fall; 3 credits spring 

5.閱讀評量與介入的理論

與實務(3) 

Theory and techniques of 
reading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3) 

6.早期兒童文學(2-3) 

Literature for younger 
children 

7.兒童文學(2-3) 

Literature for older 
children 

8.識字、文化和閱讀教學
(2-3) 

Literacy, Culture and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二、論文學分  

碩士論文 

Master’s project (1) 

 

三、選修學分 

1.青少年文學(3) 

Adolescents and literature 

一、必修學分 

1.P-K 語文習得與教學(3) 

literacy Acquisition & 
Instruction Pre-K 

2.兒童識字方法(3) 

Childhood Literacy 
Methods 3 

3.青少年語文習得方法
(3) 

Middle 
Childhood/Adolescent 
Literacy Methods 

4.語言、文學和文化(3) 

Language, Literacy and 
Culture 3 

5.改進國小語文教學(3) 

Improving Instruction 
in Elem. Lang Arts 3 

 

二、選修學分 

1.語文教室的評量和教學
Classroom Literacy 
Assessment & Instruction 
(3) 

2.語文臨床評量(3) 

Clinical Literacy 
Assessment 

3.語文教學臨床實習(3) 

Clinical Practicum in 
Teaching Literacy (6) 

4.語文教學教室實習(3)  

Classroom Practicum in 
Teaching Literacy (6) 

5.B-6 教學實習經驗

/5-12 教學實習經驗(前面

3or 4 的實習) 

Classroom Practicum 
in Teaching Literacy 
(3) 

一、核心學分 

1.閱讀理論與研究(3) 

Theory and Research in 
Reading (3) 

2.語言教育的理論與研究(3) 

Theory and Research in 
Language Education (3) 

3.閱讀和語言教育研討(6)  

Doctoral Seminar in Reading 
and Language Arts 6 

 

二、研究設計和方法 

督導研究(3) 
Supervised Research (3) 

教育研究方法(3) 
 Method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 

以及其他量化研究、統計應

用等研究方法的科目。 

 

三、基礎研究 

由人類學、教育心理學、心

理學、社會語言學、特殊教

育等等選讀 6-12 學分 

 

四、課程主題部分 

1.閱讀理論與歷程 

Reading Theories and 
Processes •  

3.閱讀臨床研究 

Clinical Studies in Reading 
and Language Arts • 

3.中等階段閱讀課程 

Reading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 

4.成人與家庭閱讀 

Adult and Family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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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機構 大學院校(碩士) 大學院校(碩士) 大學院校(博士) 

(3) 

2.社會語言學與教育
Socio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3) 

3.第二語言教室實務(3) 

TESOL classroom 
practices (3) 

4.語文發展(2-3)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2-3) 

5.電腦、語言和文學的簡

介(2-3)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s, 
language, and literacy 
(2-3) 

6.雙語環境的語文教學
Teaching literacy in 
bilingual settings (3) 

科技和語文素養(2-3) 

Technologies and 
literacies (2-3) 

 

1 閱讀教學研究 

Institute: Teaching of 
reading 

2.寫作教學研究 

Institute: Teaching of 

writing 9.學科3.領域閱讀

教學與學習 

Literacy and Learning in 
the Content area literacies 

4.學科內容和語文研究
(2-3)  

Institute: Content area 
literacies (2-3) 

6.指導教授建議的二門課

程 

any 2 courses 
pre-approved by advisor 6 

 

三、必要活動 

碩士論文(0) 

Exam or Project/Thesis  

5.兒童文學 

Children’s Literature   

6.語言整合課程研究 

Curriculum Studies in 
Language Arts   

7.寫作 

Written Composition  

8.語言發展 

Language Development   

9.閱讀與寫作的介入 

Intervention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修

讀

時

間 

彈性(線上課程) 全時或部分時間修

讀 

部分時間修讀 4 

至 5 學期，全時修

讀 2 至 3 學期 

全時修讀 

註：( )內的數字為學分數。 

綜合表一，可以得知在美國閱讀相關學位的修讀方面，除了重視閱讀核心課程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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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修讀，也相關重視閱讀教學的實習或閱讀教學實務的獲取。例如：水牛城大學

（University at Buffalo）就有語文教學臨床實習（Clinical Practicum in Teaching Literacy）、

語文教學教室實習（Classroom Practicum in Teaching Literacy），此外，還需要根據此二個

課程進行教學實習，取得實務經驗。又如：即使是博士班課程，像是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則是在課程主軸方面，有不同學習階段，包含有：兒童文學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等階段閱讀課程（Reading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

以及成人及家庭的閱讀素養（Adult and Family Literacy）等等，考慮到不同人生發展階段

與閱讀素養的關連性。 

參、國內閱讀師資培育之現況 

在前述緒論處，已說明閱讀師資培育的緣起、目的，以下則就十年來閱讀培育的歷程，

以及培育作法，還有相關成果加以說明。 

一、培訓的培訓：閱讀師資培育的增能聯席會議 

承前所述，自 2012 年起為培育閱讀教學師資，由北而南設置閱讀師資培育中心，在當

時總共有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現今改名為臺北市立大學）（北一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北

二區）、國立中正大學（中區）、國立臺南大學（南區），經過多年推動及人員更迭後，2019

年到 2021 年這段時間，在全國各地設立的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北區，含北北基、宜蘭）、

國立清華大學（桃竹苗區，含桃竹苗和金門、馬祖）、國立中正大學（中區，整個中臺灣）、

國立臺南大學（南區，整個南臺灣及澎湖）以及國立臺東大學（東區，整個東臺灣），這五

區設置了閱讀師資人才培育中心，承擔各地區的閱讀教師培訓工作，亦辦理線上初階研習

課程（柯華葳，2020），讓國中、小老師在閱讀教學時能理解閱讀策略點點表，國文、自

然以及社會的分科閱讀策略扇貝圖；此外，國中小教師在實作以及教學時遇到困難，也可

以得到各區的就近支援。 

2012 年成立時，柯華葳教授當時係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為了研發適切有效能的閱讀

理解策略成分分析表以及各項閱讀師資培育的推動工作，柯教授總是以總計畫召集的身份

進行各區工作協調。團隊的運作模式，除了每個月固定召開一次聯席會議，在會議中討論

各區進行的情況之外，也利用寒暑假的假期進行集訓、研發教學策略；此外，在各區主持

人及各區輔導教授的指導與陪伴下，現場教師與種子教師還合力撰寫教案，作為各區協助

閱讀師資的諮詢和輔導之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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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師資培育的期程說明 

閱讀師資培育的期程，係以教育部委託計畫的期程加以區別，分成六個期程，每個期

程大約一至二年左右，合計十年。分述如下： 

第一期：自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12 月，為期 1 年 4 個月 

第一期程重點為各年級識字、詞彙與閱讀理解策略成分，識字與詞彙策略項目包含識

字、流暢、詞彙。其中一年級教學要點為形音連結、部件辨識、流暢性、擴展詞彙；二年

級教學要點為形音連結、部件辨識、組字規則，流暢性、單一詞彙、擴展詞彙、由文推詞

義（新詞） ；三年級教學要點為形音連結、組字規則，流暢性、單一詞彙、擴展詞彙、由

文推詞義（多義詞）；四年級教學要點為單一詞彙、擴展詞彙、由文推詞義；五、六年級教

學要點為文推詞義。 

閱讀理解策略項目包含課文大意、推論與自我提問、理解監控。其中一年級教學要點

為重述故事重點、連結線索（指示代名詞/轉折詞）/（句型）、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句型；

二年級教學要點為重述故事重點、連結線索（指示代名詞/轉折詞）/（句型）、連結文本的

因果關係/句型、六何法；三年級教學要點為刪除/歸納/主題句、連結線索（指示代名詞/轉

折詞）/（句型）、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句型、六何法、理解監控；四年級教學要點為刪除

/歸納/主題句、認識文章結構寫大意、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句型、找不同觀點（找反證）/

句型、由本文找支持的理由/句型、認識有層次的提問、理解監控；五年級教學要點為以文

章結構寫大意、由本文找支持的理由/句型、找不同觀點（找反證）/句型、有層次的提問、

理解監控；六年級教學要點為以文章結構寫大意、由本文找支持的理由/句型、找不同觀點

（找反證）/句型、有層次的提問、詰問作者、理解監控。 

透過建立閱讀策略成分表，各區開始辦理初階研習活動，第一期在 2012 年時，茲統計

各區初階研習參與人數，分別是：北一區 462 人、北二區 1198 人、中區 1302 人、南區 1291

人參與研習，共計 4253 人。 

第二期：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為期 2 年 

第二期程有完整二年的時間，此期的重點為有下列五點，分別是： 

1.持續分區辦理「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初階研習」，2013 年初階 7705 人，2014 年初階

為 10178 人，進階為 1317 人。 

2.持續培訓閱讀理解策略種子教師，規劃閱讀教師認證，依據資格與任務共分為五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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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別為初級研習、進階研習、區域人才培育中心種子教師、閱讀教學輔導教師、

計畫主持人專家學者。 

3.編撰「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教案，置於課文本位閱讀理解網站。 

4.開發進階研習課程，並於 2014 年分區辦理「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進階研習（暑期進

階+學期中回流）」，課程規劃三大主題：文本分析、課文大意、理解監控。 

5. 2013 年起，開發亮點學校並於每年辦理閱讀亮點學校成果發表會。 

第三期：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為期 1 年 

持續第二期之分區辦理「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初階研習」（初階研習人數由2012年

的4253人累計至第三期已增至11340人）、辦理閱讀亮點學校成果發表會、辦理「課文本

位閱讀理解教學進階研習（含回流）」（累計人數由2014年的1,317人累計至2,583人）、

培育閱讀理解策略種子教師。第三期開發閱讀理解教學初階線上課程及辦理跨區教學觀摩。

另舉辦閱讀說帖圖文徵選，作品總件數為805件。 

第四期：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為期 1 年 8 個月 

在第四期的工作重點，仍然持續第二~三期的分區辦理「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初階研

習（線上課程與實體課程）」、「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進階研習」、培育閱讀理解策略種子

教師、開發亮點學校與基地學校。於第四期出版《課文本位閱讀理解基地學校報告》。亦辦

理兩場次之閱讀亮點成果發表會（北區、中南區）。並至全臺各縣市推動學校觀課訪視，全

台共計 26 校。同時出版《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掌握策略快樂閱讀》。 

在第四期中，亦辦理「閱讀理解策略─國小教案徵選活動」，持續編撰「課文本位閱讀

理解教學」教案，更新置於課文本位閱讀理解策略網站。教案格式調整─以策略為主，並

搭配漸進釋放責任教學（編寫一個策略、三課課文的教案）。國民中學分科閱讀成份表之擬

訂，培育各領域種子教師，並開發各領域閱讀策略教案。以及設置臉書粉絲專頁「閱讀策

略師資培育－區域人才培育中心」。 

第五期：自 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7 月，為期 1 年 11 個月 

除持續分區辦理前期工作重點，持續編撰「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教案，更新置於

網站。並於 2018 年 10 月 23 日公布各區團隊所研發的「國中閱讀教學策略與成分表」，分

別有國文、自然、社會三個領域的教學策略與成分表，以適切表彰各個學科領域的特性與

閱讀策略。並於北、中、南區辦理國中各領域工作坊與研習，同時也進行國中教學觀課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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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第六期：自 2019 年 8 月至 2021 年 7 月，為期 2 年 

在這段二年的期程裡，由於參與學校校數增加，原本稱為亮點學校則依其學校發展情

形，把持續性且表現優良，可帶動其他學校的閱讀亮點學校，更名為閱讀基地學校，而仍

在發展中的閱讀亮點學校則做為閱讀基地預備學校，期待透過持續的開發閱讀理解策略教

學之教案，並錄製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影片，以及閱讀基地及基地預備學校的例會交流，

形成互動的社群，讓閱讀理解策略的推廣更為紮根並具有影響力。 

這一期的工作重點還包含國中各領域閱讀教學的工作坊，以及回流研習等，皆於北、

中、南各區繼續辦理。同時，跨領域或是多文本的國中教學觀課訪視，也努力推動中；復

次，國中國語文、社會及自然領域閱讀成份表之學習要點再次更新與確認，推動學科閱讀

教學。在本期第二年時，集合眾人之力記錄學校的成長歷程並出版《當課文遇上策略達人

-13 個推動閱讀的感動實例》。遺憾的是，在這本書出版的前一個月，帶領著臺灣閱讀師資

培育的柯華葳教授卻因病離世，教育界十分感傷這位對閱讀充滿熱情、對教育重視專業的

「閱讀星星」殞落，並對其終身在臺灣閱讀教育的投入，充滿無限敬意與懷念（林曉雲，

2020；陳至中，2020）。 

綜上，臺灣閱讀師資培育在柯華葳教授的帶領下已超過十年，成果豐碩。包含閱讀策

略研發、建立亮點學校、開發閱讀理解策略教學之教案，並錄製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影片，

也架設課文本位網站（網址：http://tbb.nknu.edu.tw）進行分享，文末提出未來培育閱讀教

師的省思與建議。 

三、閱讀理解策略成分表 

為了提供現場教師在教導閱讀理解策略能循序漸進、有步驟的進行教學，自2012年起，

就推出國民小學閱讀理解策略成分表，分別有識字詞彙成份表如表二，以及閱讀理解成分

表如表三（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教學策略資料庫，2012）。另外，於 2018 年 10 月也推

出國中閱讀教學策略與成分表，並有國文、自然與社會的分科如表四到表六，詳細內容也

可在 http://tbb.nknu.edu.tw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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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國民小學識字詞彙成份表 

 
 
表三 國民小學閱讀理解成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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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國中國文領域閱讀教學策略與成分表 

策略 教學重點 說明 

詞彙 

(解碼) 

詞素／析詞釋義／上

下文  

詞素、析詞釋義、查辭典與國小策略相同。找出文章中不懂的字詞，並

由上下文句脈絡中推測出不懂字詞可能的涵意，進而判斷出字詞意義是

否能正確表示文章的涵意。  

流暢 朗讀  透過朗讀增強(檢視)學生閱讀之流暢性。  
 
 

摘要 

刪除/歸納/主題句  與國小策略相同。但若學生已學會刪除/歸納/主題句，則不需再進行此

策略教學。  

用文章結構寫摘要  讀完文章之後，切分出意義段，判斷意義段間的關係，摘出意義段重點

與決定結構類別*，最後綜整出全文摘要。  
 
 
 

推論 

連結線索  

(連結詞)  

必須從不同的句子中找出相互對應的詞彙或概念，相互連結，形成有意

義且連貫的心理表徵。連結線索策略包括：指示代名詞、轉折詞。  

連結文本內的關係  引導學生分辨合理的各類句型，並說明前後句/段落的關係。進而能使

用各類句型能找出課文段落內或段落與段落間的關係。  

由文本  

找支持的理由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某個想法或觀點,或是讀者根據文本內容整合出某些

想法或觀點，而這樣的想法或觀點要能從文本中找到支持的理由。  

找不同的觀點  當文章內容呈現出不同立場的不同觀點時，閱讀者要能夠在句子、段落

間閱讀整理出特定觀點後，再全文比較觀點間的不同之處。  

連結背景知識  讀者利用己身的先備知識、背景知識等和文本做連結，探討文章內容與

主題間的相關。  

自我 

提問 

有層次的提問  引導學生運用自我提問策略，從文本學習提出事實、推論、評論等不同

層次的問題，藉此加強學生對文本的閱讀理解，以及對於文本理解的後

設認知。  

詰問作者  

(賞析：情感、美感、

文學畫面、寫作手

法、作者意圖)  

詰問作者的教學目標是引導學生在閱讀中能自我思考，並向作者提出問

題。透過討論教學，學生能評論作者書寫方式是否完整表達其意思，並

澄清閱讀文章時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此外，學生能試著推論文本中的作

者思考與文本編排、選材撰寫的用意。  

理解 

監控 

理解監控  用上述策略進行理解監控。在閱讀的過程中，閱讀者對於自己理解狀況

的自我評估與策略的運用。  
 
 

筆記 

重要概念  閱讀時在文章中畫記重點，例如畫線、圈出關鍵詞句、標記數字表示順

序或類別、註釋等，使用符號或圖表形式思考與組織閱讀的內容。  

圖／表整理  

(讀者自己組織)  

將有關係的文字訊息表現出來，所以在各段與跨段落中會將相同、相異

性質的資訊整理出來，並以圖表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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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國中社會領域閱讀教學策略與成分表 

策略 教學重點 

學科詞彙 詞素／析詞釋義／上下文 

摘要／主旨 依標題整理文本 
 連結線索 
 連結因果關係 
 圖文連結(圖與表) 

推論 形成概念/概念與概念間的關係 
 由文本找支持的理由 
 理解不同的觀點 
 分辨事實與觀點 
 分辨一手資料/二手資料(包含補充教材) 

自我提問 運用上述策略進行自我提問 

（也包括本身六何法、有層次的提問、詰問作者。） 

筆記 重要概念 

圖／表整理（讀者自己組織） 

理解監控 用上述推論策略與摘要策略進行理解監控 
 

表六 國中自然領域閱讀教學策略與成分表 

 
*包含自然領域課文文本與不連續文本(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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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果與建議 

臺灣閱讀師資培育的起源於 2006 年參與國際閱讀評比 PIRLS 與 PISA 的成績；在培育

閱讀師資以來，一方面希望把閱讀教學的內容與作法，讓更多老師得知；另一方面，也希

望閱讀教學不再是單科教師（國語/國文老師）的工作。時至今（2021）年來看，對於閱讀

教學的認知確實已踏出僅是國語/國文老師的概念，目前在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的課綱（教

育部，2014）、各領域的領綱（教育部，2018），都可查找到閱讀教學融入各領域教學的情

形，也有其他領域教師研發領域的閱讀教學策略，亦即學科閱讀教學（Content Area Reading）

的概念已愈來愈被接受。因此，國小有閱讀理解策略的識字詞彙成分表及理解成分表，而

國中則有國文、自然、社會的分科閱讀理解策略成分表，顯示已將閱讀理解策略融入各科

教學，進入跨領域的閱讀教學。 

檢視美國與我國的閱讀師資培育對象，目前在臺灣是以在職教師為主，也就是以在教

育現場服務的老師為培訓對象，這些教師可能是正式教師、代理教師及代課教師等等。相

較於美國採用學位培訓閱讀教師的系統，包含碩士學位、博士學位，以及學士學位後的閱

讀認證方式，兩相比較，我們臺灣的在職教師的培訓時數及科目較不足，僅有初階二天 12

小時、進階三天 18 小時或加上回流一天 6 小時的研習時數；特別是在職前培育方面，對師

資培育學生在閱讀教學的職前教育方面並不多，僅有部分師資培育學校的教育專業學分有

閱讀理解教學的科目，但開設情形尚未普及，這是我們需要再努力的地方。 

然而，在臺灣的閱讀師資培育有個特別的亮點是在選材方面，因應現場老師重視教科

書，並認為教科書的教學十分必要，一定要完成教學。因此，在團隊研發閱讀教案及運用

閱讀理解策略時，都會以現有已出版的教科書教材做為學習素材，現場老師對於此種研發

成果接受度高，採用意願也會提高，可以即時將閱讀理解策略應用在教學之中。這是我們

優於美國閱讀師培的亮點，我們的閱讀教案與課程內容、教科書選文的結合度較高。 

另外，臺灣與美國的共同點是走向數位學習與線上培訓，臺灣的閱讀師資培訓在數年

前就已將初階研習數位化，一則是拍攝影片置於網路供老師自由下載學習，同時也安排課

後作業，提供研習教師審視自己的學習和收穫，這種不限時間、不限地點，且採用線上及

免費的研習方式可服務更多的教學人員。而美國也因應距離遙遠、向國際學生招生，以及

新冠肺炎的影響，線上課程愈來愈普遍。 

綜上所述，茲建議未來在閱讀師資培育的規劃方面，除了現有初階、進階的研習外，

也能規劃完整的職前教育的閱讀學程，提早讓閱讀師資紮根；另一方面，關於閱讀教師認

證活動，目前是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發給證書，通常是完成初階、進階及回流教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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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才有取得證書的機會。未來，若能與大學結合或是民間學會結合進行初階教師的認證，

讓閱讀策略教學以及閱讀師資培育的訓練能更廣泛，參與受訓的教師與準教師人數能增

多。 

  



二、政策及民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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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學習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柯華葳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壹、前言 

本文所指華語文是 Mandarin Chinese，華語文學習研究是針對華語作為外語（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CFL）或是第二語（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CSL）的研究。文中所

稱漢字指的就是中國字。本文旨在檢視、分析已出版的華語文學習與教學相關文獻，提出

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全文將以 CSL 簡稱華語文學習。過去曾以 1971 年至 2008 年間的

CSL 文獻所做的分析 （Chiu & Ko, 2011）為基礎，將 2008 年以前的論文稱為過去的研究，

而將之後的論文稱為近年或近期的研究。 

本文參考使用的文獻包括電子資料庫（如：ProQuest、ERIC、PsycInfo、PsyARTICLES）

及與華語文有關的紙本期刊。文中採用在具有審查制度期刊中發表且進行實徵研究的論文

為主。若只論述教與學相關議題或是研討會論文集之論文則未列入本文所分析的資料中 
（註一）。依所蒐集論文，研究主題大致可分為字彙學習，包括學習策略;語文能力，如說

方面語音和語調的研究及語句表達;母語對華語文學習之影響的探討;學習華語目的、動機

與焦慮研究及近年因應資訊科技和腦神經科學發展出科技支持的華語文學習和華語學習的

生理機制等。新科技如使用數位科技輔助華語文學習的研究並未另闢一類，因其研究內容

可能是字彙學習，可能是語文能力的教與學，如 Lan, Kan, Hsiao, Yang 和 Chang （2013）

藉用 Second Life 開發日常溝通平台，主要在促進學生口語溝通能力或如 Yum, Midgley, 
Holcom 和 Grainger（2013）以 ERP 研究的字彙學習。 

貳、字彙學習 

在各類研究主題裡，字彙學習方面的研究，相對的比其他類別多，由學習機制、學習

錯誤分析到學習策略都有，有探討漢字結構（如：筆畫數、字的結構、部件）和頻率對學

習華語文的影響，亦有探討學習者的部首知識、組字規則與學習字彙的關係。分別簡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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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字結構與漢字學習 

Hayes （1988）曾操弄字音、字形或字義的相似性，分析 17 名美國大學生及 17 位來

自台灣的學生在字詞辨識上的錯誤。他發現華語為母語的台灣學生在語音上比字形或字義

上犯的錯誤多，而華語非母語學習的美國學生犯較多字形的錯誤。Hayes 推論非母語者較

採用視覺的訊息處理漢語字詞。Wang, Perfetti 和 Liu （2003）也曾研究 15 名母語皆為拼

音語文且初學華語者（學習華語文一年，註二），要求他們做漢字真假字彙判斷和唸名作業。

字彙判斷中操弄漢字的頻率及筆畫數。唸名作業則操弄字的頻率及結構特徵的複雜度。結

構特徵的複雜性，包括只有一個部首（簡單）和超過一個部首（複雜-複合字）。研究者測

量學生的反應時間及正確率發現，初學華語學生對頻率與結構簡單字反應較快、較正確。

研究者推論華語初學者可以很快掌握漢字結構特徵。 

在組字知識發展上，Shen 和 Ke（2007）研究 140 名美國大學生，他們學習華文的程

度包括初級（學習 1 個月）和中級（學 1 年至 3 年）。這些學生接受部首知識、部首知識應

用等測驗。不意外的，研究者找到一個識字發展趨勢。在部件知覺上，學習一個月的學生

顯著低於學習一年的學生。部首知識上，隨著學習華語文的時間，呈線性的成長，學習華

語文 2 年及 3 年有顯著的進步。在部首知識應用方面，學習華文 3 年的學生表現顯著優於

學習 2 年的學生。學習華語文 3 年的學生可以精熟使用部首知識學習新的字。而部首辨識

與識字量有關。Tong 和 Yip（2015）研究香港 CSL 學生，他們平均 18 歲，接觸華語約有

3 年半的學習時間。研究者發現這些學生辨識單字和雙字詞的成績和辨識聲旁、部首能力

有關。其中又以非字部首辨識最能預測字詞辨識的成績。 

二、漢字學習策略 

在字彙學習策略上，Winke 和 Abbuhl（2007）以觀察和問卷探索 9 名美國大學中文班

學生（19-56 歲）學習中文字彙的策略並加以分類。他們提出，在字彙學習輸入策略上

（input-based strategies），27%的學生直接提問、21%會翻譯字詞或片語、19%的學生則從

書上閱讀及複習。在輸出導向的字彙學習策略上（output-based strategies），29%的學生背

誦發音，24%背誦聲調，16%則在字或拼音上標註聲調。在使用認知導向的策略上

（cognition-based strategies），22%的學生採用背景知識來猜測不會的地方，19%使用記憶
的方法學習，17%的學生會比較中文和其他語言的差異。至於使用漢字結構的策略學習漢

字，Ke（1998）提出一學習策略發展趨勢。他研究 150 名第一年學習華語文的學生，其中

85 名學生為華裔，60 名分別來自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或泰國。雖然初學者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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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表現顯著的優於寫字的表現，大部分的華裔或非華裔學習者都認為利用字的部件學習

漢字是個好的學習策略，練習寫字亦可以有效的幫助學習，不過，字音在幫助字彙學習上

並沒有扮演主要的角色。Shen（2005）也曾以問卷調查 95 名美國大學生，其中 43 位學生

第一年學習華文，27 位學生第二年學習，25 位學生則有三年或以上學習經驗。Shen 觀察
到，外國學生學習漢語字彙最常使用的策略為以組字規則為主的認知策略。次常使用的策

略為課前預習及課後複習。  

若由教學上來看，Chung（2008）研究 60 名澳洲七年級男學生，學習華語文只有 3 至
4 星期的初學者及 44 名 9 年級男學生，學習華語文兩年以上，發現初學者在回憶字義上，

對視覺及聽覺同時呈現的回憶表現較佳，在回憶字音的表現上，只對有視覺呈現的字音回

憶表現較佳。學習兩年以上的學生，無論在對字義或字音的回憶，對視覺及聽覺同時呈現

的字回憶都比較好。 

就目前研究結果來說，華語文學習者很快可以掌握漢字特徵，且學華語到一程度，所

用的學習策略漸漸趨向華語為母語的本地生（Wang, Zhou, Shu, & Yan, 2014）。Wang, Zhou, 
Shu 和 Yan（2014）採 parafoveal processing paradigm 分析在北京師範大學念書的韓國學生

以及同校中國大學生的 perceptual span。研究者假設較大的 perceptual span 帶出較高

parafoval processing 效果，進一步形成較大的 perceptual benefit。結果如研究群所預期，華

語文能力較佳的韓國學生會使用漢字的訊息，特別是字形相近的訊息，這對處理標的漢字

有助益。簡言之，使用漢字特徵學習漢字這個結論在 CSL 漢字學習上是肯定的。 

 

參、語文能力 

一、發音和語調 

在語文能力研究方面，包括語音、聲調學習、口語表達以及句子學習等。這方面研究

比較多著重在學生錯誤的分析上。例如，王又民（1997） 調查 50 名來自 19 個國家的學生，

其中基礎班有 37 名，進修班（一般稱進階班，註二）13 名的聲調，發現上聲字調號標注

的正確率最低。即使學生已在進修班，母語相同者，調號標注的正確率及錯誤分佈相同。

研究者嘗試說明母語是造成各國學生調號標注差異的主要原因。就如吳門吉、高定國、肖

曉云、章睿健（2006） 給在中國學習華語文之歐美韓日各國學生，包括初級 55 人，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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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測驗，包括拚音認讀漢字、選詞填空和聽寫。他們發現學生的聲調成績不因學習水準

提升而有所改變。 

關於母語對於華語發音的影響將於 L1 對 CSL 學習的影響中再次討論。 

二、語句使用 

在語句學習方面，有學習發展的研究如陳凡凡（2008）。陳凡凡要求學生對四幅各自獨

立的圖片進行口語描述。參與學生共 71 位，分別來自 7 個國家，他們學習的階段分別屬於

初級一和二、中級一與二及高級。陳氏觀察到，初級學生即可掌握「是」、「在」字句。「著」

字句則至中級二以上才能掌握，而高級學生能掌握「V 在」字句。但「在…V 著」句子的

使用不穩定，大約初級二及中級二使用，中高級學生則掌握「有」字句，正確率達 100%。

不過研究者未發現接受研究的學生使用「V 了」、「V 有」及「零動句」句子。 

在問句方面，Yuan（2007）以句子接受度測驗探討 111 名在中國學習華語文的日本大

學生、研究生及教授並以 20 名中國學生為對照。日本學生學習華文時間從 13 個月到 95
個月。日本學生對於中文的 wh 問句句尾「呢」的構詞特徵較不熟悉，導致他們在中文 wh
問句上有不同於中國學生的表現。陳純音（2005）亦曾以圖片描述探討 80 位使用英文及日

文在台灣學習華語文學生的疑問句發展，其中 40 位初級生，40 位中級生。陳氏看到，學

生使用單句疑問句較複雜句多。「誰」的疑問句接受度及使用度最高，其次是「什麼」及「哪

一個」。 熊文新（1996）則是透過北京語言大學「漢語中介語語料庫系統」語料，探討把

字句的使用，結論是學習程度愈高，使用「把」字句結構就愈多，錯誤率也隨之減少。在

台灣，林于婷、陳浩然和王敬淳（2014）也以語料庫檢視學習者對趨向動詞 「起來」使用

的偏誤和難點。Teng （1999） 亦曾分析台灣師範大學漢語第二語言中介語數據庫中 9 名
英語為母語初級生（學習華語文 9 個月）的句子語料。研究者看到，了的第二句型（如：

你該回家了）較早為母語為英語的學習者習得。了的第一句型（如：我買了三張票）則需

較多年才學到。在 9 位學生中，幾乎沒有學生使用雙了結構句，如：我已經寫了回信了。  

三、一般學習策略 

探討學習者學習華語文學習策略的論文中，除上述有關於字彙的學習策略，亦有論文

探討學生如何熟練華語文的策略，包括聽廣播、複習、看電視等。Hsieh （2014） 調查在

台灣某大學學華語文的外籍生 176 名。其中 67 位來自東亞，48 位由南亞來，37 位來自歐

洲，24 位來自北美。當中參加初階班者有 60 位，中階班者 58 位，中高階班者 58 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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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以問卷問學生關於聽和說華語時會使用的策略。他發現，北美地區學生比其他地區學

生多採用社會、溝通取向的策略。東亞學生則較多利用電子辭典、使用熟悉的詞及注意聽

者反應的策略。不過，有研究指出，學生要使用自己的策略，學習效果更好（Kuo & 
Hooper,2004）。 Kuo 和 Hooper （2004） 找從未學習過華語文的美國高中學生 92 名學習

漢字。研究者設計四個組別:英文翻譯組、語言描述組、圖片組、圖片及語言同時呈現組，

及傳統組-鼓勵學生使用自己的記憶策略。研究者實施再認測驗，有前測、後測和學習策略

調查。結果傳統組學生的測驗成績顯著高於圖片組、語言描述組和英文翻譯組。其中圖片

及語言同時呈現組的成績則高於英文翻譯組。 

至於探討外國人士學習華語文的情緒因素研究，則是關於學習華語文的焦慮，學習動

機及目的。簡言之，學生學習漢語時自信少，焦慮高（張莉、王飆，2002）。學習目的則以

瞭解中國，或為工作及接受教育為主（王志剛、倪傳斌、王際平、姜孟，2004）。 

學習外語或新語言，焦慮應是肯定的現象。至於研究所提出學生使用的學習策略，可

供現場教師參考，並提供給需要的學生以輔助學習。在語句研究方面，都屬描述性研究，

且因研究對象的多元，目前研究成果顯得零散。如何找出漢語語句學習的模式進而發展出

有效教學模式，仍有許多研究空間的。 

肆、L1 對 CSL 的影響 

在所有研究中，許多華語文學習研究涵蓋不同國家的學習者（如王又民，1997; 陳凡

凡，2008），但簡略的以歐美及亞洲，或是否屬於漢字圈來區分這些學習者的母語背景（如

吳門吉、高定國、肖曉云、章睿健，2006; Hsieh，2014）。有些研究則特別針對一國或是一

地區如日本、美國、韓國、歐洲、印尼或越南的學習者研究。針對一國、一地區學生的研

究，多數探討第一語（母語）和華語學習的關係。以下將簡要說明之。 

在語音方面，如：有研究提出印尼學習者主要偏誤在塞音和塞擦音上（林奕高、王功

平，2005）。鍾榮富、司秋雪（2009）觀察到美國學生以美語的擦音[S]的位置，或者直接

遷移（transfer），或者誇張（hypercorrection），來發華語的三對（塞）擦音[ts, tsh, s][t§, t§h, 
§][tþ, tþh, þ]，導致有所謂的 “外國腔”。王韞佳（2002）以語音知覺實驗，辨識前後鼻音韻

母及發音實驗，區分前後鼻音韻母，提出日本學生對韻尾【η】的知覺正確性高於韻尾【n】。

胡曉研（2007）也以發音測驗提出韓國學生在聲母方面的偏誤，把舌尖前音發成了舌面音

或舌尖後音；把唇齒音 f 發成雙唇音 p 或 b；把舌尖音 r 發成接近舌尖中音 l 的音等。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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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偏誤，如 e 和 o 的發音或兒化音發音偏誤。聲調方面則都有偏誤，如二聲上不去；

四聲下降程度不夠以及三聲的偏誤等。 

在語法方面，如 Hu 和 Liu（2007）研究 41 名英國大學生及 47 名在中國的韓國大學

生，他們學習華文的程度包括初級、中級及高級，另有 15 名中國大學生為對照。研究者提

出英國學生比韓國學生還要早能區分合乎中文文法的句子。作者認為這是因為韓文與中文

較相似導致韓國學生無法很快的再建構新的語法。 

整體而言，學生的母語背景影響其華語發音是可預期的，但對華語文語法學習的影響，

則待更多研究以找出不同母語背景如何影響華語文語法學習的模式。 

伍、華語文研究的方法 

過去大部份華語文研究較多使用相關分析或各種檢定方法，如：t 檢定、F 檢定、χ2
檢定來說明各個變項間的關係或差異。有的論文只以用描述統計來說明研究結果，主要在

表達學習者的錯誤類型。亦有調查研究，僅描述不同學習者的各種學習表現。近年，有對

照組的教學實驗設計（如，蕭惠貞、陳昱蓉，2014）較多，亦引進在教學上備受重視的新

議題如互助學習（例，袁芳遠，2014），以及採用眼動研究（如Wang, Zhou, Shu, & Yan, 2014），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如 Qi, Han, Garel, Chen, & Gabrieli, 2015; Yang, Gates, Molenaar, & Li, 
2015; Yum, Midgley, Holcomb, & Grainger, 2013）等，顯示華語文學習與教學研究方法與時

俱進。 

陸、華語文學術期刊 

在 CSL 研究中，大部份論文發表在中國大陸出版與華語文有關的期刊。如《世界漢語

教學》，此期刊為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刊，由中國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主辦。另有《語言教學

與研究》，是由北京語言大學出版之學術期刊，主要針對對外漢語教學研究。在台灣則有由

世界華語文教育協進會出版的《華語文教學研究》。至於以外文出版的華語文相關研究的期

刊，如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此期刊由全美華文教師學會所

出版，內容包含華語文教學及學習相關的文獻。其他的期刊則與第二外語學習或語言學習

有關，如：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Second Language Research、Foreign Language Annals
等。 近 年 ， 因採用研 究 方法多元， 所刊登學 術期刊也比過 去 多元， 如 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 Neuropsychologia, Psychophysiology 以及科技教育方面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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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CSL 研究在國際期刊發表的比例偏低。以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為例，

2009 年共有 32 篇論文，2010 年有 35 篇論文，2011 年 33 篇論文，其中都沒有 CSL 相關

的論文。2012 年開始，40 篇論文中有關 CSL 有 1 篇，2013 年 39 篇論文，4 篇有關 CSL，

2014 年 37 篇論文，1 篇有關 CSL。整體而言，在國際期刊上，華語文教學研究相對的算

少。不過，華語文教與學相關研究論文雖不多，目前研究結果與一般外語學習結果不相牴

觸。例如學生的字彙量與讀寫能力有高相關（Lin, Y., 1999）。又例如學習時間與學習效能

有關亦受肯定。以四星期（3.5 小時/天，5 天/星期）（ Qi, Han, Garel, Chen, & Gabrieli, 2015）

或 10 次包括四個作業的訓練，有字形、英文詞和中文詞的連結、正確翻譯選擇、以及中文

詞翻譯成英文等，就可以顯出 CSL 學習者和非 CSL 學習者的不同，也可以分辨學習較快

者和較慢者的不同（Yum, Midgley, Holcomb, & Grainger, 2013）。以六星期的學習研究為例，

對漢語聲調處理，特別是在語言區，顯出較成功學習者和較不成功學習者腦中不同的連結

（Yang, Gates, Molenaar, & Li, 2015）。 

柒、結語與建議 

學習華語文已成世界趨勢，華語教學研究應是 EFL 之後一重要的研究領域。就目前的

文獻看起來，本文有以下建議： 

一、研究主題 

1. 整理華語文研究，有研究者以華文為研究內容，目的在呼應語文學習或是第二語（外語）

學習的理論。有的則研究華語的本體，以語文分析為主。這些研究似乎都少去 CSL 學

習者。如何針對 CSL 學習者做有效學習/教學研究是華語文研究要加強的，以免研究歸

研究，教學歸教學。因此，作者首先建議宜增加更多教學實驗研究。許多語文分析最後

會提出教學建議，如陳俊光、劉欣怡（2009） 研究「好」句內的銜接功能和跨句的會

話功能、張玲瑛（2009）分析常用的四個句末助詞「嗎、啊、吧、呢」。研究者所提出

的教學建議，若都有實驗以支持其實用性與有效性，提供第一線教學者所謂證據本位的

教學建議，當可以更進一步增進教學效能。 

2. 語文能力可以分為聽說讀和寫作。本文所引研究中多數以“讀”來研究學生的學習狀況，

包括讀字和讀句。說方面則重發音和音調，較缺完整的語言表達研究。至於聽和寫作方

面的研究就更乏善可陳。這是研究主題上需要加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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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1. 在蒐集文獻過程中，不少研究是教師利用上課之際進行相關的研究。除了會有研究人數

可能不符合統計的要求外，對學生母語背景亦無法加以控制，加上其他可能混淆研究結

果的因素，致使研究結果的信度及效度不確定。因此，往後研究應謹慎考量研究設計及

實施方法，特別是在課室裡進行的研究。如何增進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的信度與效度，

是需要研究者確實掌握的議題。 

2. 在研究設計方面，多數研究僅止於觀察學習者的學習表現，未進一步探究其中的學習歷

程。因此我們讀到學習現象的描述，卻不知為何發生此現象。往後的研究如何在了解錯

誤類型或各種現象之後，進一步探究相關的影響因素，或造成此錯誤類型表現的認知歷

程，會對 CSL 教學更有幫助。 

3. 關於母語影響華語學習方面的研究，大多數的研究者會考量此一變項。有些研究者將此

作為一個研究變項，有些研究則在一開始選取研究對象時即做控制，如特別選取來自某

些地區或國家的學生。除母語變項外，學習華語的程度亦是一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研

究者都接受不同華語文的學習程度會有不同的學習表現，因此，大多數研究會說明學習

者的華語文程度，有些研究則是特別針對某一的程度的學習者進行研究。但不同研究者

對學習者華語文程度的區別有不同的標準。有的以學習的時間來判斷，有的以上課的節

數來區分，有的採用通過中國漢語水平考試（HSK）的級數，有的則以學習者已經完成

的學習內容來作判準。往後的研究若有較一致的標準區分研究對象的華語文學習程度，

一來，研究中較可以處理學習程度所帶來的影響，二來，研究者討論時更容易有共識。 

三、研究對象 

1. 在台灣，華語文研究側重外籍生或是僑生，其實新移民學習華語也應是 CSL 研究議題

之一。例如柯華葳、林姝慧、辜玉旻（2015）分析在補習學校上過中文班的新移民女性

的學習成效，發現，不論他們在母國已有的教育程度，平均學習華文四學期，正如本地

小學二年級學生有四學期正式學習的時間，他們的識字量正是他們學習的時間所反映出

的二年級的識字量。只是二年級的識字程度，並不能滿足社會所要求的基本讀和寫。更

需注意的是，他們閱讀流暢度相對的比一般二年級學生慢。這很不利於他們閱讀生活中

的資訊。因此本文呼籲重視新移民 CSL 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強 CSL 教學，一方面更

能豐富 CSL 的研究內涵和不同語言的學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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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乎目前所讀到的 CSL 研究都以大學生或是成人為研究對象。基於母語和認知成熟度

對學習的影響，研究兒童或是青少年學習華語文作為第二語，亦可以增加 CSL 發展機

制的理論基礎。 

捌、總結 

綜觀華語文學習與教學研究，由學習內容來說，學生學習漢字的研究有比較確定的結

果。至於語句或篇章，都屬散戶型的研究，也就是說目前的資料稱不上有系統，尚無法支

撐研究者提出華語文語句的學習模式。若由語文能力來說，識字和讀句的研究比較受研究

者青睞，說則以發音、語調為主，聽和寫作研究仍待開發。整體而言，過去華語文相關研

究，較傾向描述某些學習者的學習現象，包括錯誤分析，因此學習華語文歷程的理論仍有

待開發與建構。近年由於研究新興工具的使用，研究者可以更清楚觀察到華語學習的歷程。

持續有系統的研究華語文的教與學，其成為一個專業的研究領域指日可待。 

 

 

 

 

 

 

 

 

 

註一：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自 1984 年召開第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每三年一次研討會，至第八

屆，橫跨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發表論文將近數千篇，華文會特將論文依其性質分類，邀請各領

域（包括華語語法、語音、詞彙、文化、對比多媒體、師培、第二語言習得、華語教學等）家學

者回顧統整，由柯華葳教授、何大安教授主編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印行《華語文研究與教學—

四分之一世紀的回顧與前瞻》，亦是研究華語文教育者可以參考的研究資料。  

註二：學生屬於初學、基礎或是進修都沿用原作者的用語。這也是本文最後會建議學習者的華語文程度

的定義需要更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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